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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科中的学者都在采用制度的研究方法，强调制度在形成人的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在经济学中尚未形成广泛适用的制度框架。

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埃格特森教授认为，经济学在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方面，由于缺乏可用的理论结构，总体上已经落后于其他学科。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埃格特森教授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正在进行的制度研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建议，为这种建立在新古典模型上的强调共同依存的研究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将这样一些论题集中到一起，如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工作组织理论、计量历史学和法律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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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一）

这是一本较系统较全面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及研究成果的专著。

作者思拉恩·埃格特森，冰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2年和1993年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与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张五常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共同进行研究，近年在美国和德国的有关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论文，成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一位十分活跃的学者，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译者在翻译这部著作时，深感到埃格特森教授正试图把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其应用领域作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使我们不必再通过浩瀚的文献来逐步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正如诺斯在评论这本著作时所说，“这份研究远不只是一篇对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文献进行概述的报告，在综合和组织这些文献时，埃格特森教授对社会科学中这一萌芽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拓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本全景式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以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为线索，概括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和最新发展。无论是从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运动的总结来看，还是从作者组织丰富的文献用以说明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来看，本书对中国经济学界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本书作者在总结概括时，把现实的及历史上的一切组织制度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自由放任经济环境中，人们在生产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组织形式；二是在人类自由交换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的一套约束经济交易主体选择行为的规则和规则制定的制度。与第一层次不同的是，这些规则和制度对人类组织生产活动有间接作用，即影响和约束的作用。在第一层次内，有企业组织形式、农村契约形式、市场习惯做法、交易媒介等等；在第二层次中，产权的起源及产权结构、产权的利益集团、政府国家等都包括在内。以这两个层次来组织已有的文献，并不说明这两个层次划分的绝对性，比如研究企业制度时没有产权理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分成这两个层次的优越性在于，读者们能很清晰地理解到人类经济活动的逻辑展开总是遵循某些固有的规律的。在研究产权国家理论中，人类行为的痕迹处处可见，可以认为，缺乏政府的产权理论是不完整的，而更应明白的是，缺乏利益集团论的产权国家理论又是空洞无力的。

（二）

新制度经济学之为“新”，必须有方法论上的突破。人们现在都已意识到，新制度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作理论基础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如何改造新古典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资源配置以外的研究领域的呢？要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必须先认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的概念。本书作者首先从制度一般与行为一般的角度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威廉姆森曾总结过新制度经济学的几个重要特征：（1）新制度经济学充分假设，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无数的争论文章都从效率角度评价了经济组织的比较微观特征。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利用了“理性精神”，因而它保存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2）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管理方式结构，后者带来不同的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激励和分权治理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的无摩擦的理想形式相比较。在这种比较中，特别有用的一个比较概念，就是交易成本。（4）新制度经济学很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作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
(1)

 威廉姆森的论述反映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道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的渊源关系。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化到底是什么？

作者认为，当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组织制度时，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这三个要素事实上是对经济行为主体行为特征的概括。但是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资源配置，而是人与人的生产、交易关系，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必须修正：（1）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2）主体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3）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当经济学家们引入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政府行为干预等，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得到了一般化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建立于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必须要有范畴及范畴关系的发展，否则到今天所称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无法存在下去的。交易成本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也是最早提出的概念。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排他性权利的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及事后监督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与索取有关交易信息的费用相联系。交易成本被称为“转换成本”，与运输成本相似，以某种方式来降低不确定性。所以斯蒂格勒说它是“从无知变为全知的转换成本”
(2)

 。交易的概念最早由康芒斯提出，他认为“交易”有三种：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第74－86页）。人们在交易中要利用契约这种交易形式。它是买卖双方达成的合法的承诺。现实中契约的种类多种多样，关于契约的内部研究的发展，提出协作问题、监督问题、度量问题、代理问题、败德风险问题、激励问题等。在建立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之后，人们会问某种组织制度是不是好的，有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是一种不可测定的概念，从交易来看，达成“一致性”，“效率”就达到了，而社会经济制度的效率在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比如产权的效率在于“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
(3)

 。

如同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是最优价格一样，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没有人为阻碍，各种组织形式就存在竞争；而能使交易成本最小的组织形式会最终存活下来。但在有立法者或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作为不是最优的，则可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

（三）

对人类生产活动中基本的组织形式加以解释，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研究较成熟的部分。研究一切社会中的组织形态时，一般遵循三个基本原则：（1）假设存在一种起作用的规则，低成本组织趋向替代高成本组织；（2）一旦高成本的组织持续存在，而且似乎人们稍加改变即可增加净产出，我们就应从非常规的地方寻找人们的隐蔽利益；（3）如果找不到这种隐蔽利益，就应转向寻找政治约束。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经济组织形式、市场习惯做法、交易方式，其相对经济优势起源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运用交易成本来分析它们的多样性。

企业的性质是什么？大家已熟知科斯的解释以及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用“生产理论”所作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就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而且认为用市场、企业两分法来分析经济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方法可以形象地描述这种观点：“一个开始于单一形式的企业，将不断扩大，直到使新的活动内部化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扩大的趋势才会停止。”
(4)

 威廉姆森强调“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个治理结构而不单单是生产函数”，
(5)

 企业的多样化与交易成本的多样化就可联系起来。

再来看看农业中农户与地主之间的土地耕种安排。表面看这些安排与企业、市场的安排相去甚远，但它们逻辑是相同的，都是契约的某种具体形式。不同的是，农村中要素投入品市场不健全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农业生产环境不确定因素大，比如自然风险，以及农业生产中农民与地主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些造成了农村契约形式的特殊性，也即组织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本书所总结的对于三圃制、分成租佃制的研究，反映出农村中的组织安排不可能是无效率的，人们必须从产出量之外的多种因素来考察它们。比如对于分成租佃制的争论就极富启发性。在张五常的模型中没有风险这个变量，但他认为分成租佃制是用来分散风险的。他说“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分成制就只专注于分担风险”。人们认为他的模型错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这种情况下分成租佃制仍是最优的吗？张五常的解释是：“分成租佃制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使从风险分散中获取的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监督成本、激励成本，这些强制成本并不妨碍分成租佃制这种形式的出现。
(6)



许许多多市场习惯做法都包含着降低交易成本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市场规则和社会制度出现的原因在于它们限制了欺诈和搭便车行为，而且从每一个买方和卖方单独的观点看，这些规则和制度都会使契约安排即交易趋向于最佳状况。
(7)

 常见的规则、制度包括担保、职业证明书、商品的品牌等等。对信誉的投资、巨额广告费用都可以看成是厂商的抵押品，用以降低厂商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对货币及货币体系也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和分析。在传统经济学中货币没有经济学意义，甚至在新古典均衡中也只算是一个知识附属物。但“交易成本”概念的使用，使货币有了重大的经济学含义。

总之，通过理性选择的假设和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可以导出如下结论：以一定的技术状态、产权体系、交易成本为约束条件，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联合起来的使价值趋于最大化的契约安排。这也是本书的结论。

（四）

以上对于人类生产活动中组织形式的解释，只是在自由放任模型中进行的。这与现实世界仍有很大区别，我们必须考虑对自由放任经济中交易主体的选择行为产生约束的规则以及由规则制定的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生产。但是，由于制定规则和制度的人本身也符合新古典主义中具有稳定偏好、理性、寻求最大化等行为假设，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同样地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制度的“生产”，用经济学中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化的方法建立社会制度模型。本书作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能够解释阻碍国民财富增长从而造成高额机会成本的社会制度持续存在的原因。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组织时遵循的三条规则，在此研究领域中看来已不太运用，原因在于权利的垄断性质。或许，如果存在着完全的权利竞争体系，一切不利的制度都会改变。
(8)



本书作者认为，关于产权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最薄弱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仍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读者们或许已熟知诺斯等人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建立的研究框架，对他们的一些见解也颇为熟悉。本书在总结这些成果之外，又对一些新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概括。比如对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制度性变迁问题的研究，都给我们以新的视野。

研究产权的起源，有必要先构造原始模型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确立排他性费用及内部控制的成本，决定于产权是否被确定下来。有一些有价值产权未被界定下来，原因在于高额的排他费用，对于分享型排他性权利行使的内部控制费用，政府的强加限制等。但是原始模型对于现实的借鉴意义不大，对它的修正是加入有关政府和立法的利益集团理论，即产权的利益集团论。也就是说，“不了解经济和制度变迁中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及他们之间在一定问题上、在政治领域中的相互作用，就不能认为已真正理解现有的产权制度类型。”
(9)

 也即，不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外认识产权，就无法判断产权结构的进一步变化会如何出现。

提出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迫使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政府含义。新制度经济学文献对于苏式国家结构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制度是如何阻碍经济增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苏式经济系统中存在四种代理系统，从中央繁衍出的两个制度分支：党的监督和官僚管理机构代理人，以及军队和警察代理人。这种委托人一代理人制度是运行该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党选拔各层管理者，同时统治者依靠军队和警察作代理人。改革虽已提高了官僚管理机构代理人控制企业的成本，但并非完全消除了他们的控制，例如尽管直接命令已被取消，但代理人们掌握着投入配给权，或者取消了命令和配给，却没有取消对企业经理的任免权。“从现实看这些国家改革主要是被党和官僚管理机构的中层代理者们破坏了。”
(10)

 确实，有时即使一种制度抑制了经济增长，但仍有其持续存在的原因。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较充分的解释理由。

新制度经济学对所有制与行政制度的研究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社会中产权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困难性。许许多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或许能为新制度经济学这个较薄弱的研究领域提供极好的实证材料。科尔内最近曾深刻指出，“力求通过市场协调来调节国有部门，这是社会主义蓝图的核心。但结果证明，这不可能减少行政机构的支配性影响，国有制与市场协调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弱联系。”“没有恰当的所有制形式的重要支持，就不可能产生理想的协调机制，同样没有相应的协调形式，也决不能得到理想的所有制形式。”
(11)

 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协调，更难产生均衡、有效率的契约形式。总之，把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与人类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使之内生化，我们可以更明晰地洞察制度变迁的起因和途径。

（五）

新制度经济学最近20年的发展是迅猛的，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有经济意义的人类各种活动。不仅研究产权、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已开始被运用于当今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贫困国家政府失效及市场失效的原因。可以认为，一旦引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又似乎无限地扩大了。这种以“新方法”研究“老问题”的做法，可称得上经济学的新的探索。

不管如何评价这种新探索，认为它是否符合标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或者争论、预测它是否会成为主流经济学，现在有一点是明确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它，而它本身对解释以往经济学所忽略的现象及新出现的问题，有独特的效果。

本书翻译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参加翻译的有：朱寒松（第一、八、九章）、李耀（第二、六、七章）、吴经邦（第三、四、五章）、王志宏（第十章）。全书翻译的组织工作、校对、统稿工作全部由吴经邦负责，李耀负责中文版序言、前言和附录部分。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吴衡康先生，王湧泉先生和王淑荣女士，他们为编辑这本译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们深表崇高的敬意。

 

吴经邦　李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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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矛盾无处不在，理性的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强大冲动力，既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主要源泉。无论这种结果是好是坏，均依赖于人为的社会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指限制人类行为并将他们的努力导入特定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包括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及其实施效果。个人并非像鲁宾逊那样孤立存在，经济成果和社会结果依赖人们的相互作用，微观的行为常常引出不尽人意的宏观结果。以看足球赛为例，当视线部分受到阻碍后，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会站起来观看，他们的这种行为会将成本强加给坐在身后的观众，因为后者被迫也要站起来。可以设想，最终的结果是，所有观众都站立起来观看，但所看的总体效果比坐着欣赏非但没有改善，而且会变差。

上述困境的出现是由于，首先站起来的人们对于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成本不承担责任，而且他们很有可能相信，如果他们不站起来，别人也会站起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解释，困境的产生是因为协商和实施禁止站立会遇到交易成本，所以当前述成本不太高或小于交易成本时，人们对协定有一种投机倾向。由此可见，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的制度，既能减少也能增大这类成本。

在本世纪，为了协调微观行为和宏观结果，曾经采用过中央计划经济和分权市场经济这两种极端的解决方法，使用更多的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办法。不过，无论是市场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中央计划理论，都忽视能控制交易成本的制度的作用。因此，它们均隐含地假定，现存的制度是理想和合适的制度，集中精力研究这种理想世界中的协调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中央计划管理的经济无法控制主要代理人，受到代理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折磨；与此同时，企图使用市场体制的许多国家也并未取得好的成就，相对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危害。比如，微观代理人不愿考虑他们行动的所有成本和利得而引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对改革和改变经济制度的兴趣日益高涨，但是以新古典为首的传统经济理论束手无策，默认现存制度为理想制度的理论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低素质的经济见解上：国际社会应当给予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援助，以便使它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本书的素材取自经济和社会各种边缘学科对经济行为和制度的探索性理论研究成果，作者试图将这些零碎的精华综合成一种首尾一贯的制度经济学。考虑到不能中断与基本经济研究纲领的纽带联系，我将所取素材限定在研究人们行为的基础之上，对那些描述人们受到限制的行为优化理论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最精辟的理论研究方法。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里，到处可以看到制度、交易成本和经济成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罗纳德·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举世无双的理论巨匠和创始人，而道格拉斯·诺斯则开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经济研究方法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在本书中文译本出版之际，介绍一位在新制度经济学早期形成过程中做出许多最重要和最基础贡献的华人经济学家是适宜的，他就是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教授。

本书所陈述的新制度经济学并不会开出医治经济弊病的灵丹妙药，但是能提供分析经济行为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独特的经济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经济制度涉及正式或非正式规则的建立和实施效果两个方面。因为这些规则的建立和实施是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结果，所以研究制度的变化显然必须打破法律和经济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自成体系的研究领域，尽管必须承认，我们对制度变化的理解还很不够，但是上述学术领域近年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直得到赞誉和肯定，并且已经提出一些十分有价值的见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交易成本看作在自愿和非自愿交易中保持控制有价资产的成本。当这类成本很高时，意味着资源遭到浪费，由于它们未能被转入最有价值的用途，或者因为对控制它们的争夺战纯属一种非生产性的行动。在分权市场体制内，控制资产的不确定性将会阻碍人们进行生产财富的投资活动。虽然对资产的控制离不开有关个体的参与，但是由于建立和执行规则有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果，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最优的制度安排需要一种协调政府和个体作用的精巧平衡机制。进一步讲，无论从哪个时点看，这种平衡机制总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因为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实施依赖特定社会的伦理规范，依赖在这种伦理规范基础之上建立的商业道德。虽然我们对于伦理规范和商业道德的形成、保持和衰落至今所知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我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但在1992年秋季到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期间，获得了一些有关中国情况的知识，并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中国最近的经济成功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我非常感谢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吴经邦副教授及其同仁将我的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并衷心希望中国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发现这种研究方法是有用的，相信他们会从自己国家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增强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做出贡献。

 

思拉恩·埃格特森

1993年6月于美国圣路易斯城


前　言

我对于各种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及它们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有着很大兴趣，这引发了我写这本书。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在其传统形式中，对待组织和制度如同物理学中的重力定律一样：这些因素被认定是存在的，但在模型里却既不是自变量也不是因变量。模型中的这种经济可以是非常合理的，但这种方法使我们隔绝于各种重要的关系，并且在分析中使数学工具的使用简单化了。然而，与重力定律不同，组织和制度不是不变的，它们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随政治安排和产权结构而改变，随所用技术的状况而改变，随交换中的资源、物品、服务的物理质量不同而改变。事实上，生产不仅仅涉及到把投入品转化为产出品的物质性转换，而且也涉及到资源、物品、劳动力等所有者之间产权的转移。在权利转移中，不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市场上，行为者总是在各种组织制度的约束下使他们的目标函数最大化。

一旦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涉及了不同的组织和制度，不管它们是作为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变量，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就显得不适用了。我们的传统工具不太适于研究企业的性质、产业组织中的差异、经济史中的制度变革、在正式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的交换组织，或者各类比较经济体制。我们看到，近年来各个主要大学的经济系开始逐渐重视一些研究组织和制度的领域——如经济史、比较经济研究、增长和发展经济学，以及各式各样的经济政策领域。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重视的苗头也反映在各种主要经济学期刊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系统本身的结构及系统的各部分已不再是一个探询的中心问题。

在1984年，我着手考察我对制度分析的需求是否已产生了它自己的供给，那些不考察制度的经济学论文是否已造就了它们的对立面了。我的工作原则是把研究限于不改变经济学方法的那些文献，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并且去寻找一个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新制度经济学便是我用于这一综合的术语。

科学的学科，其修正往往不是发端于其中心，并且我在各种边缘经济学分支中已经找到了我要寻找的目标。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在经济史的子领域中得到发展和讨论，在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中；在法和经济学的新领域中；也被应用理性选择模型的政治学家们所发展。这些文献无一例外地把交易成本引入分析之中。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现代应用起源于罗纳德·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
(1)

 回过头来看这些经典文献，科斯（1988）总结了他所做的贡献：

在某种情况下交易成本被用来显示，如果它们不被用于分析之中，企业则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我来表明，正如我所想的那样，如果交易成本没有包含在分析之中，对于所考虑的各种问题，法律是没有意义的。
(2)



经济学方法表明，在不存在交易成本情况下，社会各成员总会被其自身利益引导来订约以建立政治结构和产权体系，从而使财富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经济体系的学生鲜有兴趣去研究政治过程。然而，如果我们在分析政治交换中引入交易成本，这个概括就不一定对了。现在，理性选择模型也与未能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甚至导致经济衰退的产权结构有关联，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是交易成本导致了组织失效。

正如我所见到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好几个层次的分析，这主要取决于哪些变量被看作是内生的。在第一层次，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被明确模型化，但被看作是外生性的，而且主要强调他们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在第二层次，组织交换的活动被内生化，但是产权的基本结构仍是外生的。企业内部的交换，通过正式市场的交换，以及非市场情况下的交换等等，都是通过能约束经济各方的契约组织进行的。比如，企业被定义为契约的网络。在第三层次，人们试图通过引进交易成本概念而把社会、政治规则以及政治制度结构内生化。

我的书就是以这三个分析层次来组织的。本书想做的是把不同领域学者的不同类工作放在一起，来揭示研究经济体系的一个新图景、新方法。同时，这一新方法基本上仍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化或扩展。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新的。直到19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才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项目逐渐形成。我已看到新的方法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我希望本书能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巨大潜力总有一天会被整个经济学界所认识。

新制度分析的一些主要人物通常只专注于我所说的三个分析层次的某一层次，只有道格拉斯·诺斯除外。诺斯认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产权概念的经济学方法，是各个层次社会研究的通用工具。这个观点启发了本书的写作。事实上，我思考的转折点便是我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他的一篇文章。诺斯迅速而慷慨地回答了我的去信并邀请我参加为期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小组讨论，这个小组设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这次访问变成了三学期，最终持续了四学期。诺斯不断的支持使我有可能完成本书。我对华盛顿大学感激不尽。我曾在经济系作访问教授，在研究中心作政治经济学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商业研究中心作助理研究员。在华盛顿大学众多的朋友中，我特别要感谢威海姆·尼芬德，缪雷·魏登鲍姆，以及我的朋友和捐助人李及亚力山大·本哈姆，他们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给我巨大鼓励，并帮助我与众多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接触，包括与科斯在芝加哥难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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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理　论　介　绍


 第一章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化：新的工具与概念


 1.1　新古典经济学和生产与交换理论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近年来人们所作的尝试——扩展价格理论，使之更一般化，并将其用于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我们集中研究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与其他人交换、谈判和交易的倾向”。我们还将研究这一倾向所引导的人类行为对于稀缺资源的使用以及财富的创造所发生的影响。
(1)



一般而言，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和政治规则。亚当·斯密在他对于经济学的早期贡献中，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亚当·斯密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于经济资产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200年中，主流经济学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一套理想化的规范市场交易的法规。尽管这样做过于简单化，但主流经济学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在分析能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它都要优于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体系和其他社会科学。价格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对于分散化市场条件下交易的本质和资源配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使我们可以用以预测均衡结果如何由于单个决策者面临的约束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2)



尽管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统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目前，这一基本模型已日趋僵化，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很难用于各类重要问题的分析。即使有些理论工具还可使用，传统模型以及日积月累的研究传统仍限制了对许多特定的很有意义的方向作进一步探索。我们可以指出至今仍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三个研究领域：

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

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总之，像用于组织生产和交换的企业之类的各种经济契约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不可否认，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曾多次涉及上述三个问题，但他们的研究通常是暂时的，既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也没有形成持久的研究纲领。然而，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组织的结构产生了兴趣。一项新的研究方案开始涉足于将微观经济理论更一般化，当然这一研究仍保留着微观理论的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
 。

拉卡托斯（1970）将一个研究方式分为两个组成部分：该方式的不变的硬核
 和它可变的保护带
 。
(3)

 对一个研究方式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它的保护带。而对于原有研究方式的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范式）。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微观经济学范式的内核，它成了本世纪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式。而它的保护带按照努森（1986）的说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4)



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

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

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5)



我们将会发现，新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这一流派目前仍没有被正式广泛接受的名称，尽管对于这一领域的各种研究被贴上诸如产权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新产业组织理论、新比较经济体制或法与经济学等各式各样的标签。我们将这一流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以强调它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并使之有别于有些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选择模型。我们将这另一范式称为新的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6)

 。新的制度经济学已经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奥利弗·威廉姆森，他的著作与新古典传统十分相似，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他的一些著作。
(7)



新制度经济学（NIE）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定义与术语仍未完全确定，数学模型的应用也逊于微观经济理论的近期著作，但它十分强调实证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的一致性。

首先，这些作者都试图明确地将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交易的契约纳入经济模型，而且新古典模型中的理想产权结构也被作为基本的标准而加以确认。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完全信息和交易无成本的假设也被放宽，正的交易成本
 的影响得到了研究。

第三，通常假设有价值的商品仅存在两个维度的特征——价格和数量——这一假设已被放宽，经济产出的内在意义以及与商品和劳务的质量有关的经济组织方式得到了研究。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新制度经济学极大地受益于许多曾试图将经济理论一般化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通常并不被视为这一流派的成员。例如，乔治·J. 施蒂格勒对于信息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的开拓性研究；凯尔文·兰卡斯特对于商品质量的多维性的研究；加里·S. 贝克尔对于人力资本、时间配置和非市场交易（比如他的家庭经济学）等多方面的研究贡献。所有这些工作在这里只能被间接地提到。


 1.2　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模型，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学家的任务就是确定决策者的目标函数和他（或她）的可选择集合。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陈旧的二分法——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8)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简单视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体，这一假设只有在市场交易不受限制、完全信息以及完备界定的私人产权这三个条件下才能成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企业中的代理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努力才会受到生存考虑的限制，因为，竞争
 淘汰了缺乏效率的企业，并强迫生存者在最低成本水平上生产，从而使利润最大化。我们必须承认，竞争性企业的所有者也许会偏好于用一部分利润换取工作的舒适，这样，即使在各种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下，这一行为的均衡产出也只能是有限利润。

而且，完全信息与零交易成本消除了所有形式的偷懒。例如，一家由雇佣的代理人经营的垄断企业并没有受到与竞争性企业同等的约束，但如果我们假设垄断企业的所有者与雇佣的代理人签订了利润最大化的契约，由于所有者强制契约执行的成本为零，因而代理人除了使利润最大化外别无选择。如果引入正的交易成本，这一行为限制将会被放宽，我们就必须开始注意有关各方——工人、经理、所有者、买者和卖者的契约选择。
(9)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特别是理性选择的假设常常是争论的焦点。批评者常常强调个人的偏好是不稳定的，也不存在持续的选择标准，人也不是以光速处理各种与决策有关的信息的计算器。
(10)



有一种被我们称为新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流派（the New Institutionalists）放弃了最优化假设而代之以赫伯特·西蒙的满意
 原则或其他一些行为假设。
(11)

 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一般采用满意策略——也就是他们只要求达到一个过得去的水平。满意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导致决策的过程，人们在感到不太满意的时候才开始寻求，他们也在同时修正他们的目标。西蒙理论的一个结论是，特定目标环境并不能决定一个理性行为者的行为；我们还必须知道他或她的思考过程。

用艾默·拉卡托斯的话来说，满意模型代表了对新古典研究方式“硬核”的抛弃。德阿莱西（1983）指出，在新古典框架上加上产权的限制和交易成本，可以提供比用满意行为取代最大化假设的理论更丰富和更具实证性的理论。尽管满意模型或许提供了更有现实性的公理结构，但它只能提供较少的和不太清楚的研究结论。
(12)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究竟哪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更富有生命力，或许二者都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取得丰硕成果。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必须超越方法论的批判并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式。这正是约翰·R. 康芒斯所领导的美国旧的制度经济学家的失败之处。正如罗纳德·科斯（1984）所说，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没有任何内容……没有理论，除了一大堆有待理论总结的描述性材料外一无所有……因此，如果说现代制度经济学家有他们的先驱者的话，也绝不是指那些仅仅走在前面的人”。
(13)




 1.3　财富极大化和实证经济学：寻求标准

许多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本质上是规范的，反映了对于社会最优交易结构的寻求。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诸如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外溢效应）时都试图寻找最优的规则或产权结构。例如，布坎南和斯托布雷宾（1962）在他们那篇著名的有关外部性的文章中，将个人拥有现状不可侵犯的权利作为基本的公理。
(14)

 只有自愿的产权交易才是合理的，损失者必须得到充分的补偿。因此，由于新的“空气清洁法”而受到损害的工厂应该得到补偿。
(15)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都将效用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作为他们的规范标准，但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度量困难。效用是不可度量的。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体系下，财富的度量要相对容易一些。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从各种可能的规则结构中选择一个能达到财富最大化的规则结构。这样，最优的规则结构就是那个将资源导向生产最多财富的规则结构；换言之，当规则为最优时，资源也就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利用。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值被定义为人们为边际商品愿意并能够支付的价格，它间接地依赖于所有权和财富的分配。
(16)

 如果一个癌症患者为一种可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只能支付50美元，那么这50美元就是这种药物的价值。如果这个人在摸彩中中了100万美元的大奖并愿意用这笔钱救命，这时这种药物的价值就变为100万美元。概括地说，商品的市场价值等于边际买者购买边际商品的价格。

我们这里的研究并不是来寻求最优的制度、组织方式和规则。我们仅限于从事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只研究不同结构的经济效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比较经济产出的标准，用于比较不同的产权体系的后果，我们通常不得不求助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财富概念。产出用货币单位进行度量，也许还涉及劳动生产力的比较、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产出价格、为财富最大化而实行价格歧视的程度、研究与开发费用、操作费用和现期收入中用于发放工资而不是投资的比例。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产出的比较也可以采用投入、产出和自然资源的物质单位标准衡量。例如，在比较不同所有权结构的效果时，我们可以度量开发牧场、渔场、猎场或森林的速度与范围；管理的随意程度（如雇佣中的裙带关系）；服务的质量与产出的多样性；自我约束的程度；管理人员所占的比重。
(17)



最终，我们所感兴趣的还是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一套规则结构是与某一种一般的经济体制类型相一致的——例如，私人产权与市场交易或国有财产与集中管理。理性的个人不仅在既定规则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还寻求改变规则的、超过原有条件的限制获得更多的产出。在均衡点，单位花费与努力的边际收益在各方面都是相等的。寻求产权结构变革的成本的降低，会打破现有的均衡，产生一套新的规则和实现新的财富均衡。

从理论上说，只有一套规则可以使国民财富最大化。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这一套规则最终会被建立，尽管在从相对低效的产权结构转向更有效结构的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收益必然大于损失。因此，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之后仍会有所剩余，但在现实世界中，高昂的谈判与强制执行成本限制了这一可能：很少有受益者主动地补偿损失者。

诺斯和托马斯（1973），在他们早期用产权结构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是这样解释这一困境的本质的：

如果产权使社会生产行为更有价值，那么就会出现经济增长。这种产权的创立、提出和制定成本高昂……只有私人的潜在收益能超过交易成本时，才会有人试图建立这种产权。政府承担保护和建立产权，因为他们可以比私人自发团体以更低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但是，政府的财政动机也许会引导建立对于增长有害而不是有益的产权；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总会出现。
(18)




 1.4　交易成本与资源配置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交易成本的重视源于罗纳德·科斯对于企业和社会成本的研究文章。
(19)

 交易成本理论同样也得益于施蒂格勒和其他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20)

 最近的研究表明，签订合约的成本和其他一些交易成本对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组织的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加入了正的交易成本使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并改变了研究的方向：交易成本使所有权的分配成为首要的因素，提出了经济组织的问题，并使政治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那么，究竟什么是交易成本呢？一般地说，交易成本是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对于交易成本尚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新古典模型中生产成本也同样缺乏完备的定义。马修斯（1986）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成本。”
(21)

 交易成本与经济理论中的其他成本一样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也可分为可变成本与不变成本两部分。
(22)



交易成本之所以迟迟未能引入经济理论，其原因在于即使到近期，大部分经济理论和模型都假设完全信息，而交易成本则在一定程度上与索取有关交易的信息的成本相联系。但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却不太容易区分。一个生活在荒岛上的个人在进行他的“家庭生产”的时候，要遇到信息成本问题，但他并不进行交易因而不会有交易成本。当信息是有成本的时候，与个体间产权交易有关的各种行为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产生，这些行为包括：

1．寻找有关价格分布、商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及有关他们的行为与环境的信息。

2．在价格是内生的时候，为弄清买者和卖者的实际地位而必不可少的讨价还价。

3．订立合约。

4．对于合约对方的监督以确定对方是否违约。

5．当对方违约之后强制执行合同和寻求赔偿。

6．保护产权以防第三者侵权——例如，防御海盗或在非法交易时对政府的防范。

设想一个信息完全的状态、一个无成本信息的世界是困难的，因为上述行为在这样的世界中或者是没有必要或者是无成本的。设想一下强制合约执行的情况：在完全信息环境下，理性的个人不会将资源用于捍卫合约权力。交易伙伴可能的投机取巧行为、政府的可能反应、法院判决的结果、有关各方可能的串谋等等都会被事先知道。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欺骗与偷窃的后果，因而交易的最终结果是确定的。

让我们再回到有信息成本的世纪看一看各种各样的因素如何使交易成本发生变化。首先应注意到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比如当贸易受到第三方（一群海盗）威胁的时候。
(23)

 当政府在无法律的地区确立了法律规则时，这将会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贸易的发展。如果政府限制某些商品的贸易——例如海洛因或反政府的印刷品——这就提高了这些受限制商品的交易成本，也许会使贸易量大大缩减甚至完全消失。从历史上看，政府通过确立度量标准和发行稳定的货币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高速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和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会提高交易成本。

技术进步对于交易费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产生诸如新的有效的度量方法使交易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意味着出现更复杂的商品从而提高交易成本。技术进步为设计新的降低合约成本的经济组织提供了机会，但已出现的少量系统经验资料表明，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技术进步的净效应是提高了交易成本。

诺斯和沃利斯（1986）测算了从1870年到1970年美国交易部门规模的变化。他们估计了“企业在市场上出售交易服务所使用的资源以及企业内部生产其他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所耗费的资源”。在私人部门，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不包括运输业）、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以及那些除政府部门外的、主要从事贸易的便利和合作与监督工作的人员：如所有主、经理和业主（协调），办事员（传递信息）、工头（协调与监督劳动投入），警察与保卫人员（保护财产）。他们发现上述私人部门和人员所耗用的资源占整个国民生产值的比重从187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1970年的一半以上。我们还应注意到他们的度量仅限于购买或雇佣的专业化的交易资源，还没有包括个人承担的各种交易成本——例如排队购买商品或在要素或产品市场上的搜索。
(24)



在第七章7.5节我们将论证货币是一种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奇怪为什么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这一模型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信息的成本为零，个人就可以知道所有包括现在与将来的经济产出。对于一个有限时期的模型，n期的贸易方式和产出在第0期就会被预测到，最终的安排在事先就被准备好；因此，商品的交换就根本不需要货币与商品的双向流动了。
(25)



垄断的作用在完全信息的世界与现实相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一点一般没有被忽视交易成本的各种模型注意到。实际上，垄断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将会消失。
(26)



新古典经济学一个著名的结论是在竞争性市场上垄断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厂商的收益。如果联合行动的成本为零的话，理性的消费者会联合起来与垄断者谈判使他遵循竞争性企业的价格政策；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垄断者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生产出与竞争条件下相同的产量，而通过完全的价格歧视，使用需求曲线对每一单位商品设定不同的价格，来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由于垄断者可以在无成本的条件下知道每一个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边际效用，也能识别那些企图用于倒卖的购买者，因而这种价格歧视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联合起来拒绝与垄断者交易的成本也是零。最终，政府的作用将会影响产出。联合起来对付垄断者合法吗？垄断者有权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吗？

自由竞争市场的福利优越性是从假设无信息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的，这一模型表明不受限制的市场体系所实现的均衡会使所有对双方有利的交易机会都被使用。在均衡条件下，没有一个新的交易可以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使有些人受益：对于既定的初始财富分配，资源的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可上溯至阿瑟·C. 庇古的批评者们认为，由于存在外部性或外溢效应，这一最优产出存在明显的例外。
(27)

 生产与交换经常在没有自愿交易的条件下给其他人带来收益或损失，这一事实使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收益存在一定差距，如果忽视这些成本与收益，按新古典标准，资源的配置只能是次优的。但罗纳德·科斯（1960）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证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这一批评是错误的，无论初始的对于各类资源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将会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与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从而不复存在。
(28)



科斯的理论通过案例已得到了完备的证明，如果联合行动的成本和其他一些交易成本为零，居住在释放污染物的工厂周围的居民会联合起来向工厂付费要求它降低污染的程度。居民付费的最高限等于对所有受污染的人所需清洁空气的价值。这一付费的愿望提高了工厂主污染的机会成本
 。他（或她）关于是否限制或停止污染的决策取决于相应的损失与收益。当然，这里我们假设现行的产权体系不要求工厂为污染承担责任。

反过来，如果居民
 有权在居住区拥有清洁的空气，工厂可以向他们付费要求购买污染的权利。我们可以再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最终的结果仍将取决于居民与工厂对于空气资源的相对估价，这样人们所讨论的社会成本问题仍不会出现。

读者应该弄清楚“社会成本”或“无效率的外溢者”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开设工厂的西方化学公司的例子，它们主要是为了利用这些国家污染的机会成本较低的好处。这些工厂排放的有毒烟雾每周都要害死几个周围村庄的居民。假设可获得高额利润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而产地周围家庭的年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显然工厂周围家庭的财富要远远少于工厂限制污染的成本。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可以说资源获得了最有价值的使用，并没有出现社会成本问题。
(29)




 1.5　交易成本与效率

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从本世纪初斯的阿瑟·C. 庇古开始，经济研究产生了一个理论传统，就是检验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内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情况。福利经济学
 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将基本的新古典模型下的经济产出作为效率的标准。与假设产权完全界定和零交易成本的模型的产出不一致的产出都被称为“非效率”。

这种将现实与理想进行对比的方法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抨击。其中包括哈罗德·德姆塞兹（1969）：

现在公共政策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都暗含着理想标准与现实“不完美”的制度安排之间的选择，这种纯理想境界的分析方法与比较制度
 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较制度方法是在可行的现实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30)



德姆塞兹（1969）认为，像“非最优”、“非效率”和“过度”、“利用不足”这些词都是含糊不清的，极易令人误解，除非它们所描述的产出可以直接被改进。“相对效率的观点必须涉及现实的稀缺性和人们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他们能怎么样。”德姆塞兹引用了阿罗（1967）的一段话证明，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会粗心地误用福利经济学的术语：

在理想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明的报酬可以完全与信息使用者的付费分离。而在自由企业经济中，支撑发明活动的是发明者可以拥有产权；即种这种方法完全成功，也会出现对于信息利用不足的现象。
(31)



所以德姆塞兹总结说：“在一个存在不可分性和知识需要付费的世界上，现代分析还在描述什么无效率。”
(32)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在基本的新古典模型中，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根本就不会有诸如各类企业、货币等契约安排存在的理由，这些安排只有在交易成本加入模型之后才会出现。反过来，我们在后面章节中会指出，各种各样的契约安排是被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而交易成本反映了信息的稀缺性。如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不清楚完全信息世界的经济产出如何能作为现实状况效率的标准。

斯泰顿和乌姆贝克（1986）在一篇富于挑战性的文章
(33)

 中将这一论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他们论述道，如果效率被定义为帕累托效率，那么从逻辑上讲，就不可能从含有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大化的行为假设的微观经济模型中得出非效率的结果。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效率定义，当资源被对它估价最高且有支付能力的使用者使用时，资源就是被有效地利用了。因此，微观经济模型关于个人在既定约束下争取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就可以从逻辑上推出产出必定是有效率的。当对双方有利的交易都完成的时候，帕累托效率就实现了，而根据定义，在模型给定约束条件下经济主体确实完成了所有有利的交易。

这一点可以从图1.1来证明，它显示工厂所拥有的污染权的边际价值（无须消除污染的价值）和周围居民遭受污染的总边际成本。在工厂可以自由排污的条件下，工厂主不会有任何限制污染的努力直到污染达到q
 2
 ，这时污染者边际收益为零；污染对居民的总边际成本是BC
 ，超额的社会成本等于区域ABC
 的面积。根据帕累托标准这一产出是无效率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在边际上并未相等，工厂周围的空气没有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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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效率与污染减退

斯泰顿和乌姆贝克（1986）强调，在微观经济模型中，从逻辑上讲不可能出现BC
 这一差距。图1.1表明，在q
 1
 到q
 2
 之间，污染对居民的危害要大于工厂清除污染的成本。那么为什么受污染损害的人不向工厂付费，要求工厂将污染限制在q
 1
 呢？解释只能在于模型遗漏了一些限制条件，例如联合行动的交易成本或法律限制等等：这一模型没有得到正确说明。根据定义
 ，微观经济模型的均衡产出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

张五常（1974）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价格管制的一种理论》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仅仅一带而过并未深入研究：

缺乏对于法律行为的理论解释是我个人反对使用“耗散”这一名称代表经济浪费的主要原因。既然在现实中，人人都遵循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行为的假设，经济非效率这一概念本身就暗含着矛盾。即使存在的某种错误是明摆着的，我们也可以追溯到某种形式的约束条件。只要模型能用收益与成本形式充分描述世界，世界永远是有效率的。当然，对于所推得的各种可反驳的结论来说，这些具体描述不总是必需的。
(34)



那么，对于效率问题我们持怎样的观点呢？首先，对于两个都达到帕累托有效产出的模型的比较（例如，其中一个模型可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只能告诉我们不同的约束产生不同的均衡产出，但这并不能在理论上证明哪一个是帕累托非效率的。其次，试图实证地测量帕累托边际条件是否达到是不可操作的。价值概念被定义为个人能够并愿意为它支付的最高价格，是一个不可观察的理论概念。即使度量是可能的（实际上并不可能），所度量出来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成本、收益差距也仅仅表明这样一点，即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大化的假设不是一个表示个人行为特征的很现实的方法。

第三，微观经济模型能够用来推演各种可检验的命题，这些命题主要说的是在不同约束系统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例如，图1.1所示的模型可以用来预测政府对于每单位污染征收OT的税收所发生的影响。如果政府真地施加了税收，那么模型的预测就可以得到检验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研究法律和法规变化的影响效果。例如，西德对于其贸易部门的管制。又如人们预测一旦取消工厂与家庭之间直接交易的限制，特定商品的价格必然下降，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检验这个命题。但是，微观经济理论却不能用来证明当经济主体所面临的限制变化时，这些变化是否给社会带来净收益。

我们将在第四章4.3节重新提到福利效果问题（但从不同的角度）。那时我们将讨论，向一个原来不存在排他性权利的经济部门引入私人产权，这种引入是否会确定地提高社会福利，如果新的安排结果是扩展了经济的可行生产边界的话。


 1.6　商品的质量维度与度量成本

放宽基本微观模型完全信息假设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开始注意到大部分商品的质量多维性。在完全信息的世界里，商品的所有方面都可以无成本地被度量和索价，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标准的经济理论至今为止仍然忽视质量的多维性问题。

埃德蒙·马利瓦德在他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中认识到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许多质量维度
(35)

 。马利瓦德提议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具有不同的质量维度的同类商品视为不同的商品：

实际上，许多产品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个质量空间……然而，商品的概念也可以加以调整以适应同类商品间的差异，不同质量的一类商品或服务实际上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商品。当然商品的种类会因此而大大增加。但没有理由来限制商品种类变得这么多。
(36)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许多方面与阿罗—德布鲁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待不确定性的方法相似。他们假设，个人知道世界的所有可能状况也知道每一种可能状态的概率分布。
(37)

 如果作出了这样的假设，那么可以证明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不会对传统模型的均衡产出产生根本影响。由于这些模型没有考虑交易成本，以这种方式引入不确定性（和质量差异）并不能表明像企业这样的契约安排有什么作用。但新制度经济学则注意了商品质量维度的不确定性，或更一般地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生产与交换的组织形式的情况。

质量问题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有时度量一种商品的某一个价值维度的费用会非常之高而使度量费用超过收益。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交易的商品是一种综合商品，那么它的这一维度的价格可能为零。也有可能对于交易的一方来说度量费用低于另一方，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市场操作的设计使度量主要由具有相对优势的一方承担。
(38)



随着生产中分工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商品的质量属性也日益复杂。想一想买一辆汽车所要考虑的上百个质量方面的问题，这里的度量问题不仅涉及汽车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潜在质量，而且还涉及特定的（也许用过的）汽车的确切状况。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台个人电脑的文字处理软件的例子，一个朋友告诉你这一技术可以让你节约很多时间，但你确实不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处理软件是好的。甚至你都几乎不了解个人用电脑及它的质量维度的情况。所有这些对于交换的组织形式与资源配置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般而言度量费用对于契约的结构、市场组织和经济制度会发生系统性的影响：当度量费用上升的时候，经济力量（竞争）会产生新的可以降低度量费用（交易成本）的安排。

高额的度量费用往往会要求政府制定一些规则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对度量衡的管制；又如在美国，有些州政府要求旧汽车的经纪人必须向所有买者提供“免费”的保险，这实际上相当于向所有买者强制出售保险。许多经济学家怀疑政府实施管制往往是从再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为了降低费用。他们还声称，即使政府真的想降低度量费用，效果也许正好相反，因为这往往会产生新的交易成本和新的自我服务的机构。这些观点在有些事例中是正确的，但在有些时候也未必尽然。没有人会怀疑政府提供的广泛使用的度量衡标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当然也许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降低度量资产、产出和投入的费用而增加税基。再分配和净产出的增加并不永远是相互排斥的！
(39)



总而言之，我们关注于商品的质量多维性及度量它们的成本等问题，并不是出于一种诋毁那些未考虑这一因素的精巧模型的无理冲动。我们把确认商品及服务质量差异的成本视为理解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的关键，这些经济组织包括从美国旧车市场的组织到苏联中央计划者与下属工厂经理间的管理交易这样一个庞大的区间。


 1.7　交易成本与均衡结果

根据理性选择模型，在给定偏好、各种约束和选择域的条件下，个人可以实现最优化。一个理性的个人会在可选择集中选择那些使他个人财富（或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要素而实现最优化。研究者寻求建立模型来证明，追求最优化的个体如何面对一个或多个约束变化作出反应，及许多个体这类的反应如何在竞争过程中实现新的均衡。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选择集的限制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甚至可以包括重力的作用。为使模型具有实用性，一般只抽象出少数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约束。

经济模型中的最优化与均衡结果之间的区别可以用企业理论中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标准价格理论中，企业或它的所有者被看作是一个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如果企业处于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它的选择受到投入与产品的价格以及适用生产技术的限制，在这一条件下，最优化包括对于技术的选择、使成本最小化的投入组合和最终使利润最大化的产量选择，即在这一产量水平上边际成本等于外生的产出价格。这是新古典模型对于竞争的基本描述方法，企业并不直接竞争，而是根据外生变量的变化作出调整。例如，产出价格提高会使每一家企业都会改变最优决策——也就是重新调整投入品的使用和产出水平，以及考虑是否进入或退出某一产业。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经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系统被称为参数性相互作用，不管是在完全信息还是非完全信息的模型中都会发现这种参数作用。然而，策略性相互作用同样是符合理性选择模型的。在主体间不能相互接触或订立契约的情况下，策略性相互作用被称为间接作用，这一过程会达到一种纳什均衡；策略性相互作用同样可以是直接的，各个企业可以相互接触建立联盟，他们这种最优决策的结果是导致均衡结果，它被当作联盟的核心。
(40)



当重新调整过程已经完成而同时约束条件也不再发生变化时，我们称均衡结果已经实现，这一系统就停留于这一状态，没有人愿意或能够进行进一步调整。很重要的一点应认识到，一个竞争行业为人所共知的长期均衡结果并非是单个企业所追求的——长期均衡条件下，每个企业都在最优规模的成本最低点生产，每个企业只获得平均利润，所有产业的利润率均等化——毋宁说这仅仅是各个企业根据各自的约束条件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的无意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这一经济研究方法一般化并应用于新的领域。这一扩展包括：首先，增加外生的新的约束，最重要的是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这样改进之后，这一方法已被用于分析传统的市场交易；组织的内部交易，如企业、官僚机构以及议会；各种各样经济体系内的交易。这一工作已经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产权安排的细微变化如何显著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用正式理论术语来说，研究的焦点是约束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均衡结果。

其次，试图解释市场组织和其他一些合约结构使之内生化。各种经济组织像企业等都被模拟为一个合约网格，各种组织形式间的竞争最终会产生均衡合约。

最后，社会与政治制度同样被看作单个主体间相互交易的产物，制度间的生存竞争也会产生均衡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刚刚开始研究社会与政治制度问题并试图得出可检验的命题。这一领域是目前研究的前沿。
(41)



加入交易成本及产权结构中的一些变量使新古典模型更加丰富，也使之更加复杂。一般而言，当我们跳出简单的微观模型的价格与质量两维世界，试图对在多种维度上的调整建立模型时，也许实际上就根本不可能对一定具体条件下的个人行为作出实证的描述。一个郊区超级市场也许发现提供“免费”的停车场并将这一成本打入商品价格是有利可图的，而同时一个商业中心类似商场也许偏向于花费成本把停车者限为商场的顾客或者对停车计时收费。对于这种价格管制，张五常（1974）也强调了相同的观点：

如果说管制起作用的话，它就必须对人们的实际行动产生约束。通常有效的价格管制都是较复杂的，一种管制可能与另一种不同，很显然我们不一定能够正确地估计出实际的约束。而且，利用虚构的约束很容易导致建构特别理论……在说明价格管制作用时，所有实证经济研究面临的中心问题都是共同的：一方面只有通过现实调查才能发现详细描述的约束；另一方面调查本身又必须受到理论框架的指导和限制。
(42)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功将有赖于理论与实证工作的结合。R. C. O. 马修斯（1986）在法律经济世界协会主席就职演说中精辟地总结了当前的情况：

理论已对这一领域内认识的进展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在我看来，制度经济学理论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经验实证研究。这一状况也存在于其他经济学领域，但对于这一领域来说尤其重要。与其他领域相比，这一领域的理论，建模或许容易些或许困难些，但面临的实证工作却是特别困难的。因为经济制度是复杂的，它们不易于定量观察，即使在可度量的方面，数据也很难按常规来收集到。这就造成了作为应用性经济学研究的面包和黄油（喻为基本必需品）的统计方法不能够直接应用。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奴隶制的经济研究文献也许是进展最快的——因为奴隶制是定义最完备的一种制度，但实证文献也至多包括一些案例研究，它们很有趣但不具有代表性。同时还有一些法庭案例，当然也往往同样地不具有代表性。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吗？对经济学家来说，实证方面是个挑战，让我们看看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4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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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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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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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903—910.


(22)
  对于交易成本的各种定义，见达尔曼（1979），“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2
 （No.1）：141—162.


(23)
  诺斯（1968）叙述了海盗的灭绝如何促进了海洋运输的发展。诺斯（1968），“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1600—1850.”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Sep./Oct.）：953—970.


(24)
  诺斯和威尔斯（1986），“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收入Long -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Vol. 51 of The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斯坦利L. 恩格曼和高曼编。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诺斯和沃利斯没有能够从他们的研究中总结出总的交易服务的产出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且，即使总产出中交易成本份额上升了，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随投入品的生产能力提高而降低。


(25)
  见古德哈特（1975），第3页，Money，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London：Macmillan.


(26)
  这一观点由德姆塞兹提出。见德姆塞兹（1980），第43—47页，Economic，Political and Legal Dimensions of Competition.
 Amsterdam：North-Holland.德姆塞兹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引入正交易成本，与垄断有关的分配方面的福利损失会重新出现，但他反对经济学家使用交易成本为零的模型来估价实际产出，好像交易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无害的。关于交易成本与效率的问题见1.5节。


(27)
  庇古（1932），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London：Macmillan.


(28)
  在第四章4.4节，我们将讨论，在价格体系运转没有成本，产权的分配对经济的帕累托效率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法律的变化也会影响资源配置，持续的讨论围绕着科斯1960年的文献，“在有影响的杂志上每年都会出现几篇反驳或肯定科斯定理的文章。”（第53页）维尔加诺维斯基（1982），“The Coase Theorem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rkets and Law.”Kyklos 35
 （No.1）：53—74.这篇文章对于科斯的批评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29)
  但应注意到不受限制的交易和零交易成本会使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并使污染的价格或机会成本均等化。


(30)
  见德姆塞兹（1969），第1页，“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Another Viewpoi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
 （No.l）：1—22.


(31)
  见德姆塞兹（1969），［前引书，注(30)］，第11页。参见阿罗（1962），第614—615页，“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In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2)
  德姆塞兹（1969），［前引书，注(30)］，第19页。


(33)
  斯泰顿和乌姆贝克（1986），“Economic Inefficiency of Law：A Logical and Empirical Impossibility.”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Delaware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urdue University.本节余下部分摘自本论文。


(34)
  见张五常（1974），第71页，“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53—71.


(35)
  原文margins，这是一个后面使用频繁的关键词。——译者


(36)
  见马利瓦德（1972），第6页，Lectures on Microeconomic Theory
 . 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37)
  引入不确定性比认识质量多维性更使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商品的定义复杂化。“描述商品的完全特征必须包括它所有的可能状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商品必须是‘可能的’，也就是它们的存在必须与特定事件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275页。


(38)
  市场习惯做法与度量费用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散见本书各章，主要在第七章7.2节。


(39)
  见诺斯（1981），第三章“国家的新古典理论”，载于他的著作，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W. W. Norton.同著者（1984），“Government and the Cost of Exchange in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No.2，June）：255—264.


(40)
  参见约翰森（1981），“Interaction in Economic Theory.”Economie Appliquée 34
 （Nos. 2—3）：229—267.


(41)
  诺斯（1981）指出一个成功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应包括一个国家理论和一个人口变迁理论，还应包括一个意识形态行为理论和一个技术变革理论。到目前为止将这些因素内生化还未取得太多的成功。见诺斯（1981），［前引书，注(39)］，第六章。


(42)
  张五常（1974），［前引书，注(34)］，第55—56页。


(43)
  马修斯（1986），［前引书，注(21)］，第917页。在马修斯重要的经验实证著作的清单中，我们可以加上在产业、自然资源和农业领域的制度与契约安排的研究。


第二章　产权、代理和经济组织


 2.1　产权及产权的维度

大多数商品都能用于几种用途，或能给消费者带来几种满足。一根拐杖可以支撑行走的人也可以用来敲打讨厌的邻居，土豆既可以蒸着食用也可以在酒厂做酿酒原料，一支枪既可以打猎也可以抢银行，一块地皮既可以建住宅也可建工厂。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
(1)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概念范围很广。
(2)

 它比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要宽，另外它也包括各种社会准则，像阿尔奇安（1977）就曾这样强调过：

任何社会里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即产权）被各种成规、社会习惯、排斥力等所规范和支持着，正式的法律条例由国家强制力量来维护。许多影响着私有财产的约束都与成规、社会排斥力量有关。比如噪音大小，我们所穿衣服类型，我们是否能干预别人隐私等，不仅受以警察力量为后盾的法律限制，也受到社会认同感、人们相互的利益，以及对违反公认行为准则的自发性社会排斥的限制。
(3)



通常我们要区分三种类型的产权：第一是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使用者权利，即规定某个人对资产的潜在使用是合法的，包括改变甚或销毁这份资产的权利。我们应注意，如果价值较高的使用权被排除，则资产价值就被大大降低了。第二是从资产中获取收入以及与其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第三是永久转让有关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即让渡或出卖一种资产。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部门中工人面临一系列权利，我们分析这种现象可以较充分地说明以上三种权利可混合在一起。南斯拉夫的权利结构经常变动，但其基本特征是：企业中的工人拥有使用工厂资本品来获取收入的权利，这种权利受一定限制，而且工人必须保持有关资产的价值。通常规定由政府来分配企业净收入。经济学家对于这类经济现象的研究形成了经济学上一个繁荣的分支。
(4)



实施产权意味着排除其他人使用有关稀有资源。排他性所有权意味着要耗费一定成本去度量和描述资产，并耗费相应成本来保证实现所有权利。其他条件不变，排他性所有权利的价值依赖于行使权利的成本，即最终依靠强制力量来排除其他人使用权利的成本。现实中常常由个人和国家来保证执行排他性权利。国家强制实施所有权会提高个人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也构成了市场交换的一个基石。在某些领域，契约执行得不到政府帮助或政府明确禁止占有资产或交换有关资产（如海洛因），高昂的交易成本会限制甚至完全阻止了交换。
(5)



若公众能共同维持社会习惯，而这些习惯又恰好与政府所鼓励的基本权利结构相吻合，实施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就会降低。反之，如果社会准则瓦解，则必会产生很严重的经济影响。比如，在高犯罪城区，房地产主实施所有权的成本非常高，甚至使房地产净值为零，则楼主只得放弃所经营的业务。

通常，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会破坏强有力的政府执行排他性产权的活动。比如有效率的社会准则瓦解了，个人建立起与政府相对抗的产权结构，尤其是在一些执行政府规则所需成本很高的活动区域里。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非法产权如同合法产权一样合乎逻辑，黑手党的行动在许多方面酷似政府的所作所为。匪帮试图垄断合法的和非法的产业，如有毒废料处置或麻醉品贸易，甚至向他们的“目标物”收税——比如，向饭店和夜总会勒索保护费。这些反政府活动通常隐蔽在高交易成本的阴影中（时常利用政府的腐败或利用受威胁的代理人）。他们一旦公开出现就会爆发内战，除非政府无条件投降。当反政府力量替代了现有政府，以前的犯罪分子成了政治领袖，而他们的组织也变成了合法政府。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称做私人所有制。国家拥有这种权利就叫国家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有关的是社区所有制，即一个社区全体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选定资源，排斥外来者。最后，所有权被共同拥有，则无人单独拥有排他性权利。出现共同所有制或自由使用（open access）制度可归因于在建立和执行资源排他性权利时出现了与其价值相比过高的交易成本，或者在特定区域内由政府颁布法规或由政府强制执行契约的交易成本很高。虽然从这种基本的所有权划分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假设性解释，比如上面提到的共同资源利用，但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常要求探讨更多有关权利的细节特点。在所有的经济体系中会同时并存几种基本的所有权：比如在西方工业社会，我们既看到有共同捕鱼场所，也看到有私人制药公司和国有铁路线。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实施产权几乎总要受到程度不一的限制，产权会被分割，如政府用调节管制方法来管理捕鱼期和捕鱼规模，政府管制药品的市场营销等等。

国家所有制的概念比较模糊。在一个民主社会，国家财产可能具有某些共同财产的特征，比如居民通常无权出售个人头衔；而在独裁社会里，实行国家所有制可以把私人经济财产体系组合为一个大公司。

人们常常从初级社会中发现某些公有财产的形式，公海通常也是共同财产。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国家财产问题成了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问题，有关历史现象已尽人皆知。在苏维埃国家所有制体系里，衡量生产性资产价值的交易成本相对很高，尤其是考虑到千百万个家庭不同的偏好。所以在现实中，苏维埃式体系中的资源分配只能部分地依赖于计划者的偏好。

存在生产性资产的交易市场是市场交换体系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主要特征，它以私人财产为基础。在生产中使用的资产，其市场价格不仅包括该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同时也含有这种资产未来的潜在使用价值。与其他各种安排相比，市场提供上述价格信息的成本很低。相应地，一切生产性资源的市场价值决定于人们对最终物品和服务的需求状况，但它们的价值也依赖于人们财富的分配及私有产权的具体结构。


 2.2　产权的弱化和分割

如果政府对独占权加以一定限制，我们习惯地把这些限制称为产权的弱化（attenuation）。如果个人交换资产的权利，获取并使用来自交换的收益的权利，都没有受任何限制，就可认为产权没有被弱化；例外的情况是某人毁坏了他人的资源，而这个人没有权利这么做。按此定义，限定你的开车速度就是削弱了你使用车的权利，但禁止你开车轧人或把车开进商店橱窗里就不算弱化权利。政府不保护产权未被削弱环境里的产权价值。举例来说，虽然你无权给竞争对手的工厂放把火，但你完全有权利采用竞争方法，如从新加坡进口一种替代商品，来挤垮竞争对手。

“弱化”这个概念往往比初看起来模糊得多，原因是个人行使权利时常存在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比如一个工厂排泄废物污染了邻近社区，假如禁止这家工厂使用现有技术设备，可以认为是削弱了工厂的所有权；但反过来允许工厂使用现有技术设备而不加以惩罚，则又削弱了邻近社区居民的权利。从逻辑上看，未被削弱的私有产权这个概念是不是站不住脚呢？单从概念上看，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有用资源的产权——即工厂和邻近居民对于空气的权利没有界定清楚。实际上工厂和社区之间的争执涉及了对于使用共同财产资源的相互斗争。一旦划分了空气所有权，问题就会消失。

基本的新古典模型暗含着两个假设：一切有价值的权利，包括对电波、周围空间及太阳光的权利，都被私人占有；同时这些权利都没有被政府削弱。
(6)

 如果我们再加上完全信息的假设，有价值的权利总会像科斯（1960）证明的那样以最有价值的用途被利用。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常发现有一些具备价值的权利没有被完全描述确定，这里的原因有多种，例如政府软弱，经济变动，与有价资产相比度量成本高昂，分配财富有矛盾冲突等。人们看到，引入新的机械设备如汽车、复印机、计算机或录像机，就会使产权变得不确定，有价值的权利人人都可轻易得到。在政府强有力地完善这些领域的产权之前，各方争执耗费大量成本并持续很长时间。

资源的产权常被分割（partitioned）。阿尔奇安曾这样描述过土地产权被分割的情况：

我通过这个例子指出，在同一时间有几个人分别拥有使用土地的一部分权利。A可能拥有种小麦的权利，B的权利是穿行，C的权利是倾倒垃圾，D的权利是驾机飞越，而E拥有是否允许邻里使用工具时发出震动的权利。每一种权利是可以转让的。总之按各种用途分开的土地私有产权归不同的人所有。
(7)



按科斯定律，当所有的权利可自由转让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的最初划分不影响资源的分配（忽略福利效应），即在政府最初划分权利之后，通过个体所有者的自立交易权利又重新集中，从而使资源总价值最大化。但是一旦引入交易成本，政府的作用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很关键了。协商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可能会阻碍权利的再分配，而且政府最初的产权划分会影响到一国经济最终产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另外，政府还禁止某些权利束（一些不能在市场上交易的权利）。

产权方法引导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产权方面的细微变化可以改变经济系统的宏观业绩并导致经济的增长或停滞。政府对产权结构的任何重新界定都产生福利影响。这种影响既与获利者有关也涉及到损失者。另外，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方法是不完整的，我们在第三章和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国家的作用，这两部分是讨论内生性产权问题的。


 2.3　代理理论和它的应用

代理问题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8)

 虽然这个理论通常用来分析等级关系，但它对于分析各种形式的交换仍有一般应用性。当委托人赋予某个代理人一定的权利——比如使用一种资源的权利，一种代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位代理人受契约（正式或非正式的）制约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并相应获取某种形式的报酬。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代理关系的例子，如地主和佃农，股东和公司经理，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病人和医生，民主制中投票者和当选代表，苏维埃型经济中的管理者和计划安排者等。

注意在等级结构中，当权利可沿组织阶梯上下移动时，每一位个体（除了在最末水平上的之外）往往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效用函数）经常不一致，所以在委托人看来，代理人常作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

在代理关系中，与委托人相比，代理人会更确切地了解被分配工作的详细信息（因为代理人获得信息的成本较小），并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行为状况、能力和偏好。在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信息分布不对称，所以只要度量代理人特点、业绩及完成契约的成本很高，代理人就可能会进行投机活动。

詹森（1983）指出研究代理问题的文献有两类，这两类文献完全不相干。他把第一类称作“委托人—代理人”文献（特征是数学化和非实证倾向），另一类称作“代理的实证理论”（数学较少而实证较多）：

委托人—代理人的文献大多从等级关系的角度建立有关模型来说明以下三种因素对契约起的作用：1）契约各方对于契约所持的偏好结构；2）各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具体性质；3）订约环境中的信息结构。研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于以下问题，如风险分担、最优契约形式选择，以及在有信息成本情况下利用均衡契约与没有信息成本情况下利用其他交易方法的福利比较等等。

实证代理文献一般着重于以幸存的契约及组织的形式为模式，来考察订约环境以及监督技术、守约技术等追加方面的影响。订约环境与种种监督技术、守约技术的成本是相互影响的；而订约环境中的种种因素，比如资本密集度、资本专用化程度、信息成本、资本市场以及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等则决定着契约的形式。
(9)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实证代理文献，因为“该类文献的隐含前提假定是：那些在委托人—代理人文献中被强制的变量在理解已观察到的现象方面，与信息成本、环境附加方面以及监督技术、守约技术的详尽说明相比，显得不太重要”。
(10)



投机行为增加委托人的成本，委托人意识到监督代理人和设立能降低代理成本的契约结构都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有时可通过设计双方利益相重叠的契约来降低代理成本，比如规定利润分享；或通过引入会计制度来监督代理人，等等。契约通常规定了代理人允许做的活动（如果出现偶发事件会束缚代理人手脚）。同样，代理人意识到向委托人交付一定抵押品来保证克服投机行为也是有利的（被看作是担保）。

用于限制代理人投机行为的投资，其边际收益在达到一定限度之后就开始下降，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为消除一切投机行为而投资。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很少全部度量出来，而且度量行为只出现在度量成本相对低的地方。比如在苏维埃经济体制中，人们都信任“成功指标”，这种指标相对不怎么复杂。

诺维（1977）较出色地讨论了苏联“成功指标”问题。
(11)

 这个问题与苏联计划者规定和度量生产产量所出现的成本有密切关系：

用某种方法来表示期望的总产量目标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吨、平方尺、长度等等或一双一对、瓦特小时等成千上万个单位……问题在于没有一种量度是合适的，因为不管何时产品总是混合型的……所以至少20年前计量单位就常被规定为吨……很久以前《鳄鱼》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家大工厂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钉，经理指着铁钉说：“这个月任务完成了！”当然铁钉是以吨计算的。毫不奇怪，出于这个原因，苏联的钢板又重又厚；以吨来计算任务，玻璃太重了，而纸也太厚了。
(12)



为什么用吨来作计量单位呢？诺维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使得计划者制定计划的成本相对降低；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找不到能降低代理成本的其他明确选择方法：

举钢板和平板玻璃两个例子。如果量度不是吨而是平方米，则会诱使工厂把它们做得尽可能薄，即使它们应该厚一些……当然，理想的计划应该规定“适当的质量”，所有玻璃产品、金属产品、钢板、铁钉等的重量和尺寸都应规定好。但问题正是不可能这样做。这就是要说的，中央不能够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工作的具体细节。
(13)



在均衡契约之中仍可能存在着代理人投机行为，即在委托人利用一切有利机会来限制欺诈之后，仍有投机行为存在。对于委托人，其代理总成本等于限制欺诈的投资加上剩余欺诈行为引起的成本。
(14)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委托人的净收益只考虑代理成本的大小，但假设不存在执行契约的成本。

直接度量代理人的有关作为和贡献，以及使用必要的代表物（受教育年限、名誉、有说服力的辩辞、推荐信、“成功指标”等）来显示度量状况，这些做法会出现高昂成本，高成本则会引起败德风险和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反向选择的概念。雇主只雇佣具有大学程度的工人但不度量这位工人相应的生产能力，雇主从具有大学程度的应征者中任意挑选新工人并付给平均薪水。又假设其他雇主雇佣工人时，会在相同的劳动力市场上度量应征者其他有关生产率因素（教育年限、工作习惯、工作经验、名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把考核指标仅限定为受正规教育年限的雇主会遇到反向选择的麻烦，因为可以想象，生产能力较低的那部分大学毕业生会设法来寻找这样的企业。

在执行契约中也会产生败德风险。当考察代理人的所有业绩成本太大而只能考察一个或几个方面时，代理人会被诱使忽略工作中其他方面而只专注于被度量的方面，比如准时上班，写出好的报告或匆匆完成一定量的定额任务却忽视产品质量等等。

在许多方面，竞争能减小委托人所面临的代理成本，而提高代理人行使投机行为的成本。现代股份公司就是典型例证。伯利和米恩斯（1932）在他们颇有影响的著作《现代股份公司和私有财产》中认为，股东监视公司经理的成本很高，他们的观点流行了几十年。但最近，经济学家们强调不同市场中的竞争可以降低现代股份公司的代理成本，比如经理市场的竞争和投资基金市场的竞争，这些竞争反过来引起股市上经营差的企业的股价下跌。低效益公司的经理还面临被其他企业吞并的威胁和被罢免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在第五、六章讨论。

最后我们注意到，即使代理人很忠实于委托人而没有欺诈行为，委托人也面临着协调他们活动的工作，这是另一种交易成本。


 2.4　产权和订立契约

转移或让渡消费物品、服务或生产性资产的产权，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都通过契约方式来完成，契约规定了交换的条款。契约的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契约条件确定转让的是什么样的权利及转让的条件是什么。当权利的转让是暂时的（出租或租借），习惯地注明可以怎样对待资源（比如劳动力契约）。在永久性转让权利情况中，习惯地确定质量维度并写明出让方对低于质量标准应负什么责任。如果支付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则契约也明确地或隐含地规定应怎样对待万一出现的差错。

因此，契约有几个维度——即，有一个结构。新契约方法奠基者张五常就曾这样强调过：

聚合几位所有者的资源用于生产，涉及到利用契约来部分或全部地转让产权的问题。一个转让部分权利的契约，如租赁或雇佣，含有一个结构。所规定的内容或称条件构成了契约的结构，而这些条件是一种规则，是设计用来（a）规定参与者之间的收入分配；（b）规定资源使用的条件。在可转让权利之下，这些规定符合或被决定于市场上的竞争……选择契约取决于交易成本、自然（经济）风险、法律（政治）制度安排。而人们熟悉的市场价格只是契约条件中的一个因素（实际上，在分成契约中价格甚至不明确定出）。
(15)



一个契约的结构依赖于法律体系、社会习惯和交换中资产标的物的技术特性。法律框架越完备，社会管制和社会习俗联系越强，则订立的契约内容特定性较小。政府通过使用警察力量和法庭帮助私人所有者执行契约并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当政府行使权力维护契约制度的行动具有系统性和可预测性时，情况更是如此。政府也降低了订立契约活动的成本，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衡量和度量标准体系。
(16)



交换资产权利时，有关契约所确定的各种维度范围取决于边际成本和收益，即订立一项契约同行为者按理性选择模型从事活动是完全相似的。如果订立契约的成本很高，则有一些维度就可能被排除在契约之外，但往往这些被排除的维度最终成为发生争执的根源。比如在某些方面最初没有任何特别规定，却恰恰是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意外变更并提高了资产价值，导致各方争执，例如在耕地之下发现了一个银矿藏。

我们认为即使行为个体的选择束被严格限制，但如果交换和契约安排能给双方带来利益，就没有必要排除它们，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在一个奴隶制合法的社会里，如果奴隶和其主人能订立一项契约，规定奴隶减少欺诈行为而主人提供较好待遇，则可以想象，他们都能改善各自的处境。订立契约来解放奴隶是另一个例证。

各种经济代理人具有创新精神并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契约形式。我们可以把引入新契约形式比拟成生产中的技术创新：这两种创新的作用通常都能扩展经济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政府来确定一系列合法的契约安排，而这些合法安排规定了契约双方基本的竞赛规则。

在前一章我们介绍了均衡产出的概念。在分析均衡产出来自个人最优化决策时，我们曾假定经济组织的结构是既定的。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该是把经济组织结构内生化或把契约安排的逻辑内生化。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讨论一些试图把契约安排的逻辑模型化的尝试。按我们的范式，我们设想所有已知的契约形式之间存在着竞争，只有能使成本最小化的安排才能存在下去。外部变量的变化，如法律结构、度量技术或生产过程，能影响契约的均衡结构，而且经济组织内的各种变化既能从生产上又能从分配上影响最终均衡产出。


 2.5　竞争和替代经济组织的成本

在人类社会中，商品和服务通常都不是孤立地生产出来的，因为资产所有者发现与其他所有者联合并在生产中分享他们的资源很有益处。比如地主在使用土地时与劳动力所有者联合，由劳动者来生产农产品。这样的协作要利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
(17)

 有一种契约，投入品所有者们授予中心代理人特定权利：在一段时间内在生产中直接运用这些资产。资产所有者因此而获得相应收益，这就是一种叫作古典企业家型的公司组织（entrepreneurialfirm）。
(18)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企业被定义为契约网络或契约联结点。
(19)

 在企业内部，由中心代理人来管理安排各种投入品取代了连续不断地对产品定价。同时通过市场所进行的各种交换也使用契约，各种产品在市场上被度量和定价。我们下面将会讨论，以上两种形式的契约常常重叠，这就说明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没有完全一致的企业定义。实际上企业与市场这种两分法并不是一个用来理解交换的很好工具。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寻找企业构成的最终定义，而是试图更有效地分析不同的契约形式和寻找这些契约形式的决定因素，分析契约对最终均衡产出的影响。

在古典企业家型公司中，中心代理人与各投入品所有者订立一系列的双边租约。中心代理人也同时与产品买者订立许多双边契约。与投入品所有者订立契约属于要素市场上的活动，与产品购买者之间订立契约属于产品市场上的活动。企业扩展会引起三个方面相关联的发展：要素市场替代了产品市场；价格信号的分配作用消失而管理决策重要起来；更加普遍地利用代用品来实施度量工作。
(20)

 在苏维埃类型的经济中，这个过程被大大深化了。苏维埃型经济的特点是，它像一个巨大企业，绝大多数产品市场（除了消费市场）都被内部化了。威尔斯（1977）作了一个说明：

国家就被看作是一个单一大企业。企业的董事会就是内阁（或政治局），它的财务主管就是财政部长，各分支机构（我们不能称它们是企业）的利润自动地上缴给财政；他们都只靠荣誉和上级嘉奖而维持……经理和内部雇员之间甚至没有区别。只存在工作生涯的考核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资历、获取养老金权利等都可随人员流动而转移。
(21)



用上述方法来分析企业的组织状况可以提出各种有趣的问题。科斯在他的研究文献《企业的性质》
(22)

 一文中就曾问道：“为什么在竞争的压力之下，企业不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资源所有者即企业的基本构成要素呢？或者反过来，为什么企业不发展到足以吞并整个市场、整个经济体系的规模程度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等等。这些及其他一些涉及企业性质的问题将在第六章论述。现在我们用两种契约的方法来替代古典企业，看看情况会是什么样。
(23)



一种替代方法是产品消费者在市场上与产品各零部件商单独谈判获得最终消费品。这时要素市场消失了，价格信息占据主导。如果产品和生产技术都很复杂，则消费者直接与投入品所有者分别订约的交易成本无疑会很高，像一些产品如照相机、收音机、小闹钟等，它们的量度指标和价格组成都涉及大量专业知识，普通消费者获得它们是很困难的。甚至一种相对简单的产品（比如亚当·斯密的铁针），消费者也需掌握相应的生产技术，而且直接与几种投入品所有者交涉会出现很高的成本。同样，执行各种契约，保证投入品所有者按规定质量提供零部件所出现的成本也将很高。

在生产系统中，分工提高了生产率，但分工契约往往有较高成本且不能与其他契约安排竞争。人们看到有一些例子，比如汽车行业，专业商作为买方常与零部件商订立分工契约，从很小的生产商甚至包括单一型企业那里购买零部件。当生产需求处于高峰而厂方生产能力有限时，这种分工可以减小瓶颈压力。

第二种替代方法是投入品所有者绕过中心代理人，所有者们相互之间直接协商并为各自产品定价，其中有一位投入品所有者与最终消费者订立完整产品的销售契约。如果度量每一位生产者产品的成本很高，那么这样一种结构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张五常（1983）以香港手电筒行业为例来说明了这个问题：

当电镀手电筒时，一个工人监视着化学反应箱，一个工人转动着化学剂中的电筒，第三个人则冲洗流水线转送来的产品。每个工人的贡献很难彼此分开。
(24)



张教授说，出于这个原因以上三个工人获取的是周工资，而组装开关的工人就拿计件工资，因为后者的贡献较易彼此分开和度量。

我们还不难看到另一类契约，这类契约消除了中心代理人，而每种投入品的贡献状况被直接度量出来，并定出价格。张（1983）以香港经济中铺设硬木地板市场的例子来说明这类契约。如果一个顾客想铺木地板就和一个总承包商协商，此总承包商与一位铺木地板承包商有契约关系，而此木地板商又与一位供应木板的商人有约，最终铺地板的是最后这一位次次级承包商所雇的工人，这位承包商付给这些工人按平方米计价的工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安排，它又为什么能存在？针对铺木地板行业的情况，张（1983）提出了一些看法：铺木地板行业的产量和质量都容易度量，而铺地板工人的生产能力变化是很大的（因此工资制度的度量成本必定很高），而且施工的地点不固定（因此由中心代理人来监视的成本很高）。
(25)



最后，我们在研究替代性经济组织成本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设计一种组织方式不仅是为了减少欺诈和投机行为，而且也是为了促进协作，而协作是另一种成本很高的活动，因为协作需要的信息是稀缺的。

现在我们来归纳我们的讨论：协作性生产要牵涉到多种不同的契约结构，有一些契约与传统意义的企业概念相对应，而有一些投入品所有者之间的契约网络却大大区别于常规的企业概念。

比如，张五常考察为什么一个大的百货商店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企业，而一个购物中心却被看作是多个企业的结合：

看看……拥有统一名称但事实上由许多独立卖者所构成的大型百货商店的情况。每一个卖者在同一大厅内租用一定空间，向同一中心代理人付租金，所卖产品和经营时间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这一切似乎代表了单一企业的特征，而另外，在绝大多数购物中心几乎也可找到同样的安排，不同的是中心各商店有不同的店名，为什么仅仅这个因素在决定企业的规模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些店名比另一些有价值，如拥有一定经营特权。但常常也有可能一个独立公司会建立一系列分店，而每一个分店都有不同的业务和不同的名称。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看待“企业”。“企业”可以小到被看作是两个投入品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把一系列契约延展，则“企业”就可以大到被看作是整个经济……所以要解决什么是企业什么不是企业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徒劳的。
(26)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契约安排逻辑的问题。从某种重要方面来说，为什么一种契约形式优于另一种形式，答案似乎依赖于“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我们将在第六、七章讨论。

在一个信息完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经济中，在一个预先就知道经济结果而所有契约得以完满执行的社会中，契约的内容可以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因此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由于依赖于不同的契约来组织生产或交换，度量行为、履约情况以及最终经济结果都随契约的不同选择而发生变化。让我们看一下土地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是如何选择契约形式的。假定在几种不同的契约形式中选择一种：比如总额租金契约（含有或不含保护土地肥力的规定），不同形式的分成契约，计件工资契约，工资契约等。当交易成本为正，每一种契约结构就与不同的资源分配、不同的福利分配以及物质资产不同折旧率相匹配。假如在一个均衡竞争市场中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契约，我们就可认为这些不同契约包括这样一个结果：同等的投入带来同等的净收益，但各种契约不必包括诸如分配相同及资产折旧率相同等因素。注意，在这里“净收益”是主观度量的，它也部分取决于资源所有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及依赖于不同的契约类型所具有的风险状况。
(27)



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是“契约安排之间的竞争”概念。我们通过继续研究上述农业契约案例来解释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例子中，地主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植谷物A，这种作物不需很多照料，一年种、收一次，而且本年耕种好坏只影响本年收成。地主与工人订立工资契约，工人耕地、种植和收割。地主投资的净收益率是每年5％。

假设市场对另一种谷物B的需求大增，这种谷物B四年后收获并连续收获十年，该作物需精细照料。如果由种植A改种B而工资契约制不变，地主的投资收益率会从5％上升到8％。如果改种时地主使用一种新契约形式，产出分成契约，则他每年收益率会上升到15％。

当地主确信涨价不是一种暂时现象时，他们会逐渐改种谷物B，但他们会持续利用工资契约这种形式，因为他们对产出分成形式的优点尚不很熟悉。B的供给不断增加，使得B价格及土地收益率开始下降，谷物B、A之间收益差距逐渐消失。于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地主不愿眼看着B的收益下降，他开始尝试带来较好收益的产出分成契约形式。他会克服最初对新契约形式的厌恶并愿拿出很高净报酬来吸引劳动力，自己的收入也在增加。这个地主证明产出分成制有优势，他的证明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引起其他地主效仿。不久又有一批土地所有者引入了新的契约制度。

但是，产出分成制的较高收益率只是一个暂时现象。更多地主引入这种安排提高了产出总量，而谷物B的价格持续下降，那些仍利用工资契约制来生产谷物B的地主发现他们的生产不再有竞争优势，很快他们就亏损了。迫于竞争的压力，他们引入分成制度或为他们的土地另找用途。

这个假设例子说明，契约形式的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如果缺乏实际材料来显示一项安排是否最适合于新的环境。一旦有了成功的实践，竞争的力量就会建立起新的均衡契约。同样，给定人们认识契约安排的知识状态，给定产权基本结构状态，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社会在技术稳定、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寻找到具体的契约形式，这种契约将使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本最小化。


 2.6　竞争过滤器

刚才我们借助几个假想案例粗粗勾画了一个轮廓，说明环境变化（外部变化）如何导致人们对新的契约形式的选择，如何导致原有契约安排的瓦解。在一个竞争市场中，产生正收益的契约形式会生存下去，从而自然引起其他一些组织形式消失。在阿门·阿尔奇安（1950）的著名文献《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
(28)

 中有一个重要概念“经济制度适应经济环境”。

阿尔奇安认为在用模型来叙述经济过程时，我们可以假设完全不确定性和完全非理性行为并附加上预测、动机等基本因素，这些几乎与传统的模型假设完全相反。阿尔奇安试图以此方法向人们表明，即使给定不确定性和非动机化行为等等的极端假设，在市场体系中也“不会出现无方向的、随意的资源分配”。
(29)



幸存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是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阿尔奇安描述了这种竞争过程中的一些最小限制条件。在研究中，阿尔奇安既吸收了那些接受理性选择模型学者的观点又吸收了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学者的观点，他的文章受到新的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和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莫（1984）曾指出：

从一个基本意义上讲，阿尔奇安的经济组织理论既不同于科斯也不同于西蒙。他拒绝了一个关于个人选择的明确模型……代之以一个关于组织出现、组织结构及组织生存等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微观水平上决策的系统性解释理论……然而正是这个独特选择模型的独立性，最终使阿尔奇安的理论与科斯和西蒙两者的个体理论和谐并存。

无论个人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使其行为最优化，还是在有限理性的较多限制下作出某些牺牲……阿尔奇安上述自然选择逻辑一旦与上面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相联接，都会提供强有力的方法来推导、综合关于个人、组织和制度的种种情况预期。上述两种情况的结果表明，这是一种在范围和一致性上都得以改进的研究方法，而且该方法仍然是忠实于其最基本的个人选择模型的。
(30)



人们对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系统性认识还很零碎。阿尔奇安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行为也许需要通过研究行为方式的办法来分析，而不能仅依据传统经济学中寻求最优化的边际调整方法来分析。不完善的预见能力阻碍了个人行为，甚至当可以界定什么是最优化时，一个人或许仍不能解决“包含了一系列变量的复杂问题”。
(31)

 理性个人面对不确定性的反应，或许是严格地遵循那些在过去与成功有关的习惯做法和常规做法；或许是寻求一个试错的方法，虽然试错法常会变成生死攸关的实验。不管怎样，无论个人方法是什么，关键在于一个竞争市场总选择那些产生正收益的契约，虽然这种最大化利润概念有别于完全信息模型中的最大化概念。

因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高昂的世界里，除了一些风险型企业家，大部分人是以行为方式经济学来代替边际调整经济学。那些风险型企业家敢于面对有限信息而进行大胆实践，他们常一旦失败就毫无踪影，但一旦成功就成了向往和模仿的楷模。模仿行为是普遍的，而且有些模仿者甚至偶尔会发现胜过现有方法的新方法。

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信息成本较低尤其如此，人们常常按成本—利益计算方法来调整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计算充分体现了边际成本和边际利益原则。阿尔奇安认为“世界的不确定性越大，利润由那些风险型、幸运型的个人获得的可能性就越大，往往成功者不是那些逻辑型的、细致的以事实为基础的个人”。
(32)

 因而，阿尔奇安的基本要点是，即使按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随意的，但在一个市场系统中“不会出现无方向的、随意的资源分配”。因为选择过程是以实现的利润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个重要的认识常被错误理解。比如竞争过滤器这个概念不是一个规范概念。它不意味着经济生活中胜者必比败者更强大、更有知识，道德水平更高，或比失败者更值得羡慕。竞争过滤器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虽然阿尔奇安没有把它系统地阐述为一个可检验的假设。

我们也应注意，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并不是平等地为每一个人所拥有。这里有多种解释理由：体力和脑力存在差别；每个人面临的信息供给曲线和预算约束不尽相同；有一些人有权改变现行产权结构，以此来尽量减小意外的外部变化所引起的成本，比如限制进口、限制新产品出售、宣布新契约形式非法等等。

经济学家们有时喜欢扮演上帝并向人们展示完全信息世界中的各种最优契约模型。阿尔奇安说，即使有利可图，这些最优组织形式也不见得会被引入到现实中。“真正有考虑价值的是实际尝试的各种活动，因为是从它们中间而不是从一系列完美的模型化行动中选择出了‘成功’”。
(33)

 但是如果我们不打算去预测实际的契约并去建议契约安排应如何变动，以响应外部的变化，那么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工具仍然是有用的。阿尔奇安的基本认识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


(1)
  阿尔奇安（1965），“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Il Politico 30
 （No.4）：816—829。产权方法的复兴与阿尔奇安的文章有关，也与科斯论社会成本的文章有关。另外还有吉多·卡拉布莱西“Some Thoughts on Risk Distribution and the Law of Torts.” Yale Law Journal 70
 （No.4，March）：499—553.德姆塞兹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见德姆塞兹（1964），“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1—44.人们都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具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理论家。“的的确确许多社会科学家包括亚当·斯密都重视产权，马克思却第一个断言，规范产权是因为人们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资源稀缺问题，而且产权结构会以其特定而可预见的方式来影响经济行为。”第383—384页。载于Pejovich，Steve（1982），“Karl Marx，Property Rights School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Kyklos 35
 （No. 3）：383－397.


(2)
  菲吕博腾和佩杰威齐在1970年代早期回顾了新产权分析方法的现状。他们的论文中几乎找不到1960年以前的文献，而且他的论文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产权研究在1960年代早期才开始发展。德阿莱西（1980）提出了一篇最新的优秀文献，其中特别注重了一些实证结果。参见菲吕博腾和佩杰威齐（1972），“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0（December）：1137—1162.和德阿莱西（1980），“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A Review of the Evidence.”Research in Law & Economics：1—47.


(3)
  阿尔奇安（1977），［前引书，注(1)］，第129—130页。


(4)
  参见菲吕博腾和佩杰威齐（1970），“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Firm in a Socialist State：The Example of Yugoslavia.”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0
 （Nos.3—4）：431—454.


(5)
  注意，政府对某些交换形式的完全禁止可能会降低或者提高价格，这取决于需求如何被影响，禁令如何实施，供应者守法程度如何等等，总之经济理论预测贸易量会下降。


(6)
  注意，这个假设没有考虑政府作用，除非有一个自愿组织来执行产权。政府税收不会弱化产权，但税收成为偿付政府提供保护性服务的报酬。


(7)
  阿尔奇安（1977），［前引书，注(1)］，第132—133页。税收常常是非自愿的，而且它意味着产权的分割。高税收会转移合约所有者的产权，导致一个理性人不再想拥有那些产权。


(8)
  詹森和麦克林（1976）的论文是现有的讨论代理成本的经典文献，参阅詹森和麦克林（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No.4.October）：305—360.斯彭斯和泽克豪瑟（1971）也做了先驱性工作，“Insurance，Information and Individual Action.”AER
 61（No.2. May）：380—387.另外还有罗斯（1973），“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The Principal's Problem.”AER
 62（May）; 134—139.我们这一节的讨论还参考了莫（1984），“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No.4）：739—777.


(9)
  参见詹森（1983），第334—335页，“Organiz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Accounting Review
 58（No.2. April）：319—339.


(10)
  同上，第335页。


(11)
  参见诺维（1977），第89—99页，The Soviet Economy
 .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2)
  诺维（1977），第93—94页。


(13)
  诺维（1977），第95页。


(14)
  詹森和麦克林（1976），［前引书，注(8)］，第308页。


(15)
  张五常（1970），第50页，“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No.1. April）：49—70.同样参阅同著者（1969b），“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No.1，April）：23—42.


(16)
  诺斯特别注意了国家在影响订约过程中各种成本的作用，参阅诺斯（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W. W. Norton.


(17)
  张五常（1968），“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ecropp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No.6. December）：1107—1122；同著者（1969a），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1972）建立模型从契约关系角度来说明各种形式的企业组织，他们的一些先驱性作品是划时代的。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1972），“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ER
 62（December）：777—795.


(19)
  詹森和麦克林（1976）第一次使用此定义。


(20)
  张五常（1983），“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26（April）：1—21.


(21)
  威尔斯（1977），第39页，Economic Institutions Compared
 .（Oxford：Basil Black-well.）埃格特森（1984）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讨论苏维埃国有企业的逻辑。埃格特森（1984），“A Neoinstitutional Model of the Sovi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Photocopy. St. Louis：Department of Economics，Washington University.


(22)
  科斯（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November）：386—405.


(23)
  下面讨论来源于张五常（1983），［前引书，注(20)］。


(24)
  见张五常（1983），［前引书，注(20)］，第15页。


(25)
  见张五常（1983），［前引书，注(20)］，第11页。


(26)
  见张五常（1983），［前引书，注(20)］，第17—18页。


(27)
  关于农业中交易成本和合约安排问题将在第七章讨论。


(28)
  阿尔奇安（1950），“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No.3. June）：211—221.


(29)
  阿尔奇安（1977），［前引书，注(28)］，第23页。


(30)
  莫（1984），［前引书，注(8)］，第746—747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加上一点事实，即阿尔奇安在他另外一些著作中依靠了理性选择模型以及更一般化了的新古典方法。见阿尔奇安（1977），［前引书，注(28)］。


(31)
  阿尔奇安（1977），第17页。


(32)
  阿尔奇安（1977），第20页。


(33)
  阿尔奇安（1977），第33页。


第三章　解释法规


 3.1　政府的实证理论

由于政府制定和实施规范交易的基本法规，所以政府的实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实施产权要靠权力，而使用武力的规模经济通常赋予政府独断使用武力的法定权力。不过，产权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排他性产权可以和一系列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相并存。试看下面三种：

1．一个既没有立法、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又没有共同法规的社会。

2．一个由共同法规明确排他性产权，并有立法机构和法院但无警察或军队，故由私人执法的社会。

3．一个完全由政府制定法规、裁决纠纷和实施排他性产权的社会。

在私人实施各自法规的第一种社会中，我们进一步假定，诸如土地这类生产性资产是稀缺的，人们分户团居，进行劳动分工，并相互贸易。在这种社会，我们可以毫不奇怪地发现每一户家庭的大部分资源将被迫用来保护大人、小孩和非人力资产，或花费在维护与他人的联谊上。这种社会的政治均衡很难达成，很可能滑向动乱和分裂，或转向权力集中和组建国家。

历史上曾出现过虽有公共法规但由私人执法的第二种社会。比如有人发现，从公元930年到1262年，冰岛共和时期就属于这种社会。
(1)

 这时，它的政治体制由宪法、立法议院和一连串法院组成，但是政府没有警察或军队等执法部门。由于实施产权要由私人负责，所以对于那些要与强大且残忍的敌手斗争才能保护产权的人们来说，成本自然很高。在冰岛共和时期，人们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或侵犯别人的权利），不仅从亲朋好友处取得支持，而且还从对手的仇人那里借用势力。

在政府规定产权的基本结构、裁决纠纷和实施法规的第三种社会，由于耗费相对很少的资源就维持了秩序，所以政府实际上将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拓宽。政府早期的这种作用使人常常联想到以下情景：某君或某君一家专门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安全和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以此换得征税的权利。可以把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看作一种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结构能用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概念进行分析。

君主的权力受到代理成本的限制和竞争的制约。
(2)

 他以极高的价格提供公共服务和秩序，那么国内外就会有人受到诱惑，报以较低的税率来竞争王位。征税能力也受到代理和度量成本问题的限制，征税需要先确定税基和衡量税率，而后还要逐一课征。为此，君主必须依靠大量的代理人去完成这项工作。理性的统治者将会寻求一种代理成本最小的征税方案。

如果统治者在征税过程中不会遇到交易成本，那么他们将选择建立一个能使税基最大的产权结构。但是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正如诺斯强调的那样，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设计不符合经济快速增长的产权结构。苏联领导人的代理问题即是陷入这种困境的最新实例。多年来，无论苏联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士都意识到，产权结构的任何调整都将大大增加该国的净收益。对此，即使苏共领导人和社会精英也形成共识，但是，该国的产权结构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种较能合理解释这种明显的怪事的见解认为：它的统治者受到代理问题的严重困扰。
(3)

 因为有关调整产权的绝大多数建议都涉及到经济分权——即赋予政府的代理人更多的权力，对此统治者担心将会导致日益上涨的代理成本和失去控制权。


 3.2　信息成本和政治程序

政治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对待现代民主问题，常常采用人人平等的契约关系来阐述。社会契约被设计为用来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保证充足的公共用品（自由市场无法提供），和预备好老、病、穷人的救济品。
(4)

 采用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被认为可以保护多数公民不受少数人支配；由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和任何人都不易改变的有关宪法条款组成的“人权法案”，被认为可以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从逻辑上看，这种思路将民主社会的政治程序建立在完全（免费）信息的模型之上。

近年来，信息有成本的观点逐步在经济学中得到承认，从而激发经济和政治学家们运用这种观点重新检讨民主国家中的政治交易。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少数团体成员怎样过度滥用其投票权，致使产权结构变得有利于他们，而使大多数选民付出代价。那么这少数人怎样能愚弄多数人呢？一种意见认为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利得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
(5)



也许最能说清个中原因的办法是借助于一个假想的例子。设想皮（Pedestria）的制鞋商正在受到从南欧和亚洲进口高质、低价鞋的威胁，那些缺乏竞争力的鞋厂老板将面临损失大量资本的风险，那些已针对本国鞋业进行人力投资的工人们将面临着技艺贬值的危险。从可能损失几千美元的工人到损失几百万美元的老板都处在利害关口。但这些损失可以通过改变进口商和消费者的产权来避免，比如对进口鞋征收高关税或施行严格的配额管理，甚至完全禁止输入。限制进口便宜鞋的措施导致全体消费者的损失，这种代价由绝大部分国民（比如6000万个家庭）相对均匀地负担。

假定限制进口持续进行，由此导致每人的平均损失现值为5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买鞋人将愿意支付少于50美元的费用来换取自由进口鞋子。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者很可能不知道会损失多少钱，而要探究清楚的信息成本又很高：他必须设法分辨皮国鞋业计划的真实性，评估各方面提出的论据，计算自己的成本和利得。如果皮国制鞋商声称，进口鞋有缺陷或有危险，抑或对本国构成政治威胁（指大规模战争突然爆发，切断所有进口渠道，本国遭到冲击的鞋业将不能向战士们提供皮靴），那么必须对此进行评估。由此可见，对这种贸易限制理由的评估成本不低，更不用说评估远比鞋类制品复杂的商品，如化妆品、汽车和电子设备。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消费者可能还想知道，自由贸易对制鞋工人的危害报告是否准确；一位理性十足的买者可能还要评估，进口限制从长期看是怎样影响本国鞋厂的定价策略和效率的。

让我们继续上面的例子。假如对信息投资以后，消费者发现进口限制对他不利，将会给他带来约50美元的损失。因为搜寻信息的投资在此时已经花出，变成沉置资金，而且这位消费者准备参加抵制限制进口游说活动的最大支出额为50美元。如果所有6000万个家庭都知道对他们的危害，每个家庭都乐于出50美元尽其所能，那么确实可以汇集一笔30亿美元的可观的游说基金。但是，并非所有的家庭都知晓限制进口对他们的潜在危害。因此，初期能汇集到的钱肯定少于3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还必须用来通告给其他消费者实情。最后我们只能说：如果搜集信息、游说官僚和议员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那么消费者齐心协力、共同投资的游说行动是值得的。


 3.3　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搭便车”问题

在民主国家，假如绝大多数消费者协力投资，他们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显然是巨大的，但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和搭便车问题，严重阻碍着他们的合作行动。
(6)



让我们设想有一位善于经营的经理，当他看到收集信息和组织游说的规模经济可资利用后，愿意以大大低于50美元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维护进口便宜鞋的服务。这位经理不久便会发现，提供的自由贸易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企图将它分别销售给公众的成本高得惊人。任何拒绝付费的消费者，与那些花钱购买了服务的人一样，都将从自由进口鞋中获益。不可能将不付费的人甄别出来，让其只购皮国自产的鞋子。因为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这种歧视与宪法规定的人身权利相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歧视的实施成本可以高得令人却步。理性的消费者将会认识到，对于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他的作用没有明显的效果，一旦游说获得成功，无论有无贡献，他都能从购买便宜进口鞋中获利。不过，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这样考虑问题，将不会有人出面发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
(7)

 一句话，这就是搭便车问题的实质——集体行动的天敌。

概括地讲，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阻挡着我们的消费者采取保护自由贸易的政治行动：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搭便车问题，和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现在回头考察皮国制鞋业，与消费者的情形相比，我们发现本国制鞋商要想获得各厂的有关信息并不难，各公司的受损额平均来看都很大，涉及到公司家数又不太多，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本书以后还会讨论搭便车问题，特别在第九章。不过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一种办法是，让政府加大那些拒绝入伙或参加集体行动的人员的成本，或提高进入各种协会的会费。例如，有权规定在某种行会、工厂或工种工作的人必须是本行会或工会的会员。商业团体普遍把组织游说看作首要任务，局外人常常因为不参加合作行动而遭受直接的损害。进一步的例子如，那些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公司，可能情愿单独花钱游说政府限制竞争。
(8)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无组织的大众和组织严密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总是后者得胜的许多理由。实际上，人们从上述论断中可能早就得出不可能进行国际自由贸易的结论。但是也应该看到，许多因素起着抵制特殊利益集团和限制其影响的作用，如反贪污受贿法，约束说客行为的规则，公务员和立法者的为大众服务精神等。甚至那些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能起到降低它们影响的作用，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诸如皮国制鞋商和进口商之间的冲突。


 3.4　均衡政治制度的概念

在现代社会里，进行交换和生产需要遵循一整套法规，这套法规必须得到社会和政治上的认可和推行。因此，资源配置受到法规结构变动的影响（如产权的重新界定），再追溯一步，是受到社会和政治体制变动的影响。在民主社会中，产权的重大改变通常要经过投票表决，表决既可以采取全民投票，也可以通过选民选举的议员的间接投票。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表决结果总是服从所谓多数（人）决定规则的。源于这种多数决定表决结果的性质，在战后得到经济和政治学家们的详尽分析。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是这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确定了日后25年对此问题的研究课题。
(9)



有关投票表决的研究文章很快得出如下结论：假定我们让一伙各自具有预定和稳定偏好的选民分别就一组选择方案中的各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服从多数决定规则。我们可以证明，最终结果不以选民的预定偏好为转移，而决定于表决的排序，即决定于选民各自怎样及以什么顺序对方案中的各项内容进行比较和抉择。这就意味着，几乎任何一种表决结果都可能出现。换句话说，如果选民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表决次序，那么我们在这种选举规则下得不到均衡（最优）的表决结果。
(10)

 规范的政治理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选举（团体）联合一般是解决投票交易和互换的不稳定办法。
(11)



这种结论和相应的发现与多数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相矛盾，后者未揭示出表决结果不均衡的迹象。耐人寻味的是，规范政治理论受到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它强调理性选择和均衡。进而观之，像经济学科那样，政治学科发生的行为革命几乎不注意制度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对行为的限制性。不过，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中的产权研究法也广泛影响到政治科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由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的新研究领域，叫作新制度主义或新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这种新研究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一些评论家们指出，纯粹的多数决定模型在议院或其他法规制定机构找不到实际事例支撑。他们宣称，投票表决和决策实际上由能产生均衡结果的精巧程序控制。新制度主义者们同意，在制度环境易变的环境下对多种方案进行任意表决，可能得不到均衡的表决结果。但他们坚持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能产生均衡结果的制度安排。

那么这种制度安排是指什么呢？谢普斯勒和温因加斯特（1981）指的是“结构引致的均衡”。
(12)

 主要论据是，法规制定机构的体制结构含有各种迫使行为达成稳定结果的建筑砌块。这样，投票人在表决过程中并不对所有的选择方案进行表决，而是将决策人分组划分成各种委员会，将选择方案归类分属不同的委员会管辖。这些委员会分别对各自管辖范围具有排他性产权，委员会的人选由一定的机制（美国国会采用的是自选）确定投票人组成。美国国会的这类委员会常常采用不提任何议案的办法，使改变其权限的举动受到限制。它们在协商委员会中的事后权力使其能施行这种限制，并对提出变更议案享有巨大的操纵议事日程的垄断权。在它们这种管辖下提出变更议案，几乎要得到所有委员会的支持，才有机会通过各个关口。
(13)



按照这种制度安排，投票人为了获得特殊利益方面的超常的权限，他们必须在许多方面出让相当的权力。这种向委员会的授权法说明，这里存在着一种代理关系，需要建立全面的监督体系。实际上，对委员会的监督采取许多形式。首先，国会领袖们在每一个委员会都有亲信，并监听议员、说客和总统对委员会工作的反应。其次，提交委员会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必须事先通过修正程序。当国会或议院提交议案时，所设计的程序规则完全为了控制表决结果。比如，这些规则与准允的修正案类型及方案比较的次序有关。最后，非某委员会议员的选民们采取的激烈反应，是要求该委员会重新审视其工作的可靠迹象。如果有足够的议员有此抱怨，那么预料委员会将会采取放弃控制措施的行动，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反应。

诸如将决策者分到各委员会和将特定管辖范围的产权授予委员会成员这样的体制安排，改变了公共选择文献中的传统结论。对于社会偏好的公共选择从未出现循环，几乎从未可能有任何依赖表决次序的结果。但是这种类型的论证引出另一个问题。
(14)

 让我们将体制定义为支配人们之间关系的各组规则，并切记我们现在是讨论规范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实际做法。先假定投票人事先对体制结构和社会选择结果的联系就有一定的预期，后给定他们对选择结果的偏好，从而导出他们对体制的需求。假如选出的体制正是我们想主张的，那么我们便退回到多数决定规则表决的不均衡结果，对体制的选择将不会导致稳定或均衡的体制。这自然不能解释清楚由宪法规定的体制选择，因为这只能迫使我们的主张再退后一步，需要我们预见到不稳定的宪法。

正如在表决结果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中的体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它们倾向于均衡制度。谢普斯勒（1983）试图解决这道推理与事实不符的难题，他用合理选择模型解释为何体制结构趋于稳定。他的首要论点是，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表决结果反映了那些有权人的利益，即经济权力滋生了政治权力。企图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增大自身权力的人们，将会在他们举事失败后遇到可怕的报复，而且事前常常不能确定这种企图能否成功。比如，投票人发现在最终表决前不暴露自己的偏爱具有策略优势。这就会导致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又是制度稳定的重要原因。

其次，设计的政治制度——或其功能之一——是为了促进决策者之间的合作。犹如罪犯或主权国家各自相互交易的费用那样，政客进行交易，多半会遇到高昂的成本。因为不像市场交易，这里没有强大的第三者强制交易双方信守合同。因此，在政治交易中，靠自身履行契约相对来说很重要。由于交易持续不断，所以有个好名声至关重要，食言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靠自身履约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特别在多边交易时，要想搞清谁欺骗谁的成本太大，很难说清谁应承担惩治投机取巧者的费用，因为这种交易有不少搭便车机会。

有了以上这两点，谢普斯勒（1983）进而认为，政治制度是政客们相互合作的事前协议。根据这种观点，能将制度看作是设计用来生产一系列稳定政策（产品）的资本结构，制度变更是一种投资形式。制度变更的成本之一是对新政体将生产什么产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原有的结构在事前联结着一组结构引致的均衡点，这种不确定性只有当新制度结构的运营质量被人确知后才能逐渐消失。谢普斯勒（1983）最后强调指出，这种关于制度变更对均衡结果（产品）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足以说明稳定原有制度和防止持续制度变更的合理性。他断言，投票人在政策选择决策时的计较程度和他对制度变更的算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政治组织的新方法与我们上一章介绍的对经济组织本质的研究相类似。例如美国国会的委员会体制与议事日程控制就像是现代公司这种理性结构。以同样的腔调，B. R. 温因加斯特（1984）认为，假定美国联邦机构的雇员都是失去控制的代理人，这种推测假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开创一种能限制代理成本的制度结构不仅符合这些雇员的直接上司——国会成员——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最终老板——选民——的要求。
(15)

 温因加斯特的结论是，这种体制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均衡政治制度的位置，它的参与者既不能改变它，也不寻求去改变它。

这种体制涉及专门化的国会委员会、公众听证会和公众对官僚行为的监督（通过向其代表汇报的形式）。用温因加斯特模型的术语讲，这种控制体制比由国会成员及其随员直接监督官僚行为要节省成本，虽然传统意见曾认为如何控制官僚应依靠后者。

与温因加斯特一样，麦卡宾斯和施瓦茨（1984）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16)

 他们把立法执行机构实行的直接和集中的监视比作警察式监督，进而认为那些埋怨美国国会忽视其监督责任的学者们，未能认识到另一种直接的、具有激励控制机制的火警式监督。

将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和代理问题用来研究政治体制，即将会改变我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有理由相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会为现代的美国制度以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任何制度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定理、假说和实证研究成果。


 3.5　意识形态与合理选择模型

在讨论集体行动和搭便车问题的逻辑性时，我们提到仅用经济研究法不能有效解释某些团体的行为。戈登·图洛克（1971）的革命经济理论充分表明，当用经济方法来研究容易产生搭便车情况下的团体行为时，往往受到很大限制。
(17)



将他的理论置于合理选择假设下，得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理论，因为它非常恰当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不常发生，即使是在暴君统治之下。

当某人觉得他对革命成功的边际贡献技术值呈零时，当他自己的经济收益为零或负数时，当他被杀或被伤的概率很高时，如果此君具有经济头脑，他便不会参加这种大众暴动。假如我们再排除社会对不参加者严厉制裁的情况而该君还是参加了暴动，这就只能从他对伦理价值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来解释。

在经济学中，传统上将爱好看作外生变量，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为何转变也了解甚少。然而，思想支配行为却与合理选择模型和经济研究法保持着形式上的一致。这样，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爱好，只要伦理价值不在个人偏好函数中占有百分之百的权重，那么像诚实这种道德与其他物品间就存在某种替代弹性。
(18)

 比如，通过在公众场合故意丢失钱包的试验发现，当钱包里放的钱少时，拾者的诚实行为显著增多。这说明对正直的需求曲线是倾斜向右下方的。但这不能概括一切情况，当意识形态表现出不稳定时——如某人此时拥护既定的产权制度彼时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摧毁它，用这种方法分析制度的变更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诺斯（1981）已经指出，社会价值的改变——即意识形态的变更——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没有意识形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将是不全面的。从长远看，对法律、公民权利、政府和统治者的权威的广泛尊重，是任何社会得以保持的基础。可以把社会价值存量看作是资本投资的过程，统治者通过教育渠道将资本投向宣传舆论部门，以达到增值的目的。假如社会失去这种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那么权贵们监督市民的成本，市民相互监视的成本就会逼近于无穷大。换言之，一个人人唯利是图、个个冷血动物的社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当社会变革与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改变相联系时，我们关心的是：这种行为改变只是由于尊重法律和秩序的机会成本变化引发的呢？（沿需求线移动）还是反映出新的价值观念？（需求曲线的变动）总体的制度变化，特别是意识支配行为的变化，毫无疑问代表着新制度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前沿研究阵地。


 3.6　我们能解释法规吗？

对于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规范社会交易的基本法规，一些学者表示怀疑。我们在本章末尾简单讨论几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除了行为受到竞争的制约和它表示对外生参数的调整情况，经济分析在提供可供检验的假说方面无所作为。社会法规决定于政坛，典型的政治行为均涉及到战略相互作用和依存，而非对不变（外生）参数的调整。当采用经济学的简化假设去研究大团体或大组织时，由于大数定律抵消掉不规则的个体行为，所以能得出一些有用的假说。但是由于政治的经济分析对象常常是小团体，所以，尽管对策论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但经济学家在设计研究垄断行为的检验模型方面只取得部分进展。

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的。我们不想轻视解释战略行为的理论难度。但也必须看到，过去确实存在着一种低估对行为制约的倾向，这种制约来自各种竞争力量。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正如斯大林漫长的挣扎史表明的那样，即使是这位独裁者，他也必须受到竞争努力和代理问题的制约。
(19)

 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寻找制约的竞争力量。比如，在企业理论中，人们现在才知道，大公司的领导们即使不受分散股东们的直接控制，也要受到经营者市场、可贷基金市场和公司兼并市场的竞争制约。与此相类似，政坛上各种各样对行为的制约因素已经引起我们的注意。如前面提到的，联邦官吏如何受到国会中委员会体制的制约和公众的监督。另有一些学者已经研究在职绩效的选举控制和有关问题。

与上述意见有关的另一种批评认为，经济分析法没有充分考虑非经济动机，这在用来分析政治体制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忽略。这种批评部分出自误解。我们已经讲明，赞成个体偏好函数的抉择主要是一个选择专门术语的实际问题，被选的术语应能产生最大的理论洞察力和预见力。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没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行理论，所以当社会价值改变时，问题就会出现。以诺斯（1981）为代表的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缺陷。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种批评认为，财富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并不是一条行为总则，而只是竞争市场规则这类场合下的行为表现。
(20)

 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否对新制度经济学构成一个严重障碍。有人观察到某些场合下的个体行为并不符合合理选择模型，不过由于判断依据的是完全信息，所以这些观察常常是错误的。比如与西蒙的“满意”原则相吻合的因果决策法，只要引入交易成本，就可用最大化和合理选择给予解释。
(2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典型的个体或许不会按完全信息模型中定义的最优化行事。
(22)

 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情况通常能够用合理选择和竞争性来建立模型，这与其他可得的理论模型相比，至少能推导出有用的见识和假说。

在这里指出一点很重要，这就是经济学方法的实质是同义反复，它能适应我们愿意包括的各种各类价值和所有可能的制约。只有当爱好无规则变化或人们持续做出矛盾的选择时，它才失效。进一步说，合理预期模型并非是一个实用的科学工具，除非偏好函数的说明十分明确，足以能使理论家推导出伪命题。

我们提到的最后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寻求用相对价格来解释社会法规是不合理的。
(23)

 法规是被设计用来降低不确定性的，如果它们随价格的改变而自由波动，那么其大部分用处将会大打折扣或完全消失。而且，这种极端的体制不稳定也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不符。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具有相同自然禀赋和技术的两个国家将会有相似的产权结构。为了企图使法规实施成本带来最大的净财富，政治当局不会随着每次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频繁更改其法规，因为那样做会引起混乱，不利于生产。

现在依次陈述几点我们的看法：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说过，产权结构仅仅依赖自然禀赋和技术。政府的实质，即一国的政府结构才是法规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进一步追究，一国的政治体制又是一个复杂的产物，它依次依赖于该国与邻国的亲近程度，侵略史和被侵略史，宗教和文化思想的演变，以及一大堆其他变量。关于对这些变量因果关系的详细理论，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例如，光采用经济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近期深刻地解释苏联为何建立和发展出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但这种方法在研究苏联统治者的选择及其所受到的技术、自然禀赋、代理成本和竞争的制约方面，会用来建立模型。进一步讲，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见到理性的苏联统治者如何针对这些制约条件的改变而调整产权，或至少预测到变化的方向。

第二，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并非所有的价格变动都能使改变产权结构变得有效率。改变规范交易的法规是一种投资，只有当相对价格出现持续变化时——如技术变革不断降低信息成本，改变法规才值得。

总之，政府确定产权结构，产权结构反映了政府控制者的偏好和制约。无论控制政府的是个人还是团体，他们的选择均受到维持权力这个基本要求的制约，但是制度变革对权力关系的最终影响通常隐藏在不确定之中，由于制度变革多半会提高代理成本，甚至会碰到失去控制的威胁，所以在传统新古典模型中看来是与财富最大化相辅相成的制度变革，常常被权贵们看成洪水猛兽。

换言之，不用抛弃理性选择模型，也有各种各样解释产权结构相对稳定的说法。实际情况是，产权结构远没有多变到危险的程度，倒是常常滞后于环境变化，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正是这种有害的一成不变的分析，或许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今后最令人感兴趣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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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产权与经济结果


 第四章　排他性权利经济学


 4.1　概述

我们在本章将比较排他性和非排他性资源拥有权的经济学，考察选用多种社会法规的不同后果。4.2节介绍公共渔塘经济学，解释公有财产的用户竞争如何能使该资产的潜在租金收入流失。
(1)

 选用美国经济史上的案例来说明一个特定概念——事实上的公共财产。

4.3节研究转让和实施排他性权利的成本。正像对非排他性资产的竞争使用那样，实际上确立排他性权利也要用尽资源。19世纪晚期和本世纪早期，将太平洋西北部的公有林场转为私有是一个相对代价不菲的私有化过程。本节末尾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即使这种转换产权引来净产出的增加，我们也不能对确立排他性产权作出“一定能增大总福利的结论”。这是因为，转换影响的好坏依赖于个人效用函数的真正本质，而对此我们既不知道，也无法衡量。

4.4节的讨论超出排他性或非排他性权利的二分法议题范围，根据科斯定理，检查交易成本和冲突使用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字论述和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埃奇沃思框图）用来阐明科斯定理、高交易成本含义和选用不同法规的经济后果。19世纪英国工伤事故责任法的确立和其他一些例子，用来解释选用不同的产权怎样能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需要强调的是，那种认为政府的法规和统治被设计用来实现社会总的最大效用或财富的看法，并非不言而喻和有根有据。

在本章最后一节，我们将考察政府对私人合同条款施加的限制（如规定价格上限或下限）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论者认为，这种限制措施能使真实收入置于公共名下（如同公共财产），从而导致代价极高的竞争和新的生产、交易组织形式。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排队限购被提出来讨论。无论如何，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买方和卖方都有尽量减少非排他性收入耗散的动机。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采用香港历史上独特的房租控制实例。


 4.2　公共财产

除了基本新古典模型中精确界定和赋予的私有产权外，相对于其他结构的权利，经济学家们更注意公有产权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后果。例如，“公共渔塘”经济学构成渔业经济学的核心，后者又是实用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2)

 在这些经济学中，自然有处理非排他性所有权下经济结果的一系列最新理论。

借助一个简单的图示模型就能阐述清楚生产中使用公共投入品的经济后果。在源自戈登（1954）的4.1图模型中，排他性拥有的投入品和公共投入品结合使用：如公共渔场和私人渔船、捕鱼设备和劳力，或公有牧场和私有牲畜。该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同质的劳力和固定供应的公共自然资源（犹如某块牧场或渔场）。将两种要素结合使用的劳工机会成本由各种可供选择的（外部）市场工资率W
 0
 决定。从该图中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工被用到固定的自然资源R
 0
 上，劳工的平均价值和边际产品价值下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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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租金的耗散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多雇佣一个劳工单位到R
 0
 上的情况。这个新劳工单位L
 i
 对总产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双重的。首先作为同质劳工单位的一分子，L
 i
 生产出Q/L
 N
 。这里Q
 是总产出的价值，L
 N
 是同质劳工单位的总数。其次，新Li

 的加入具有降低原有劳工单位平均产品的效果——如VAP
 线的斜度所示。边际产品价值线VMP
 综合了上述这两种效果，给出边际劳工单位Li

 用到固定资源R
 0
 上时，对总产出的净贡献。

假如R
 0
 也是私有的，增加到这固定资源上的劳工的两种效果都值得考虑。例如，有一家私人企业拥有R
 0
 ，并按固定的工资率W
 0
 雇佣劳工，这家企业就一定会雇请L
 N1
 单位的劳工，因为在这个经营水平上，将会从R
 0
 获取最多的租金收入，它由图4.1中的三角形B
 表示。注意：即使R
 0
 是公共财产，只要使用它的决策单位只有一个，且没有其他单位进入的威胁，租金最大化的结果也能出现。

而当对R
 0
 无排他性权利或该资源利用的决策单位（独立地）超过一个时，均衡结果则与上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决策单位L
 1
 只考虑它自己的产出Q/L
 N
 ，不顾及它对其他劳工单位施加的成本。
(4)

 设想在图4.1的L
 N1
 处，劳工投入有微量的增加，该劳工增量的产出是L
 N1
 Y
 （平均产出），但原有单位的生产率下降却等于XY
 ，因此产出的净增加也只能是L
 N1
 X
 ＝L
 N1
 Y－XY
 。

如果每个决策单位均忽视它对其他单位施加的成本，那么新的劳工将会不断涌入，直至VAP
 ＝W
 0
 及劳工总数达到L
 N2
 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每个决策单位（VAP
 线）的报酬等于它的边际机会成本W
 0
 ，劳工的不断涌入将使公共自然资源R
 0
 产出的租金降至零，即由于决策单位的相互竞争作用，使来自公共资源的净收入全部耗散。在4.1图中，均衡点的耗散水平由三角形A（XZT
 ）衡量，它等于R
 0
 能产出的最大租金额，即三角形B（XVW
 0
 ）的面积。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L
 N2
 减去L
 N1
 的劳工，对产出的净贡献低于他们在其他情况下的潜在贡献值，（这可由市场工资W
 0
 来表示），而且增加到R
 0
 上的最后一些劳工的贡献，更是负边际产品。这种结果的例子可以在捕鱼业中找到：当整个捕鱼量已经开始下降后，渔民却不断涌入。不过，虽然有可能出现负边际产品，但这并非此模型的必然结果。

值得提及的是，该模型仅仅显示出对R
 0
 无排他性所有权相关的均衡结果（此处平均产品等于私人投入品的边际机会成本），但它未分析劳工决策单位依据通常的最佳边际条件作出的调整过程。张五常（1970）采用类似4.1图的方式，设计了考察这个调整过程的模型。在张的模型中，决策单位依次进入。首先进入的F
 1
 企业，通过扩大使用劳动力（自有的和／或雇用的）从R
 0
 处获取最多的租金，直到劳工的边际产品价值VMP
 1
 和外在的市场工资W
 0
 相等为止。

第二个进入的企业F
 2
 ，也通过使其劳动单位的边际产品价值VMP
 2
 等于W
 0
 的做法，最大限度地获取它在其余租金中的份额。不过，当第二个企业进入时，由于VMP
 1
 线移向左方，第一个企业要重新调整其经营水平和减少劳工投入。这样，F
 1
 企业和F
 2
 企业平均分享租金，但现在的租金之和却小于只有F
 1
 企业使用R
 0
 时所创的租金数额。这种竞相进入的过程不会中断，直到像4.1图的均衡结果停留在VAP＝W
 0
 的使用水平——纵然单个企业只是依据它们各自的VMP
 而非VAP
 来作出调整。
(5)



与古诺特的双边卖方垄断解决法相似，张五常的模型暗示，在均衡处进入者（决策单位或企业）的数目将会趋于无穷。张五常（1970）强调指出，他的模型的这个不现实的结果依赖其特有的简化假设。如果私人的投入品是不同质的，即他们在使用公共资源R
 0
 时的比较优势各异；如果存在着进入成本壁垒或规模经济（如捕鱼的船只大小、工具长短和路途远近等），那么进入者的数目便是有限的。

图4.1中的简单模型提供了一个有无产权界定与实施分别怎样能影响经济结果的醒目指示器。该模型暗示：当R
 0
 是公共财产时，它所能产生的租金会全部耗散，即经济产出被降低的数额正好等于租金的数额。进一步讲，相对于R
 0
 有排他性产权的情况，公共R
 0
 的私人投入单位会较多，以致它们的最后一些单位的净贡献低于其边际成本。为何政府和直接有关的私人会容忍这种结果？我们将这个有趣的问题留待后几章解释。

以上讨论仅仅涉及到R
 0
 在不同所有制结构下怎样被密集地使用，但在现实中，最佳资源使用还涉及在以下几种维度上的调整：产品的选择、技术的选择、投资物的选择、产出流量的时间选择，等等。这些选择部分依赖界定和保护排他性的成本以及磋商和实施契约的成本，这个过程又依次依据特定资源的物质属性和所处的制度环境而定。因此，甚至早在公共资源的用户开始积极竞争之前，该资源的租金耗散可能已经出现。例如，在某块土地缺少排他性权利的情况下，农户宁愿将其作牧场也不愿种果树，因为种树的保护成本很高。如果没有保护成本，种树比放牧有利可图。
(6)



当排他性权利界定不完全时，如政府管制的漏洞，资源可能变成事实上的公共财产，不过这种变化并非马上就很明显。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80）认为：“美国印第安纳瓦霍族保留地长期被过度放牧，是内政部和纳瓦霍部落议院政策的结果。”
(7)

 根据他俩的研究，这些机构制定的法规导致小规模羊群占绝大多数，从而限制了牧场的保养生息。这又相应增加了磋商和维持产权的成本（例如实施官方确认畜牧水平的成本），妨碍了获取规模经济利得。个体产权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每个家庭被授予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但没有正式规定：如果要修篱笆，需要得到周围邻居的一致同意。简言之，“部落议院政策的累积效果给牧场提供了公有产权的基本法律条件。”
(8)

 这种安排的经济结果是侵蚀牧场，降低单产（只羊或块地）净收入，迫使许多纳瓦霍族人放弃他们传统的放牧生活，接受工薪工作岗位。按利伯凯普和约翰逊的说法，产生这种结果的产权结构，原本是设计用来保护纳瓦霍族的畜牧文化的。

名不符实的私有产权事例很多。当渔民被授予某块海域的排他性捕鱼权利时，他们并不能获得控制穿梭于不同海域之间的过往鱼群，这些鱼群实际上还是公共财产。另一个例子是本世纪早期美国联邦油田的产权结构。
(9)

 虽然石油形成的表面积常常大到几千英亩，但私人只要获得20英亩即可进行开采。
(10)

 这种安排意味着对石油的产权拥有实际上转移到开采权上，导致的结果是租金大范围的耗散——反映在对投资物、生产时间的先后和其他因素的选择上：

沿着产权分配线打出的过量油井均在抽取邻近地片的石油。抽出来的油存放在露天池和钢铁罐内，遭受蒸发、燃烧和损毁。由于开采石油必需的地压过早地被耗损，快速开采率降低了整体石油的复原期。
(11)



这些在各种维度上的调整是与租金价值流失联系在一起的。利伯凯普（1984）暗示涉及的数额很大：

1910年仅加利福尼亚因燃烧和蒸发的石油损毁，估计占到该州生产额的5—11％。矿业局局长估计1914年的过度开采损失额约5000万美元，同年美国的总生产额仅为2.14亿美元。据联邦石油保护局（FOCB）在1926年的估计，在无节制的竞争开采下的石油复原率仅有20—25％，而在特定条件下的控制开采，相应比率可达到85—90％。
(12)



在现代社会，罕见属于纯粹公共财产的有价值资产。我们一般只发现公共财产的成分和政府管制的各种形式。传统上分析公共资源的新古典分析人员认为，通过管制一种或极少数几种维度就能控制租金耗散。例如，通过对成就或产出征税。可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指出，租金耗散通常能出现在所有维度的任何项下，在一种维度上控制多半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张五常（1970）指出，在订约权存在的情况下，在使用自然资源的私人契约里通常含有大量旨在控制各种维度下行为的条款。
(13)

 与此相类似，有效的管制一般也要求一个复杂的规则结构。我们将在4.5节再讨论这个问题。


 4.3　制造产权的成本

在前节资源利用的模型中，将有价值资源R
 0
 建立起排他性权利的利得，经由图4.1的三角形B
 表示。这个初步的介绍忽略了政府和私人为确立排他性权利所付出的成本。资源中转向制造产权的成本常常是相当可观的，认识到这点很重要。
(14)

 “精确界定和实施产权的价值可由租金的净现值表示，私人至多愿意花等值的钱去获取这种产权。如果能用较少的钱获得租金收入，那么净租金将是正数，社会的产出也将较大。”
(15)



举例来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政府将一块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私人的过程。在上一世纪的北美洲发生了政府从土地所有权大规模撤出的事例。“19世纪将从俄亥俄到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公地划归成私产的举动，无疑是许多重大事件中最令人吃惊的。此外，引人注目的土地转让国家还有加拿大。”
(16)

 处置联邦土地的规则各式各样。“土地被授予定居者或给予那些愿意在该地上进行一定投资的人，或为鼓励某种产品和服务性的生产而被出售和转让。”
(17)



美国政府在将公地私有化时奉行的政策常常规定可允许的持有面积，要求在所得地片上进行不必要的资源投资（以显示开发的诚意）。为达到这些规则要求的所有权转移过程能使土地的潜在租金耗散。安德森和希尔（1983）指出，在特定的对策论情形下（如囚犯两难选择），达标过程的资源开支甚至可以超过租金本身。
(1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化过程的投资也能采取一种不会用尽资源租金的财富交换形式。用贿赂的办法或从拍卖市场获得的产权，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79）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成本估计，这些成本产生在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早期的太平洋西北地区，是美国将公共林场转为私有时推行联邦政策的后果。
(19)

 到了19世纪中叶，伐木业中已经存在着广泛的规模经济；可是，欲将产权给予小农主的政府却坚持授予每位申请者的林场面积不超过160英亩。
(20)

 “在有关三个法律的约束下，只有那些为了自用的诚实定居者才能获得这种小块土地，伐木公司无法直接从政府那里采购到大块林地。”
(21)



但是，伐木公司克服了联邦政府对所有权的限制，以高昂的交易成本获得林场。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79）为伐木公司起草了一个简单的获取成本函数：

预期收益＝Pr
 (q
 )[P
 －C－q
 ]－[1－Pr
 (q
 )][C
 ＋q
 ]，

变成下式：

预期收益＝Pr
 (q
 )P－
 [C
 ＋q
 ]

式中P
 是具有可靠产权的每英亩林地的市价，C
 是林地的官价，q
 代表规避联邦限制的开支，Pr
 （q
 ）是花费q
 而成功获得林地产权的概率。
(22)

 如果假设对有价值森林带的竞争使预期收益降为零，我们有：


P
 [Pr
 (q
 )]＝(C
 ＋q)


这意味着，在均衡点上，索要每一英亩林地的成本将等于其预期的价值。
(23)

 当时，具有可靠产权的林地市价P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预期从索要土地获得的收益P
 [Pr
 (q
 )]也在增大。
(24)

 这个模型的逻辑意义是，只要预期收益上升到能抵补成本C
 ＋q
 ，伐木公司就会索取林地，索取的方式持续是好地先索。
(25)



对伐木公司获取林场能力的限制产生了一个精巧的逃避系统。公司雇用能确保获得林地的代理人，后者通过与森林勘查者签订保证获得理想地段的契约，与进入者签订由他按联邦法提出申请的协定。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79）提出了q
 的经验测估值，即企图规避联邦限制的成本。他俩估计，“按三个有关的森林法规，西北地区有一半的林地索取是非法的。”
(26)

 欺骗转移的直接资源成本占林地市价P
 的约60％到近80％。这种计算没有包括：对林地办公室官员的公开贿赂（转送）和对森林勘查员的支付（也要求合法的转送）。
(27)

 利伯凯普和约翰逊测估，在1881～1907年期间，西北地区林场的非法转送资源成本（租金耗散）达到1700万美元，这比政府收到的林地出卖费更多出三分之一。
(28)



安德森和黑尔（1983）比较19世纪的联邦土地政策与盛行于美国边疆的安排，后者有为界定和施行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牲畜和私产等产权而开发出的法外机构。这些临时权利机构的出现，并非政府的代理人从外部强加的，而是资源使用者、剩余租金索取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9)

 安德森和希尔认为，边疆开拓者设计的转换资源产权的程序比联邦政府日后采用的方法节省资源成本。例如，前者通常不要求索要产权者对土地进行不必要的投资。

与政府转让排他性权利相联系的租金耗散事例比比皆是。“正如宅地法使美国边疆涌现出过多的小屋，石油开采要求又使大陆架上出现过度的开发活动那样，北海油田开发中因为英国和挪威的法规作用，也呈现相似的结果。”
(30)



与转让产权相关的开支费用是沉置成本，一旦权利转移已经发生，它不会影响有关产出的决策。但是，实施产权的成本却是变量，每期都有，无论私人还是政府都要承受。这种高昂的实施成本可以使对某些资源建立排他性权利不经济和不可行。例如，设想一下对海上资源的实施成本。

二次大战后，曾经盛行的将大多数海上资源视作公共财产的教条逐渐收敛。
(31)

 到1977年底，绝大多数海岸国家宣布对邻近海洋资源拥有排他性管辖权，一般界限是从岸边向海洋扩展200海里。在这样大的区域内实施产权全靠政府，在渔业资源例子中，政府采取驱逐或控制外国渔船、管制本国渔民的形式。例如：

自从扩张了沿海捕鱼管辖范围后，美国政府仅对渔业法的实施每年开支近1亿美元。附加的交易成本每年近2亿美元，包括管理、数据收集和科研等的成本。从渔业中以经济租形式获得的潜在收益每年达2—5亿美元不等。
(32)



海洋设围可以减少公共渔塘的浪费，但要付出高昂的实施成本。不但新技术（如雷达、飞机）能降低实施成本，而且新的、更有效的管制和权利转让形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至少在不久以前，渔业经济学家在分析各种形式的管制后果时（诸如简单的总额度控制、捕鱼设备限制、区域和季节渔场关闭），还没有注意到实施成本。
(33)

 安德森和萨廷恩（1984）认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无效的管制手段（因为它能增加生产成本）——捕鱼设备限制，“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管制手段，因为如果将实施成本考虑进去，它比别的手段所费成本都低。”
(34)



假如资源中用于界定和实施排他权利的价值低于私人产权确定后增加的产出，我们能否断言，私有产权的“制造”常常会增大社会福利呢？菲吕博腾（1985）借助于一般均衡模型和比较静态分析法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不能对私有化的社会福利效果作出一定为正的一般性结论。
(35)

 让我们详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像图4.1中所用的局部均衡模型不适合用来分析将公共资源大规模地转为私有，因为这种产权转换不仅影响产出，而且还影响财富的分配和相对价格。私有化过程将会有以下一些效果：投入品的单位产出多半会增加，但是用于直接生产商品的要素供给会减少，因为部分投入品需转向产权的制造（产权的界定、获取和实施）。让我们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进行市场交易的简单均衡模型来加以说明（见4.2图）
(36)

 首要考虑之点是，在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实行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是否能引起该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37)

 在4.2图中，我们假定，由于实施排他性产权用去部分投入品而导致的产出损失额小于建立资源排他性产权后增加的产出收益额，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PP
 ）向东北部移出。
(38)



[image: ]


图4.2　来自私有化的收益与社会福利

当产权结构转变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出时，我们就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评述呢？假如我们把自己限于实证经济学，不考虑反映伦理准则的社会福利函数，那么我们将处在帕累托标准、个体无差异曲线和集体或社区无差异曲线（斯基托夫茨基等高线）这些传统概念之中。

让我们假定被私有化的资源是土地。在4.2图中，初期的部分土地属公共财产，相关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PP
 1
 ，国民经济的均衡点停留在A
 点。当给出这个位置后，就能用个体福利的现行分配来推导一组首尾一贯的社区无差异曲线，简称社1组。在社1组内，A
 点从低的无差异曲线移向高的无差异曲线，可以视作社区福利有帕累托改善。现在假定将公有土地授予排他性权利的举动把PP
 线的位置外移，新的均衡点落在PP
 2
 线上的B
 点。与该点相联的是个体福利的重新分配，并组成新的一组社区无差异曲线，简称社2组。


B
 点代表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否比A
 点高呢？菲吕博腾（1985）认为，继续从实证经济学的原理看，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一般的是与否的答案。因为如果我们使用私有化前的福利分配做价值判断标准（社1组的无差异曲线），图4.2中所示的从A
 点移向B
 点意味着社会福利降低了。相对于位于无差异曲线II
 1
 上的A
 点来说，停留在无差异曲线I
 1
 上的B
 点代表较低的福利水平。这就是说，私有化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但是却降低了社会福利。

不过，图4.2中的上述结果只是许多可能结果中的一个。例如，A
 、B
 点上的PP
 线和两组无差异曲线的搭配，也可能出现从A
 点移向B
 点标志着社会福利增加的情况。进一步看，在图中新的PP
 线上还存在着位于无差异曲线III
 1
 上的C
 点。因此，它代表着比A
 点和B
 点都高的社区福利水平（从帕累托准则看，C
 的位置优于A
 和B
 ）。假如社区的成员不仅都同意将公产变为私产，而且还能作出获益者补偿受损者的恰当安排，那么从技术上看，整个经济就可以越过B
 点，从A
 点移向C
 点。但是在实践中，高昂的交易成本一般都会阻碍获益者和受损者之间涉及广泛的契约活动。另一种可能是，由政府采用征税和奖赏的办法干预经济，使其移向C
 点。不过，这种办法需要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广泛的干预也会挫伤积极性，致使PP
 2
 线向内移动。

总而言之，把公有资源大规模地转为私有，或甚至对权利结构作出程度适中的改变（如在排他性权利至上的案例中重新分配责任），都不但影响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分配，而且还产生市场经济重新衡量商品价值的新基础。因此，从实证经济学的观点看，不可能就产权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作出是好还是坏的评估。

关键问题在于，效用函数是无法观察得到的理论构想，它虽然为预见行为中的经验规律提供了一个初步分析的基础，但远远达不到实用的水平。为了衡量和比较社会福利水平，我们对效用函数本质的假设必须精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并有衡量和加总个体效用的共同单位。举例来说，如果效用函数之间的依存度达到“个体福利的多寡完全依赖他或她相对于其他人的财富”这种极端程度，顶顶重要的是现实中也确实如此，那么私有化是否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内移或向外推均毫无意义，因为只有财富的分配才至关重要。
(39)

 简言之，产权改变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依赖于个体效用函数的真实本质。但是，我们对此既不了解也无法衡量。


 4.4　资源的冲突使用和交易成本

我们在本章4.2节讨论到当几个决策单位将各自的投入物用于某种公共资源时，因未能考虑到相互作用的高昂成本，如何引致租金收入的耗散。本节我们将考察，当排他性权利代替了公有产权时，相互作用的外溢效果（有好有坏）是否会因此而消失。结论是，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即使在建立了排他性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们也有可能考虑不到坏的或好的相互作用效果——未能将其内部化。

下面我们提出几个关键论点：

1．在一个充分界定、实施私有产权和零交易成本的模型中，无论政府怎样分派产权和责任，资源总能找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

2．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如其在现实世界中那样），资源不需要找到其由市场衡量的最有价值的用途。
(40)

 经济结果依赖于社会和法律体系的详细具体运作，依赖于有关的责任法规。
(41)



3．企业、市场和法律体系都是成本很高的社会安排。社会和经济组织既影响资源的配置，又影响配置过程涉及的成本。某种社会安排可能比别种安排能带来较多的净产出。新的法律设施就像新的生产技术一样，能极大地影响生产效率。

4．产权和责任的转让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产权的结构反映了政府领导人的利益、价值和约束条件。

让我们设想一个房地产公司的案例，该公司突然发现其拥有的出租公寓综合大楼紧挨着拟建中的机场。假如航空公司有飞行权利的话，可以预计，低空飞行产生的噪声将会降低公寓的市价。但是根据科斯定理，公寓领空的产权，初期无论分配给航空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均不会影响领空的使用，只要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交易双方可以随意转让它们的产权。
(42)



科斯的这种论断现在不陌生了。让我们看一下拥有和使用机场的航空公司如何进行成本利得计算。假如公寓领空的所有产权归房地产公司拥有，航空公司必须购买在其上空飞行的权利。购买与否的决策依据通常的边际成本和利得的分析结果而定。从另外一种情况看，假如航空公司拥有领空权，房地产公司为了达到公寓上空免遭飞行的目的，愿意向航空公司提出支付的价码。可以将此种价码看作航空公司安排飞行的隐含成本和决策数据。换句话说，将领空权分配给哪一方仅仅决定用其来飞行的机会成本是现付成本还是潜在成本的问题。与此相似的成本—利得分析，也适用于房地产公司。

按照科斯（1960）的说法，将投入物看作几束权利而非具体实物是有益的。使用领空的权利是一种投入品，它在任何特定经营中的动用都有机会成本。如果这种投入品由航空公司使用，机会成本反映出公寓缺少平静和安宁；如果它被房地产公司使用，机会成本就是航空公司不便飞行。无论将领空权授予哪个公司都不能消除代价不菲的相互作用。但是当交易成本很低时，这些相互作用可以内部化：领空的机会成本被记在两公司的账上，假定对转移这些产权没有法律限制，领空将会找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
(43)

 均衡结果可能出现喧闹的飞行，但是这种噪声引致的成本与飞行中所需的其他投入物的成本（如燃料成本）并无不同。这种噪声不是福利经济学所定义的外溢效果（外部效果），房地产公司和航空公司的联合资产的市场价值会因内部化得到最大化。最后我们注意到，通过对众多维度作出调整也能达到均衡，例如通过调节航班、飞行时间和飞机种类，采用噪声消音器、营造隔音公寓或将邻近土地改作别种适合的用途。

一些学者认为，科斯在其最重要的论文中（1960）提出的一系列例子，与其说是相似于交易者无法操纵价格的竞争性市场，不如说是相当于双边垄断的情形。
(44)

 批评者们可能会说，对于我们例子中的航空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办法使它们相互妥协，也不能依赖任何外部的规则使它们分割来自领空的联合租金。用对策论的术语讲，它们处在讨价还价的对局，最终的结果是限于僵局，领空不会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取决于我们对零交易成本的定义如何。如果我们认为它指所有信息可以免费获得，这时讨价还价对局不会出现，所有的价格实际上都由外部给定。不过，我们相信对零交易成本确切定义的学术争论还未收到好的效果，因为它们将注意力偏离了科斯的主要贡献，该贡献提醒我们要正视正交易成本的现实含义。

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法定权利的转让和政府裁决竞争纠纷时的标准，极大地影响着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生活中，洲际航空公司与无数个体商讨使用他们的领空权的成本，很可能会超过从这种协议中获得的收益。美国最高法院早已认识到这种情况，在审理涉及领空使用权争执的美国政府起诉考思比案件中，法院首先承认：“习惯法理解的土地所有权延伸到土地的领空，这是一种古老的规矩，正如拉丁文写得那样：Cujus est solum ejus est usque ad coelun”

引用这句话掩盖了按此规矩授予的私人产权已经逐步失去效用的事实，法院继续说：

那个规矩在现代世界已无意义。正如国会宣称的那样，天空是公共航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每个洲际航空公司均会给飞行员招来无数的侵入诉讼。这个规矩违背常情。承认私人对领空的索取权将会阻碍这些航线通航，严重干涉它们为了公共利益所做的发展和控制，并使只应由公共所有的领空转变为私人拥有。
(45)



科斯定理、高交易成本的含义和法律设施的经济后果，可采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进行阐述。这项工作由哈多克和斯皮格尔借助一个埃奇沃思框图完成，以下的讨论依据他们的工作。
(46)



图4.3表示了一个由A和B两人居住的世界，他们都消费合成商品X
 。A还抽烟，抽烟引起的烟雾损害B的效用。图4.3的埃奇沃思框图不太寻常，它的上方没有加盖，这是因为我们假定烟是一种自由取用物品（假定A抽的是树叶或植物，这种东西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也不需要加工）。A从抽烟增量中得到的乐趣依次递减，直到某一点，他抽烟的边际效用降至零，而后变成负数。

[image: ]


图4.3　在埃奇沃思框图中的产权分派和经济结果

在4.3图中，对合成商品X
 的初期分配为X
 A
 和X
 B
 ，I
 A
 和I
 B
 线分别代表两人各自效用函数的无差异曲线。对于A来说，无差异曲线向东北方向移动表示达到较高水平的效用；对于B，则是移向西南方代表高一级的效用。平行穿过框图的线是契约线，它连接A和B无差异曲线之间的所有切点。假如双方交易他们的原始配额，直至能获取交易利得的所有机会全被用尽，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最终的均衡结果必然落在这条契约线上。
(47)



让我们一开始假定B获得享有无烟环境的权利，A除了使用其部分X
 产品向B购买抽烟的权利外，他无权抽烟。假如安排二者买卖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大于买卖能带来的潜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结果由图中的F
 点表示，等于初期的分配——抽烟不会出现。即使A和B准备做这笔买卖，但是政府规定不能剥夺净化空气的权利并强制实施这条法规，均衡结果也会停留在F
 点上。

而当交易成本很低时，双方可能发现相互交易的好处。假如以X
 商品表示的抽烟价格由外部给定（图4.3中具有负斜率的直线），这时A和B的买卖行为将从F
 点移向位于契约线上的F
 *
 点。对于A和B两者来说，F
 *
 点上的结果代表着比F
 结果较高一级的效用（较大的满足），因为双方的无差异曲线均移向较高的位置。

依次再看A获得自由抽烟权利的情况。为了实现最大效用，A将持续抽烟，直至最后一次的边际效用降至零为止。从图中看，A将从F
 点垂直上升至S
 点，在这里抽烟增量对他的效用无任何增加。当交易成本很高时，S
 点就是均衡结果；但是当可以相互交易且价格由外在因素决定时，A和B的买卖行为将会从S
 点移向契约线上的S
 *
 点。

用这个简单的图示可以阐明几个重要的问题：假如交易成本高到能阻碍交易，那么经济结果就不会落在契约线上。换句话说，按抽象掉交易成本的传统新古典模型的定义，这个结果是无效率的。无论在S
 点还是在F
 点，A和B都能从相互交易中获益，通过移动契约线上的点来增大各自的福利。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诸如S
 或F
 点上的均衡解决结果呢？假如我们的模型采用理性选择和实现最大化的行为，那么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我们在推导均衡解决结果中犯了逻辑错误，要么建立模型时出现了差错，比如一些重要变量（如交易成本）被省略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加进交易成本将会揭示出：在既定的现行体制结构下，F
 点和S
 点确实也是帕累托最优点。如果交易成本大于交易利益，通过双方相互买卖从F
 点移向F
 *
 或从S
 点移向S
 *
 ，的确是无效的。我们强调指出，在交换的新古典模型中，制度结构被看作是既定的。比如，通过制度变革如果能使交易成本降得很低，那么我们例子中的A和B就可能到达F
 *
 或S
 *
 。孤立地讲，低交易成本将与较优的均衡结果相联系。不过，制度变革通常也不是无成本的，这一点也必须列入一并考虑的范围。因此，必须拿新结果带来的利益与制度变革的成本作比较。

如上所示，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A和B通过交易也不会到达契约线上。但是，假如政府重新界定初期权利（或天赋）束，将A和B直接置于例如Z
 点的契约线上，他们还是能达到契约线上的。
(48)

 由政府重新分配产权使A和B移到契约线上（如从F
 点移到Z
 点），能带来净社会收益，但是也必须考虑政府重新分配和维持新产权结构的追加成本。
(49)



根据科斯定理最有力的解释，假定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是这只是在以下严格条件下才是真实的：所有企业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都不受财务限制，而且都小到不会影响相对价格。将产权分配给个人具有一种财富效果，这种效果会影响他或她的价值评估。从4.3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假如A拥有自由抽烟的权利，结果就在S
 *
 点上；假如B获得居住在无烟世界的权利，那么结果便只能停留在F
 *
 点上。

最后，让我们分析一下双边垄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以X
 商品表示的抽烟价格并未给定，交易双方试图通过进入讨价还价对局确立价格，这种对局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例如，假使初期的授权位于F
 点，交易有利可图，我们只能说结果将会停留在FS
 垂线的左方，由I
 A1
 和I
 B2
 曲线组成的凹框内；与此相类似，假如初期的授权位于S
 点，结果将会停留在FS
 垂线的右方，由I
 A2
 和I
 B1
 曲线组成的凹框内。无论在左方还是右方，由于讨价还价的技术不熟练，结果会偏离契约线；当交易双方重复多次买卖后，就会将结果移向契约线。
(50)



在以上的抽烟问题中，一个均衡解决结果只包含X
 A
 、X
 B
 和抽烟的三者并列关系。在稍为现实的模型中，均衡解决结果可能涉及在一些维度上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功能很健全、交易成本很低的市场中，也很难预测出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整。设想有关政府想通过管制和合法补偿的办法解决飞机低空飞行带来的噪声烦扰，这将会使所有涉及到的资产实现最大的联合市值。为此，航空公司被获准有权经营嘈杂的航班，但是不准夜间飞行，而且要求每架飞机安有专门的消声装置。这些权利和责任是不可分割开的。但是在交换无成本的市场中，均衡解决结果也可能涉及到远比上述更加精巧的调整。例如，这可以包括允许某些重要的夜间飞行，对机场附近的房屋安装隔音装置，将土地用于新的用途，等等。

不过从实用目的来看，将假定无交换成本模型中得出的结果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相比较，能使人误入歧途。合适的处置办法是比较与实际社会各种安排相联的不同经济结果，考虑整个制度体系而非单个维度。科斯（1960）用一位司机在偏僻无人的交叉路口夜闯红灯而后受罚的例子阐明这一点。假如孤立地看这个案例，由于我们的司机没有伤害任何人但必须交罚款，对她的惩罚代表着私人产品少于社会产品的情况。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应将“是否应在红灯时停车”的问题留给众人表决吗？科斯的回答是：“问题的关键是要设计各种可行的社会安排，它们将纠正制度体系中某方面的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较此更严重的损害。”
(51)



对可供选用的各种社会安排进行评估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譬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对工伤事故的分担怎样影响事故率的例子。维尔加诺维斯基（1984）考察了1880年的雇主责任法对19世纪英国工业事故率的影响。
(52)

 在该法出台之前，雇主们对源自工头和监工失职行为导致的工伤事故不负责任，但是该法公布后认定他们负有责任。

1880年的这项法律如何影响英国以后的工伤事故呢？从理论上讲，可以想象有几种答案。假使工伤事故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偶发事件，指定责任并不影响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性质。假如工伤率是进行安全技术投资的函数，并假定交易成本很低，指定责任也不会影响事故率或工人的净收益。理由是，当工伤成本由工人承受时，他们在进行过安全设施投资的场地上工作时给的报酬要少一些；当工伤成本由雇主承担时，雇主又会有一种减少工资支付总额以进行安全投资的动力。这样看来，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对事故负法律责任，工人的净收益和工伤事故成本均不会有什么变化。

工伤事故率也依赖于工人们显示爱心和遵守安全规则的意愿，指定责任可能会影响他们这种意愿的强度。为了降低事故，工厂里的工人可以相互签订“安全生产”合约，并就此与工头和监工签约。但是由于搭便车的行为，实施订明显示爱心和注意别人安全的多边合约，多半成本很高。
(53)

 实施契约问题必须留在第七章专门讨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规范化的企业被定义为契约联接中心（nexus of contracts）。在这里，一些投入品的物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他们资产的联合价值，分别与中心代理人签订双边契约，而非相互之间签订合同。极有可能的是，成本最小化的目标也要求工人们与总监工签订契约（而非工人们相互签约），以便在工场工作时实施一定的谨慎标准。如果真是这样，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实施这种安全契约的成本是否极大地依赖对工伤事故的责任指定。假如雇主在法庭上不为其代理人负责，安全契约能否通过市场竞争以相对低的成本得到实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雇主不信守其那份契约的成本就是坏名声和支付高额工资，因为这时将需要有一块专门的工资来诱使工人们为不提供有效安全契约的企业工作。

1880年通过的雇主责任法究竟怎样影响英国的工业事故率呢？维尔加诺维斯基（1984）查找了该法出台前后英国煤矿事故的死伤率。他发现：1）19世纪后半期千人事故率呈下降趋势；2）回归分析显示，1880年后的死亡率和受伤率都比以前有轻度增长。回归发现虽然不是结论，但是起码说明事件的复杂性。
(54)



最后，这项研究把我们引入法律和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主题：究竟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有效率或如何没效率？我们已经讨论过效率概念带来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含有交易成本的模型中的困难。在法律和经济学文献中，如果法律能指引资源找到它们最有价值的用途，那么它就是有效的。这里的价值是由消费者愿意支付的程度决定的。
(55)

 这种讨论通常忽略了政府改变产权结构的成本和政府使另外一些变量最大化的可能性，这些变量的效果会好过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变量。通常的分析采用比较各种可供选用的法律结构下的资产价值的办法（或一组资产的联合价值）。

许多经济学家（大多数在美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结构与前面定义的经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波斯纳于1977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曾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了高度的综合评述，是一本经典参考书。他在书中举了无数例证后断言：当交易成本很低时，习惯法主张将资源所有权的分配留给市场决定；当交易成本很高时，习惯法倾向由政府干预来处理这种分配。以这种方式，我们相信资源肯定能找到其最有效率的用途。比如：

土地所有者有权抵制发动机火星对他的物理侵害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权利。实施侵害者可以通过表明他对土地的利用（与受害者的使用不相容）更有价值的办法，使土地所有者的抵制无效。但是，假如我的邻居将他的车停放在我的车库，我有权将这位非法侵入者驱逐出去。无论他怎样令人信服地向法庭表明，用我的车库停放他的车比我自用更有价值。

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处理含有一个正当的经济理由，在决定土地的最佳使用过程中，市场是一种比法律程序更为有效的方法。如果我的邻居觉得他用我的车库比我用更有效率，他会不厌其烦地劝我将车库租给他。但是，如果他仅仅是宣称他用我的车库更有效率，那么他就将一个证明起来很困难的问题甩给了法庭：我们两个到底谁真正愿意出高价使用这个车库？在发动机火星的案例中，由于涉及到众多的潜在土地所有者，事前磋商行不通。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法庭想鼓励最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比较各种竞争使用下的不同价值。
(56)



当高交易成本使经由市场配置资源成为一种代价昂贵的办法时，政府能从几种干预手段中选择一种，指引资源实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
(57)

 手段之一是直接分配排他性权利。这种手段要求将某种资源的所有权划分给众多个体，并对这些权利的日后转移加以限制。
(58)

 在其他情况下，根据降低交易成本和鼓励市场交换的要求改变产权结构，也许是更适宜的办法。比如，将公地施行排他性权利，或在海洋捕鱼中分配市场配额。

当权利不是从市场中买来而是由政府转给时，它们的价格由法庭和政府的其他代理人确定。从技术观点看，相对于自愿交易情形下盛行的价格，这种价格可能是负数、零和其他极低的数值。当权利从拥有者手里非自愿地被政府或另外的个体拿去时，法庭常常探求为“充公”的牺牲者确定补偿率。从理论上讲，这等于将牺牲者置回到他的无差异曲线上。哈多克和斯皮格尔（1984）对此说得很清楚，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出卖者”（即牺牲者）被剥夺了源自交易的所有利益。
(59)



图4.4阐述了他们的论点。假定政府授予B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初期的分配点为F
 。让A抽烟擅用B的部分权利，那么会出现S
 点的结果。假如政府对A剥夺B无烟环境权利的罚款仅仅是使B恢复到其初期的无差异曲线I
 B2
 上，即通过用X商品补偿他的办法。这时，A会减少抽烟，用X商品补偿B，直至达到L
 点。注意，L
 点的结果是在契约线上。另外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政府能使A为抽烟支付的价格等同于假设的抽烟市场价格（以X商品表示），这时A的结果位于F
 *
 点上。L
 和F
 *
 点代表的两种解决办法都达到帕累托最优效率，但是它们却能导致A和B不同的满足水平。这个简单例子说明，政府能偏惠B而不牺牲帕累托意义上的最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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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通过法律体系的补偿和福利

很清楚，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能力很强。控制了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的人们，有他们的效用函数和与其国民或普通选民不同的既得利益。因此，由政府设计制定的法规和规则就是为了实现国民总效用或总财富的最大化，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问题留待本书最后一节讨论。


 4.5　对订约权利的限制和非排他性收益的耗散

我们在本节将讨论，政府如何对契约条款施加限制来影响经济结果，比如通过规定价格上限或下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诸如价格管制这类的对契约条款的有效限制，并不会引来不均衡，而是会导致一个新的均衡点。

2．控制常常引起新的交换组织形式，以此补充或代替原有的价格体制。

3．相对于价格配置资源下的交易成本，新的安排多半会导致更高的成本；因为选择这种安排时，价格机制受到压制。

4．控制可能引致调整使用或生产产品的形式。

5．当限制强加到契约上时，买卖双方都有动力作出调整，以便使控制带来的价值方面的潜在损失减到最小。用张五常的话说（1974），把非排他性收入的耗散减到最少。
(60)



政府对契约条款施加的限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我们首先考察价格上限的含义。图4.5按常规表述了价格上限P
 c
 对一个竞争市场中的经济结果怎样产生影响。在图中低于均衡价格P
 e
 的P
 c
 处，对X商品的超额需求等于（Q
 c
 －Q
 s
 ），但是切记图里并未给出如何达到成新均衡点的迹象。
(61)

 新的配额机制可以依据诸如体力来确定，或按照亲疏关系、皮肤颜色、票券或排队的方法分配定额。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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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竞争市场中的价格管制上限

图4.5告诉我们，当把卖者的售价从P
 e
 降到P
 c
 时，供给量也从Q
 e
 减到Q
 s
 。X商品对于它的边际购买者的价值P
 v
 大于他对它的边际单位支付的货币价格P
 c
 。在没有其他措施（如票券定购）的支持下使用价格上限，能使X商品的部分价值充为公有（由P
 v
 －P
 c
 的差额显示），从而引来一种新的交换机制。假定其他情况不变，重新建立产权的方式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定。

排队限购是一种经常用来恢复均衡的办法，在消费品市场中尤其如此。这个交换机制是依据“先来先得”的原则。每位买主一般只能购到一份定量的商品，有时他还被禁止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排队购买或转卖该商品。假定P
 c
 大于零，每位买主支付双重价格：一重是货币价格P
 c
 ，另一重是排队等候的价格（P
 v
 －P
 c
 ）。从图4.5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安排已经给买主导致比原先均衡价格更高的（总）价格：P
 c
 ＋（P
 r
 －P
 c
 ）>P
 e
 。
(63)



让我们假定，X商品由政府免费分配（P
 c
 ＝0），每位买主只能有k
 单位的商品，并完全知晓所需的排队时间。巴泽尔（1974）已经证明，在这种情形下的需求仍然是有限的，每单位X商品的均衡排队时间是每人配额k
 多少的一个反函数。已知k
 给定，那么均衡排队时间与X商品的总供给量呈负相关关系。还有与价格体系的显著相似性：当货币价格为零时，X商品对边际购买者的价值等于他的排队等候成本，在这个收支相抵点，消费者剩余为零。此外，等候时间是由边际购买者决定，所有排队者的等候时间均相同。

时常有人认为，改价格支配为排队限购有利于穷人，因为他们的等候成本（他们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低于富人。巴泽尔（1974）通过研究“P
 e
 >P
 c
 下谁在排队”，探讨了这个问题。为简单起见，他假定效用函数相同，时间成本（工资）与总收入（工资和未赚到的收入之和）成比例关系，能有效地禁止转卖现象。巴泽尔的研究显示，排队人员的构成由商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的比率而定。即是说，相对于价格弹性，收入弹性的值越大，排队人群中富人所占的比例越大。
(64)



例如，对歌剧门票的收入需求弹性很高，而价格需求弹性却很低（由于有大量不完全的替代品），按照巴泽尔的模型，这时对歌剧门票的补贴（限价）多半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不过，假如我们放开相同效用函数和时间成本与总收入存在固定比例的假定，这时补贴（限价）将有利于对歌剧有特殊爱好的人和那些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的人（在既定收入组别中）。

最后说一句关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排队问题。排队是一种通过等候获取对某种商品所有权的方法。这个过程的控制通常掌握在买卖双方手中，要求竞争的人们对排队规则表现出高度的自愿服从性。当筹码很大时，插队的冲动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排队限购再不能充当交换机制。比如，能使生产者以高于原先均衡价格（P
 e
 ）出售其商品的基准价格P
 f
 （P
 f
 >P
 e
 ），一般涉及每个企业的很大利益。由于在P
 f
 点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所以对此种高价出售权力必须设法分配，但通常不会采用排队的办法。巴泽尔认为（1974），当涉及到商业售卖者时，实施排队规则的高成本是为何很少采用排队限购的原因，例如进口配额是被分配给企业的。
(65)



当政府对某项契约的具体条款施加限制时，排队限购只是许多可能调整中的一种。例如，当爱尔兰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渔场而禁止购置新的捕鱼船时，船主们将其现有的船锯开、接长，以便用较大的船代替多加船。张五常（1974）用以下定理概括了这种趋势：

当从一个契约方部分或全部截取其获得收入的权利后，由此而来的转移收入将趋向耗散，除非将它排他性地专门赋予另一个体。非排他性收入的流失，要么通过改变使用或生产商品的形式产生；要么通过契约行为的改变，导致形成和实施合同的成本上升产生；要么通过以上两者的结合而产生。
(66)



在其1974年的论文中，张五常将这个定理运用到价格和房租控制上。受到价格管制的个体常常采取非法支付（而非排队等候）的手段恢复均衡。非法交易的成本相对较高，但是几乎难以阻拦。譬如在房租控制的案例中，租户能以极高的价格从房东手里购买一只破椅子，这时椅子上的超额收入大体等于房租市场出清价P
 e
 和控制价P
 c
 之间差额的现值。
(67)



价格控制也能引致生产的调整和现有资产的重新配置。当面对有效的价格上限控制时，生产者便能通过使用劣质投入品或对合成产品的各个维度推行节省措施，改变其产品的质量内容。例如在租房案例中，租金控制常常导致取消维修服务，或对这种原先包括在租金中的服务另索费用。

张五常（1974，1975，1976）先后分析了罕见的香港控制房租的历史，这种控制时时产生足以能动摇这块殖民经济的强大副作用。他论证了租金控制当局如何制造了事与愿违的城市更新激励因素。
(68)

 香港租金控制的历史显示，假如政府想为租户提供低于均衡价格以下的房屋，光靠控制出租契约条款中的价格是不够的。因为受控制的房东有一种驱逐房客的强烈动机，以便再找一位愿意支付市场出清价的租户（通过加付入门费的方式）。为了中和这种动机，租金控制法规通常严格限制房东空置房产的权利，但是这种限制严重挫伤了城市更新的热情。因此，房东常获准许，为了重建房屋可以驱逐房客。假如真是这样，在租金控制下，当出租市场出清价与控制价的差额很大时，房东就有一种拆毁不旧的房屋重建的动机。理由是，新房客将会支付一笔相当于市场价与控制价差额现值的非法入门费，这笔收入现在已经变成建筑投资期望回收的一部分。
(69)



张五常（1976）报道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因素在1967年碰巧同时起作用，如何导致一次经济灾难。通货膨胀加大了管制租金与自由市场租金的差额；允许营造比以往更高建筑物的新法典出笼；如果申请书在规定期限前递交，房东们较容易取得驱逐房客和重建楼房的执照。据张的报道，由于受到所有这些激励因素的刺激，房东们申请在下两年要捣毁的房屋占到香港当时居民住房的三分之一左右。一个庞大的建筑高潮来临，不久后，以能动摇整个殖民地的一次经济崩溃而告终。事实上，租金控制的效力不亚于空投炸弹的破坏力。

在张五常早先的一篇文章中（1974），他从理论高度总结了买卖双方对控制作出的反应性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使政府限制契约条款引起的价值潜在净损失减到最少。用张的话讲就是，使非排他性收入的耗散减到最少。他提出以下定理：

假定非排他性收入存在，而且它倾向于耗散，有关各方和每个人将寻求尽量减少因限制引起它的耗散额。一般做法包括：寻求使用或生产产品的另外方式，以便使资源价值的降低程度最小；探寻新的契约安排，以便能使其在产品生产实施过程中增加的交易成本最少；或者综合使用以上两者，达到最低成本的目的。
(70)



张五常的论据如下：当政府将价格定死在低于市场出清价P
 e
 点的P
 c
 时，部分真实收入被充公（作为公共财产），除非政府当局通过诸如票证配额制度将这部分收入重新授予排他性权利。
(71)

 对非排他性收入的竞争导致它的耗散——如排队的时间成本，除非人们找到能使这种价值损失减到最少的其他安排。在居民住房租金控制的案例中，房东的其他安排计有：1）将本应出租的房屋供自家人用；2）加收各种非法支付；3）捣毁重建；4）改变出租用途，如将其改为不受管制的仓库。

在新的限制给定的情况下，追求最大效益的房东们将会选择一种安排，能使租金控制引起的损失减到最少，并使其资产的回收达到最大。房屋设施的潜在用户在新的限制下也会竞争，资源将会找到其标价最高的用户。最后，假定其他情况不变，那些涉及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将会被选用。从而可以得出，在相应的限制条件下，最终的经济结果是一种使非排他性收入耗散减到最少的结果。这个“限制下使非排他性收入耗散减到最少”的概念，尽管说起来有些拗口，但加入到经济学中却十分重要，因为它将在假定正交易成本的模型中得到广泛使用。

 

————————————————————


(1)
  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自由取用财产）这个词不应当与社区财产（communal property）相混淆。参见本书2.1节的讨论。


(2)
  丹麦经济学家詹斯·沃明对渔业公共资源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40年后，沃明的见解才被加拿大经济学家斯科特·戈登重新独自得出。见沃明（1911），“Om ‘Grundrente’ af Fiskegrunde”. Nationalökonomisk Tidsskrift
 ：495—506；沃明（1931），“Aalgaardsretten.”Nationalökonomisk Tidsskrift
 ：151—162.同样参见安德森（1983），“‘On Rent of Fishing Grounds’：A Translation of Jens Warming's 1911 Article，with an Introduction.”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Fall，No.3）：391—396；和戈登（1954），“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The Fishe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April）：124—142.


(3)
  以下的讨论依据张五常1970年的重要论文。见张五常（1970），“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
 （April）：49—70.


(4)
  这里假定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决策单位签订能使资源总体租金收入最大的契约安排。张五常在其前引论文注(2)中认为，用签约处理社会成本问题的办法引出一些新的富有好效果的问题：“为何对于行动的某种效果不存在市场契约？是由于缺少排他性权利，还是因为交易成本作怪？为何对于某些行动不存在排他性权利？是因为法律制度作怪，还是由于管辖成本阻碍？为何明显更有效率的一些规定不出现在契约结构中？我们从所有这些问题里能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推导出什么含义？”（第58页）。


(5)
  张五常用图示和代数演算的方法修订了这个模型。见其1970年论文，［前引论文，注(3)］，第61—63页。


(6)
  见张五常（1970），第52—54页。


(7)
  见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80），“Legislating Commons：The Navajo Tribal Council and the Navajo Range.”Economic Inquiry 18
 （January）：69—86.


(8)
  同上，第83页。


(9)
  见利伯凯普（1984），“The Political Allocation of Mineral Rights：a Reevaluation of Teapot Dom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June）：381—391.


(10)
  “在1909年以前，根据砂矿开采法分派联邦油田的产权，每个人可以申请20英亩的油田进行勘探，一旦发现石油，即能以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购到开采权。”［前引论文，注(9)］，第383页。


(11)
  同本章注(10)，第383页。


(12)
  同上，第383—384页。


(13)
  张五常（1970），［前引论文，注(3)］。


(14)
  “建立和生产产权是一种生产率极高的活动，对此应当投入资源。”见安德森和希尔（1975），“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s：A Study of the American We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
 （No.1，April）：163—179.


(15)
  见安德森和希尔（1983），“Privatizing the Commons：An Improvement？”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0
 （No.2，October）：438—450.


(16)
  见斯科特（1983），“Property Rights and Property Wrong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6
 （No.4）：555—573.


(17)
  见安德森和希尔（1983），［前引论文，注(15)］，第447页。


(18)
  图4.1中的三角形A
 和B
 分别代表两种类型的潜在浪费。三角形A
 代表的浪费是当资源公有时被过度使用造成的，而B
 代表的则是用户们愿意花钱购买资源排他性权利的最高出价。注意，4.1图中的三角形A
 等于B
 依赖于VAP
 线的线性程度。假如VAP
 线是非线性的，三角形A
 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B
 。如果衡量公共财产耗散额的A
 小于表示财产最大潜在租金的B
 ，那么为索取资源租金排他性权利的竞争所导致的成本，还大于无效使用公有资源时的浪费额。见［前引论文，注(17)］，第441页。


(19)
  见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79），“Property Rights，Nineteenth-Century Federal Timber Policy，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No.1，March）：129—142.


(20)
  “圆木采伐是一种高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要求修筑铁路支线和其他设备处置原始森林的巨大树木。由于在砍伐原木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所以有效的圆木采伐活动所要求的林场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前引论文，注(19)］，第130页。


(21)
  同上，第130页。


(22)
  “P
 主要由立木价格的变化所决定，这个价格从1880年到1915年一直是上升的。每英亩林地的官价依据法律有2.50和1.25美元两种，但从不改变。”［前引论文，注(19)］，第132页。注意，这里假定索取失败的成本不包括被监禁或遭罚款。


(23)
  作者假定投资逃避法律的收益呈递减趋势，结果是在P
 ＝(C
 ＋q
 )/Pr
 (q
 )公式中，呈现P
 与q
 之间的一个U
 型函数关系。［前引论文，注(19)］，第133页。


(24)
  假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强了对法律的实施和对违法行为的惩罚，那么这种情况不一定出现。


(25)
  最有价值的林地当然要价也最高。人们可能预料，私人按法律规定索取了许多林地（不需要冒惩治风险和投资于欺诈活动），然后再将它们合法卖给伐木公司。但是，有证据显示，这种交易在19世纪并不普遍。作者对此提出了几种解释，中心是公司面对无数的持不同地段不同质量林地的且均能独立定价的卖主，同他们磋商购买契约的成本太高所致。


(26)
  见利伯凯普和约翰逊（1979），［前引论文，注(19)］，第137页。


(27)
  同上，第136页。


(28)
  同上，第138页。


(29)
  见安德森和希尔（1983），［前引论文，注(15)］，第414页。


(30)
  同上，第448—449页。


(31)
  克拉克森（1974）对海洋法的演变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见克拉克森（1974），“International Law，U.S. Seabeds Policy and Ocean Resource Developme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No.1）：117—142.


(32)
  见安德森和萨廷恩（1984），“The Economics of Fisheries Law Enforcement”. In Skog，Göran，ed.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urolpean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Economics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Lund.


(33)
  斯科特讨论了这些管制并作出结论：“有关渔业管制经济文献的回顾显示，对于不同管制技术的比较分析价值近似于零。”见斯科特（1979），“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on Fisheries Regulation.”Journal of the Fisheries Research Board of Canada 36
 ：725—741.


(34)
  见安德森和萨廷恩（1984），［前引论文，注(32)］，第9页。反对捕鱼设备限制的案例见克拉奇菲尔德，J.A.（1961），“An Economic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of Fishery Regu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
 （No.1）：131—141.


(35)
  以下的讨论依据菲吕博腾的研究成果。见菲吕博腾（1985），“The Gains from Privatizat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Perspective.”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Department of Economics.另见该作者，“Privatizing the Commons. Comment and Note.”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4
 （No.1）：219—224.


(36)
  同本章注(35)。


(37)
  注意，私人为获取某种公共资源所费的成本是沉置成本，它们在以后不会出现。换句话说，如果跨期分析私有化过程，可以发现从私有化中获得的产出收益在后期会增大，因为期初竞争夺取资源私有产权的行为会使资源用尽（无利润可图）。


(38)
  因为某种资源的私有化才引起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向外移动，所以这个边界线可以改变形状，也有可能出现新的轨迹与旧轨迹相交的情况（图4.2中未显示）。


(39)
  见菲吕博腾（1985），［前引论文，注(35)］，第13页。


(40)
  我们在这里避免使用效率（efficiency）这个词。详见1.5节中我们对效率含义的讨论（一旦交易成本被引入经济理论后）。效率是各种模型的一个不可衡量的特征。如果我们假定代理人均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不管交易成本是零还是正数，所有模型均产生效率结果。效率是假设最大化行为的模型中所有假定的一个逻辑结果。


(41)
  见德姆塞兹（1972），“When Does the Rule of Liability Matter？”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
 （No.1，February）：13—28.


(42)
  这个理论隐含在科斯1960年的论文中，但是没有明确讲出来。该思想第一次出现在科斯1959年有关传播经济学的一篇论文中。在某种意义上，科斯定理只是重新表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定理。“真正的”科斯定理应当读作：当交易成本为正时，责任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见麦克罗斯基（1985），The Applied Theory of Price，
 2nd ed. New York：Macmillan；科斯（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No.1，October）：1—44；科斯（1959），“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No.1，October）：1—40.


(43)
  投入品将会被利用，凭此它的机会成本也能被降到最低。


(44)
  比如见库特（1982），“The Cost of Coas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1
 （No.1，January）：1—34；维尔加诺维斯基（1982），“The Coase Theorems，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rkets and Law.”Kyklos 35
 （No.1）：66—81.


(45)
  见United States V. Causby
 ，328 U. S. 256，261（1946）.转自塞缪尔斯（1971），“Interrelations Between leg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
 （October，No.2）：435—450.


(46)
  见哈多克和斯皮格尔（1984），“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Edgeworth Box.”载于Göran Skog编Papers Rresented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Lu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47)
  依照新古典福利理论的观点，只有停留在契约线上的点才是帕累托效率点。


(48)
  注意，诸如无限制地抽烟或不准抽烟这些极端的点不可能停落在契约线上。


(49)
  注意，如果我们在理论分析中将理性行为和最优化扩大到政府身上，这时我们模型的逻辑性要求政府在那些能产生净利益的产权结构中作出所有的调整。必须依据效用函数和政府领导人的制约条件来定义净利益。


(50)
  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无任何贸易的困境。另外应注意，当交易成本为正和交易用尽资源时，4.3图中的模式实际上是不适当的。假如埃奇沃思框图代表所有可用的资产和资源，那么涉及正交易成本的贸易效果是收缩框图。


(51)
  见科斯（1960），［前引论文，注(42)］。


(52)
  见维尔加诺维斯基（1984），“The Impact of the Employers' Liability Act 1880.”In Skog，Göran，ed.(1984).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Lund，Department of Economics.


(53)
  这个情形是一个囚犯两难选择的古典案例。当实施成本很高时，每位工人可能发现，他或她的最佳选择是躲避显示爱心的成本，不管其他人显示还是不显示爱心。


(54)
  见维尔加诺维斯基（1984），［前引论文，注(52)］，第139—144页。


(55)
  “此处所用‘价值’和‘效率’是两个技术术语。效率意指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开发或利用经济资源，价值是指人类的满足，它由总体消费者愿意对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来衡量。愿意支付，作为效率和价值概念的基础，是许多事情的一个函数，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见波斯纳（1977），第10页，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nd ed，Boston：Little，Brown.


(56)
  见波斯纳（1977），第39—40页。


(57)
  “现在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高交易成本的来源的时候了。经济学家们经常强调交易成本高的因素是交易涉及许多交易方所致，［但是绝不应当］假设交易方减少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充足条件。假若在一个双边交易中存在着显著的双边垄断成分——即哪一方也没有与另一方打交道的更好办法——交易成本可能会相当的高。在双边垄断成分就某种交易与众多交易方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极大），交易成本最高。例如，假使工厂附近的住户有权不受污染，希望获得污染权利的工厂必须从每位住户那里获得这种权利。”［前引书，注(55)］，第45页。我们要对这段引文加的注是，交易成本也随资产和资源的特征以及契约类型的不同而各异。


(58)
  为使这个办法行得通，法律体系一定要相当灵活，足以在条件变化了的时候（如由于技术创新）能重新分派权利和责任。


(59)
  见哈多克和斯皮格尔（1984），［前引论文，注(46)］，第61页。


(60)
  本节的讨论根据约拉姆·巴泽尔和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成果。见巴泽尔（1974），“A Theory of Rationing by Waiting.”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No.1，April）：73—95；张五常（1974），“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No.1，April）：53—71.


(61)
  “供求平衡表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工具，用来限制个体在各种价格上愿意买卖某种产品的最大数量。如果具备所有基本的条件，我们就能够达到以下地步：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被确定下来，它们依次又确定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作为一个推论，指明供求条件的改变将会导致交易过的价格和数量的隐含变化。但是正如图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抽象的概念工具无法处理这种价格被管制后按理应当怎样变动的情况。”见张五常（1974），［前引论文，注(60)］，第54页。


(62)
  见张五常（1974），［前引论文，注(60)］，第54页。


(63)
  这个结论必须是有条件的。因为并非所有的人以相同的换算率将排队时间转换成金钱价格，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旧的市场线已不复存在。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忽略这种精细化的分析。见巴泽尔（1974），［前引论文，注(60)］，第84页。


(64)
  同上，第88页。


(65)
  见巴泽尔（1974），［前引论文，注(60)］，第92页。


(66)
  见张五常（1974），［前引论文，注(60)］，第58页。


(67)
  见张五常（1974），［前引论文，注(60)］，第63页。


(68)
  见张五常（1975），“Roofs or Stars：The Stated Intents and Actual Effects of Rent Ordinance.”Economic Inquiry 13
 （March）：1—21；（1976），“Rent Control and Housing Reconstruction：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Prewar Premise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
 （No.1）：27—53.


(69)
  可以通过向房东贿赂的办法抵消他重建房屋的愿望，不过支付的贿赂额要高到使拆毁重建无利可图。因此，假如商谈和实施这种契约的成本为零，租金控制将不会改变房屋重建率。为何这种交易成本在香港房产市场上很高呢？张五常给出一些原因：由于绝大部分租约有许多公寓，租户将公寓的房间转租出去很普遍，还有每位租户的搭便车思想作怪，他们拒绝支付其应付的贿赂，希望享受眼前的利益。当一位有远见的租户企图靠贿赂租用公寓时，这种集体行动的问题就不会出现。


(70)
  见张五常（1974），［前引论文，注(60)］，第61页。


(71)
  从长远看，政府还必须保证源源不断地以P
 c
 价格供应该商品。


第五章　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经济成果


 5.1　概述

我们在本章将研究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怎样影响经济结果。接着第二章开始的讨论，我们将企业看作契约的联结中心，这些契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涉及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买主。进一步检查这些契约安排的经济逻辑性以及它们与交易成本的关系留待下一章完成。

我们在本章开始讨论产权和生产函数，然后考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现的几种主要企业类型。它们不仅包括契约权常受政府各种形式的管制和限制的私有企业，也包括由政府拥有的“政治性企业”。


 5.2　权利、激励因素和生产函数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按企业组织起来的生产活动的经济结果取决于企业的内部规则，但更经常的是取决于产权的外部结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詹森和麦克林（1979）论证说，生产函数对产权结构的依赖就像它们对技术进步的依赖一样。
(1)

 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个契约网络，这些契约详细说明个体在生产合作中出现的奖励和代价。现时的一套惩罚和奖励办法影响着理性代理人的行为，从而影响着企业的产出成果。

更正规的表述归纳在以下公式中：


Q
 ＝FR

 （L
 ，K
 ，M
 ，C
 ：T
 ）

式中Q
 代表产出，是劳力、资本服务和原材料投入（分别由L
 、K
 和M
 表示）的一个函数。
(2)

 T
 代表与生产有关的技术和知识状况。F
 是所有生产函数的总称，它能按照产权体制分割。F
 R
 是对应于产权结构R的一个生产函数。詹森和麦克林将R
 定义为企业活动的外部规则，讲明什么样的契约安排合法，什么样的不合法，对非法行为采取何种惩罚，政府在什么时候动用其警察权力实施契约安排以及运用多大的权力。R
 的定义也涉及到社会风俗习惯。

企业活动的外部规则界定可供企业选择使用的内部规则C
 ，假定知识状况给定。换句话说，C
 是表述组织形式选择集（相对于新古典模型中的技术选择集）的一个综合标志，它包括的参数如“合伙制还是股份公司形式，管理分散化的程度，是自己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报酬计划的特征。”
(3)



詹森和麦克林试图通过改建生产函数表明：产权结构通过影响企业可用的内部活动规则的幅度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企业的产出，而非通过契约安排的成本产生这样的影响。例如，某项契约安排不合法，使用它的成本一般都很高；即使某种安排合法，假若政府决定不动用其警察力量来帮助实施这种契约或缺乏这样做的权力，那么该种安排也可能无任何好处。让我们采用纽约时报报道的埃塞俄比亚农民的案例，
(4)

 进一步阐述詹森和麦克林的模型。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革命和随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农业的产权结构R
 。以往大部分由封建领主拥有的农田被一小块一小块地分配给农民，政府实际上充当了地主的角色。新的产权结构使埃国农民的合法契约安排选择集C
 变得相当小。比如，不准许他们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在年景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能超出政府规定的界线扩展耕地面积。农民被迫以政府定死的低价出售产品，而不得按市场出清价格签订售粮合同。此外，政府还反对农民存储应付危机的谷物（“投机行为”），不准雇工。

这种产权结构R
 对埃塞俄比亚农业的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呢？经济理论表明，像上面提到的对私有产权的限制多半会打击农民对其耕地进行长期改良投资的积极性。当个体农民的排他性所有权受到限制又不准他们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时，农民不可能将其资源配置到各种潜在有利的投资项目上，因为他们对未来收益的享有权不确定。

埃国产权结构其他方面的规定也能影响农业生产率。例如，低于均衡价格的农产品固定价格致使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比守法务农更有吸引力。闲暇成本也会下降，如果农民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话，他们便会降低其工作努力程度。

简言之，新的产权结构看起来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上，用纽约时报引述发展专家的说法，新的产权结构加上干旱和内战，解释了1985年为何埃国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的原因。

切记在我们的埃国例子中有两类影响，第一，新的（外部的）产权结构排除了农业组织的一定（内部的）形式——如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从而又使农民无法采用与这种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技术和生产函数。第二，新的规则改动了相对价格，改变了农民配置资源的决策，后者可以被解释为农民依照既定生产函数所做的调整。两种因素都影响经济结果，说明詹森和麦克林修订的生产函数概念完全抓住了产权结构与经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

再考察一个例子。一些连锁零售店，如快餐店的老板发现，采用特许授权安排的形式经营各地分店比雇请经理管理更有利可图，其原因被认为是既能减少监督成本又利于保护对商标名称投资的特有价值。
(5)

 获得特许的经营者一般都会仔细监察产品质量，因为他们是剩余索取者（即拥有经营的全部净收益），但是附加条件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保护连锁分店的资本商标声誉，母公司一般向分店提供绝大部分的非劳工投入品，并定期实地视察。

谢尔顿（1967）比较了以雇请经理管理代替特许安排经营分店以及相反情况的经营记录，其间除管理契约外其他有关变量均尽量保持不变。结果发现，由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经营分店比雇请经理管理更有利可图，即使在后者的薪金中，30％是鼓励他多创利润的奖金。
(6)



这个关于快餐店生产函数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什么？设想宣布特许安排为非法，从而有效地被从C
 集中剔除（因为非法安排的经营成本太高）。让我们再假定能观察到法律影响企业后出现的生产率下降。这种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意味着企业现在在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经营快餐店呢？按照上面的观点来说，生产率下降是因为经理们比先前缺乏仔细监督劳工和其他投入品质量的积极性。假如对生产函数的统计测验能直接通过投入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而非通过工作时间、受教育年龄和使用了多少磅肉这些似是而非的代用指标衡量，人们就会发现，生产函数本身并没有改变。但是，投入品质量很少能被直接衡量出来，尤其是对劳工服务，因为度量成本极高。因此，排除特许授权对于受到影响的企业来说，等于生产函数统计意义上的移动。

我们试图通过设计质量监督，更寻常的说法是通过设计作为一个生产步骤的契约实施，摆脱这个困境。假使特许安排被看作非法，这等于剔除掉一种有效的监督技术，将企业移向一个需要设计监督的新的生产函数。但是切记，詹森和麦克林（1979）正试图解决的这个与生产函数相连的问题，起因于投入品的质量以对其物主激励程度为转移这一事实。例如，劳工要素的质量视其相对价格（工资）而定。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较适合于处理化学和工程步骤，但是不适宜解决诸如代理成本这类的人际相互作用问题。

下一步考察R
 的变动，这能引起实施产权成本的增加——比如，处于政府提供的警察保护不足、暴力事件日益上升的经营环境。假如每个快餐分店现在需要雇请两名保安人员，这将是制作和销售汉堡包的一个新的生产函数——独立于所有度量质量问题之外。

最后，考虑外部规则R
 的改变取缔了一定类型的信息系统，从而提高了信息和协调成本。例如，假若分散的生产商被剥夺了自由市场交换的价格信号，他们不得不转而从一个地区计划局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能设法衡量出劳力、资本和原材料投入的所有数量和质量维度，我们仍应将此记作生产函数的移动。


 5.3　公开招股公司和代理成本

德姆塞兹（1980）将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体制叫作分散化模型
 。按照通常对分散化模型的隐含和明显的假定，信息成本为零，私有产权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充分界定和实施，政府站在幕后支撑着市场交换制度。在标准的教科书中都可以发现源自这种模型的经济结果：对于资源的任何分配，总能实现其财富的最大化；消费者通过权衡闲暇与再一次市场活动的价值，来间接评估产品的价值；收入分配依据工资和非人力投入品的价格，它们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相等；经济资源总能找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
(7)



当把交易成本加到分散化模型时，按照德姆塞兹的说法，我们有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
 ，这个词将在下面经常使用。自由放任模型用于分析交易成本为正时的竞争的含义。

在一个自由放任经济中，虽然政府对私人所有权不加限制，但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原因，对所有权的界定或实施常常是不充分的。自由放任竞争在对这些成本做出反应的过程中暴露出，它的许多方面在分散化模型里尚未得到理解。
(8)

 德姆塞兹（1980）假定，在自由放任模型中，“利用支付手段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既不会被禁止，也不会使人皱眉头”。
(9)

 同时，“过滤掉步骤，自由放任使用利润检测法从经营组织中选择出最适合生存的几种形式，摒弃了其他形式。”
(10)



自由放任模型不仅能被用来分析经济组织结构及其相联的结果，而且还能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市场现象。比如，搜寻成本意味着，在均衡情况下，同质产品在同一市场中的价格有可能不同。假若给定搜寻成本，该理论还意指高价物品的价格标准方差比低价物品的价格标准方差要低（当我们收集市场上高价物品的价格信息时，搜寻时间越长，越能从中获益）。
(11)

 现在让我们从自由放任模型的角度看一下公开招股公司
 。

这种形式的公司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与经济理论中常隐喻的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传统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公司与无数契约相联，诸如有限责任、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以及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等。演变过来的这些安排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现代技术，因为现代技术一般要求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经营。这种公司形式的经济逻辑留待下章讨论，本章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后产生的代理成本。

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一书中，伯利和米恩斯首开当代关于代理成本问题争论之先河，这种成本好像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必然产物。
(12)

 用现代术语重新表述伯利和米恩斯的论著，他们提出的论点是，股东进行监督管理的交易成本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在所有权分散和集体行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的结论是，从理论而非实证角度看，职业型的公司经理多半是无法控制的代理人。

伯利和米恩斯的论点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司经理们被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财富后果，所以很可能将资源配置到那些并非能使公司现值最大化的用途上去。以公司形式组织生产的经济结果将会反映出过度的在职消费、偷懒、非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目标、对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除非新技术能满足管理层某些人的需要。

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产权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伯利和米恩斯的论点做了透彻的考察。开拓性的贡献是由曼内的一系列文章做出的，其中代表性的一篇叫《兼并者与公司控制的市场》（1965）。
(13)

 公司代理问题直到詹森和麦克林写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才正式定型下来，这是一篇经济和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引述最多的论文之一。
(14)

 作者用以下的词句表达了他们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吸取产权、代理和金融理论的近期研究成果，想为企业开创一种所有权结构的理论。除了将这三方面的有关理论成分捏合在一起外，我们的分析对专业和大众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和推断，其中包括：企业的定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公司目标函数”的定义、最优资本结构的确定、信贷协议书的详细表述、组织理论，以及市场完全性问题的供给方面。
(15)



一些对公司新经济学概括得很好的论文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特刊号上，
(16)

 不过，一个附有实证论据的全面的公司经济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司的新近理论应用中，通常假定企业是在我们上面定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经营。这意味着从长期看，同质的管理服务在所有企业中大体得到相同的报酬；与此相似，在考虑到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投资监督的成本后，已投资金的回收率也差不多相等。

詹森和麦克林（1976）从理论上证明，一位与不参与管理的股东们（外界股东）共同享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不能以实现公司最大价值的精神经营企业；相比之下，在公司由唯一所有者兼经理决策时，以及在外界股东的监督成本为零情况下的假想世界中，却都会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精神进行经营。假想的世界虽然没有实际选用的意义，但是这个发现提出了一个值得下章讨论的问题：有外界股东的公司怎样与无外界股东的业主企业进行竞争？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有外界股东的公司中产生的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切记，代理成本是真正的成本。从理论上讲，假如监督代理人的成本在契约条款完全兑现前低于边际利得，机会行为和不履约的现象将会在均衡状况下持续存在。

研究公司的新方法中的中心之点是，自由放任经济中存在着制约经理机会行为和限制代理问题的力量：资本市场的竞争从长期看倾向于使投资的预期净收益率相等（在考虑了所有涉及到的非金钱因素后）。资本市场持续不断地评估着开放型公司的绩效，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格的不正常升降对于分散的股东来说，是一个能揭示其公司管理质量和商务成就情报的可靠且容易得到的信号。经理市场的竞争大体上会使同等质量的经理们的收入相等（包括工资外的补贴和在职消费），不过在职消费和金钱鼓励的混合形式也可能多种多样。德姆塞兹（1983）论证道，当所有者的监督成本较高时，经理们在这些企业的在职消费也较多，那些对在职消费有着强烈嗜好的经理人员将到处寻找这类企业。最后，公司兼并市场上管理单位之间的竞争通过合并或招标的手段会根除那些无效的管理单位，对于这种行动的恐惧感制约着其余的单位。

除了竞争力量外，各种各样的契约设计也起着限制机会行为的作用。詹森和麦克林（1976）列出了几种监督和一些别的控制活动。它们包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计、正式的控制体制、预算限制、激励报酬体系；其中后者如通过部分支付本公司股票的办法将经理的收入与公司的绩效直接挂起钩来。
(17)

 詹森和麦克林（1976）同时指出，享有所有权的经理将会花费资源向外界股东保证他将限制自己的偷懒行为：

我们将这种花费称作“担保成本”，经理们将采取出具由公共会计师审核的财务报表的形式作为契约担保，明显地针对经理的渎职行为，用契约限制经理的决策权力（这也给企业带来成本，因为在限制经理损股东利自己行为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充分捕捉某些利润机会的能力）。
(18)



相对于其他经营组织，迄今还没有人想出一种直接检验或衡量公司组织代理成本的方法。不过，已经有相当一批实证分析公司经理市场和控制公司市场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1975年以后。这批论文发现，这些市场的有效竞争降低了代理成本，提高了由其股价衡量的企业价值。

有一个研究分支调查了管理报酬的各种形式和由股价衡量的公司市价之间的关系。证据显示，各种形式的报酬方案降低了代理成本，提高了公司的价值。比如11篇研究“管理报酬和管理劳工市场”的论文发表在《会计学与经济学杂志》专刊号上（1985年第7卷第1—3号）。其中由墨菲、考兰和施米特提交的文章发现，总裁们的年报酬和当年公司的股价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考兰和施米特的文章以及本斯顿的论文都得出结论，股价和随后的总裁更换之间存在着负相关——这暗示经理的在职期依赖于他们的绩效。另外，泰蓉延和威极林发现：1）宣布奖励经理绩效的报酬计划当时便能提高公司股价；2）那些依据当年业绩奖励总裁们的公司，在实施兑现后的11个月内，收益出人意料地高。

我们应当注意到，报酬计划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的统计关系常常与一种以上的假设相一致。例如，将经理人员的报酬和企业绩效直接挂钩的报酬体系，与公司的高股价和年高收益率保持一致有两个原因：要么因为这种报酬体系对经理们产生了激励因素，要么由于这种报酬计划正好反映了经理们依据信息预测的未来有利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被披露前从股市中还看不出来。将二者相抵后再看，统计证据看来支撑以下看法：各种各样的契约安排和市场力量有助于将股东的利益和专业经理的利益相结合。

詹森和鲁贝克（1983）回顾了分析控制公司市场中的竞争效果的实证研究成果。
(19)

 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为控制公司进行的竞争是否有助于减低代理成本和增加公司价值？这种竞争通过兼并、招标、借债购买、代理权委托和其他复杂方式操作。詹森和鲁贝克找出许多证据表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收购结束后从股价的不正常升值中（由偏离回归线的值表示）获得相当多的利益，这部分利益是收购时出让股权者应得而未得的利益。股价不正常上升的幅度从8％到30％不等，视具体收购形式而定。詹森和鲁贝克（1983）也从其实证研究的回顾中得出结论：1）收购中，投标公司的股价升值很少或为零；2）从合并中产生的股价收益并非由于在产品市场形成垄断势力所致；3）在不成功的收购案例中，无论投标方还是目标方的股价都有不正常的下跌，股价正值上升时的代理权争夺情况除外。
(20)

 詹森和鲁贝克将金融市场中的股票价值看作是对公司现值的无偏见估计值。他们承认收购时涉及大量的交易成本（对经理、律师、经济学家和财务顾问的支付），但还是作出下列结论：相对于收益来说，成本依旧是小数；收购看起来能根除无效的管理，故能增加社会净财富。

必须提醒读者，詹森和鲁贝克的论文（1983）发表后涌现出一大批类似的研究，这批成果对收购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对目标公司股份的投标造成需求的增加，并会提高目标公司的股价。争论围绕着收购是否能增加投标和目标者股票的联合价值这个中心进行。还需要记住的是，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收购都会增加净财富。
(21)




 5.4　经营组织的各种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合伙制企业、业主制企业、金融互助社和非营利组织

虽然公开招股公司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他经营组织——如不公开招股公司、合伙制企业、业主制企业、金融互助社和非营利组织——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也到处可见。为了在自由放任经济中求得生存，一种经营组织提供的商品必须与其他组织提供的同质商品的价格相当或便宜，并据此能收回全部成本。为什么不同形式的经营组织能在自由放任经济中相容共存的问题留待下一章讨论，本节我们仅简单考察这些不同经济组织相随的经济结果。

在产权文献中，企业的分类通常是按照表明对剩余收入支配权的契约安排划分的。企业剩余收入是支付完契约规定的要素固定收益后留剩下来的总额。按剩余收入索取结构划分企业的基本原理是，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企业主要决策者对于他们的行动承受多大程度的财富后果。此外，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控制剩余索取权结构和转移能力的规则能引来企业产出最大化和股东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开招股公司中，剩余索取权能由外界股东享有，他们虽然不参与管理但是最终控制企业，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这种安排既带来能降低代理成本的许多协议，也引来各种代理问题。公开招股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每位单个所有者以很低的交易成本自由交换他或她的剩余索取权（即股票）的能力。

法玛和詹森（1985）分析了以低交易成本交换股票的能力怎样影响投资决策。
(22)

 以下例子阐明他们的观点：让我们假定某个公开招股公司的经理们决定对一个支付报酬期较远的项目投资，当使用市场利率计算时，准确的结果表明该项目是一个能使公司现（市）值最大化的项目。一个对当前消费者得很重、时间偏好的边际率很高（相对于市场利率）的股东可能会发现，这个项目带来的支付流与他的消费偏好形态不匹配。不过，在一个公开招股公司中，这位股东没有阻止这个项目的动力，因为该项目能使他的股票市值最大化。进一步讲，他能以很低的交易成本交换其股票，或用能给他带来较满意的支付流的其他等值金融资产来替换其股票。
(23)

 换句话说，在股东个人利益和能使公司市值最大化的投资之间不存在冲突。

一个不公开招股公司的股东通常要么是公司的主要决策者，要么是决策管理者偏爱的人物（亲戚和知己等）。由于不雇请专业经理，而是由股东自己管理公司，因此会降低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在合伙制企业和业主制企业降低的幅度依次增大，因为在这些企业中，所有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决策者，他们对其行动承担财富后果。不过随着外界股权减少和代理成本下降，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法玛和詹森（1985）认为，在不公开招股公司、合伙制企业和业主制企业中，冲突可能出现在所有者的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市值最大化之间。例如，假定一个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将其所有资金都投进企业，而且由于代理问题，这个企业得不到外部融资。一项能使企业现值最大化（使用市场利率）的投资选择，可能给看重当前消费的所有者带来不甚满意的收入流。对于我们合伙制企业的无耐心的所有者来说，一个办法是将企业卖给时间偏好的边际率相对较低的人（比如年轻企业家们）。但是，即使能找到潜在的买主（并非不言而喻），高昂的交易成本也能阻碍企业的出售。假若所有者不能卖掉他们的剩余索取权，他们就会放弃那个能使合伙企业市值最大化的投资选择项目。

法玛和詹森的分析（1985）指出，在缺乏有效市场处理不公开招股公司、合伙制企业和业主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按照“市场价值决策规则”，这些公司或企业具有一种“投资不足”的倾向。换句话说，这些经营组织形式的相对优势不存在于长期风险性的大规模投资项目上。虽然法玛和詹森（1985）仅仅考虑了不同经营组织的最佳投资规则，但是他们断定，有关财务、红利、保险、会计和市场战略等的管理决策也依赖于公司剩余索取权的本质。不过，使这些变量内生化的工作刚刚开始，实证论据极其有限。

互助社这种组织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比如我们常见的互助投资基金、储蓄贷款协会和保险互助社。互助社的显著特征是它们的客户也是剩余索取者，如储蓄贷款协会的存款人和互助保险公司的保险客户。互助社的剩余索取权一般依照储蓄或保险额的直接比例发出，并设置一个最高限度。当客户退出参与时，可以赎回但不能买卖其剩余索取权。
(24)



互助社不由它们的所有者（客户）管理，由于受到剩余索取权竞争市场的制约，也不雇请职业经理管理。因此，管理中存在的相对较广泛的偷懒和机会行为影响着该组织的经济结果。尼科斯（1967，1972）提供了支持这种说法的论据。他比较了股票与互助储蓄和贷款协会，发现互助协会的成本函数较高，增长率较慢（由此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证券组合的风险较低，市场营销活动较少，经理的在职期较长，行政工作人员较多，主要行政领导更倾向于雇用自己的亲属。
(25)

 既然有这么多否定互助社的证据，人们不禁要问，它们究竟怎样生存下来？这个问题到下一章还要讨论，现在我们只提出三种可能的答案：1）这种形式的组织实际上生存不下来；2）政府管制给它一种有效的保护；3）它在这方面的高代理成本可能小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对利益。

偷懒问题在私人非营利组织中应当最大，因为这里没有剩余索取者。这些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捐赠，所以对它们的管理主要受制于维护得到当前和未来捐赠者的好声誉的需要。捐赠者不会对其捐赠额寻求财务报酬，但是他们通常只想支持特定类型的活动，假如获得基金管理部门舞弊和严重无效率的证据，他们就很有可能抽走资金。
(26)



弗雷希（1976）比较了从事相同工作的股份公司、互助社和非营利机构三种组织形式，它们为美国社会保障署处理医疗照顾的报销业务，以确定收费和支付是否合理。
(27)

 他发现可以按照这三种组织的生产率水平排出其等级。衡量标准计有：处理每次报销的成本（用美元表示）、平均处理时间、每处理1000美元的错误率。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的处理成本最高，股份公司的处理成本最低；其他两项指标的名次也相同，只不过互助社和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差别在统计上不明显。
(28)

 记住以下之点很重要，这三种形式的组织并非能在自由放任市场中平起平坐地生存。在本案例中，每个机构都被政府授予处理特定区域报销事务的专有权，然后以“适度成本”为核算基础从政府处获取酬劳。


 5.5　受管制的企业和经济结果

新的产权文献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管制经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强调企业作为一组复杂的契约结构，提高了人们对政府管理能产生意外副作用的普遍认识，这组契约是由考虑了风险、交易成本和竞争力量的追求最大化的代理人设计的。此外，认识到产权的变动通常涉及受益者和受害者，加上将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概念应用到政治程序上，已经引出管制的利益集团模型。这种方法目前与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共存。

人们普遍同意，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西方国家的政府逐步增加对投入品所有者的产权限制（尤其是对非人力投入品），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许多事例中，劳工和消费者的权利得到加强；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权利结构的改变以一种职业或行业为代价而有利于另一种职业或行业。这些改变的经济后果表现为重新分配财富，很有可能降低了按通常方法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29)



这些变化可以笼统地被划归为管制。美国的管制走势是当今世界记载最全和分析最细的；但是有证据显示，从该领域得出的一般看法多半不可靠，要做判断需要以个案为基础。比如，由于未预料到的副作用，行业管制常常带来超出政策制定者和管制者预料目标的后果。经济学家对这类事件表示关注。

考虑一个垄断的案例，无论是自然垄断还是政府特许的垄断公司，它将以远高于资本机会成本的收益率营利，除非它被迫屈从于政府的利润限制。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种利润限制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首先研究一下所谓的“艾夫希—詹森效应”，它暗示受限制的公司比不受限制的公司乐于选用资本更为密集型的技术。
(30)

 如果公司能以低于其资本所能允许的高收益率借到钱，那么它借钱扩大公司的资本基数是值得的，直至资本收益率下降到允许的低水平。事实上，受管制的垄断公司的外界所有者并不关心如何缩小无限制的资本收益率和被准许的最高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无论是通过降低产品价格还是通过征税或抬高成本。不过，正如阿尔奇安和凯塞尔（1962）指出的那样，职业经理们将选择抬高成本的办法缩小差距，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们的在职消费。
(31)

 德阿莱西（1980）的实证文献回顾找到了既支持艾夫希—詹森论点，又支持受管制的垄断公司比其他可比公司的在职消费较多的论据。
(32)



为了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禁运作出反应，美国于1973年实行的石油业管制受到经济学家的缜密分析：

为制止1971年以来出现的通货膨胀，原先作为90天宏观经济紧急措施的一部分而采用的油价控制，最终反映在旨在处理1973～1974年冬季阿拉伯石油禁运紧急情况的法令中。这些“暂时”性控制的寿命远比诱发其诞生的紧急情况长久，持续了9年5个半月。在这期间，美国石油市场至少隶属于6个不同管制机构和7个地区价格管制机构的控制，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管得宽。
(33)



考特（1981，1983）证明，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打击了本国生产石油的积极性，鼓励进口外国油，抬高了世界市场的油价。
(34)

 提倡对石油业进行新管制的政策制定者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制止美国的通货膨胀，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保证充足的石油供应，避免美国石油行业牟取暴利。部分由于认识不到市场力量和复杂管制的相互作用，部分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对管制者施加的强大影响，这些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

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有许多价值维度，这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假如管制者只控制住一个维度，公司多半会在其他未受控制的维度作出抗衡性的调整。固执的管制者此时可能试图将其控制扩大到几个维度，但是这种努力常常涉及很高的交易成本，而且不能保证成功。考特（1983）用以下的词句描述了目标明确的管制被发起的过程：

针对某一特定且界定明确的问题所采取的管制会造成出人意料的经济扭曲。这些造成的问题再用缩小原先主客观差距的新的管制克服，于是成为恶性循环。因为管制改变了价格、成本、契约、供给和需求，所以在每个循环阶段均出现经济得益者和受损者。组织严密和有强大财力支撑的受到影响的团体相互合作，最终影响着越来越庞大的管制机构。最后结果是出现了，总体说来与健全的经济政策相去甚远的网络体系，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遍布于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
(35)



美国对航空业的管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为了限制竞争，需要几个维度一起控制，而非只控制一个维度。在1978年航空管制解除之前，民用航空局（CAB）管制着美国的飞机票价格和飞行路线。航空公司的对策是通过在诸如飞行时间频率等各种未被管制的维度展开竞争，民用航空局随后的反应是企图对这些维度也施加管制，“试图将它们管制到每个卧席留多少尺寸和三明治里夹多少肉才合法”。
(36)



迄今我们论及的管制，要么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要么带来意外的有害副作用。不过，有时由明显的既得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发起的管制却可能捕捉到管制的真谛，信息和集体行动的高成本使这种行为在民主社会中成为可能。届时，少数利益集团的部分策略就是传播关于管制利得和成本的虚假信息。比如，经常可以碰到这种议论，如果没有管制，必然会带来以下的一种或多种弊端：破坏性的竞争（航空界和股票市场）、消极理想的交叉补贴（航班或公路运输不会向小社区延伸），以及对消费者极度的危险和伤害（那些不使用本国垄断公司提供的电话终端设备的用户有触电的危险）。

有关讨论管制的文献有时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管制要么愚蠢，要么腐败，要么二者合一。应当避免这样的结论。首先，“管制”这个词也许不是一个明晰的术语。政府对产权的任何说明规定按理说都是管制。戈德伯格（1976）举例说明私人规则和公共规则的界线不清，尤其是当交易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时，更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交易——无论它们看起来界定得如何明确——相互交织在一组契约权限的复杂格局中，这些契约权限合在一起便可建立产权和义务，最终确立有关各方的交易成本。我们通过两个便利的虚设情况来审视公共规则设计（调整）的这种复杂格局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人们“选择”那些与他们原有行为相吻合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将所有权力看作都由中央政府管辖，然后再由它将决策权分散给低一级政府和私人，最后私人能以私人契约的形式起草“私有法令”。假如我们忽略掉这两种情况的规范暗示（很明显不是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它们并非极不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真正是在说，私有规则和公共规则（限制）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为了取得理想的结果，社会必须建立一套壁垒或限制来引导行为。此套壁垒将确立一组私人权限和公共权限的复杂混合物。
(37)



实际上，许多对管制的批评文章考察了产权的近期变化，认为这些变化似以降低总产出市值为代价，将财富从一群人手里转给另一群人。但是人类历史表明，有时产权结构（管制）对经济增长有利，有时则不利。这方面的事例我们留待本书最后一节讨论。

其次，反对管制的案例分析可能被过分夸张了，因为许多批评者总是拿源自新古典模型理想政府下的结果与现实中管制行业的结果相比较，正如德姆塞兹所形容的那样，使他们自己也感到犯了涅槃合成谬误之错误。戈德伯格（1976）对此写出一个影响极大的案例。
(38)

 新古典模型中的典型交易是一个传过了明确目标的相机抉择的交易，交换双方常常可用匿名伪装。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易，它们需要订出未来的交换计划，涉及到长期契约和今后的关系。戈德伯格（1976）选用了某大学与一家私人企业商谈一份提供食品服务契约的例子。需要对与契约安排有关的所有维度（如价格、质量或合理的利润）做出详细规定并加以实施的工作量很显然是相当大的。而且与被管制行业的结果相比，这个结果从外表上看可能有点反常的特点。

正如我们在下章将要讨论的与企业的契约本质相关的交易那样，复杂的长期交易常常涉及到由买卖一方或双方进行的专门化投资。假如交易过早地被中止，进行过专门投资的所有者就会遭受资本损失。政府管制至少从潜在意义上看是一种引诱进行专门化投资和鼓励长期契约的措施。在缺乏政府管制的情况下，私人或组织也会采用其他手段保护他们的专门化投资。例如，为避免供应商中断供应，私营商人可以采用囤积或保险的办法，也可以依赖多家供应商或选用后备力量，甚至能产生纵向合并其供应商的企图。戈德伯格（1976）并不否认政府管制常被用来对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优惠，并经常产生意外的反常结果，但是他坚持认为，应当以实践中选用过的契约安排为基础来评估管制。


 5.6　政治性企业

在20世纪，西方世界中被政治性企业配置的资源份额急速上升。“政治性企业”这个词由德阿莱西命名，用在这里泛指由地方或全国性的政治单位拥有的任何组织，这些组织雇用劳工和购买原料投入品生产商品。这里，我们只关心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运营的政治性企业。

政治性企业的经济结果与私有企业的结果一贯不同吗？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记住以下这点很重要：各种政治性企业的契约本质有很大差别，由此带来的成本和奖罚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果。但是，政治性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即人民大众是它们的最终集体拥有者。进一步看，单个市民通常没有对政治性企业剩余收入的直接索取权（虽然剩余收入是正或负通过降低或提高税率能间接影响他们），除了脱离政治单位，他也不能转让他对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39)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政治性企业具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出卖产品的价格低于成本价。对此种行为有几种解释。在纯粹的公共物品案例中，将商品的排他性权利转让给私人各单位的施行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可能按每单位进行营销（如将国防或洪水控制分单位出售给不同的个体）。因此，纯粹的公有产品生产通常由税收作为财政后盾。另一种理由是，掌握着政府的领导人希望看到某种物品具有较高的消费价值，俗称殊价产品，意指比该产品被拿到自由市场拍卖赢利时的享用水平更高。譬如，斯堪的纳维亚歌剧院通过门票收入只能收回15％左右的成本，其余的绝大部分由政府资助。但是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政治性企业也常获利，有时甚至是巨额利润：试想政府的专营烟酒行业和挪威的国家石油公司。

无论某个政治性企业的经营结果如何，单个选民一般没有多大控制其代理人的力量。比如一个经营不善、需要大量补贴的当地公共运输公司，一位市民（它的所有者之一）知晓公司的亏损会通过高课税的办法最终分摊给他，但是他也没有多少逃避负担的办法。仅有的两种选择是，要么离开该社区，寻找另一个有他较喜欢的公共组织和政治性企业的地方居住；要么试图通过政治程序影响企业的经营。这两种选择办法的成本（出走和集体行动）相对于利得一般都较高。例如，以财产价值计征的财产税一般都很高，这样当财产的主人出走拍卖资产时，就要支付大笔财产税。

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企业，当它的所有权很分散时，单个所有者监督经理人员的积极性将会大打折扣。但是在私营企业情况下，私人能将其资本投向专门生产他熟悉产品的企业；而在公有企业中，这种专门化投资却办不到，因为每位选民仅仅是该社区所有政治性企业所有者的一分子。

在某些案例中，监督政治性企业经营状况的代价特别高，比如当不用收回成本是项官方政策或政府将有关投入和产出的资料加以保密时（国防和情报局），就是这种情况。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公共组织的产出很难进行衡量（国务院和商务部），有时它们的产出根本不存在市场价格（虽然这些产出的投入品价格或其近似品的价格是存在的）。假如产出是唯一的，就很难与私人企业的成本条件相比较。

当信息成本很高，集体所有者的市民对监督政治性企业的积极性很低时，这就成为需要政府代理人（如美国审计总署或国会的各种委员会）组织专门监督的最好案例。此外，还能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限制企业经理的机会行为，而且这种企业也并非全无竞争约束力（虽然如终身职位制这种在政治性企业中常见的安排，似有削弱竞争力的作用）。

当政治性企业经营的产品与私营企业不同或者前者的经营目标与后者不同时，很难对这两种企业的经营结果进行实证对比分析。不过有一些作者找寻到这两种企业生产同种易上市产品的案例，然后对它们的经济结果作了比较。例如在美国，一系列的研究比较了私营和市营电力公司的经济绩效。其他一些研究则分别考察了公共与私人运输系统、公立与私立医院以及政府自营与授权私人经营消防服务之间的差异。对垃圾处理也有类似的安排。戴维斯研究了澳大利亚的跨州空中小巴和银行业，比较了私营和国营的差别。德阿莱西（1980）仔细归纳过上面提到的和一些未提到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政治性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私营企业的首尾一贯的证据。经他归纳的研究成果显示，政治性企业的管理部门不仅对削减成本的积极性不高，而且不如私营公司那样对能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价格战略大量投资。
(40)

 在大多数案例中（如垃圾处理），我们有理由假定，相对高的成本并非拥有这些公共组织的政体的一个明显的目标。不过在某些情况下，高成本确实能成为一个独立追求的目标，假定不考虑质量因素。当本地经营的一个项目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时，当地选民和政客通过加大成本的办法多用国家的钱并没有错，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就业和扩大当地收入。

以上提到的证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政治性企业多半会成为高成本生产商”这个命题准确无误，为何政体还要决定在那些私人经营一样好的行业建立政治性企业呢？这里提出几种答案：对政治性企业的嗜好（精神）是一种可行的解释。再一种解释是由于选民和其代表无法获得有关政治性企业相对成本劣势的可靠信息。第三种可能性是政治性企业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看作转移财富的一种机制，例如向偏爱或需要的人提供愉快的就业岗位。

最后，我们应当切记，公共物品并不是非由政治性企业生产不可。从技术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契约方式让私营企业生产公共物品，然后再由政府买来向社会提供。但是在实践中，当所指的产品或产出很难衡量（如对外政策），或者当安排给私人生产可能对国家产生危险后果时（如国防），便很难作出这种抉择。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会积极地通过纵向一体化（将有关经营活动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当契约涉及的不是国防，而是诸如军靴或军服时，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易风险明显不大。模棱两可的例子是军事设备的生产。纵然政府三番五次地派遣监督员到私人承包商的生产现场，但是国防承包商臭名远扬的机会行为的事例仍然比比皆是。假使这些军用设备改由政府拥有的企业生产，不清楚能减少多少这种机会行为，也不知道对成本和创新能力会产生什么影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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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解释经济组织


 第六章　企业的契约性质


 6.1　概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始就分析了一个铁针厂内部生产情况，但很快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如市场体系合作、经济增长和发展等。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由于遵循着斯密著作的精神，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少重视企业性质及企业内部组织问题。而在同时，现实中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麦克纳尔蒂（1984）曾认为，由于经济学只专注于一些特定命题的研究，比如地租、工资、利息之间的宏观利益分配、竞争模型的逻辑、资源有效配置等等，从而完全忽视了有关企业及其内部组织问题的探讨。他说：
(1)



边际主义革命和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先前古典分析所缺乏的企业理论，但他们却没有能从根本上解释企业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事实上，只强调选择可替代的要素这样的单一思维方法，从概念上也从分析方法上把企业等同于发生着一系列实际或潜在交换关系的市场本身。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出现了科斯开启先河的分析。现在看来，科斯所分析的一些主要问题被新古典范式忽略或他们没有作出回答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范式把企业作为非组织事物看待而等同于市场关系，而这恰是能捕捉到两种体制根本差别的关键所在。
(2)



20世纪前半期，新古典理论把竞争性企业看作一个统一实体：它们面临着参数价格，面临着如何替换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实现成本最小化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调整产量实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问题。新古典理论根本没有进一步研究基本的企业性质问题：比如企业能补充或替代市场吗？为什么企业的组织形式变化多种多样？

在第二章，我们已讨论了科斯1937年的著名文献《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献后来被认为开拓了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工具分析企业组织的研究新领域。目前，关于企业组织的新理论还处于幼年期，但发展很快。该领域的一些主要学者倾向用非技术性的方法来表述思想——也就是说，他们使用了很有限的图解方法和数学模型。这些学者尚未细致地规范和统一他们的术语，也未定义他们所用的概念，因而有时我们很难一下子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相互重叠的还是针锋相对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分别叙述该领域内每一位代表人物的贡献，像阿尔奇安、巴泽尔、科斯、德姆塞兹、菲吕博腾、詹森、麦克林及威廉姆森，
(3)

 而是试着尽量简明扼要地概括他们的大量分析。


 6.2　企业是什么

当分析企业性质时，新文献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一个企业涉及了与要素投入者之间的一系列长期契约关系；二是，企业用要素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在要素市场内价格信号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不是连续地以价格来量度产出，并定价出售产品），并往往典型地用等级关系（hierarchical）代替了市场交换关系。例如，劳动者与企业签订契约获得月薪，作为交换，劳动者向企业家让渡一定的使用他劳动力资源的权利。一旦订立了长期契约，劳动力资源就不再对价格信号有反应了。进一步说，劳动力是被管理着的。长期契约的主要特征是它们限制了签约各方对未来事件的变动作出反应——比如，如果将来价格、数量和质量有所变动。这样看，各种现货市场交换与契约型关系之间几乎不能相类比。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企业性质时，已初步探求了要素所有者之间各种类型契约的差别，在前一章讨论的德姆塞兹式自由放任经济中，我们看到只有使成本最小化（或使共同净收益最大化）的契约形式才能长期地存在下去：均衡的契约结构是最大化过程中的一个内生结果。事实上，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到底如何设计，这项工作可以变得相当复杂。有时，契约条件可用来刺激双方，使契约能够部分地自我调节。而在有些例子中，契约的结构是被设计用来保护投入品所有者的，该所有者已投资于某些联营项目，但他害怕其他人“掠夺”他的这种专用投资。

但是与以上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同，麦克纳尔蒂研究了一种单一型企业（unitary firm）。单一型企业即是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投入品并负责组织生产。单一型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既购买自己的投入品又经销自己的产品，这种企业的内部组织没有契约关系的种种特征。而且，单一型企业不仅替代了产品市场（把各种投入要素组合在一起），也通过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补充了市场，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它自己决定价格。企业和市场是一个相互作用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单一型企业——不管是拥有自己手推车出门兜售生意的老人，还是替别人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独立的中间人或艺术家，我们都不能像科斯概括企业含义那样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有关联关系的系统”。它不是像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所解释的那样，组织起来用于监视“团队”生产的；它也不像阿罗所说的那样内部运作含有“集体”行为。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所起的基本经济作用丝毫不亚于比它大得多且完全不同的那些对应组织形式，后者许多方面的活动是市场所不及的。
(4)



借助于单一型企业的简单结构，我们能澄清企业的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常由于我们考察更复杂的组织而被遗漏。单一型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所完成的职能是市场生产所要求的，但这些职能只能在企业之内完成：他们必须找到并生产出有价值维度的商品。所谓商品价值维度与商品形式、商品所处场所及商品生产时间都有关。
(5)

 麦克纳尔蒂（1984）强调“一旦处于市场联系之内，物品的质量维度……就只能被交易和定价，却不能再被决定和改变。”甚至在基本竞争模型中，商品质量的相同维度也必须以一定方式决定下来。

在一个信息有成本的世界里，不断搜寻和实践的是企业家，正是企业家努力发现和生产具有价值维度的商品。成功的搜寻给企业带来利润。即使是最基本的独立经营者，如一个报童，如果不能发现有利时机，他也会失败。报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在适当的地方和恰当的时间或许还要加上他招人喜欢的外表和礼貌，为人们提供令人感兴趣的报纸。同样，报童须把他的产品信息与潜在的消费者联系起来。
(6)



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消耗尽自己的全部产出，它可因生产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而获得增益，并得以生存。在寻求有利的投入组合时，企业家可能会与其他投入品拥有者订约来组成生产者联合。显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求有利的生产组合成为企业家们活动的中心。


 6.3　资源所有者的联合

在现代产业社会里，单一型的企业，如报童、卖炒栗子的小贩、律师、牙医或农场主等都不是很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大多数经济部门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型企业——资源所有者的联合。
(7)

 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所有者的联合比单一型企业的生产更有优势、成本更低呢？科斯在探求企业性质时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
(8)



张五常（1983）曾重新表述过科斯的中心论题。他认为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假设生产商品部件的生产者存在分工，消费者有两种方法通过交换获得组合起来的商品。一种方法是，消费者可与多个单一型企业协商来获得产品的各个部件及最终组装；另一种方法是，可与一大堆资源所有者的代表订立契约来获得整个产品，这个代表是一位核心代理人。选择这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主要取决于哪一种契约安排的成本低些。

我们应看到，在市场经济中，资源联合所用的契约结构有多种表现形式。威廉姆森（1980）列举了以下几种安排形式：
(9)



1．“协作组织商（merchant-coordinator）……供给原材料，占有生产过程中的存货，并与个体生产者订立契约，这些生产者在家中使用自己的设备从事一种基本的操作。”这反映了西方工业化早期阶段投入—产出体系的情况。

2．联营模式（federated mode）“在共同工作场所彼此紧挨着。中间产品按契约规定跨生产阶段传递。这样避免了监督成本及不断的协调工作，每一个工作点的存货开始减少了。”每一个工作点都与生产流转线上的前继和后续工作单位订立双边契约。

3．内部契约模式（inside contracting mode）由资本家提供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动资本，并出售最终产品。但协调生产过程的任务委托给内部契约者，这个契约者负责雇佣和监督有关雇员。

4．授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适用于基本的以等级关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

此外，人们还可以构想出社区所有权的各种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想购买某个组合商品而与多个单一型企业订立契约，这显然是很费成本的。完成这种交易要求具有零部件专业知识，并对大量个别产品进行重复的度量和估值，
(10)

 所以，只要商品生产的组织是完全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把不同部件组装到一起就会有很高的成本。作为一种变通办法，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组织生产，在一个内部中心代理人与各种资源拥有者之间订立双边的长期契约，并经销最终产品。对契约形式的选择取决于每一种契约安排的相对成本。科斯在他1937年的文献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写道：“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第334页）。“为什么建立一个企业有利可图，其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第336页）而且“企业往往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令人不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
(11)



当资源所有者的联合代替了一系列的单一型企业，一种交易成本就被另一种所代替：由一项交易代替一系列市场交易时，市场之内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但出现了新成本类型，即形成和维持生产者联合的交易成本——通常在文献中被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含在销售商品的最终价格里。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1972）在他们的早期文献中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科斯的解释，他们着重强调投入品拥有者联合的优势。
(12)

 团队的共同产出会比单个个人贡献的总和大得多。但是问题在于，在团队中工作，个人往往会减少他的努力程度却不会影响他的收益，这是因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度量每一个团队成员的边际生产力（即使度量全队产出的成本很低）。这样就出现了不正当欺骗动机（因为单个人不必负担他偷懒的全部后果），偷懒行为的累积最终会导致团队瓦解。为了防止这种搭便车行为，联合在一起的成员雇佣了一个中心代理人，赋予他雇佣、辞退和监视团队成员的权利。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在于给予监督者索取企业剩余的权利。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的这种早期的重要观点受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们的解释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在成功的投入品拥有者联合中，团队生产没有从生产率方面带来直接的技术性收益（或者两者无关），而且这种论点也缺乏实证论据。在以后的文献里，阿尔奇安特别重视了企业专用资产以及长期契约在保护专用投资中的作用问题，这将在下面讨论。

不断地用一种契约形式替换另一种形式，最终达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从形式上，我们可假设企业最初是单一型的，它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边际收益（内部化是为了降低利用市场所出现的交易成本）与其成本相等（内部代理成本的增长）。这个道理可同样来解释确定同种产品产出量大小的决策，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向新生产线扩张以及多个同类型工厂内部一体化等现象。另外，交易成本同样会影响外部融资的可行性，而这种可行性反过来又限制企业的规模。


 6.4　企业家职能和度量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团队成员如何取得报酬、如何被监督决定了合作中能产生多大的团队共同收益。生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日常的操作活动和常由机会决定的探索性活动。下面我们论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设定存在一种叫企业家的职位，由于很难度量这种人在共同协作中的贡献程度，因而我们认为他们的作用在于雇佣和监督别人。”
(13)



经济代理人的经营活动是在信息具有成本并且最终产出受机会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的。他们从一系列潜在的风险中、潜在的团队成员中和潜在的契约形式中搜集信息、获取可利用的样本，并与联合体之外的个体订立契约，如产品购买者和投入品出卖者。我们把这些活动看成是企业家的功能。
(14)



巴泽尔（1987a）曾利用他的度量成本概念来讨论企业家这个角色。他认为度量企业家行为的成本很高，这种成本正是解释企业家型企业中契约本质的关键因素。度量成本很高的原因在于企业家进行的复杂活动涉及到各种外部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活动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机遇，而分离和度量这种随机的因素通常具有较高成本。度量随机因素的成本究竟多大取决于每个项目的不同性质。

巴泽尔（1985）指出了“两个代理人模型”来说明生产中的代理合作问题。他设定代理人的工作时间是唯一的投入，其中一位代理人是剩余索取者，他把时间分为工作和监督雇佣者两部分。在监督之下，雇佣者的生产量以递减速度增长。同时巴泽尔假设两位行动者都寻求他们共同产出价值的最大化。现假定在个体A是剩余索取者—监督者而个体B是雇佣者时，产出价值达到最大化。巴泽尔运用模型显示这样一点：当雇佣者的市场工资率增长超过一定点之后，这两个人的角色就会颠倒（增长是外生的，它显示B边际产品的价值较高）。为什么B会成为雇主？巴泽尔解释道：因为监督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在消除所有欺诈行为之前，从监督雇佣者行为中取得的净收益已变为零。因此，这时被监督者的产出较小，而如果他自己成为雇主并把相同的监督时间用于生产，产出量就会增大。所以如果代理所能带来的价值很高（也即他的工资），实现产出量最大化的原则就要求这个代理人成为剩余索取者，从而自己管理自己。一旦变成索取剩余的个体时，产量最大化的原则就要求他担负起很难度量的非日常性工作（即企业家职能）。
(15)



从代理理论来看，我们可认为有关企业家行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使企业家比企业中其他成员拥有策略优势。但这易引起严重的败德风险问题，除非企业家能被一些契约安排有效地约束住。自我监视行为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种度量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在古典型企业中，企业家通过自己获得合资企业中的剩余价值而自我约束。

对于联合经营中的其余一些投入品的实绩，我们可以用各种代表物来间接地度量和计算出来，所费成本很低。
(16)

 拥有这些投入品的所有者都愿意订立固定收入形式的契约（约定工资或租金），或订立含有奖励报酬的契约来鼓励作出特殊实绩，另外这些所有者得到的报酬至少相当于这些资源另作别用而获得的最高收益。每位所有者都与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企业家订立双边契约，但组合有效率的团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企业家有权调整联合中具体的组成部分。

联合的价值依赖于企业家的才能、努力程度和发现有价值商品的运气；联合的价值也依赖于组合一个有效率的团队，寻找到适当的契约安排及保证执行契约。企业家通过索取剩余的权力收取联合带来的利益，同时也承担了既定利益契约的支付总额超过联合收益的所有成本（除了全部由外部融资者承担损失风险的情况）。
(17)

 中心代理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执行所订立的既定收入契约——当然这些其他投入品的所有者本身也乐于契约得到执行。但是仍然有各种度量成本常常使完全履行契约显得有些得不偿失。

大量的欺诈行为会降低生产性联合的价值并导致联合的解体。这样一来损失就会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而这些成员原来指望能从加入成功的联合中获得利益。如果报酬是变化的而欺诈行为会导致各投入品的收益都下降，则每个投入品所有者不会满意所处的境地，这里假设度量联合的总体实绩比度量个体业绩容易很多。换言之，他们都期望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少的欺诈行业，但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成员们集体来控制搭便车的现象。于是对欺诈行为的看法促使人们要设计契约来克服搭便车行为。出现有权索取剩余的企业家—监督者，正是一种由生产联合中的成员来克服搭便车问题的解决方法。

以上所分析的各种现象，如分离企业家个人业绩的高成本及约束企业家在随机环境中行为的困难等，对我们认识风险型企业的融资行为有些借鉴。巴泽尔（1987a）认为，由于存在度量问题，一名商业妇女搜寻有利的风险投资所得到的收益率是一个内生变量：即她外部融资活动的能力（和手段）决定了她搜寻活动的预期收益率。外部观察者意识到，很难正确度量企业家寻求有利机会的活动：比如度量他的勤奋程度，比如观察他是否用收益高但成功率很低的项目来替代收益过得去但成功率很高的项目。如果项目成功了企业家由此分享利益，而失败了企业家也不必分担资产损失，那么企业家就必定有动力去寻找风险较高但收益率也较高的项目。如果度量成本非常高，则“投资者在某项目上投资越少，则其预期收益也越小。”
(18)

 这表明企业家在寻求有利的机会时倾向于自筹资金（如“仅仅是协作则意味着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会下降”。）虽然还要取决于所考虑的生产活动系统，但“总体来看，在产品容易度量的地方，自筹资金就开始让位于市场融资”。
(19)



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认为，如果由于某些技术和物质品性的原因而使监视某位管理资源代理人的成本很高，则可认为，有关的资产和投资的“可塑程度很高”（plastic）。在这些环境中，外部观察者很难间接猜测一个资源管理者是否试图使协作的联合价值最大化，还是倾向于使他个人的收入最大化：

作为进一步阐明，我们推测有一些拥有“知识型研究及资本”的企业，比如时装设计师，各专业性服务企业包括工程设计、法律、建筑、计算机软件开发等，这些企业由于可塑程度高而易于出现败德风险。相形之下，可塑程度较小的资源的产业如铁路、公用服务事业（utility service）、航空、汽油加工（不含勘探）和另外一些涉及了“硬”资源的生产活动，就与前者不同。
(20)




 6.5　联合的一些方面：专用投资、可分割的准租金、特有资源和相互依赖性

在这一部分，我们来讨论在最近有关契约和企业的新文献中人们关注的三个概念：可分割的准租金
 ，特有资源和相互依赖性
 。
(21)



威廉姆森最早研究了准租金与少量交易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他还注意了本文中所提及的长期契约的重要性。威廉姆森发展了他自己的术语并运用了一种理性选择模型的修正说法，有限理性
 （参见我们在第一章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威廉姆森的工作大大影响了企业的新理论，他的许多术语得到普遍使用：比如市场和等级
 （实际上，这是他1975年所著名著著的书名），机会主义行为
 （破坏契约的行为，涉及策略性地操纵信息），抵押品
 （抵押契约一方的财产以保护另一方的利益）等等。
(22)



准租金的出现是投资专门化
 的结果。一种资源被专门投资于某领域，就不可能再另作他用而不减少其价值。投资专门化可针对一个国家、一种职业、一项产业，也可以针对一家企业。发现可以赚钱的商品和寻找到成功的团队生产的试错过程，也是一种专门化的投资活动。用阿尔奇安的话（1984）说：“成功的团队，其价值部分地来自组织了一个成功的团队的活动——即避免了寻找
 一个成功团队的未来成本。”因此，在企业内部，个人资源的市场价值总和必小于他们共同生产产品的市场价值。
(23)

 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物质品的投资可以是专门的也可以具有一般性。
(24)

 如果一种生产要素拥有一定准租金，则这种要素现期的收益应该比任何最佳替代收益都要高。即，准租金代表资源现期收益与把此资源用于其他地方所获最佳收益之间的差额，假如它被截留或扣除，投入品的所有者也不会从现期使用中抽走他的资源。
(25)



分割专用投资性准租金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可以非法没收，像被匪徒敲榨；或者由专用投资相互依赖的那些投资者依法获取。专门化资源依赖于其他协作投入品，往往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寻找目前协作投入品的替代品不合算时，或用我们术语来说，当协作投入品具有独特的性质时，能找到的替代物只能是成本更高或质量更低劣时，专门化投资的价值就可能被大大降低。具体的例子如，酒店里引人注目的侍者领班退职了；一个零售商由于租约取消离开了他已成为一个标识的地域；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离开了较小的私立学校转入较大的加州大学等等。第二，相互依赖源自不对称信息、高度量成本和投机行为。如果度量和防止合作中的欺诈、怠工行为是有成本的，则即使有近似替代品，专用资产的价值仍会受到威胁。比如在一个瓶厂，不熟练的工人没有筛选出脏瓶子，瓶商的声誉受到损害也降低了瓶商专用资本的资产价值。
(26)



因此我们可以接着想象，如果专用投资依赖于其他协作投入品，则有人试图分割专用投资的准租金的话，这些投资显然是经不起打击的。如果协作投入品有近似的替代物，则其所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欺诈、投机、怠工行为而不至于承担此类行为的成本；而专用投资所有者的谈判能力则取决于，撤离协作投入品后影响其资源价值的幅度大小。最后，有一点很重要，即要注意资源是相互依赖的：资源投入品A既可以对B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认为它依赖于投入品B——这就是说，依赖是相互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依赖性问题，我们设想一座设在贫瘠地方的工厂，那里唯一的水源是一口井，而水是工厂的关键投入要素。对于厂内一部分资源所有者来说（不是全部），井是他们所依靠的特有资源。非熟练工人和一般劳动不需什么成本就可找到新的具有同等价值的替代品，工厂租用的计算机也可轻易转租而无价值损失。所以阿尔奇安（1984）曾认为，如果企业使用了某种投入要素，但企业的兴衰不影响这种投入品所有者的酬劳，则依经济学观点来看，此所有者不是构成企业团队的真正成员。

但是在工厂中，那些致力于寻找有价值商品和成功团队生产形式的企业家，那些拥有企业专门资本物品的投资者和那些已为企业专业技能投过资的人——在井所有者威胁要提高水价并要求分割他们的准租金时，统统显得非常脆弱，经不住侵蚀。

通常，一个为企业专用技能投过资的工人承担了被剥夺这种收益的风险。一旦进行了投资，工人就处在了企业中心代理人的支配之下。代理人可以拒绝增加工资来补贴新要求的技能，除非制定一些安排来约束中心代理人。实际上，合乎逻辑的情况似乎是，中心代理人（或更概括地讲是剩余索取者，不管他们是谁）应该承担投资于企业专门人力资本的成本并收取收益。不过，在此例中，工人也可以威胁企业，不增加工资就离开，以此来试图分割他专有技能带来的收益。对于这个难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双方之间以某种形式来规定各方如何分担投资于企业专有人力资本的成本和收益。用威廉姆森的术语，我们可以把这种分担安排看作是交换抵押品。
(27)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依赖是相互的：在我们的例子中，工厂可能是潜在的唯一大规模使用井的客户，但若工厂不购买井水，那么井的价值就会很小甚或消失了。

当人们计算专用投资的净预期收益时，他们要根据准租金将被分割的可能性大小折算成收益，往往一个有潜在利益的项目，仅是因为存在一个准租金被分割的极小可能性，该项目的现值就变为负值，这就激发投资者在把他们的资源进行专用投资之前，采用各种量度来预计他们的准租金。资产拥有者，即专用投资的依靠者，也有动力保证投资者的准租金不被分割。保护性的量度和保证包括两种。
(28)



第一，专用资源的所有者可掌握其他投入要素，这样就可大大降低依赖这些要素的风险。在我们的例子中，企业家只有首先拥有了井才会在此兴建工厂。阿尔奇安（1984）强调，在一个企业内相互依赖性特别强的资产常被共同拥有，而且企业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相互依赖性资产的群集。

另一个保护准租金的办法是订立长期契约（或口头规定），用契约来有计划地限制投入品所有者在未来的选择权，因为他们常常策略性地利用这些选择权来分割准租金。在我们的例子中，井的所有者提供长期契约限定未来水的价格并保证稳定供应水，这样做吸引工厂设在该地区。总体上讲，如果别人进行专用资产投资而自己能间接获利，则此人有动力与潜在投资者订立契约保证，确认投资者的准租金不被分割。

在最近几年里，专用投资概念、准租金概念和相互依赖概念都被用来分析不同契约结构的逻辑。下面我们会论述其中一些成果。我们注意到，人们设计的保护准租金的长期契约，往往使价格变动的灵活性大大变小，与标准价格理论所表述的价格灵活弹性迥然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不情愿面对刚性的价格和工资，因为这种现象不符合他们的理论框架，因而对重要的现实问题，比如自然失业率问题等，几乎避而不谈或根本无话可说。我们希望，契约新理论可以提供对付这些重要问题的有用工具。


 6.6　在自由放任市场里的企业结构：竞争性组织类型

为什么我们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看到各种经济组织呢？
(29)

 部分原因是国家给不同企业、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待遇不平等，比如不同的税收和补贴等。我们暂不考虑这个重要的解释，而有种种理由使我们相信即使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也会同时并存着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我们现在转向这个问题。

通常，考虑进技术因素和契约结构，企业家可从多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来组织生产。但在自由放任社会中选择组织的类型要受制于利润标准：是否能生存取决于可以找到一种协定，这种协定使企业提供商品的价格类似于或低于其竞争者而仍能补偿成本。在1937年关于企业性质的那篇文献中，科斯认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一个经济组织的均衡规模就会是不确定的。很明显，交易成本是解释经济组织差别的一个重要变量。我们对现代经济组织的考察，包括业主所有制、合伙制公司、互助型公司、开放型或封闭型股份公司、非营利组织等，将说明为什么每一种不同组织形式，能最恰当地解决各种类型对应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都是由特殊的生产类型及规模所引起的。

诚然，读者会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是德姆塞兹所说的自由放任经济。有些类型的组织所以能生存下来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特权，比如优惠的税务待遇等。而有一些情况，一个经济组织形式是从法律上得以确定下来的，如所有的商业银行被要求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个组织即使具有不适当的结构仍能生存，这是因为它以其独特资源所产生的租金作竞争后盾（如：企业拥有一位精明的所有者—管理者，或掌握着一种作为投入要素的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况且，竞争性的生存过程需要时间。我们不仅应把下面关于不同的生产系统均衡组织的理论看作是对现实的精确描述，还应把它们看成是代表了总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论模型。

我们分析不同组织结构的相对优势，应集中于那些能降低成本的因素上。但是我们一旦抛弃传统的完全信息假设并引进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概念（德姆塞兹的自由放任模型），成本最小化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维问题。现在需要被最小化的成本包括了协作成本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

我们现在来粗略地考虑一下在自由放任经济中使企业成本最小化的各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经营的经济利益（应归于技术因素），因为在某些生产线上它可以使单位产出的成本降低。这些收益可用传统的完全信息模型来分析，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予了很多理论和实证的检验和考察。第二，不对称信息、度量成本和在生产合作中不同的个人效用函数造成了一定的代理成本，这些成本部分地依赖于契约结构。比如，生产单位之间的垂直联系常出现较高交易成本，而利用纵向一体化可降低这种成本。第三，在许多大型组织的具有潜在优势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的专用信息在企业内各分散点上积累，这样的信息分散和集中既有利于各分部经理主动灵活地执行决策，也预示着可以设计出有效的监督体系。第四，随着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起来，信息搜集和生产协作的成本将上升，如果大组织被分成若干半自主单位，往往会降低这些成本。第五，经济组织常面临意外的风险，所以组织中如何设计风险分担安排、剩余索取安排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激励效果和经济结果。有些作者甚至认为，确定剩余索取权的契约是我们理解某类经济组织的关键。第六，企业专用人力资本造成程度不一的特定代理问题。企业专用物质资本常被共同占有来防止分割企业专用资本准租金的企图，或用长期契约来限制潜在的分割者。但请注意，所有这些做法对于人力资本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出卖人力资本是非法的，而限制人力资本所有者将来选择权的各种长期契约也是违背法律的。因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质促使人们进行多种尝试，比如试着用各种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常见的六种经济组织类型，并试着用上述提及的几点想法来解释每一类型的相对优势。

6.6.1　业主所有制

业主所有制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由于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管理者承担了他制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引起的代理人问题。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但该形式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比如业主所有制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horizon problem）和投资分散化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所有者从投资中获得净收入流的时间与他渴望的消费过程之间有冲突的话，就会产生投资视野问题。如果资源所有者的时间偏好反映他更渴望消费而不能接受现期市场利率，则即使从市场标准来看是很有利的一些投资，也引不起他的投资兴趣。特别是当收益回收期大大超过投资者的预期收益时，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为突出。资源所有者可能通过向那些愿意以市场利率放款者借贷或重组一个类似公开招股公司的企业来解决此问题。然后他可把上述交易所得投入到一个收益类型符合他要求的资产组合中。
(30)



但对于业主所有制来说，从外部融资是不可行的或极费成本的。原因是企业外部观察者很难判断所有者—管理者所寻求的产出结果到底有利于谁。况且业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价值常紧密依赖于所有者本人的人力资本。一旦所有者退出经营，企业再转手的价值就会很低。所以当经营者的经营生涯快结束时，无论他自己还是外部投资者都很难有动力再进行长期投资。

当业主们不得不把自己大部分人力和财力投向他们的企业时，就产生了与分散投资相比较的问题。根据资产组合理论，风险厌恶者可以投资于几种相关性很小的项目来降低风险。这样看，我们认为在一个业主所有制企业中，过分依赖单一的业主人力资本、依赖于内部融资，必然出现很高的风险，这与投资于多种不同证券的投资者区别很大。这也说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位产权所有者可以避免进行风险性的投资，那么按市场准则他就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了。

总之，由于外部融资存在着极高的交易成本，所以这种体制一般受到业主自身财富多少的约束。业主所有制不适合那些通过规模经济来获得优势的经营活动，但它的相对优势却能体现在那些需要特别审慎且规模较小的经营活动中，这些活动中所有者—管理者细致的监督（比如监督产品质量）可带来较高收益，而由外部人员实施有关行为则成本极高。

6.6.2　合伙制企业

上述对业主所有制企业所作的分析也可用于合伙制企业。通过汇集几个人的资源，合伙者减轻了业主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财务约束，而且合伙者还获得某些生产规模上的优势。一旦各所有者能向企业投入较小份额的资产，合伙制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以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另外，企业产品多样化也可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

但是合伙制没有摆脱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但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以上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慢慢减少。虽然全体合伙者作为团队整体承担了他们活动的全部财产后果，但每一位合伙者只承担这种后果的1/N（我们假设有几位平等的合伙人）。
(31)

 所以除了下面提及的专业性合伙制企业外，实际上很少存在着具有大量合伙人的大型合伙制企业。

在专业合伙制企业中，合伙人带给企业的最重要资产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他们的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在这些企业并不很重要：企业使用的物质性资源一般是通用的而非专用的（比如法律事务所的办公室及设备，会计事务所和医疗门诊的设备等），并且即使从外部融资来购买这种物质性资源，出现的交易成本也很低。

特别巨大的专业性企业——比如一个法律事务所，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规模经济：比如，能为年轻专业人员提供在职培训，或树立信誉及与潜在的消费者沟通联系等。概括地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专业合伙制企业的各种代理成本往往直接与合伙人的人数多少有关。现实中有多种方法来减轻或消除这些代理问题：比如新来者必须经过一段学徒时间期满出师后才能成为合伙者，利用合伙者内部委员会来监督各成员的行为表现并不断协商每个成员所占份额；如果专业人员愿意组队工作，就容易解决监督问题，因为团队活动的绩效通常是显而易见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合伙制企业中，专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取决于他的声誉，如果出现错误会损害他的声誉。为保护自身的人力资本，专业团队有很强的动力来监督和阻止其成员玩忽职守的行为。

总之，大型专业合伙制企业必须面临各种成本相对较高的代理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对于那些找到规模化经营好处的企业不很重要。我们看到企业的规模经济不仅与不同的专业类型（法律、会计、广告、卫生保健）有关，也会随企业面临的业务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变化（比如离婚案、公司纳税案等），这些细节问题都没有得到新文献的足够重视。

6.6.3　不公开招股公司

单就指定剩余索取权的契约而言，不公开招股企业与业主所有制及合伙制相比，前者的限制性较小。在不公开招股公司内，股份持有者通常是内部人员（管理者）或与所有者—管理者有特殊关系的人，如亲戚朋友等，而合伙制中剩余索取者通常只限定为所有者—管理者。把股份持有者限定为彼此合意的、且有社会联系的个人，不公开招股公司可以部分地消除与所有权、控制权分离有关的代理问题。不公开招股公司的剩余索取者担负有限的责任，他们负担的风险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把成本转嫁给外部债权人）。但这种组织形式不能使当事人要么专于承担风险，要么专于企业管理，因此企业不能从这样的分工中享有完全的利益。另外，如所有者—管理者人数增加，共同产权问题仍不可避免。

不公开招股公司的股票既不在组织起来的金融市场上评估，也不流通买卖，这是由于剩余分享契约限制了股份的转卖。由于企业不能在股市上评估，个人股东想放弃所有权就需耗费很高的交易成本。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这样会影响投资决策，不能鼓励不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者进行有效的投资活动以增加企业市场价值。注意，这里所讲的“市场价值”是一个理论概念。通过它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净收入流的现值与在理想的资本市场上所确定的数额是一致的，并假设获得这种收入流的产权在转手时无成本或极少损值。法玛和詹森（1983a，1983b，1985）（我们讨论企业组织逻辑主要依赖他们的思想）曾强调，向业主所有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不公开招股公司投资，并不像常见的那样以市场规则为基础：

在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性活动中出现的业主所有制、合伙制和不公开招股公司，采用了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控制决策过程中的代理问题。在这些组织中，剩余索取者被内在地或明确地限定为决策者，这种限定避免了控制代理问题的成本，这种代理问题出现在决策者和剩余索取者之间，但是代价却是这类组织承担剩余风险不力，还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倾向。结果，业主制、合伙制和不公开招股公司都基本上不再遵循市场决定价值的规则……所以只要人们把剩余索取人限定为决策者本人，而节约的代理成本高于投资受到限制和承担剩余风险不力而引致的成本，则这些组织就可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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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法玛和詹森认为：“对于公开招股公司、金融互助社及非营利企业的决策原则，我们可利用金融经济学文献中通用的市场价值规则知识来建立模型解释它们。”
(33)

 下面我们依次来考察这几种形式。

6.6.4　公开招股公司

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公开招股公司占据着大规模生产的主导地位。这种组织形式的相对优势在于它的剩余索取权结构，这种结构鼓励大规模的风险投资。由于在公开招股公司中普通股的剩余索取权通常极少受限制，因而股份持有者的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之间的潜在冲突就尽可能最小化了。当股票能在股市上得以公正评估并能以较低交易成本买卖时，公司产权所有者就可将股票换成金融券，以此灵活的现金流与他自己的消费偏好类型相匹配。因此，所有者主要考虑的是股份价值最大化问题。
(34)

 注意，有限责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如果责任是无限的，那么股票转手时股票所有者的财务状况就会成为问题的考虑中心，这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不记名股票交易就不可能进行。有限责任制不仅保证了企业能连续存在下去（尽管所有者在变动），而且还将人们“对未来企业状况的预期变换成估价压力，更充分地反映到企业当前的证券价值中和管理决策中”。
(35)



公开招股公司另一个显著优势在于，股票持有者可通过掌握一家或数家公司的一定量股票，连同其他金融工具，来使他们的有价证券多样化。通过使他们的资产多样化，持有者降低了承担风险的成本。这样他们就感到风险性投资是有吸引力的，而且这也给需要大规模风险性投资的公司带来了有利的融资条件。

公开招股公司使人们要么专于承担风险，要么专于管理。分离这两种职能，高层经理的人选不再仅限于那些愿冒风险的有钱人。承担风险职能的专业化产出了一个有效的剩余索取权市场，这个市场不停地评估企业，并隐含地评估了代理者—管理者的行为表现。相似地，决策与风险承担职能分离，导致职业经理市场的兴起，这个市场制约着代理人—经理的行为活动。

但是公开招股公司并非没有问题。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即便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效用函数且不存在欺诈行为，协作的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代表了这种公司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

法玛和詹森（1983a，1983b）认为，所有风险承担职能和决策职能相分离的组织，都存在这样一个特征，即在它的各层级中都有一个控制权分散系统。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有权利委托情况的组织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权分散系统，比如权利由产权所有者委托给代理人。我们所理解的法玛和詹森讨论的要点在于，存在着外部所有权，组织内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控制，即使管理的最高层也不例外。

法玛和詹森把企业内部决策功能分为四个部分：建立起始阶段、批准阶段、贯彻阶段和控制阶段。他们把建议起始和贯彻合起来当作决策管理，而将批准和控制看作是决策控制，
(36)

 决策管理和决策控制的职能总是分离的。有时，同样一个人可同时参与管理和控制，但必然是在该企业的两个分离领域内。
(37)



人们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想：一个组织的管理委员会的结构构成可以反映出外部索取者面临着什么样的败德风险类型。我们知道，在公开招股公司中，管理者的投机行为将受到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市场的一定约束。因而公司管理委员会内部倾向于重视评估起始建议，并不把精力集中在控制管理方面的侵权等问题上面。所以，委员会成员通常是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项目评估专家。

威廉姆森（1983a）曾注意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新组织形式的出现会如何转变现有公司的结构。直到1930年代早期，美国公司还是围绕着所谓U形来组织，这种形式是把企业按功能来划分的单一型结构——如按财务、市场营销、生产等划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出现了许多涉及决策控制的问题，结果诞生了现代多维度结构组织形式，即M形，它引进了“半自主权经营决策”方式（各主要的经营活动中心是按产品、商品品牌或地理界限来组织生产的）。
(38)

 战略性的管理决策、控制决策与（日常）经营决策相分离，并由总部负责。
(39)

 从U形向M形的转变大约是在1930～1960年之间，钱德勒在其名著《策略与结构》中描述了具体情况。
(40)

 威廉姆森（1983a）认为，M形组织形式是由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首先引入的。在这两个公司里，剩余索取者的身份尚与管理职能联系在一块，这就说明M形的引入是反应了企业日趋扩大所引起的协作成本及内部代理成本上升的情况，而不是反应了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所有者之间增长的利益冲突情况。
(41)

 最后，威廉姆林解释说，1960年代中期的公司混合兼并浪潮是公司领导们掌握了M形组织的结果：M形一旦出现且其优势被充分认识，它就会引起更大均衡规模组织的出现。

6.6.5　金融互助社

金融互助社的客户同时又是互助社的剩余索取者，这种现象使该组织形式有别于其他形式。比如，互助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持有者、共同基金的股份持有者以及储蓄银行的存款者，他们都拥有剩余索取权，只要他们需要就可立即将其重新赎回，且赎买所付价格按预定的规则确定。法玛和詹森（1983a，1983b）认为这种可重新赎回的剩余索取权是一套相对低成本的分权控制机制，它使互助社成为一种可行的组织形式：剩余索取者抽回资源意味着掌握索取权的人部分地清算了互助社的资产。

互助社是一种拥有专业化经理人员的组织，这些人员不承担风险。而可重新赎回的索取权就可被看作是一套低成本的、有效率的控制机制，这种看法成立的条件是在剩余索取者抽取其资源后能以较低成本来清算组织的资产。按此观点，互助社的资产就不能是企业专用的，而且转卖这些资产也没有高额交易成本。这种要求表明，可以重新赎回的索取权作为一种控制机制，最适合于专门经营金融资产的那些经济组织。按法玛和詹森的理论，在所有金融性经济组织中，“与互助社相对而言，公司型的金融组织应更多参与商业活动而不仅局限于金融资产安排管理的活动，这些商业活动相对涉及到较多的非金融资产，将这些非金融资产变现需要一定成本。”
(42)

 但即使把这些限制加到互助社的资产组合上，剩余索取者也会赞成那些能带来福利或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原则。
(43)



最后，法玛和詹森（1983b）论证，由于金融互助社具有相对有效的分散控制机制，则对于剩余索取者来说，利用管理委员会来控制决策的吸引力就不大了：“委员会的作用，尤其是在较简单的互助社中，主要是对付监督代理方面出现的问题，防止剩余索取者的赎回行为得不到保护，例如内部代理者搞欺诈或进行窃取等。”
(44)



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把互助社组织形式的定义扩展为包括私人疗养院、乡村俱乐部和其他等同于金融互助社的社会性俱乐部，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法玛和詹森认识这些组织逻辑的解释。
(45)

 用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的话说：“相互性使成员们能够：（a）防止了外部资本持有人提供低质服务来剥夺价值；（b）保护现有内部成员享用来自接纳新成员而增加的利得。”
(46)

 他们认为社会性俱乐部的成员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的资源，即“成员们都有各自的‘专有资本’，而这种‘专有资本’可以被任一独立的所有者所剥夺。”但是，“如果人们在社会联系网中的交换是不费成本的，那就不存在可被剥夺的社会价值，就如同在一个企业中雇员们相互之间可完全替代。”
(47)



6.6.6　非营利组织

私人非营利组织的活动部分地靠捐赠，如果能以比其他组织更低的价格提供产品并保持收支平衡，他们就可以在自由放任经济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既来自捐赠又来自销售。为获得捐赠，非营利组织必须从事于殊价商品（merit goods）的生产，也就是指那些人们希望看到别人消费更多的商品（包括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教育节目或汽车比赛节目等）。

在非营利组织中不存在剩余索取权，因为存在它就等于允许索取捐赠的一部分。没有剩余索取权就避免了捐赠者与剩余索取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避免了捐赠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法玛和詹森（1983b）认为，由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中捐赠人占比例较大，捐赠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潜在代理问题得以削减。
(48)

 法玛和詹森（1985）认为，从市场标准来看，非营利组织的投资决策可能是很有效率的：假设捐赠者有分散化的资产组合，他们会偏爱具有最高市场价值的资本项目，而尽量使某种非营利活动所需的捐赠最小。
(49)




 6.7　关于组织形式选择的图解模型

法玛和詹森（1985）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形式选择的图解模型，这个模型概括了许多作为本章和前一章讨论基础的基本概念。在詹森和麦克林（1979）之后，法玛和詹森假定对于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都存在一系列的生产函数，而一种函数就是一种契约安排。现在我们假设个体A拥有企业V的产权。如果A在时间1（t
 1
 ）内向V投资，他会在时间2（t
 2
 ）内获得收益。假设只有两个时段，并且A只能从两种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企业可组成业主所有制形式即完全靠自己融资，或组织成一个开放型公司。相应的生产或转换函数是F
 （K
 ；P
 ）和F
 （K；O
 ），这里K
 代表投入资源的数量，P
 代表业主所有权，O
 代表开放型公司。我们可以把这些函数式画成图来说明，人们如何通过向企业V投资把现实资源转换成未来资源。

通过图6.1，我们来考察A转换生产函数式F
 （K；P
 ）的几种选择情况，暂不考虑他组织公开招股公司的情况（即在企业中出售股份）。个人A在时间t
 1
 中拥有可支配资源K
 ，他想从这些资源中获得最大效用。他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现阶段t
 1
 中来把他现有资源K
 划分成消费和投资两部分。答案取决于他的投资机会及他对现期消费、未来消费的偏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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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业主所业制企业的转换函数及最优投资水平

A有两个投资机会：他可以投资于企业V，得到报偿F
 （K
 ；P
 ）；也可在公开资本市场上购买公开招股公司的债券，市场收益率为r
 。债券投资的转换函数在图6.1用一条直线表示，斜率等于-（1＋r
 ）。

在t
 1
 和t
 2
 之间，对消费的最优划分取决于A的效用函数或更复杂地取决于A的时间偏好。在图6.1中，每一条I
 A
 曲线表示了在t
 1
 和t
 2
 时间内带给A相同满足程度的消费资源组合。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代表A的时间偏好边际率。让我们假定A急于进行消费，而把相对较少的资源留在t
 2
 内消费。设定这些限制后，A获得组合最满意点X
 点，该点相切于无差异曲线I
 A2
 和F
 （K
 ；P
 ）。点X
 表示向V的投资是Kp K
 ，在t
 1
 的消费是OK
 p
 。在时间t
 2
 中的消费可从纵轴上看出。

无差异曲线上X
 点显示A具有很高的时间偏好率，但这里有个问题：按市场规则（给定市场收益率r
 ），仅有Kp K
 投入到经营中，这表明经营活动投资不足。按市场规则，投资于V必须达到内部收益率等于市场收益率那个点，即Y
 点。在图6.1中，KM
 Y
 是使现期商业活动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投资水平，它相等于KM
 W
 。

我们现在假设A能发现另一个个体B。B也拥有在t
 1
 时间内可支配的资源K
 ，但B不是像A那样急于消费的人。他推迟在t
 1
 内消费而引起的机会成本较小，我们用相对平坦的无差异曲线IB

 来表示。我们再假设A向B出售企业V的产权不会引起转换函数F
 （K
 ；P
 ）向内转移。
(50)

 B拥有生产函数F
 （K
 ；P
 ）的产权，其净值等于KW
 。B将向企业V投入相当于KM
 K
 的资本，购买等于S
 B
 K
 M
 的证券，并把OS
 B
 用于个人消费。

在出售了V部分产权之后，A现期资源量从OK
 上升到（OK
 ＋KW
 ），而且他的效用最大化点现在是无差异曲线I
 A3
 上的Z
 ，它表示比I
 A2
 上X
 点更高的满足程度。在时间t
 1
 内，A愿购买S
 A
 W
 债券，并消费OS
 A
 。

但很有可能，A没发现像B那样准备购买企业V部分产权的投资者。A会构想把企业组织成一个公开招股公司，如图6.2所示那样。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成本和不同的收益。在图6.2中，可以假定V的本质在于，如果V组织成为一个业主所有制企业时最有效率，F
 （K
 ；O
 ）低于F
 （K
 ；P
 ）。当企业组织成为一个公开招股公司时，V产权的最大市场价值相对低些。在图6.2中，F
 （K
 ；O
 ）的价值等于KW
 ，它少于KW
 p
 ，KW
 p
 是F
 （K
 ；P
 ）的价值，而F
 （K
 ；P
 ）代表着B的产权所有者。法玛和詹森（1984）把（KW
 p
 －KW
 o
 ）之间的差别看成是一个公开招股公司与一个业主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总代理成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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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业主所有制和公开招股公司的代理成本和转换函数

最后注意，在图6.2中，A仍可继续通过出售V的部分产权KW
 o
 来增加他的福利。那么A的新的最优点现在就位于无差异曲线I
 A3
 的Y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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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1983）强调过企业的大小取决于投入品所有者为完成所指定任务而选择的契约形式：“如果一个果园主人与一个养蜂人订约为果园传粉，那么结果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呢？答案并不唯一。契约可能涉及一个蜂群出租契约，一个工资契约，一个分享苹果产出的契约，或大体上这些契约的某种综合，及其他某些安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如果养蜂人被雇佣则只存在一个企业，而如果蜂群出租则是两个企业。认为企业的数目进而企业规模取决于被选择的契约形式，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第16—17页）张五常认为，我们如何定义企业并不影响经济分析的目的。我们的关心点应该在于各种替代性契约形式的逻辑，不同经济契约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张五常（1983），“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April）：1—21.


(8)
  这个论题已在第二章介绍。


(9)
  见威廉姆森（1980），第14—17页，“The Organization of work：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
 （March）：5—38.


(10)
  在某些环境中，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即单一型企业会专门向消费者出售有关零部件知识。


(11)
  科斯（1937）那篇著名文献，第337页。


(12)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1972），［前引书，注(3)］。


(13)
  见巴泽尔（1987a），“The Entrepreneur's Reward for Self-Policing.”Economic Inquiry 25
 ：103—116.这部分的讨论摘自与企业专门投资有关的各种契约问题的讨论，有关企业投资的契约问题在下节讨论。


(14)
  参见阿尔奇安（1984），［前引书，注(3)］，第35—36页。


(15)
  参见巴泽尔（1987a），［前引书，注(13)］，第104—110页。


(16)
  如果度量和评估一种投入品的边际产品所费成本较低，其他条件不变，则它的所有者就愿意订立计件付酬的契约，而这种安排类似于一种单一型企业的安排。


(17)
  只有交易成功才付给报酬，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契约安排；比如房地产代理人通常只在他完成了一笔买卖之后才有报酬。注意，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存在对正剩余的预期是激励创新活动所必需的：剩余不是均衡竞争时的收益。另外，在竞争市场中，一个企业家的收益可能会包括租金，即他具有独特探索和监督才能的报酬。最后注意，这种企业家报酬理论不可能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除非包括了完全信息的假设。


(18)
  巴泽尔（1987a），［前引书，注(13)］，第113页。


(19)
  出处同上第113页。所有这些说明，相对富裕的个体倾向于做企业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从风险规避角度来解释企业家功能。这个传统与奈特有联系。巴泽尔（1987a）证明，用交易成本及败德风险来解释企业家功能不依赖于风险规避的观点。巴泽尔（1987b）用文献来说明，奈特（1921）在其“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中非常关注度量和败德风险问题，以及这类问题对于企业中企业家契约身份的意义。后来在其书中，奈特进一步强调了此原因并陈述了他的著名论点：与其他投入品所有者相比，企业家较少关注风险规避问题，所以他认为大量的风险与联合协作、剩余索取权的作用等因素有关。奈特从保险学文献中借用了“败德风险”概念，但显然他自己提出了“剩余索取权”的概念。巴泽尔（1987b），“Knight's Moral Hazard Theory of Organization”Economic Inquiry 25
 （No.1）：117—120；奈特（1921），Risk，Un certainty and profit
 . Boston：Houghton Mifflin同时可参见勒鲁瓦和小辛格尔（1987），“Knight on Risk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5
 （No.2.April）：394—406.


(20)
  见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第117页。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3
 （No.1）：110—136.


(21)
  以下讨论来源于：克莱因和阿尔奇安（1978），［前引书，注(3)］；阿尔奇安（1984），［前引书，注(3)］；阿尔奇安及伍德沃德（1987），［前引书，注(20)］。


(22)
  比如参阅威廉姆森（1975），［前引书，注(3)］；同著者（1985），［前引书，注(3)］；同著者（1983b）“Credible Commitments：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AER 73
 （September）：第519—549页。


(23)
  阿尔奇安（1984），［前引书，注(3)］，第35页；同样参见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前引书，注(20)］，第7页。


(24)
  加里·S. 贝克尔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对一般培训、专门培训的理论分析是下面讨论的基石。贝克尔（1964），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5)
  注意，准租金与投资活动有关，但经济租金或纯粹租金则来自于稀缺的有价值自然资源，如肥沃良田、油田，特别才能或美貌。


(26)
  阿尔奇安（1984），［前引书，注(3)］，第36—38页。


(27)
  加里·贝克尔发展了论证这方面问题的说法（1964），［前引书，注(24)］。


(28)
  第三种可能性是由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准租金。因为这个讨论以德姆塞兹的自由放任经济为基础，所以我们不考察国家的可能作用。


(29)
  在本节我们着重引用以下文献：法玛和詹森（1983a），“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June）：327—349；同著者（1983b），“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June）：301—325；同著者（1985），“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
 （No.1）：101—119；威廉姆森（1983a），“Organizational Form，Residual Claimants，and Corporat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No.2）：233—261；克莱因（1983），“Contracting Costs and Residual Claims：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No.2，June）：367—374；德姆塞兹（1983），“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No.2，June）：375—393.


(30)
  法玛和詹森（1985），［前引书，注(29)］，第103—106页。


(31)
  以下事实可进一步强调共同所有权问题。即按习惯法，各方分别（联合地或分别地）对由合伙关系引起的全部债务负责。假如第1/n份超出其他合伙人的净值，那么其他更富有的合伙人则必须补偿由此产生的负差。因此根据习惯法，一个合伙人，即使在其他合伙人尚未退出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他仍可能需对由合伙关系引起的全部利益后果负责，如果它们为负值的话。


(32)
  法玛和詹森（1985），第118页。


(33)
  同上书，第117页。


(34)
  “如果普通股股价反映出可获得的有关信息，并且如果普通股的交易是在一个完全竞争而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内进行，则约束股票持有者未来可实现消费流的因素只有当前持有者的财富状况。那么股票持有者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使其福利的现市值最大化的投资决策。当然市场价值反映了所有各类成本，包括决策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同上书，第117页。


(35)
  阿尔奇安（1984），［前引书，注(3)］，第42页。


(36)
  法玛和詹森（1983b），［前引书，注(29)］，第303—304页。


(37)
  “讨论风险承担与组织决策过程关系的核心补充性假说是：（1）从决策管理中分离出剩余风险承担导致了把决策管理从决策控制中分离出来的决策体系。（2）在一些代理人身上，决策管理与决策控制的结合导致了剩余索取权，这种权利主要用来限制代理人本身。”同上书，第304页。


(38)
  威廉姆森（1983a），［前引书，注(29)］，第352页。


(39)
  同上书，第353页。


(40)
  钱德勒（1962），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Mass：MIT Press.同时参阅Williamson（1981），“The Modern Corporation：Origins，Evolution，Attribut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December）：1537—1568.


(41)
  威廉姆森（1983a），［前引书，注(29)］，第357页。


(42)
  法玛和詹森（1983a），［前引书，注(29)］，第340页。作者们提供了实证资料来支持这个论点。


(43)
  法玛和詹森（1985），［前引书，注(29)］。由于赎回权利的价格规则，对于互助组织的剩余索取权来说，就不存在二级市场。注意“公开招股公司的普通股持有者可以行使直接控制权，因为这种权利内生于剩余索取权，但是活跃的股票资本市场使这种权利更易于体现，可以看到某些牵涉到大量难以定价资产的生产活动，其剩余索取权的执行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剩余索取权掌握在企业之内比被企业之外有关方拥有要具备更高的效率。”（第114—115页）。


(44)
  法玛和詹森（1983b），［前引书，注(29)］，第318页。


(45)
  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前引书，注(29)］，第132—134页。


(46)
  同上，第133页。


(47)
  同上，第134页。


(48)
  法玛和詹森（1983b），［前引书，注(29)］，第319页。


(49)
  法玛和詹森（1985），［前引书，注(29)］，第115—117页。


(50)
  比如，如果F
 （K
 ，P
 ）依赖于A的独特人力资本，则我们就可以预想有这么一个转换。


第七章　经济组织的逻辑


 7.1　概述

在第六章，我们研究了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的经济性质。企业被广义地定义为契约的联结中心，但若想确定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来说明契约关系的相互连锁网络，看来不大可能做到。因此我们的目标变成研究契约的经济状态。在第七章，我们要超出有关企业性质的问题，运用交易成本分析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市场运作。这种分析所包括的范围是不能穷尽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分析起着阐明新制度经济学在现实中应用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所举的事例来证明，不同的契约形式的相对经济优势起源于交易成本，用无摩擦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是解释不通的。

关于内生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论题留给本书的第四章和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一种社会的法律框架和社会习惯是既定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中这个框架是德姆塞兹所说的自由放任经济：新古典竞争市场加交易成本。

在7.2节，我们准备通过分析度量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时的市场惯例来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市场协议看作是用来使度量成本最小化及降低购买者有效买价的。我们所举的事例大多数来自消费物品市场，但基本的分析运用于所有类型的交换。在这一节，我们要介绍各种重要的概念：如搜寻型商品（search goods）和经验型商品（experience goods），对名誉的投资和过度度量（excessive measurement）等。我们有一个结论是：在某些环境中，通过控制（suppressing）信息来避免过度度量，这在经济上是有利的。

在7.3节我们将考察劳动力市场上执行契约所出现的成本。我们用分析执行奴隶制契约这样的极端例证来回答这些特殊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什么时候奴隶会比在其他形式组织中生产效率更高？同时我们预测，在什么状况下，奴隶的人力资本所有权对于奴隶比对于奴隶主来说更有价值——按科斯法则的含义，人们将愿意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本？

在7.4节我们讨论农业中的契约安排。首先我们考察在欧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三圃制难题，从新古典观点来看，三圃制（open-field system）似乎存在不必要的成本。我们列示三种有关三圃制的相左见解。每一种答案都与市场缺失有关，而市场缺失的原因在于高昂的交易成本。接着我们还将提及另一个长期存在的困惑，即被认定是无效率的分成租佃制问题（share cropping），并寻找有关分成租佃制的根本经济理由。在这一节的结束部分，我们考察农业中的混合契约，并评论有关针对美国情况的实证研究。

在纯粹新古典模型中，使用货币是有成本的行为却不具有什么经济学意义，我们则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明货币之所以存在只能依赖于交易成本这样的概念。本章最后一节，7.5节，将考察货币安排及有关的交换体系。我们将用经验型商品概念、对名誉投资等概念来说明符号货币经济学的思想。我们有一个结论：在同一种经济中可并存几种交换体系，这个原因在于，从交易成本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行为个体和交换行为都不尽相同。


 7.2　市场习惯做法、度量和产品的质量变化

通常，直接度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属性显然比度量它的价格代价高得多。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正是因为度量质量属性所要的成本有差异，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市场习惯做法，这些做法是用来降低度量成本并使商品最终成本最小化的。在本节，我们将介绍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考察了各种市场惯例，尤其是消费品市场上的做法（虽然研究方法具有一般应用性）。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会对交换加以各种限制，市场惯例就常涉及到一些对此限制所作的反应，但我们的讨论不考虑这类情况，而是以自由放任模型为基础的。

纳尔逊（1970）在一篇开创性文献中，首次区分了搜寻型商品和经验型商品。
(1)

 按纳尔逊的定义，人们在选购之前可通过检验而获得商品的质量，这叫搜寻型商品，而纯粹经验型商品只能通过人们使用后才可度量出其品质。各种品牌的罐装金枪鱼是经验型商品的例子，妇女的服装则算是典型的搜寻型商品。在现实中，一位顾客能通过搜寻或经验而度量出绝大多数商品的品质属性，但了解品质的较好方法取决于不同度量手段的比较成本。如果商品品质不断变化，买卖双方度量商品品质就很费成本。在本文中，买者和卖者的相对度量成本，是解释组织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验型品质的概念揭示，如果卖者不能从其声誉投资行为中得到好处，他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经验型商品。因而低劣商品会把高质量商品驱逐出市场。这就是阿克洛夫著名的“柠檬市场”的含义。
(2)

 我们可以用简明的模型来说明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这些模型以克莱因和莱夫勒（1981）的研究为基础。
(3)



我们假设商品X的品质有一个范围：最低品质qmin
 和最高品质qhigh
 。生产高质量商品的成本较高，从图7.1中相对的边际成本线和平均成本线的位置可观察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忽略掉度量成本，很容易找到高质量X和低质量X的均稀价格和产出。

[image: ]


图7.1　经验型商品：低质量商品如何把高质量商品逐出市场

在自由进入的竞争产业中，一个生产低质量商品X的企业，其长期均衡产出点定在平均单位成本最小的地方（假设这是一个规模最优的工厂），即在图7.1中的Q
 0
 产出水平。X的相应均衡价格是P
 0
 。相似地，生产高质量商品X的厂商其均衡产出是Q
 1
 ，面临的外生市场价格是P
 1
 。

一旦引入度量品质的成本，这些古典派的答案就站不住脚了。考虑这样的情况：一位买者在选购其商品之前，要费很多成本去打听此商品的质量状况，而此商品的品质属性必须通过使用才能获得。又假设生产者（又是卖方）可以不费成本来控制X的质量。也就是说，在卖者与买者之间信息分配是不对称的，这就会引起败德风险。
(4)

 我们可以想象，基本的新古典主义的结果（P
 0
 ，Q
 0
 ）和（P
 1
 ，Q
 1
 ），是依靠政府惩罚几个以次充好的卖者来实现的。如果政府现在停止了管制，生产低质商品的企业又有机会在市场上把劣质产品冒充好商品出售。

一个假冒高质量商品的生产者，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是Q
 2
 ，而且他以价格P
 1
 出售产品获得的纯利润等于Q
 2
 （A－B）（（A－B）是在Q
 2
 水平上价格与平均单位成本之差）。但是以次充好只能在短期内行得通，买者通过体验发现自己受蒙骗了，骗人的把戏就不会再演下去了。从这时起，买方会拒绝向任何X商品支付P
 1
 价格，高质量的商品自然就得在市场上消失。阿克洛夫（1970）曾举过高质量汽车会从一般性的市场上消失的例子，与以上的意思相同。

具有高质量的商品会从市场上消失，这迫使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设计一套契约安排和市场习惯做法来保证此类商品能正常地在市场上交易。比如可以这样实现正常交易：卖者进行了专门投资，但这种专门投资获得偿付的条件是，此生产者必须完全满足与买者所订合同中的品质条款。为了保证此协议的执行，买方必须留意卖方的这些承诺（用威廉姆森的术语即“抵押品”），
(5)

 它们意指买者来度量其所付边际成本远小于买者所期望得到的收益（这些承诺由不可收回的投资作抵押）。“如果消费者计算出最初企业的投资大于企业在短期内可能骗取的获利，则企业在未来产品销售中估计会有一个较高价格，这个较高价格足以阻止企业行骗。”
(6)



如果企业行骗，原先起担保品作用的资本就会失去价值。这类投资支出不必给消费者带来什么直接效用，但如果环境允许，则“竞争过程会迫使企业把附属担保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尽量采用能给消费者提供最大直接服务价值的资产形式。”
(7)

 另外我们注意，也可用不同的非市场方法来保证高品质物品的供给，如纵向一体化或由政府进行管制或利用法院等来加强质量监督。

纳尔逊（1974）指出，宣传经验型商品，对理性买者起两个基本信用，但要注意，这两个作用都不涉及经验型商品的质量信息。
(8)



首先，宣传“品牌与商品功能相关”并提供如何使用商品的基本信息，如告诉人们产品Y是头痛药不是洗衣粉。纳尔逊认为在无政府管制的市场交换中，有动力来保证这类信息不掺杂什么偏见，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中这类广告都与商品搜寻型质量有关，比如一位顾客在选购吸尘器或照相机之前，就能识别商品质量而成本很小，在这时做假广告来欺骗顾客显然是非理性的。

其次，在顾客看来，广告中有关商品经验型品质内容的多少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了卖方已投资的状况。按纳尔逊的说法，对于理性顾客最紧要的不是广告如何宣传了商品质量，而在于广告如何宣传了厂商对某种品牌进行不可收回资本投资的情况。假定广告不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某种品牌所做的广告特别昂贵，这就告诉人们该生产者是保证质量的。我们可以这样来支持此结论：如果企业能特别有效率地生产出高质量商品（比如单位美元具有最高效用的商品），它就会有最大的动力去宣传经验型商品。

人们在选购之前来认识搜寻型商品的品质是极有效率的，所以搜寻型商品广告包含着的信息比经验型商品的广告所包含的质量信息更可靠。买方能在选购之前识别商品质量，这就约束了卖者。纳尔逊（1974）曾用他的模型预测，在不同的行业，广告与销售比例会不同，而且选择的广告媒介也会不同，纳尔逊找到了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

一般来说，我们把对声誉投资、对品牌商誉投资等都看作是抵押品，而且有些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也可看成是抵押品，这些特殊投资往往是为生产某种品牌的商品而进行的。完成这类投资可有效地阻止投机生产者进入市场，阻止他们出卖假冒商品来分割高质量商品所具有的准租金的企图。

质量保证问题也会出现在企业之间的交易中，——比如一位生产商与一位零售商打交道，后者负责推销含有一定品质属性的商品。在销售阶段，零售商提供示范说明服务、商品保管、利用展厅展示所有品牌商品等，都是宣传商品品质的活动。如果零售商不这么做或逃避责任，必会消减生产者的准租金，大大降低已受欢迎的商品的价值，也直接威胁生产商提供高质量商品的动力。一种解决办法是实行企业纵向一体化，也有人建议采用各种市场惯例，比如维护转卖价格、把多种商品捆绑在一起出售，或授权在某地域内独家销售等。人们常常设计这样一些惯例来促进在销售商品过程中维护商品的质量标准。
(9)



不仅度量经验型商品品质的成本影响了市场惯例，而且度量搜寻型商品品质的成本也影响着市场惯例。按我们的理论，只有那些使买方所付价格（包括度量商品品质的成本）最小化的市场习惯做法才会被保存下来。在分析和理论模型中我们把买方总成本分为度量成本和生产成本，这是可以的，但在现实中这两个成本概念却不可分开。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会不时地出现度量成本。例如，厂商为产品标准化消耗了一些资源，这可大大降低市场营销中的度量成本；或者，他没有使用某种“具有效率”的技术，原因是这种技术需要较高度量成本。巴泽尔（1982，1985）曾考察过度量成本在市场组织中的作用问题，他的见解很有价值。
(10)

 这一节余下部分的讨论就借助巴泽尔的有关成功分析。

如果所交换物品的品质是易变的，则交换中出现的度量成本必然很高，卖方需辨清商品质量水平来确定价格，而买方需要再一次度量有关质量，确保购得足值的品质商品。所以其他条件相同，只有那些使度量成本最小化的安排才会经过竞争的筛选而存留下来。

这种生存假设意味着，在实践中应该由容易掌握信息且度量成本较低的那一方来完成度量工作，这里假定欺诈动机被约束而信用已建立起来。生存假设也意味着，其他条件相同，在生产、交换、消费中使用很少的资源便可完成度量工作的地方最易发生度量商品质量的活动。

巴泽尔认为，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制度出现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限制欺诈和搭便车行为，而且由买方和卖方分别来看，这些规则和制度会驱使度量接近最佳水平，避免多余的度量活动，并（使双方）接受能为买方提供较低有效价格的契约安排。常见的规则和制度包括担保、职业证明书、分担契约、购物承诺、于某日之前按规定条件提取牛奶制品的协定，以及有关商品品牌和医生作广告的范围等的规定。

在买卖质量不一的商品时，比如苹果，卖者比买者往往能更有效地度量交易物或把它们分类。面对单个买者，单个卖者可获得度量质量的规模经济，而且如果一个卖者面对众多买者，卖者只需把每一种物品分一下类即可，而个别买者要把商品分类的话，则至少也需一次。因而，买者实施分类会产出不必要的度量。

我们来看看下面用来避免额外度量的安排形式。
(11)

 商人把他的苹果分成几类，根据每类苹果的质量定出不同价格，但每类苹果的质量又不可能是相同的。这样，有一些苹果价值高于它的价格，而有一些则低于它的价格。买者的选择被约束了：不允许他们从每一种等级内再挑选苹果（苹果密封在罐里）。结果，从消费者角度看，这种分类可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了各种平均质量水平的苹果（包括他们自己的度量成本）。而且发现更好的分类方法是不可能的，除非增加成本且这种成本大于增加的满足度。其他的市场习惯做法，如卖方采取更好分类方案或让买方来进行分类，它们都逐渐在竞争过程中被淘汰，最终商人们找到了一个均衡的分类方案。

人们不可能总是把商品和服务密封在罐中出售，另外个别买者常常会感到搭便车或在价格单一时挑选高价值的物品是很上算的。也可以想象如果某些商品的特殊品质是不标价的，只要争抢或排队就可享受它，则这种物品的价值就会消散，如戏院座位、餐厅餐桌、旅馆房间等，虽标价同一但提供的效用是不同的。极端情况下，高成本的分类及没有限制的分类都会使得商品非市场化，而且在某些特定环境中，限制买者挑选商品会增加社会净产出。

如果卖方使顾客相信，他的分类方式是随机的、可接受的，则由卖方来分类是可行的。顾客不必认为卖方有很强的欺诈动机，也不必琢磨本身有机会挑选没标价的高品质。现实中的一些市场习惯做法已解决了这类问题。比如，如果一位买者看到卖者投资于某种商品品牌，投资于广告或其商誉，看到卖方需反复地与顾客交易，或看到几乎不存在专业化标准需第三方来完成，则这位买者可视这些因素为一种信号，认为被交易的物品和服务具有可接受的品质内涵。有时，如果卖方压制信息则会制止买方的挑选行为。巴泽尔认为旧汽车卖主常会这么做，车主拒绝提供汽车零部件的详细信息。另外，如果用不透明包裹方式出售物品或禁止专业人员宣传自己的特点等，都会抑制住信息。

有时由买者来实施度量也可大大降低商品的价格——比如，许多耐用消费品（经验型物品），人们边使用它们边度量出它们的品质，且这种度量是无成本的。有时使用担保书是实施度量的一种均衡方法。担保书确保买方可获得一定量的品质，所以在交易时就用不着实施度量了。但如果卖者觉得观察担保书持有人的投机行为成本很高，则它们不再是竞争市场的习惯做法。当然这仍取决于其他度量形式的成本（比如在交易时刻的度量成本）。


 7.3　度量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组织：强制性劳动力

因为涉及到人，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成了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劳动者与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不能分开。我们有理由认为，逃避责任问题、败德风险问题等等各种投机行为都会出现在所有市场上，而任何实物所有者在出租其物品后对物品使用状况的关心取决于其影响物品资产价值的程度。以上这些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突出。每个人都清楚，人们往往缺乏动力为无关的事或人工作，并且即便工作条件本身不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人们还是很看重这些工作条件。

从劳动者的立场看，最佳雇佣做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含价格（比如工资或产出分成），同时也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及其他因素，这种雇佣方法最好能使个人所决定的劳动力供给、商品消费、闲暇及工作条件同时最优化。与此相似，工人所提供的劳动力服务也是多方面的，劳动服务不仅根据时间来变化，也随工人的努力强度和努力质量而变化。所有这些意味着度量和执行劳动力契约的成本很高，而且劳动力市场中的契约也是经济结果的一个重要决定量。本节中我们不打算讨论大量有关劳动力市场契约的文献，只利用奴隶这种特殊情形来阐述正交易成本含义以及劳动力市场组织中的质量问题。

按科斯理论，假设没有高交易成本或法律约束来阻碍权利的交换，经济资产的所有权会最终归于能最高地估计这些资产价值的那些人，而不论最初的权利分配状况如何。那么引申来看，科斯定律对人力资本的拥有权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可能会这样，不直接拥有人力资本的人会比直接拥有它的人更看重这些人力资本？如果集团A中成员完全占有集团B中成员，这种安排会不会是长期帕累托稳定？或是B中成员是否会试图赎回他自己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呢？

基本经济理论揭示，奴隶制度在长期中是不可行的，讨论如下。拥有一名奴隶所获的经济价值（即奴隶的市场价格），由奴隶生产量的现值减去养活该奴隶的成本现值（他的生产性消费）来表示。如果奴隶只得到他边际产品的一小部分，即使这部分足以补偿他的生产性消费，奴隶的工作动力也是很少的；当奴隶能像自由工人那样占有全部边际产品时，他的动力就会大得多。因此，如果一名奴隶有权购买自己的自由，他就会加倍努力工作来支付赎金，同时他也有可能提高消费，超过原先只维持生存的水准。这个讨论假设：1）由于代理成本很高，使得控制奴隶的投机行为是不可能的，奴隶却能在一定限度内掌握自己的努力程度；2）订立契约所出现的高成本，包括保证执行成本，不能阻碍奴隶为其自由而协商、谈判；3）摆脱奴隶身份的人可找到按劳取酬形式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奴隶主可以尽可能地忽视奴隶的闲暇偏好，驱使奴隶尽可能地多干活。同样，为补偿旧主人的赎金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由人像奴隶一样劳动甚至劳动得更艰苦。

下一步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采用零监督成本，上述分析会受何影响？在这里，零监督成本使奴隶在工作中逃避责任变成不可能。
(12)

 我们看到在零监督成本下，奴隶主现在可完全忽略奴隶所偏好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当然这时奴隶仍可以赎买自由，但他必须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且只保留极小部分他的产品来补偿消费。自由人的净收益只相当于作为一名自由人的心理满足感，而他的消费水平、工作努力程度与奴隶是一样的。但可以认为仅仅获得自由也是一种帕累托状况改善，而且在短期内只有签订奴隶解放证书的高昂成本才能暂时保存奴隶制度。在长期中，各种市场安排会逐步消减高昂的订约成本。
(13)



费诺阿尔泰亚（1984）指出，上述零监督成本分析还忽略了一种可能情况，即施加痛苦刺激奴隶以高于平常的生产率进行生产。
(14)

 奴隶的身体完整受到直接威胁，就必然引起奴隶焦躁、粗野的劳作，产生比自由工人还高的生产率，至少有关论据是存在的。我们同样可假设奴隶们担心解放契约得不到履行，或担心重新被转为奴隶，这些担心可替代向奴隶施加痛苦的做法，同样会迫使奴隶努力工作，那么即使在零交易成本的科斯世界里，人力资本所有权的最初分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奴隶制在长期里可以是帕累托稳定。

费诺阿尔泰亚的讨论在图7.2中阐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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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奴隶和自由人的生产效率


GP
 S
 画出一个遭受痛苦刺激的奴隶状况，他的每天产出价值是工作时间的函数。随工作时间延长，出现奴隶边际产品开始下降的点，最终边际产品成为负值。GP
 f
 线代表同样一个人每一天的产出，假设他是一个自由人并且自己驱使自己尽量艰苦工作。NP
 S
 显示出奴隶的净产品，由总产品减去他维持生活的成本（生产性消费）。注意生产性消费是工作努力的正函数，这种工作努力包括工作的时间长短。

一个奴隶主会选择NP
 S
 线上的X点来决定奴隶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选择X点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了奴隶能提供的最大净产出。如果奴隶主出租奴隶，他索要的每天租金会等于XH
 ，假设承租人负责养活奴隶。并且如果出卖奴隶，则奴隶的价格应等于奴隶生命中所余工作日的所有XH
 折算总和。

从图7.2可清楚看到，一个自由人付不起他的赎金，他的净产出线为NP
 f
 ，比NP
 S
 低些，这是因为他没有受痛苦刺激驱使。画出曲线后，一个自由人的净产出总是少于XH
 ，即使他比奴隶工作更长的时间。

下面我们须转向痛苦刺激问题，但我们先考虑，不利的工作条件是否会影响在科斯模型中奴隶制的长期存在。表面看情况会是这样：一个企业雇佣自由劳动力从事污秽工作，它必须支付额外补偿金来吸引工人；另外一个企业使用的是奴隶，无须支付额外补偿金。这样，使用奴隶的企业会把使用工资劳动力的企业挤出同行业。

但无论如何，恶劣的工作条件在长期内不会使奴隶制成为帕累托稳定的组织形式，除非在奴隶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是由痛苦刺激造成的。如果自由人的生产率与奴隶的生产率是一样的，则奴隶就能够支付得起他们成为自由人的赎金，而且他愿意这样去赎买。一个自由人将不得不把他所有超过生存需要的剩余交给旧主人，他在恶劣条件下工作，虽享有自由却得不到对恶劣工作条件的补偿金。这样，自由人获得自由，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工作条件也没有改善。

最后，我们仍假定，零监督成本和一定的产权约束可以使奴隶制较经济地生存下来。严禁解放奴隶给使用奴隶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可以把奴隶的劳动力成本限定在生产性消费水平上，并迫使奴隶们比自由工人工作得更长更艰苦。有这些条件，我们就用不着运用痛苦刺激理论来解释奴隶制的存在原因了。
(16)



现在我们准备进一步考察正交易成本，包括监督成本，考察它们如何影响了奴隶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优势。我们的结论是，交易成本往往会削弱奴隶制度的相对优势，因为就奴隶主－奴隶关系而言，不同的代理问题和相关成本，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非常独特的。我们考察下列四种成本项目：

1．为了使奴隶生产率最高而控制奴隶消费所付出的成本。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奴隶们只关心他们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会顾忌消费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们偏好酒一类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起反作用。
(17)



2．装病自残的成本及防止这些现象发生的成本。这些行为是由奴隶希望减轻工作负荷所引起的。

3．奴隶有意识地破坏产成品、破坏协作投入品所引起的成本。这种破坏倾向根源于被奴役的愤怒、病态意识及渴望从生产中断中获得闲暇休息。

4．监督奴隶行为和实施奴隶制度的成本，目的是防止起义和争斗。

从奴隶主－奴隶关系中孕育出的代理问题既消耗资源又降低了净产出。各种看管、监督成本也许正好抵消了由于痛苦刺激而获取的高生产率收益，而且使用某些补偿来争取奴隶们更多的合作，同样也减少了所有者的净收益。所有这些足可以颠倒图7.2中净产出曲线的位置。

费诺阿尔泰亚（1984）从理论上阐明，只有奴隶制以痛苦刺激为基础，且这种痛苦刺激提高了生产率却没有引起其他任何问题，这种奴隶制作为一种劳动力组织形式才能存在下去。按费诺阿尔泰亚的观点，痛苦和焦虑可以产生粗野的努力，但同样它也降低了工人的工作质量，被折磨的工人处于笨拙、无想像力和病态心理状况之中。此外，生产技术是随着工人努力、细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所有含量大量精心维护性质的活动都出现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而含有拚命干性质的活动往往出现在土地（自然资源）密集的产业中。强迫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只能体现在努力密集型（拼命干）和土地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中，在那里实施奴隶制的成本较低，例如把奴隶组织成一群一群来劳作。

费诺阿尔泰亚认为，在使用初级技术的农业生产、矿山开采、采石及公共劳动的生产体系中常可看到这些类型的活动。美国南部奴隶种植园中见到的正是这种情况。种植的棉花、谷物等初等作物是一年生植物，“下一年的收获不受本年度野蛮劳作的影响”。
(18)

 但古罗马的情况与此不同。那里奴隶种植园的葡萄树和橄榄树是资本密集型和维护密集型的植物。史学家一直被古罗马奴隶制的自行消失所吸引和困扰。费诺阿尔泰亚提出一个解释，认为罗马种植园的生产过程具有资本密集和需要精心维护等特点，在种植园里实施痛苦刺激相对无效率。因而在古罗马社会，奴隶制不是帕累托稳定状态的组织。

在实际生活中，订立解放奴隶契约的成本往往很高，像来自资本市场方面的种种制约，法律和传统习惯对就业机会的限制等等。如果这些障碍是存在的，碰巧又出现奴隶供给旺盛、价格低廉的情况（如战争胜利），奴隶制就会延伸到维护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中去，但奴隶制在这类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的组织优势。费诺阿尔泰亚（1984）提出了一个考察奴隶制动态化的模型，他的假说是：

1．奴隶制会首先出现又最终消失在努力密集型部门，在这种部门痛苦刺激是恰当的。

2．奴隶制伸展到精心维护和资本密集的生产活动中，必须依靠一定的补偿来缓和代理问题，特别是在这些生产活动中，严厉对待奴隶的现象将有较大改观。

3．在绝大多数维护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奴隶是特有的活动，发生频率极高。

费诺阿尔泰亚利用广泛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假说。显然，正如不同社会面临的约束一样，奴隶制的实践不断变化着。对于已存在的非自由劳动力产权，适当的产权结构会促使任何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出现。例如费诺阿尔泰亚（1984）引证过这样一个多样化的有趣例子。罗马法对合法代理人有严厉的限制，法律要求地主必须亲自与雇农签约，这给大地主们带来麻烦。但这儿有个漏洞：在罗马法中奴隶不是人而是奴隶主的延伸物。因此，财产所有者用奴隶充作他的代理者是合法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现象：奴隶身份的代理人监视自由佃农。换句话说，因为产权结构有效地限制了代理权利，因而“有人的特征却不作为人的奴隶可以有效地替代不被看作人却有人格特征的企业或法定代理者，前者只是其主人法律上的工具”。
(19)



我们讨论奴隶制经济逻辑还应提及多马1970年著名的文章《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起因：一种假说》。
(20)

 在他的文章中，多马强调，使用奴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奴隶的边际产出必须大于他的生产性消费（用他的话说，维持奴隶生存的成本）。在农业社会，这个条件意味着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很高，而且人口膨胀不会给有限的资源带来太大压力。极端的情况是，土地与劳动力比例之高可使土地价格接近于零。

在多马假说中，他只考虑了两个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因而毫不奇怪他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在一个农业结构中的三个因素：自由土地、自由农民和不劳动的地主，往往只能是任意两个因素存在而绝不会是三个并存。”
(21)



当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自由土地并不必然导致奴隶制，相反，它常会给劳作者带来特有的优势。多马最终认识到，现实中所建立的农业结构依赖于一些他的模型中不包含的变量，即各种政治变量，而且相对于奴隶制而言，自由土地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条件。

我们把一种组织与另外形式的组织加以比较，如果发现这种组织的代理成本很高，我们又觉得这么高并无什么道理，那么按交易成本的方法，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限制因素或补偿性利得。比如，在第六章讨论公开招股公司时，我们看到，资本及经理人员的市场竞争限制了公开招股公司潜在的高昂代理成本，而且公司形式又带来了较大规模增加资本的特殊优势。在本节，我们把奴隶制视为生产性组织来考察，当我们看到奴役状况下生产动力严重缺乏、度量问题也大量存在时，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找一些补偿利益，同时也讨论了费诺阿尔泰亚的假说。我们发现，所谓的补偿性利益在于痛苦刺激提高了某些活动类型的生产效率。关于奴隶制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费诺阿尔泰亚的理论，但上述例证很重要，我们从中了解了新制度经济学所孕育的思考经济组织逻辑的新方法。下面我们再转向农业中的契约关系问题。


 7.4　农业中的交易成本和契约安排

在前两节中，我们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用交易成本方法试图解释不同市场规则的逻辑。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庞大而又重要的论题，农业中的契约安排。

在现代经济的前工业化阶段内，各种与使用土地权利有关的契约安排是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至今这些形式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主要地位。由于论题大、文献多，我们把讨论限定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在北欧平原上存在了几个世纪且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组织形式——三圃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安排效率很低；二是，考察存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分成租佃契约，从亚当·斯密开始，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安排次于其他一些可利用的组织形式。

迄今围绕着三圃制和分成租佃契约的经济逻辑展开的理论争论尚未有结果。我们不准备在此解决此争论，相反，我们要应用在此领域内不同学者的贡献来阐述新制度经济学是如何研究经济组织的。概括起来，这些学者的方法有三个基本因素：

第一，他们假设存在一种起作用的规则：低成本组织趋向于替代高成本组织（从马克思到阿尔奇安等主导经济学家的思想中都有此特征）。

第二，如果发现具有高成本的组织持续存在，而似乎只要重新进行组织就可增加净产出，我们要认识这类高成本组织就应去寻找一些隐藏的利得。这些补偿性利益可能包括：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了，某些相关生产活动的产出增加了（如果契约网络联系着几种生产活动或几种生产要素）。契约中的规定也可限制各种有成本的行为。通常，我们看到契约含有价格和数量等等一系列条款，而且仔细考察会发现，各种限制无效行为的条款也包含在内。最后，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潜在利益或契约限制，我们转向寻找阻碍产权重新安排的政治约束。人们认识到如果新产权结构削弱或消除国家控制者的既得利益，国家组织也许就不会批准某些产权形式，即使它们能使产出最大化。而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各成员常常不能就某种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新规则达成一致意见，最主要原因在于集体行动有高昂的交易成本。
(22)



我们应用这些观点来考察三圃制。

7.4.1　三圃制

很长时期内三圃制难题就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们，尽管现在看来，分析的进展必须依赖交易成本分析法的发展。
(23)

 在实行三圃制的村庄里，每家每户开垦散乱的带状地有明显的成本，人们的困惑在于，这种成本不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世纪和更长时期内，三圃制流行于北欧，它是主导形式，但各地并不完全一致。三圃制有以下特征：
(24)

 它是一种集体形式的组织，其基本决策单位是家庭户，每户农民通常开垦几块没有围栅、散乱的带状土地，每块土地通常小于一亩；家庭服从集中管理的各种规则，收获之后三圃制土地成为村民放牧的地方，大家共同参与管理。

人们长期认为，三圃制是成本很高的组织形式。让我们来看一看麦克罗斯基（1972）所总结的这种制度的特征：

每个人开垦着几块大大小小分散的带状土地。从一块地移到另一块地上会消耗时间，从而有直接成本；邻里的懒散示范效应或相互间的愤恨也会减少经营土地的动力。另外，把土地分散成小块也意味着休闲期的共同放牧会出现过度使用土地、传播动物疾病等问题。接着，共同放牧又意味着个人向社区决策让步，由社区来决定什么时候放牧、什么时候种植农作物和种什么作物，而基本不考虑每块土地的比较优势。
(25)



麦克罗斯基是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总结这些缺陷的，这篇文章是他大量研究18世纪英国对三圃制进行圈地及如何影响农业效率的开始。虽然，麦克罗斯基在其近期著作中揭示出，这些缺陷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一些规则限制了过度放牧，来回奔忙并没有浪费劳动力），但他仍认为从狭义的开垦土地来说，三圃制是低效率的。

古典三圃制早在19世纪已在英国消失，但直到20世纪还残存在欧洲大陆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块土地的分散化仍十分普遍，在许多经济发展专家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把手中的食物白白地扔掉，十分令人遗憾。
(26)



下面我们来看看三位经济学家是如何寻找解释分散化经济逻辑的答案的，他们是麦克罗斯基、达尔曼和费诺阿尔泰亚。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答案，但三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而且每种答案都直接、间接地依赖于交易成本概念。三位作者都首先排除了高交易成本阻碍产权安排的可能性，即高交易成本不可能阻碍分散制度的变化。他们认为，历经几个世纪，只要推动力很强，土地所有者总能发现一些机会来联合他们的土地，而且即使一系列微小的趋向联合的步骤也足以转化此制度。尽管在短期内交易成本很高，它也不会在长期内成为障碍，因此，若要解释为什么开垦者持续使用一种有成本的组织形式且牺牲农业产出，我们须从一些补偿性利益中寻找答案。

麦克罗斯基认为，分散化经营主要是用来解决风险问题的：即土地分成小块就确保农民不会承担庄稼全面歉收的风险。
(27)

 如麦克罗斯基所说，农民耕种不同类型的土地，并种植不同的作物就可使其资产多样化。如果生产太专业化，只种植一种作物并只使用一种类型的土地，可能会给生产者带来不可补偿的灾难。

读者也许会问，在一个典型三圃制村落里，生产条件的变化是不是足以使分散化经营获得稳定产量的优势呢？麦克罗斯基的研究主要针对英国的三圃制；他认为，那里的生产条件变化很大。英国典型的三圃制村落有两平方英里左右的区域。按他的证据，庄稼种类变化非常大，占有不同小块土地资源显然是有好处的。比如，“英国的冰雹平均宽度为200米到300米，它可以砸伤300米宽的庄稼地。”
(28)



平均来看，分散经营耕地的农民所获得收入要比成片耕作的农民的收入低一些，但因为分散耕作可降低收入的不稳定性，同此，厌恶风险的农民愿意牺牲一些产出来获得更大的确定性，尽量减少灾难性损失，从而增加他的福利。

麦克罗斯基认为，在缺乏较低成本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三圃制是克服风险的一种有效安排。高昂的交易成本一定完全排除了其他的保险形式。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分散化经营只可能使个别家庭户的产出和消费趋向稳定，但未能使三圃制的产出在整体上得到稳定，整体的稳定性只能靠村民的贮藏及村民间的交易来实现，而不能靠分散化和牺牲部分产出。实际上，麦克罗斯基也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所知的一种替代的保险方法是贮藏收获物。”
(29)



分散化是不是一种比贮藏收获物更经济的克服灾难的方法呢？在检验论据之后，麦克罗斯基认为，尽管我们并未详尽了解贮藏收获物的成本情况，但总体看它比分散化更昂贵。麦克罗斯基也讨论了贮藏成本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现代贮藏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原因最初来自于利息率的下降，“贮藏的绝大部分成本表现为利息率，也就是说贮藏1夸脱小麦，1个月的机会成本就是6先令”。
(30)



麦克罗斯基从收获之后的收获物价格中推导出贮藏的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每月都在上涨。贮藏可自由进行，因而贮藏的边际收益（上涨的价格）应等于贮藏的边际成本。麦克罗斯基粗略地计算出，英国农民由于分散经营会损失收获量的10％，而贮藏成本以年度计则可达收获量的三分之一。

如果麦克罗斯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英国的三圃制村落就是在利用有一定成本的分散化经营来替代成本更高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那个时代，高昂的交易成本既阻碍了资本、保险市场的发育，也严厉限制了从贸易中获得利益。
(31)

 直到今天，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分散化经营仍存在着相同的讨论。另外，麦克罗斯基还发现，自16世纪以来，技术进步减小了英国土地生产的不稳定性，从而降低了对保险的需求。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劳作是另一条自我保险的出路，在17和18世纪这类机会越来越普遍。
(32)



达尔曼（1980）是另一位研究三圃制的重要学者。
(33)

 他也借助交易成本来解决分散化经营难题，但他认为缺乏的不是保险市场，而是放牧权。

作为逻辑前提条件，达尔曼认为存在着一种放牧规模效益：单个放牧人能放牧全村的畜群。但存在着某些阻碍把畜群放在一起放牧的因素，这是因为进行联合放牧就把个别农民放置于一种策略性位置上：只要没有过分的条件，某些农民就可以拒绝参与共同放牧从而阻碍了全村的联合。解决的办法就是分散经营土地，这样单独放牧不可能进行，个别家庭户的策略优势也就消除了。

即使全村有联合的意图，单个家庭户与全村讨价还价的力量仍可能很弱。原因是，如果某个农民不参与合作，他的损失比其他参与合作的人大得多，则这个不合作农民对大家的威胁就基本不存在了。如果在最后一位村民参与之前，全村就几乎实现了放牧的规模效益，则最后一位农民参与放牧所增加的收益很小，但农民自己单独放牧却有很高成本。
(34)



第三位研究三圃制的学者是费诺阿尔泰亚。他寻求分散化经营的经济逻辑是从管理大型农场潜在的高交易成本入手的。费诺阿尔泰亚把三圃制村落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单位，里面存在着家庭户的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这次的症结在于劳动力的交易成本。在市场内的农业劳动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与麦克罗斯基和达尔曼的观点不同，费诺阿尔泰亚认为分散化经营代表着一种完全有效率的组织耕作的方法。
(35)



按费诺阿尔泰亚的说法，当村落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经济单位时理解三圃制的经济逻辑就很容易了。在这个大经济单位里，把家庭农业或独立农业经营者设计成基本的决策单位，可大大降低监督成本。我们明白监督成本是大规模农作中的重要问题。这种分散使农民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使监督多个农业工人小组的成本很低。集中于一点，各种伴随着共同所有权和分散经营的外部性问题，通过管制和集中管理都被内部化了。

在欧洲平原上进行大规模农业耕作依赖于那些规模大、形式多的农场所具备的经营能力。这些经营能力包括转移劳动力、调节其他可变投入要素，以及把这些要素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领域的能力等等。但是这些资源的最佳配置状况的变化是无规则的，降雨、温度及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了这些无规则变化。在费诺阿尔泰亚模型中，三圃制村落把大大小小的份地分配给每一位耕作农民，从而发挥了大块土地的生产优势，每小块土地都充分代表了好坏不一的土地质量。每位农民可利用他的可变投入，像大地产管理者那样做出相似的边际调整。

本节一再重复的一个定理是，经济组织不断进化以节省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只简述了麦克罗斯基、达尔曼和费诺阿尔泰亚三位学者繁杂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希望强调，只有用交易成本的方法才能把三圃制问题搞清楚。关于制度变迁的讨论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英国三圃制崩溃的情况。在1700年，英国大约一半的农村土地被圈起来，到19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土地被圈；这个过程伴随着近5000个议会法令和至少同样数目的自愿性协议。从1760—1820年的60年内，圈地运动达到高潮。
(36)

 三位作者都认同，不论最初三圃制有过什么样的制度优势，但到了圈地运动时，它就不再是英格兰农村可以存在下去的经济组织了。此后，重新安排土地产权出现了高昂成本，强制实施产权的成本也很高，如围栅栏等。这些成本表明，负担这些成本的人肯定预期能从这类投资中获取丰厚的收益或至少是正常的利得。

按拿破仑战争之前的英国价格水平计算（这场战争引起了通货膨胀），圈地成本大约是每英亩2英镑。1700年以后被围起来的土地达1400万英亩，
(37)

 “圈地运动的收益很高：每英亩2英镑的开支（这里忽略转移成本）可得到每年10先令的租金收益，即每年25％的收益率。”
(38)



而且许多学者看到，圈地运动中投资收益并不一定非要来自产出量的增加，收益也可能来自获得产权而得到的转移财富。一位作者说：“圈地运动（当所有复杂行动都考虑在内时），说白了就是一种阶级掠夺。”
(39)

 艾伦的计量研究支持了这种掠夺论。艾伦（1982）用计量方法研究了英格兰三圃制和围圈土地的实际投入及产出情况。他得出结论，18世纪英格兰围圈三圃制土地的主要结果不是提高了农业产出，而是重新分配了现存收入。
(40)



如果“转移财富”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掠夺者”来说，利用议会和其他政治制度实现围圈土地的成本，加上围栅栏和其他强制重新安排土地的成本，一定小于其他一切能完成财富转移的替代方法所消耗的成本。这里所说的其他替代方法，可以是正式的税收或各方之间的私下协议等，这些方法都可避免强制围圈土地所造成的福利损失。

最后，如果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三圃制作为一种组织确有过其相对优势，只是在18世纪初或早些时候才失去的话，我们应解释是什么原因最终损害了这种制度。达尔曼和费诺阿尔泰亚的解释认为，技术变迁和市场扩展扭曲了三圃制村落内部的决策过程。当技术变革来临时，在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中间达成一项最优化策略协议是很困难的，这样三圃制必然处于相对劣势之中。村落大经营单位被一种较小的经营单位所代替，这种单位可以随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较好的调整对策，这种经营单位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

7.4.2　农业分成租佃制和混合契约

分成制或分成租佃制是一种地主把土地租给耕作农民而收取一部分谷物的传统农业组织形式。地主或许也提供其他投入物，包括经营才能，或者由佃农提供除土地之外的所有投入。

分成租佃制是另一种看起来效率较低却一直存在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们长期认为，分成契约效率低于工资契约和固定租金契约，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也包括在这些批评者中。当代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停滞与在他们农业中盛行分成租佃方式联系起来。
(41)

 许多非常贫困的农业社会似乎宁愿牺牲产量而不引入新的契约形式，比如工资劳动力契约。

在传统的分析中，分成租佃形式的矛盾可用图7.3来阐明。图7.3表明当地主面临外部租金额r
 和外在工资率w
 时，他有多种选择。如果地主决定以工资率w
 雇佣一个工人（或亲自耕地的话，每小时机会成本是w
 美元），他会不断增加劳动力使用（模型中唯一变化的投入要素），直到劳动力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相等为止，地主实现了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在被雇工人工作L
 2
 小时那点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那里，土地租金等于图中区域［A
 +B
 +C
 ］，而工资额（明确的或隐蔽的）等于［D
 ＋E
 ＋F
 ］。

[image: ]


图7.3　新古典模型中分成租佃制的无效率

地主也可以向佃农出租土地而规定吸取产出总量的一部分r
 ，一个寻求最优化的佃农会延长工作时间直到其劳动力边际产出［(1－r
 )əQ
 /əL
 ］等于工资额（佃农的边际机会成本），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相等。在图7.3中，现在均衡的劳动投入时间变成L
 1
 小进，从先前L
 2
 降到L
 1
 小时，相应的产量下降了［A
 +B
 +C
 +D
 +E
 +F
 ］－［A
 +B
 +D
 ］=［C
 +E
 +F
 ］。注意，佃农在L
 1
 的边际产出品比边际成本w高出YX
 ，这就说明分成租佃契约安排破坏了新古典中产生效率的边际条件假设。分成租佃制也造成了全社会的净产出损失，此损失等于三角形C
 。

我们注意到，在自耕或工资契约条件下，地主的租金收入是［A
 +B
 +C
 ］，使用分成租佃契约时则下降到B
 ；佃农劳动L
 1
 小时获得［A
 +D
 ］，工资工人劳动L
 1
 小时只收到D
 部分。张五常（1968）在其早期研究成果里指出，分成制所带来的经济结果不能代表长期均衡。
(42)

 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地主必定会避开租金较低的契约安排。相似地，使用分成契约的佃农比使用工资契约的工人获得更高报酬也只代表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均衡状况。土地市场也是不均衡的。这样，分成制中的劳动力就有动力继续租用更多的土地，直到土地边际产出等于零。这样做是因为分成制者不仅不会有额外损失，他的收入反而还会增加［(1－r)əQ
 /əH
 ］，这里H
 代表佃农租用的土地总数。
(43)



张五常（1968）认为，均衡的契约形式通常有几个维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契约结构看成是内生的，则分成租佃制给新古典经济学带来的困惑可迎刃而解。在1968年的文章中，张五常认为下列结构性变量都是内生的：租金份额r
 ，每位佃农的土地数H
 ，佃农提供的劳动数L
 。在他的模型中，实现r
 、H
 和L
 均衡量的条件是，在分成制契约和工资契约两种情况中，地主和佃农的净收入应相等。

张五常的结论是以假设零交易成本推断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图7.3来解释这个论点。假设土地的均衡数量H
 已确立，张五常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佃农必须承担工作L
 2
 小时的契约规定工作量（而不是他偏好的L
 1
 小时），地主的租金比例r
 必须调整到三角形F
 与A
 相等时为止（变动［(1－r
 )əQ
 /ər
 ］线的斜率）。这样佃农在分成契约下的收益［D
 +E
 +A
 ］就等于工资契约下的收益［D
 +E
 +F
 ］。另外，两种契约所得到的总产出是相等的，而且总产出中地主所占份额也是相等的。以上这两种契约形式与第三种形式固定租金契约也等价，固定租金契约的均衡租金为［A
 +B
 +C
 ］。

上述张五常模型（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说明，分成契约不可能是非理性的或低效率的。但上述关于不同的契约形式能产生相同结果的证明，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有些类型的契约被采用了而另外的则被舍弃
 ，甚至也算不上是提出了有关契约的理论
 。契约理论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张五常（1969b）把此论点讲得很明白：“选择契约安排形式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约束的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44)



让我们先考虑风险。
(45)

 土地产出量发生变化主要是外部因素如气候状况等变化所致，这是耕作者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不确定性的根源。契约安排不可能消除这种剧烈变动，但可以转化这类风险。在保证获取固定工资的工资型契约中，产出量剧烈变动的风险注定一开始就归于地主一方，而在固定租金契约中，变动引起的风险与佃农息息相关。分成契约则使双方分担了风险。

我们已说明，农户对风险的看法取决于他们的贫富程度；而个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影响了对契约的选择。
(46)

 一个非常穷困的农民几乎不能承担风险。举例来说，如果农民的平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需求，如果遇到一个坏年景，则产出量即使比正常状况偏离一点点，就可能带来饥馑（假设高成本阻碍了贮藏和保险）。这种境地中的农民就倾向于避开含有确定租金的租佃制。如果我们考虑混合契约，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比如在固定租金契约中又含有一项保险条款，规定出现坏年景时地主可豁免一些租金。同样，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一些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中，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往往比普通农民干得更出色些，所有他们常乐于接受固定租金契约，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经营优势。

希格斯（1973）曾发展了这样一个模型，他揭示在一个农业社区中，风险水平的变化能影响契约形式的相对重要程度。
(47)

 希格斯推导出租金混合（rental mix）与风险水平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在这里他假定地主和佃农总是有不同的风险厌恶倾向。比如与地主相比，佃农更厌恶风险时，则风险越高，分成租佃制就越重要，而固定租金形式的契约重要性就差些。

人们可把工资给付和固定租金给付因素结合在同一张契约中来分散风险。斯蒂格利茨（1974）证明，一项混合契约完全可以像一项纯粹分成契约那样分散任何水平的风险。所以他总结认为，单单风险一说不能完全解释分成租佃制存在的原因。
(48)



一些批评张五常（1968）分成制模型的人认为，张五常的模型不现实，因为保证佃农工作L
 2
 小时而不是L
 1
 小时的强制成本可能很高。但这正是张五常在其最初的文章中所得出的论点。这里应该记住，引入强制执行成本对所有形式的契约都会发生影响。比如卢卡斯（1979）曾指出，在工资契约中同样存在强制执行成本。
(49)

 通过假设监督的边际成本随雇佣劳动力的增长而不断上升，卢卡斯正式确立了分成制与其他契约形式之间分配使用土地的均衡条件。
(50)

 简单地说，交易成本是解释农业中不同契约制度安排的关键变量。

7.4.3　对农业中契约混合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农业中的契约结构既很复杂又变化多端，甚至同一个农场中都会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契约。我们可从美国的数据中找到例证，早在1880年人口普查局就在十年一次的普查中开始询问有关农场经营契约形式的问题了。阿尔斯顿和希格斯（1982）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到底了解多少内战以来南部农业中的契约混合问题？”
(51)

 他们的考察说明，至今人们尚无能力来预言契约内容的变化，但人们仍然在预测契约混合跨时空的边际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最成功的解释变量就是代理人、代理权，用它们可说明订立契约所出现的各种成本。

从理论上推导农业中具体契约结构及对这些理论推导进行实证检验，是一件很复杂甚至无法完成的工作。我们着重考虑以下五个要点：

1．一个最优化的契约会包括分担风险问题；而分担风险的方案取决于契约各方相对的风险厌恶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这些风险与谷物生长、技术使用、地理区域、土壤类别、投入产出品的市场等都有关。

2．这个最优化契约取决于劳动力所有者的经营能力，也取决于劳动者掌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受到财力的限制。

3．土地所有者必须考虑到耕作者提前中止契约的可能性，如收获季节劳动力需求很高时。利用不同的契约形式把工人与耕作的土地联结在一起能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如等到收获之后再发给工人工资。

4．供给土地一方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的方法是：保证土地产生最大的净收入流，并且尽量保护资源免遭滥用而降低价值。

5．如果其他多种资产如耕作畜力、肥料、种子和农场机器等由地主提供，就需要投入大量监督，而且极有可能存在监督的规模效益。比如地主监督着土地及其他资产使用，后来他又监督劳动者的劳动，则这种新添监督的边际成本必然会降下来。
(52)



虽然存在着多种复杂性，但我们仍可研究一个或多个变量发生变化对契约的混合所产生的影响
 。阿尔斯顿和希格斯（1982）曾检验了一些与契约结构内的边际调整有关的假定条件。例如，他们证明：1）与分成租佃契约相比，土地价值越高使用工资契约的次数就越多；2）与固定租金契约相比，土地价值越高分成租佃契约出现的次数就越多。按阿尔斯顿和希格斯的说明，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价值较高的土地资源需要的监督也较多，而监督劳动力的额外成本就相对低些，因此人们常采用的契约就是那些相对密集的监督劳动力的形式，而土地所有者会避开与分成契约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在图7.3中展示。正如我们会预期的，阿尔斯顿和希格斯证明，当劳动者掌握大部分耕作农具时，就会出现相反情况，即劳动者掌握农具越多，则固定租金契约的出现频率就越高。

土地面积扩大，监督的边际成本就会上升。这里假设可靠的监督者供给是无弹性的（如家庭成员）。阿尔斯顿和希格斯（1982）找到证据证明，工资契约形式的重要程度与土地面积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土地面积越大，使用工资契约的机会就越少。

在1930～1960年期间，美国最南部租佃制迅速被工资契约制度取代。阿尔斯顿（1981）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农业机械化，这一变化跨越时间延伸到南方10个产棉州。
(53)

 按他的理论，拖拉机的使用在许多方面降低了监督成本，并使租佃制契约相对地失去了吸引力：

因为不存在随意性，所以同一类机器的运作实绩是完全一样的。一旦采用拖拉机的机器力，生产的标准化就产生了。因为劳动成果的变化性很小，所以雇佣拖拉机就容易度量劳动力投入量。用丈量被耕作的土地或度量拖拉机耗油量的办法，地主可轻而易举地监督拖拉机和投入劳动力之间的组合，而监督畜力和投入劳动力之间的组合就困难得多。
(54)




 7.5　交换体系中的货币

在本章我们通过检验三个领域内的市场习惯做法阐述了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这三个领域是：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农业土地市场。在本章最后，我们考察货币市场。

对于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地位、作用，经济学家未曾有过一致看法。在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的模型中，货币不过是理论结构中的一个知识附属物，即使当一般均衡模型考虑进风险时（阿罗—德布鲁多样性），经济学家也未分析过货币存在的原因。
(55)

 但货币经济学家却很早就明白了，在个体交换中，货币的有用性体现于它使使用信息经济化。实际上，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历史根源，就存在于非传统的货币理论文献中。下面我们会涉及其中的一部分。

早期阶段，经济学家在思考货币使用时，一般通过分析不同交换制度下的交易成本来解答有关问题。最基本的交换模式是自发的易货贸易。
(56)

 尽管从亚当·斯密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正统经济理论中解释货币生产性作用的论述尚不全面。在这一节，我们只能概述在具有交易成本的交换体系中货币作用的大致轮廓。

7.5.1　定义

交换经济资源的所有权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家庭消费是半自给自足的，那么这样的社会交换规模一定很小，但即使在原始农业社会中交易也存在。另外，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政府不向它的臣民征税，征税意味着把稀有资源转向政府；而作为回报，政府授予臣民确定的公民身份和其他合法权利。

我们把引导权利转移的这种安排称作交易系统
 。一个交易系统由法律、法令、传统习惯及各种促进给付的手段、工具所组成。绝大多数经济类型都包含几个平行的交换系统。每一种交付方式
 即是实现交易的一种方法，一旦交易结束，任何一方都无权进一步索取给付。

古典教科书中常提出挨冻的面包师和挨饿的裁缝的例子。这两个人交换了面包和衣服，那么这两样东西就充当了在两者间完成权利交换的给付工具。面包师也可以用面包换小麦再以小麦换衣服的方式获得衣服，以此拉长交易链
 。在这个例子中，面包师购买小麦的目的是重新卖出它，用它来充当交易链中间接的联结环。绝大多数交换系统都以这种直接和间接的物品流为特征。

在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中，人们看到某些特定的资产、物品、经常充当间接的联结环，频繁地出现在交易链中。我们称这些资产、物品为交换媒介
 。如果一种交换媒介同时又是一种支付手段，我们就称之为货币。从实际情况看，在大部分亚洲国家里，小麦充当了几个世纪主要的交换媒介和货币。

7.5.2　货币的服务作用

迄今，经济学家们仍把货币看成是另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并考察由大量货币所带来的服务流量，这种做法是恰当的。让我们一开始就假定，对货币的需求部分源于出现了与生产专业化有关的收益。如果人们没有从生产专业化中得到一定好处，或人们同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从事专业化活动，那么交换媒介就没有必要存在。而且，甚至在一个复杂的交换经济内，只要信息是无成本的，交换媒介也没必要存在。在一个信息可自由获取的模型中，只要代理人可以通过多边结构方式来安排账户，即使出现一系列的间接交易也不会引起什么问题。这种间接交易可这样表述，代理A向代理B转付商品X，作为报酬，A从代理C处得到商品Y，代理B要向C偿付债务。

正信息成本限制了从贸易中获取利益（甚至会把潜在收益降为零），同时，含有间接联结环节的交易链也因交易成本而出现了。相对迂回交易方法和易货贸易方法，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到间接物流可以产生利得。在以上例子中，面包师需要衣服、裁缝需要面包，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相巧合。如果商品是不可分的，交易也会出现困难。

设商品数量等于N
 ，如果每个商品与其他（N
 －1）种商品交换，就会有（[image: ]
 N
 ）（N
 －1）次流动。我们已指出用一种商品作计量单位，则交换次数就降为（N
 －1）次。对重量、高度或温度的度量实行标准化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与上述信息成本降低的意义相同。
(57)

 另外，一个人可以想像出一种会计单位，但它不同时是一种支付手段（比如英国畿尼
(58)

 金币），或某种经济使用一种共同的价值单位而不依靠专门的给付手段。虽然历史证据表明，一个通用的支付手段常常也是一种有效的计价单位，我们还是需要对间接交换作一个单独的解释。

布鲁纳和梅尔策（1971）分析了交换经济中货币所提供的服务作用，他们的解释可能是至今最出色的。在他们的模型中，面包师在寻找用面包换些衣服时有两种选择：第一，为了直接交换而花费一定成本来搜集信息，即了解某个地区裁缝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口味，他们制作的衣服质量及对面包的需求，或用经济学语言来说，面包师可以试着发现裁缝实际的面包需求曲线和他们实际的衣服供给曲线。
(59)

 搜寻工作需直接投入时间和其他资源，也有各种等待成本，如贮藏商品成本及推迟欲望满足的代价等。

其次，面包师可以在他的交易链中加入间接联结环，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有关质量信息，降低以面包计量的衣服预期价格，并减少价格变动。当然间接交换也有各种等待成本及其他类似成本。可以看到，随交换环节的增加，交易成本也增加了。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某些商品往往比另外一些商品更易充当交换联系环节。解释由货币所提供的服务理论必须说明这个现象。布鲁纳和梅尔策（1971）曾解释，有些资产或商品的边际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如果人们越多地交易同一种资产，有关成本就下降得越低，最终绝大多数交易者所面临的交易成本结构是可比较的（即在交易者中间交易成本不再随意分配变化）。一旦买卖双方作出某些安排来降低不确定性及改善期望价格时，某些商品就开始充当专门的交换媒介了。

布鲁纳—梅尔策模型没有考虑生产（除了信息的生产），同时它假设每个交易者都拥有一份最初的资源禀赋。现在交易者在追求最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择范围很广：“他的问题是，在挑选最优的一组商品或在确定消费计划时，如何找到一个最优的交易结果并确定最优的信息成本该是多少。”
(60)

 这个模型说明在同一个经济中可能同时存在几种交换体系。

尼汉斯（1969、1971）同样也分析了货币在市场交换中自发出现的问题，把这种自发出现看成是最优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扩展基本的新古典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使其包含各种交易成本，
(61)

 而这些交易则以各种商品和交易者的特征为基础。假设交易成本与交易量成正比，依照转换成本按比例增长的思路，我们把交易成本纳入模型。交易成本类型不同，尼汉斯模型所得到的给付体系就不一样，有些是货币型的，有些是非货币型的。

比如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交换媒介。模型显示，总存在一个与这个交换媒介有关的交易成本比例，有时这个交易成本非常高，以至于用直接易货贸易来替代间接交易反而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在使用货币的交换中，交易成本不断增加就会最终消除货币。相似地，所有交易成本的普遍提高会降低市场交易量，并最终使人们只在消费他们自己的资源禀赋时才可能达到最优化，贸易就将中止。走向另一极端，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模型转变为特殊的情况：基本新古典体系。从新古典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尼汉斯模型“对易货贸易和货币性交换的选择，在货币性交换中选择不同的交换媒介，这两种选择从经济上看没有差异。因此新古典体系不可能明确分析货币化问题及货币所提供的服务作用。”
(62)



尼汉斯（1971）还考虑了假设一种M商品能使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人们看到，使用其他任何商品作交换媒介都是低效率的，M就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M最终转化为货币），而且直接的易货贸易总是次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

最后尼汉斯（1971）和布鲁纳—梅尔策（1971）得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职业商人和中间人可以替代分散的信息；而且单从分析角度看，商人和中间人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货币等交换媒介所起的作用。

7.5.3　消费者信任和货币信誉

尼汉斯和布鲁纳—梅尔策没有专门考察是什么原因降低了某些商品充当货币时的交换成本，但根据常识至少从商品货币来看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这种商品的特质特性易于度量；二是这种商品在不同转卖市场上的预期卖价较稳定，变动性小，这样它作为货币所出现的交易成本就较低。

克洛尔（1969）认为，许许多多商品都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物理特征（如可携带性、不损性、同质性、不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而选择通用的媒介物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决策。用克洛尔自己的话说：“在被选作‘货币’时，商品本身的专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起作用的是由习惯和法律所组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促进个人可有效地进行贸易，如果这些人遵循一定规则的话……”
(63)



克洛尔没有忽视历史上及史前时期交换媒介的自发进化过程，但他认为每个地方成熟的交换制度都依赖于法律的和制度的约束规则，这些规则批准交易媒介并降低使用法定交换工具的成本，除此之外，它也提高了在交易过程中使用交易媒介这种活动的成本：“一种货币经济的特征是，有一些商品……被否定了充当潜在的或现实的支付手段的作用。用一句格言来说即是：货币买货物
 ，货物买货币
 ，但货物不买货物
 。”
(64)



但是也许上面的论述夸大了社会习惯和政府对货币市场的掌握程度。
(65)

 一笔钱是一种持久商品，它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流。虽然许许多多商品都是耐久商品，但克莱因（1974）认为，如果这些商品所能提供的实际服务不是未来效用供给的函数，则它们与货币的本质是不同的。货币供给增长而消费者并不期望如此，目前货币持有量所能带来的服务流量很可能会大大减少。相似地，如果其他人都认为货币没有价值，则一位消费者的货币无论是在交换中还是在存贮中都无法提供服务流了。即一个货币单位的名义价值取决于它的转卖价值。打个比方，生产者提高了他的生产供应量，所生产的电冰箱制冷设备功能不会变化，只是电冰箱的转卖价格可能降低了。

人们使用货币，会不断调整实际货币拥有量，以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我们可以用名义利息率和货币资产收益率的差额（i－r
 m
 ）来计量货币所提供服务的边际机会成本或价格。从实际条件看，货币需求是（i
 －r
 m
 ）的负函数。但这还不够，货币需求还是β的正函数，也就是使用者对货币的信心与货币需求成正比，而且从货币角度来看β
 与一般价格的预期变化成反比。如果货币使用者坚信他能正确地预测到以这种货币计量的价格变化，则β
 的值就很高。如果同一经济体系中使用几种货币，而且对每一种货币而言，（i
 －r
 m
 ）的值相同（掌握这些货币的机会成本是相同的），那么信任度较高的货币（高β
 ）会把信任度较低的货币驱逐出经济系统。
(66)



我们知道，要想了解货币供应者的未来行动状况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提供和获取有关货币资产信誉的信息也具有成本。人们可以依赖有限的物质供应，依赖商品货币来获得信心，如黄金，它的供给在自然界很有限。另一种方法是保证在人们需求时获得可转化性，即可按固定的交换比率把一个货币符号转化为一种商品并同样能以这种商品作贮备。一种商品充当交换媒介的社会福利损失是这种商品不作其他用途的损失，比如黄金可用来补牙。符号货币一般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用途，但是，往往会产生对符号货币的消费信心的成本超过使用黄金等商品货币的机会成本。

符号货币是一种典型的经验型商品，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已提到经验型商品的概念：即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理特点能告诉人们这种货币提供什么质量的货币性服务；而且除非供应者大量投资于该币种的信誉资本，人们不会接受这种货币，因为这种信誉资本在消费者看来是附属担保品。在没有后备金的不兑换货币中，通过过度发行欺骗消费者而能得到的潜在收益非常高。这就说明，向信誉资本进行大量投资是很必要的。然而，人们尚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直到最近还有许多国家引人无后备金的不兑换货币。
(67)

 但显然这样的假设不是没有道理的：近来出现的不兑换货币与产生消费信任感的成本降低有关。

7.5.4　货币的竞争性供给

历史上曾有大量政府干预货币业的记录。针对不兑换货币，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干预是必要的，因为符号货币的竞争性供给以自由波动兑换率展开将导致价格水平不确定，并促使不兑换制度退化为商品货币制，即足值纸币制。
(68)



克莱因（1974）从信誉资本角度考察了这些讨论。他得出结论，只要满足一定条件，竞争性的货币业就不会因过度发行而退化。第一，每一种货币的信誉易被消费者认识；第二，货币业的企业和货币使用者必须做出相同的估算，分别估量由于企业通过过度发行欺骗使用者而得到的潜在收益的大小。在均衡状况下，发行企业所获利润流应等于企业放弃过度发行的机会成本，即企业通过不断建立货币信誉而不是一次性地欺骗获利的方法来平衡收益，后者必损害企业信誉。
(69)

 对企业行骗得到的利益，如果消费者的估值不如企业本身的估值大，则纸币过度发行、符号纸币无价值等现象就易于出现了。

哈耶克（1976）曾主张过货币非国有化和实行通货供给私有化。他相信私人生产者的自我利益会引导他们保护他们的货币信誉并把货币的价值保持在更稳定的水平上，他认为私人有可能做的比中央当局在本世纪前半世纪已做的好得多。
(70)

 我们可以研究私人发行通货的历史情况，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此来评论哈耶克的上述建议。有两个历史事实常被支持和反对自由银行制度的人们所引用：18世纪和19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事实。
(71)



金（1983）评论，1838～1863年纽约州自由银行体系的实践表明，私人货币体系不一定会带来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种种灾难。
(72)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纽约体系既非“自由的”亦非“无管制的”，因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纽约，私人银行的票证（钞票）以美元命名，一个美元又标明特定的黄金含量，所有的银行券都可以固定的比率兑成黄金。政府印刷和注册银行券，要求循环的银行券由基金保证，而且把合格的证券定出等级，政府充当证券保管人。银行必须按规定持有最低限度的特别储备保证银行券流通。
(73)

 这里我们不打算评论赞成或反对私人货币和银行体系的论点，但显然“经济学家对完全的私人货币体系知之甚少”
(74)

 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

7.5.5　对交换体系的选择

为什么货币可以自发出现在交换中？这样的理论问题与研究政府在引入货币体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论及实证是不同的。货币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它可以降低统治者行使权力时的交易成本，如用货币代替实物交税可以扩大统治者和他的军队的机会束，而且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可以有效地降低度量税基的成本和度量货物税的成本。

符号货币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信用，而信用与国家权力有关。早期许多国家被迫抛出更多的贵重铸币，部分原因是统治权不稳定，而且国内铸币面临外国铸币的直接竞争。随着现代国家政权的兴起，符号货币越来越得到普遍使用。国家建立起防止货币相互替代的法律的和税收的边界，税收的总水平也被抬高了，税收可以用政府货币来支付。稳定和权力似乎孕育出了不兑换货币。
(75)



克莱因（1974）认识到，一个政府过度发行货币会导致其通货信誉资本衰竭，但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潜在税收。在特殊时期（如战争）常规税收偏低或收取太慢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很有用。此外，一国政府往往乐于以高流动形式掌握他们强制征得的资本。
(76)



交易成本不仅与资产物品的特征有关，与对各种品牌的投资有关，也与个人特点、包含着许许多多商人活动的社会网络有关。
(77)

 在所有各种交换中，有很大一部分交换不完全依赖于专门的支付手段，甚至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情况也如此。比如，在家庭里、在寺庙中，交易就不经过专门的支付手段。在这些群体中每一位成员有确定的（社会性的）角色，这种角色规定了他的权利和义务。

古德哈特（1975）指出，一些企业内部经理直接调用资源而不是每次分别给付，这样的交易与上述情况相同。现在看这个说法有些误入歧途。雇主购买一种权利，比如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权，每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就不再分别计价付酬，因为高昂的度量成本阻止了分别付酬的做法。又如，一名妇女雇佣承包商替她建一所房子，确定房屋的详细规格必须取决于原材料的购置及原材料的价格，同时这位妇女对内部设计认识的提高，即她是否可以鉴别一些选择方案，也决定了何时确定房屋的详细规格。应该说这样一类性质的长期契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货币的使用。

在政府限定的范围内选择交换体系，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考虑获取交易伙伴信息的成本大小及保证执行契约的成本大小。所有陌生者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有极高的交易成本，只有双方交易的是易于度量的商品或双方使用一种专门交易媒介（这种媒介的价值不受持有者影响），这时贸易才可能开始。除非交易者拥有可信的关于买者的信息，否则交易者不会接受交换中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工具。并且一旦人们意识到，欺骗性地使用无价值工具会失去他原有的含有价值的信誉，则在交易中使用信用作媒介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可以设想，当商业网络紧密时，当获得贸易伙伴财务状况的信息成本很低时，当管理者实施惩罚的费用也很低时，而且当在一个群体内失去信誉的成本极高时，多边易货贸易就有可能比利用专门交换媒介的交换机制还有优势。总之，我们常常可以发现
 ，在同一种经济中存在几个并行的交换体系
 ，原因就在于从交易成本角度看
 ，参与交换的每个个体和各种交换物都是不同的
 。

技术创新带来了给付机制的革命化并大大降低了获取有关贸易伙伴及其他信息的成本。比如，印刷技术的发展已使纸币成为更可靠的支付工具，照相技术的发展使个人身份证更加可信并促进了个人支票作为交换媒介的使用。通讯技术降低了建立银行存款方法的成本，并使引入信用卡成为可能。人们知道，信用卡是另一种创新，它大大降低了把银行存款转化为现金所出现的信息成本。
(78)



在第六、七章，我们通过考察要素市场（该市场引起企业的诞生）的契约，农业中的契约及强制性劳动力的契约，研究了不同市场内契约安排的逻辑。我们集中分析交易成本对契约结构的影响，而且我们通过理性选择假设和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假设导出了这样的结论：以一定的技术状态、产权体系、交易成本为约束条件，个人将寻求能导致他们联合起来的价值最大化的契约安排。

在下面三章，我们着重研究以上约束中的一个——产权结构，并考察政府在形成制度结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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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ndon：Macmillan.


(76)
  克莱因（1974），［前引书，注(64)］，第449页。


(77)
  古德哈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古德哈特（1975），［前引书，注(74)］，第5—9页。


(78)
  接着古德哈特（1975），我们把个人支票定义为一种交换中介物但不是（最终的）支付手段，因而不是货币。支票可以促进交易进行，但最张支付的形式仍是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



第四篇


解释产权


 第八章　产权的起源


 8.1　概述

政府可以通过重新界定产权结构影响社会的净财富量，也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规定度量标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这一目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所控制的竞赛规则对于决定经济是持续增长还是陷入停滞不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府为什么在有些时候会制定一些对经济增长不利的规则呢？尽管对于统治者集团的效用函数我们还所知甚少，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统治者集团偏好于本国的经济衰退或对此漠不关心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这一结论的成立与我们所设想的政府类型无关，不管它是一个契约型政府还是一个掠夺型政府。例如，对于一个通过征税使自身财富最大化的掠夺型政府的统治者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定会尽力使它征税的对象——国民收入最大化。通过更明确地界定产权和降低租金耗散（dissipation of rent），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会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拥护，因为这样可以同时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社会之所以没有实现这种促进产出增长的产权结构调整，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已提出了关于科斯定理的更宏观的解释：如果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交易成本都等于零
 ，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受政府类型的影响
 。但是
 ，如果存在正的交易成本
 ，那么一国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制定规则的制度结构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菲吕博腾和佩杰威齐（1972）在他们那篇著名的关于产权理论的考察报告中强调指出：“缺乏政府理论的产权理论是不完整的。然而不幸的是，目前仍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
(1)



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布坎南、麦基恩、尼斯卡宁、图洛克和诺斯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并特别提到了诺斯1972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诺斯试图用效用极大化的模型解释为什么“政府经常会利用一些缺乏效率的产权交易谋利（例如，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颁发经营许可证），进而损害了经济的增长”。
(2)



尽管从1972年至今，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关于产权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依然是新制度经济学最薄弱的环节。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准备回顾一下近期试图将约束经济交易主体选择行为的规则和规则制定的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研究的进展情况。在第八章，我们建立一个不需要明确地预先假定政府与政治过程的模型来解释产权的起源。第九章研究无政府社会和国际领域的社会结构、交易成本和产权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在第十章同时研究在独裁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

第八章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原始产权理论”（naiv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和它在一些领域的应用。这一理论通过比较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众人分享产权的内部治理成本来解释排他性权利为什么被确立或没有被确立。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模型，费尔德（1986）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排他性权利的产生，以及从社区所有的排他性权利向私人所有的排他性权利的演变。我们将讨论这一模型的各种应用，例如，如何用它解释北美印第安部落间排他性权利的产生、美国边远地区产权的演变以及远古时期农业的出现。我们还将用这一模型讨论尽管存在租金的耗散，仍然存在“自由使用”（open access）的情况，例如现代经济中的捕鱼业。

然后，我们要强调，由于未考虑政治因素和财富分配因素，用这一模型解释产权的产生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为此，我们会引用加里·利伯凯普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许多美国产业部门的一般产权要素的产生。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
 ，通过引入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的压力团体理论，扩展了原始产权理论。最后，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有关寻租理论的一些文献。同时力图将它纳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8.2　原始模型

麦克罗斯基（1985）指出：“在本世纪初期，美国的制度主义学派和德国的历史学派指责现代经济学缺乏有关财产起源的理论，从而不能真正地理解长期的经济发展，在当时这种指责是正确的。”
(3)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学者开始使用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财产的起源问题，以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将这些早期的理论称为原始产权理论
 ，因为他们在研究排他性产权的发展时，并没有建立有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模型。

德姆塞兹1967年发表了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这篇文章是原始产权理论中的经典之作，
(4)

 他的主要论点是：

当内在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将外部性内在化。内在化的动力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辟和对旧的不协调的产权的调整……在社会偏好既定的条件下……［对于私人所有还是社会所有的偏好］，新的私有或国有产权的出现总是对应于技术变革和相对价格的变化。
(5)



德姆塞兹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加拿大北部印第安部落土地私有权的产生。在18世纪早期，这些印第安部落之间通过划分狩猎区的方式逐步确立了获取海狸的毛皮的排他性权利。
(6)

 在此之前，印第安人猎取海狸获得肉和毛皮只为了自己消费，排他性权利并没有出现，因而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为零。随着毛皮贸易的发展，需求的增加大大刺激了狩猎活动，这就要求增加保护资源的投资（例如对野生动物的驯养）以实现财富现值最大化。但对资源的最优化利用需要对狩猎者的行为加以一定的控制，在没有排他性权利的条件下，野生动物的私人价值为零。正因为排他性权利的确立可以提高社会的净财富量，所以印第安人才有了确立这一权利的经济激励。

德姆塞兹（1967）进一步指出，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部落之所以没有发展起相似的产权，是因为建立私有狩猎区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而收益较小，在那里没有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海狸，平原动物都是一些活动范围很广的食草类品种。
(7)



麦克马纳斯（1972）在德姆塞兹（1972）之后对于与北美皮毛贸易有关的印第安部落排他性产权产生的问题又进行了很重要的研究。
(8)

 麦克马纳斯发现：“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毛皮贸易的历史学家都指出，在毛皮贸易兴起之后，这一地区的海狸数量急剧减少。”
(9)

 但是德姆塞兹的理论却认为随着排他性权利的出现，海狸的数量会趋于稳定，甚至还会有所增加。麦克马纳斯还提供了另一个有关的证据：哈德森湾公司（Hudson Bay）曾经是皮毛的唯一买方，它为维持海狸的数量曾承担了费用。而根据我们的理论，当狩猎者拥有了自己狩猎区的排他性权利之后，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10)



麦克马纳斯所提供的证据还表明，在皮毛贸易开始之后，并没有出现相对价格和技术的变化，根据德姆塞兹的理论，这应该导致印第安人恢复公有产权。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些矛盾？产权的确立为什么未能保持海狸的数量？通过更细致的产权结构研究，麦克马纳斯发现了其中的答案。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人狩猎者一般聚集为一个小的部落，“部落的成员有权阻止其他部落的成员从他们的领地取得肉或皮毛来出售，但是他们无权阻止其他人猎杀海狸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说，在印第安社会中，“直接消费的权利是大家所共有的，只有用于交换的权利是排他的。”
(11)

 由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个很不确定的环境中，经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共有的猎取海狸用于消费的权利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麦克马纳斯称之为乐善好施型的排他性权利。这种社会保险制度并非是没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表现为“不负责任、懒惰以及海狸资源的耗竭……”
(12)



麦克马纳斯还指出，这种乐善好施型的产权界定方法降低了用于交易的排他性权利的界定成本。如果这种界定成本的降低和保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关的成本（假定不存在其他成本更低的保险方式），那么这种特定的产权结构就实现了财富的最大化。

安德森和希尔（1975）进一步扩展了原始产权模型，增加考虑了界定排他性的成本因素，并用它来研究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大平原的土地、水和牛的排他性权利的演变。
(13)

 他们使用了一个图示模型，包括用于界定产权的投入的边际成本函数和边际收益函数，并分析了影响这两个函数的关键参数的变动情况。该模型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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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排他性行为均衡数量

图的横轴表示界定和实施（排他性权利）的行为，例如修筑围栏。界定排他性权利的投入品的价格降低或界定排他性的技术改进（如1874年出现的有刺铁丝网）使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增加。边际收益函数则代表对排他性的需求，当一种资产价值上升或外界侵权的可能性增加的时候，曲线向右移动。

居住区犯罪率的上升往往使锁、防盗铃、看爱狗比以前有更大的价值……除犯罪率外，房门被窃的概率还受到诸如人口密度、文化和道德水平、新制定的规则以及制度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4)



安德森—希尔模型代表了原始理论的较为典型的特征：关于产权的决策制定仅仅与私人的成本、收益相关。这一理论并未涉及搭便车等影响团体决策的问题，也没有涉及政治过程。这一模型比较适用于政治过程相对不重要的情况，例如，美国西部平原的开拓者，由于各种原因，很少受到集中于美国东部的决策机构的影响，“从而各种选择机会大大增加，其中包括自愿的地方协议和无须用法律界定的制度等等”。
(15)



原始产权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远古时期各种产权制度的演变研究。例如诺斯和托马斯（1977）和诺斯（1981）就用这一理论“对于史前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人类从狩猎和采集向定居农业的演变被后人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
(16)



诺斯—托马斯模型的外生变量是人口压力。在动植物相对丰裕的条件下，确立这些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成本大于收益，因此，自然资源被作为公共财产。当人口相对于不变的自然资源增加的时候，部落间的竞争增加了，自由狩猎导致了狩猎的规模收益递减；在边际上，定居农业逐渐比狩猎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生产需要支付确立排他性权利的费用。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第一个定居农业社会是建立在排他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部落内的成员则拥有同样的权利，在每一块公地上，传统和习俗限制了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

第一次经济革命发生在1万年以前，从定居农业的出现一直到罗马帝国的衰亡历经大约8000年。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了100万年，也就是说，农业出现以前的历史占据了整个人类史的99.3％的时间。诺斯和托马斯（1977）指出：

单就将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从狩猎和采集转变为定居农业这一结果而言，第一次经济革命并不能被称为一场革命。它之所以能被称作一场革命，根本原因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对人的激励，这种改变来自产权制度的变革。在资源共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对于获得超常技术和学习的激励，相反，排他性的产权却能够给所有者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能力的直接激励，或用基本的术语说，它要求更多的知识和更新的技术。正是这种激励的变迁，使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缓慢的原始狩猎和采集经济之后，在最后的1000年，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17)



费尔德（1986）给原始产权理论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说明。他把重点放在确立排他性的费用上，并且加入了一个新的成本变量——内部治理成本（cost of internal governance），这一成本随着排他性权利的分散而增加。
(18)

 产权包括许多方面，但费尔德的模型注重于排他的程度这一点，它包括从资源共有到完全的私人排他性所有之间所有可能的类型，产权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希望实现净财富额的最大化。

费尔德假设，有N
 个人或家庭拥有R
 单位的自然资源，他们希望通过将R
 与其他投入相结合从R
 中获得最大的租金，这里假设为收入分配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影响个人的行为和相关的规则。财富极大化的目标要求在许多方面加以调整，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这N
 个家庭必须确定如何在他们中间分割R
 。例如，假设R
 是耕地，这些家庭可以将它作为共有的财产共同耕作；他们也可以将土地分成N
 个等份，给每一个家庭授予一份土地的排他性权利；第三种方法是将土地分为中等大小的若干等份，几个家庭合种其中的一份。换句话说，可能的所有权结构是一个变量，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确定最优的公地规模
 。费尔德列举了许多中等规模的共有权的实例：如新英格兰的城镇土地、美国西部的牧场、缅因州沿海渔场、波茨瓦纳的传统牧场以及香港农村的公地。
(19)



费尔德模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使产权结构趋近于或远离于私人排他性权利的各种力量。该模型包括三类成本函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函数、内部治理成本函数和确立排他性的成本函数。
(20)

 在该模型中，治理成本产生于共有问题（我们已在第四章4.2节中作了讨论），即当几个家庭分享资源所有权时，对于可变的、个人拥有的投入的过度利用。这里出现的共有资源的租值耗散可以通过集体行为约束而减少，但是所必须进行的度量工作是有成本的，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内部治理成本，也就是判断对于资源过度使用进行限制是否会增加净
 产出所要支付的费用。模型假设，治理成本直接受到每块公地内家庭数目和对可变投入组合的限制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建立排他性权利的成本产生于对外部侵权行为的抵制；排他性权利的收益则表现为每一种投入水平上产出的增加，我们可以认为排他性成本与财产的边界长度直接相关——当R
 分为N
 等份时达到最大，当R
 不被分割时最小。

模型的假设前提表明，R
 将在一些相互独立的公地中分配，因而需要确定三个内生变量：公地的数目、每一份排他性资源的数量、每块公地上可变投入的规模，假设最后一个变量保持取最优值。费尔德模型的一个简略形式可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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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最优公地数量

决定最优公地数量的因素可以表示成两个函数——m
 ＝m
 *
 （e
 ）和e
 ＝e
 *
 （m
 ）——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改变这两个函数的斜率和截距，函数m
 ＝m
 *
 （e
 ）表示每种确立排他性的努力程度所对应的最优公地数量
 ，[image: ]
 ，e
 ＝e
 *
 (m
 )＝e
 *
 (m
 )
表示每一公地数量ê所对应的最优的确立排他性的努力程度

 。

当人们更加同质或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内部治理成本会降低，对于群体正式决策程序的改进（例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准则取代一致性准则）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当内部治理成本降低时，在新的均衡条件下，公地数量会减少但规模会扩大。其原因在于：模型的均衡点要求，用于内部治理的投资的边际收益与用于建立排他性权利的边际收益应相等。当外生变量的变化降低了内部治理的成本，新的均衡必然会导致对应于每一种建立排他性投资水平的更大的公地规模（有更大的内部控制成本）。在图8.2中，这一过程表现为m
 ＝m
 （e
 ）曲线向上移动。

由于技术变革使确立排他性更容易可以视为用于建立排他性权利的投入资源的价格降低，从而使用于确立排他性的投资收益提高，最优化的目标就要求对于任一规模的公地投入更多的排他性投资，e
 ＝e
 *
 （m
 ）曲线向上移动，在新的均衡条件下，公地数量增多，而规模变小。

非法侵权的增加效果恰恰相反，为保持原有的排他性的效果，需要投入追加资源，这相当于提高了用于确立排他性的投入资源的价格，在边际上由于排他性的投资收益降低，低于用于内部治理的投资的收益，因此e
 ＝e
 *
 （m
 ）曲线向下移动，导致更少的公地和更大的规模。当侵权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会使m
 ＝1，资源成为所有成员的共同财产；在另一方面，当排他性费用低于一定程度时会使m
 ＝N
 ，即建立了私人所有的排他性权利。
(21)



一般的产权理论都认为资源价值的提高会促进排他性权利的确立，而费尔德模型的一个很有趣的结论是：不管是由于需求的增加还是由于人口的膨胀所导致的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于最优共同体数量[image: ]
 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我们先来考虑需求增加的情形，首先，用R
 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上升加剧了内部治理问题，从而导致了在既定的建立排他性努力不变的条件下，对应的公地数量更多、规模更小了：即曲线m
 *
 （e
 ）向下移。
(22)

 其次，土地（R
 ）价值的提高增加了确立排他性权利的收益，确立排他性是为了防止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被盗窃，在产品价格提高的时候，这种投入更有价值，最优化目标要求对应于一定的m
 ，投入的确立排他性的努力增加，从而使e
 （m
 ）曲线向上移动，上述两个效应都使产权结构向权利的个人排他性趋近。但是还存在着第三个效应，更高的资源价值会引诱更多的侵权行为，从而导致用于建立排他性的投资收益降低，这将会要求缩短需要防卫的产权边界，进而使公地数量减少，而规模变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多的侵权会使e
 ＝e
 *
 (m)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产权结构更接近于共有权利。由于这三种作用力在模型中不能准确地加以区分，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最终需求的增加（比如新的市场的开辟）对产权共有程度的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管是与集体行为有关的内部治理、排他性行为还是它们的成本都是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相关的。例如，排他性权利可以由N
 /m
 组的公地所有者分别实施，或者所有N
 个家庭可以共同投资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强制机构。因此，自发的政治变迁会导致最优公地规模的变化，但该模型并未考虑政治制度这一因素，它将这一因素抽象掉了。
(23)



费尔德仅仅抽取了产权制度多个方面的一个侧面，即最优的公地规模加以分析研究。产权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规则制定的精确度，例如，如果权利没有被明确地界定，所有者在向第三方（例如法庭）证明他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会遭到较大的困难。波斯纳和其他一些人已经证明，当资源变得更有价值的时候，它的产权会被界定得更明确。
(24)



利伯凯普（1978）用内华达州最优等的矿区的实例检验了这一假设。
(25)

 在1859年以前，该地区的矿藏尚未被发现，这里几乎是无人居住的荒地，当然也不存在私人所有权。但后来矿藏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移民潮，到1870年代中期，这里出产的黄金和白银占全国总产量的50％。
(26)



利伯凯普（1978）关于矿产法的研究成果，详细地描述了从1850年代的不成文法，到19世纪末高度发达的法庭裁决体系的建立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私人矿产法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在它背后存在着强烈的经济动机。
(27)

 大的矿藏所有者为确立对于产权的明确的法律规定所进行的院外活动，是法律结构变迁的主要根源。利伯凯普对于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在早期，当权利结构尚不完善，新的开发者的侵入引发的对于土地的激烈争夺，使对于排他性权利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从而导致了矿产法的不断完善（见利伯凯普所建立的关于法律变动的统计指数）。但当法律的权利结构相对完善之后，长期均衡就实现了，矿产价值上升与规则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

利伯凯普的研究成果与原始产权理论是一致的。在这里，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屈从于压力团体（那些公共地产的占有者）制定的规则。西方矿产法只反映对于财富水平而不是财富分配的关心，或更精确地说，分配问题并没有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并对矿产的生产发生影响。
(28)



个人为达到私人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利用政府，如：通过院外活动推动建立有利于社会总财富增加的规则、寻求直接的财富转移（这对总产出增加无益却可能损害经济的激励程度）、推动建立那些人为地制造稀缺和减少产量的产权。在这个存在正的交易成本的世界上，原始模型的基本结构与上述三种类型的追求财富的方式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这一章前面所举的案例都仅仅是一些特殊的例子，而不具有一般性。这一点利伯凯普也注意到了（1978）：

假设在矿藏发现的时候，排他性权利的预期收益很高而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所有权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言，在产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因素会超过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而起主导作用。
(29)



下面我们准备讨论利益集团的行为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来扩展原始产权理论。但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原始模型的另一个方面，即有价值的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未被界定的情况。


 8.3　排他性产权未被界定的情况

原始模型告诉我们，当潜在的所有者对于排他性权利的期望收益为正时，一项资产的排他性权利就会被界定和实施。如果强制的边际成本上升和边际收益下降，那么排他性权利很少是完全的，而且所有者一般也只在度量和强制成本较低的方面实施这一权利。

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一篇文章就包括许多所有者寻求最优的保护产权的投资方案的例子。在美国西部和非洲部落，对于土地的排他性权利是通过控制具有关键作用的水源来实现的，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围起栅栏。
(30)

 德姆塞兹用强制成本理论解释了一些特定的“趸卖”（combination sales）的情况。
(31)

 例如，郊区的商业中心往往提供一些“免费”停车场（这让并不购物的人占了便宜），同时将这一费用记入预期出售的商品价格中去。这种方法是与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的，因为在土地价格相对较低的地方，单独出售停车场一般不会有正的收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存在高额强制与管理成本，不管是分别售卖还是趸卖都不可能赢利，这时最佳的选择就是将一些稀缺的资源部分地或整个地留给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对于联合生产来说，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德姆塞兹（1964）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苹果种植者会给养蜂者提供免费的但有价值的采蜜的自由，因为高额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可能发生的交易。
(32)



在大部分社会里，稀缺的和重要的资源的使用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排他性权利的限制，但是仍有一些例外，对于某种经济相当重要的资源有时也部分地或整个地被置于公共领域。海洋中渔业资源的使用也许是这一现象的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像鱼类资源这种重要的资源的所有权结构为一种公共财产：1）高额的排他性费用；2）对于分享型排他性权利行使的高额的内部治理费用；3）政府强制开放资源的限制（例如出于公平的考虑）。

约翰逊和利伯凯普（1982）发现，得克萨斯州的捕虾业中存在着公共财产的特征并观察到了在某些方面的租值耗散。
(33)

 他们主要用上面的第二、第三个因素解释了这一现象。

在美国历史的早期曾存在过捕鱼的私人权利，但后来就逐渐消失了——例如19世纪美国近海的例子。
(34)

 今天，海洋捕鱼权一般是政府所有，并交由所有公民共同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禁止渔场的私人所有，法院曾经起诉过企图控制河口的个人和一些机构，他们被认为触犯了反垄断法。

约翰逊和利伯凯普（1982）所强调的第二个因素是捕鱼业中存在着高额的内部治理成本，这阻碍了有效的集体所有的排他性产权的产生。在得克萨斯州的捕虾业中，由于渔民们的捕捞技术存在差异，因而内部治理成本很高。
(35)

 自由捕捞和渔民们技能的差异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有效高天赋的可以获得一定租金，而勉强合格的则不能。
(36)

 由于个人建立排他性的企图是非法的，由政府建立管理规则就成为可能提高鱼类的产量的唯一办法。但约翰逊和利伯凯普认为，技能各异的渔民们只有在管理规则充分考虑了渔民间技能的差异时才会接受这些规则。
(37)

 他们一般都会反对：

诸如捕捞限额、纠正税、可转让的特许证……除非到鱼类资源快耗竭的时候。但渔民们一般都会同意一些能够提高总产量的一般法则，诸如季节性休渔或控制外来者的加入等，这些办法提高了现有渔民们相对于自由出入条件下的租金收入，尽管各方面的租值耗散仍然存在。
(38)



在有些国家，对于海洋渔业的私有权是被允许的，并得到政府的保护。在近海水域就产生了对于像海藻、水生贝类等不迁移的品种的私人产权。日本的近海养殖业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39)

 在日本，渔民联合会拥有部分海域的区域权，并包括对于海底生物的排他性权利。日本渔民联合会克服了内部治理的困难，努力采取联合行动，提高各自渔场的产量。日本这种现代近海水域区域权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减少渔民们相互之间的纠纷，但从实际效果看，区域权体系可以看作是由于大的近海捕捞区内部治理的困难所导致的最优公地规模的缩减。后来，当过度捕捞变得日益严重时，渔民们就组织起来管理渔场。
(40)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在捕鱼业中高额的排他性费用的作用，高额的排他性费用是影响海洋中移动的鱼类产权界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生活在北大西洋中的鲱鱼，在它一生中会游经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海岸。对于移动性的鱼类资源，个人对于一片水域的私人排他性权利——区域使用权——只能享有固定区域的权利，而没有连续的排他性权利。

我们的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额的排他性费用会导致资源的所有权结构更趋近于大的共同体所有，这一点与今天海洋捕鱼业的组织形式是一致的。
(41)

 所有的沿海国家都确定了海域作为国家的排他性财产。政府再向渔民授予捕捞权（使用权），这些使用权可以很方便地被取得或改变。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这种国有的排他性权利结构并没有导致阻止各方面大量的租值耗散的规则的出现。
(42)



我们目前尚未弄清楚，为什么政府在拥有所有权的条件下能够容忍像鱼类这些有价值的资源的租值耗散现象。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内部治理成本可能高得使任何规模的公地都不可能产生，政治上对于平等的考虑也许使这种状况持久地存在。最后，如果约翰逊—利伯凯普关于渔民技能差异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缺乏渔民的支持或许也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汉纳森在研究了全球的渔业组织之后发现，在政府管理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几乎不存在对于可移动的鱼类品种的有效管理。

最后一个因素是对于鱼类管理缺乏制度经验，这或许源于知识的不足。一直到1970年代，许多渔业经济学家在研究解决渔业中的制度性问题时，都没有想到应用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些“庇古经济学教导出来的经济学家只知道用征税和补贴来减少私人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
(43)

 近年来，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不同的经济规则下的激励和强制成本的差异，而且发现，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建立对于鱼类资源排他性权利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赞成用个人可转让限额作为授予渔民捕捞权的办法。新西兰在1984年首次创立深海捕捞的可转让限额。
(44)

 但是，即使有了个人可转让限额，仍旧是由政府决定可捕捞的数量。我们尚不清楚控制这一限额的成本究竟有多高，特别是在这一限额频繁转手的条件下。同时，可转让限额制度对渔业的影响也许对于统治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45)



在第四章4.2节中介绍的美国原油业的情况是我们关于现代经济中主要的公共产权的最后一个例子。
(46)

 当油田上面的土地由许多私人拥有，并且他们将这些土地租给许多相互独立的开采者时，就会造成采油业中的自由使用（open access）状况。因为原油被采出以前是一种公共财产，同一块油田上的几个小公司会争相进行开采。其中某一个公司Z会发现，他陷入了一种囚犯困境：如果公司Z降低开采速度，退出开采竞赛，其他公司就会采光储油并提高公司Z的边际开采成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将原油开采到地面之后造成了地下压力下降。在其他公司拼命加速开采的时候，对于缓慢开采的公司Z来说意味着，不久就必须用更昂贵的办法，比如用油泵来开采；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公司都降低了开采速度，公司Z就失去了一个搭便车的良机。

几家相互独立的公司对于油田的掠夺性开采在几个方面造成了原油资源的租值耗散。例如，由于开了太多的油井，开采工作并没有集中于几个边际成本最低的油井，而且所有储量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经济地开采利用。
(47)

 造成最后一个效果的原因在于：较低的开采速度比快速开采可以获得更长久的地压，随着掠夺性的采掘，地压迅速下降，从而在只有较少比例的原油被开采之后油井就不得不废弃了。

尽管把一个油田作为一块公地，而不是作为许多块居间的公地来经营可以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收益，但是，我们很少发现个人开采者会自发地组成一个集体。利伯凯普和威金斯（1985）发现，在1975年，得克萨斯州油业联合会的产量只占本州总产出的20％；在俄克拉何马州相应的比例是38％。
(48)

 从理论上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高额的内部治理成本，尽管界定地下油田私人产权的高额成本（和重要的溅出效应）促使有着分散的所有权的油田成为一块联合的公地，但高额的内部治理成本又阻碍了这种重组。

将油田重新组织为一个开采单位可以采用一体化的办法，只由一家公司在这一地区开采，它作为原来的其他开采者的代理人，原来的开采者分享净产出；也可以采用转租合同这种办法。组织变迁都需要确定使各方都满意的租金数额。
(49)

 利伯凯普和威金斯（1985）认为，由于存在过高的估价费用，从而阻碍了私人之间实现一体化或签订转租合同。

估价牵涉到土地面积、油井数量、地压、孔隙度、可形成产量、原油的流动性以及原油的蕴藏量等等因素，大部分参数都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所能得到的有限数据常常相互矛盾，最后只能依靠公司工程师的主观判断，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参数也很难直接得出租金的价值。
(50)



如果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阻止了私人合约的调整，从而导致巨大的浪费，那么，根据原始产权理论，我们只能希望政府出面调整产权结构，特别是这只涉及简单的组织调整。例如将油田开采合并为一个单位。利伯凯普和威金斯（1985）、利伯凯普（1986b）研究了美国采油业中限额的作用问题。
(51)

 我们将在下一节谈到他们的研究成果。


 8.4　扩展原始模型：有关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

在原始产权理论中政府的作用是不甚明了的，模型假设政府会创造一个一般的产权框架，使个人能够通过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使社会净财富最大化。在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或者将产权直接分配给个人，或者重新用其他方式界定产权使财富最大化。
(52)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与这一假设相违背的例子。下面我们首先举几个从美国、挪威和秘鲁三国发现的案例。

首先，我们分析上一节所讨论的美国采油业中私人合约失败的例子，看看其中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一问题在利伯凯普和威金斯（1985）和利伯凯普（1986b）的文献中已被详细讨论过了，我们只需引用其中的一些重要结论。
(53)

 简而言之，他们发现，政府对采油业中公共产权的形成负有多层次的复杂的责任，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政府没有尽力降低成本和扩大社会净财富。利伯凯普（1986b）描述了美国从1933年到1972年对国内原油限制产量的制度。在这一时期，原油产量根据市场需求在各州、各油田和采掘单位中间按比例分配。
(54)

 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是这一制度的最初倡导者，而这种按比例分配制度的规则被设计得有利于生产成本较高和规模较小的公司。据利伯凯普（1986b）报告，在得克萨斯州，低成本油田的产量被降至生产潜力的一半以下。例如，1963年的数据表明，高成本的油井获得了得克萨斯州限额的44％。由于有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这样一个公共机构负责分配，它必须服从得克萨斯州法律；这样，全国范围的分配系统就被州法律规定和行政机构所破坏了。利伯凯普和威金斯（1985）还发现，在怀俄明州，油田主要分布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联邦政府设计了一套产权制度以促进开采一体化，而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却没有制定任何制度来促进开采的一体化。

下面我们再看看和我们非常相似的富裕的挪威的例子。挪威和其他的西北欧国家一样，只要它们在产权结构方面略作调整就可以大大增加净国民财富。例如，挪威的农业生产者每年都被给予大量的补助，政府还用限制进口的方式使本国农产品免受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尽管本国的许多产品价格都远远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以苹果为例，挪威的消费者只能买到高价的挪威苹果，因为它们是唯一可以买到的。同样的进口限制还包括西红柿和黄瓜。一位经济学家讽刺说：这些进口限制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与中午太阳的高度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负相关关系。
(55)



挪威政府还采取措施限制企业的规模。这一政策的通常后果是阻碍了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的出现（保护了小规模、高成本的生产者）。例如，某个渔场规定，不允许长度超过90英尺的渔船捕捞，如经营多于2000只鸡或500头猪的农场需要获得特别的准许；在最新出现的水产养殖业中，最大占地规模不得超过8000平方米。
(56)

 最后，当外国石油公司向挪威政府申请在挪威领海开采原油时，政府法律规定，只有那些对挪威社会做出有价值贡献的公司可以给予优先权，同时，又根本不让人知道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秘鲁的例子。在秘鲁，政府管理规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而这些规则一般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是毫无积极意义的。例如，秘鲁政府对于许多产业都建立了很高的进入壁垒，使合法进入成本极高。一个独立的秘鲁经济研究机构为了估计获得政府批准建立一个小型的服装厂究竟有多大成本，就实际做了一次申请，他们先后十次得到政府官员的行贿暗示，其中只有两次得以避免。
(57)

 与之相似的是，秘鲁拜占廷式的管理体制使人们不得不尽量在利马地区的非政府所有的地段建造房屋，而大约已有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这一机构发现，为了获得批准购买政府所有的土地，申请必须经过200个官僚机构，历时最少也得七年。

秘鲁高昂的进入成本与无所不在的经济管制条例导致了大量非法和半合法的地下经济部门的产生，据估计，大约有一半人口在这一部门工作。例如，利马的居民中有近一半居住在地下的“黑房”中，人们乘坐的公共汽车十分之九是由地下部门经营的。小商业企业主要从事地下的经济活动，他们仅仅是沿街售卖（将非法的但是可转让的财产卖给一些过路人）或在地下市场售物。

与正式的市场相比，秘鲁的地下部门交易成本极高，所有权是不确定的而且主要靠私人保护；经济组织一般规模较小以便于逃避政府的法律追究；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长期投资很少进行。非法的但事实上又被政府所认可的行为一般会受到重重管制，同样，在合法经济部门，政府也会对进入、经营和建立企业征收高额费用。我们在许多经济发展缓慢的社会发现了与秘鲁相似的权利结构，这一制度有时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它使我们想到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
(58)



显然，上面所列举的例子与原始产权理论是相矛盾的，对于经济制度演变的历史和现状的粗浅了解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原始模型不能作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尽管现在有许多人在试图建立新的理论取代原始模型，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存在一个从实证角度看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模型。
(59)

 对于产权的原始模型的一种修正办法就是把它与有关政府和立法的利益集团理论结合起来。
(60)

 我们将这原始模型的扩展称为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
 。

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假设，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既定的，在此基础上解释在政治市场中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许多产业中产权结构的形成。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搭便车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一些仅对特殊的利益集团有利的产权的建立给整个社会的产出造成了重大损失。

对于规模较小、组织较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果通过产权结构调整，集团的成员都会有较大的收益，而且集团较容易地就可获得、控制和加工信息，那么这一集团对于议员们的影响力往往很强。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例如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来说一些产权结构的调整（如新的关税）往往对每个人影响很小——组织费用很高，搭便车很容易，个人信息成本也过高。

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利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只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挪威的例子。有证据表明，该国农业产权结构的形成至少有部分是出于对平等和再分配的考虑。证据之一是1975年被议会通过的一个议案，该义案声称农民有权获得与产业工人同等的收入。
(61)

 与此相似，利伯凯普和威金斯在他们对于美国采油业的研究中，是用大量的、高成本的政治影响来解释全国石油卡特尔的政策以及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有关油田的产权结构的。利伯凯普（1986a）是这样叙述产权理论中的利益集团问题的：

竞争的力量一般会改变对经济增长不再有利的制度。市场状况的改变对于权利结构会产生变革的压力。这些变革包括重新确定权利、特权或将这些转移给其他人……以提供利用新的经济机会的方便。对于产权安排变迁的预测还必须考虑政治的和公平的因素，政府不加补偿地强制性的产权再分配会导致分配性冲突，被剥夺的一方虽然并不反对财富生产的总量的增加，但也会反对这些新的对他们不利的安排。因此，不了解经济和制度变迁中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以及他们之间在一定问题上在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就不能认为已经真正理解现有的产权制度类型。
(62)



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与寻租理论关系很密切，在本章最后我们简略地讨论一下寻租理论。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一讨论涉及的面很窄，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新古典主义和原始产权理论的倾向。


 8.5　关于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克鲁格（1974）最早使用这一名称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预测在印度和土耳其的管制行为中租金会增加。
(63)

 早期的一些研究者，诸如图洛克（1967）、托里森（1982）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易于理解的概括，布坎南（1980）和其他一些人还对寻租理论的各个结论进行了一定的检验。
(64)



有关寻租理论和产权理论的相关关系是一个经常被研究的问题，布坎南（1980）将寻租理论视为产权理论的一个扩展。
(65)

 本森（Benson）（1984）证明了二者可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但他又指出，产权理论范例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
(66)



托里森（1982）认为，寻租理论主要包括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思路是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估计由于关税、垄断权等等诸如此类政府授予利益集团的限制贸易的措施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寻租理论表明，政府对经济行为的限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要高于经济学家们以前的估计，对于产出限制和双方自愿交易的阻碍除了会造成代表固定损失（消费者利益损失）的三角形区域外，还存在个人从政府索取特权的资源成本。这一分析与我们前面的讨论是完全一致的，在第四章，我们就讨论了个人为获得有价值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所付出的成本。在每一种情况下，个人行为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产权结构调整对他自己的预期收益。显而易见，许多个人会为了产权的变动而竞争，同时，潜在的受损者会竭力反抗。理论研究表明，当信息成本较高时，这些斗争的成本会大大高于寻租的收益现值。
(67)



寻租理论的第二条研究思路是构造有关从事寻租活动的个人和团体的可检验的行为模型。寻租被定义为个人为增加个人财富所做出的对社会净财富发生不利影响的努力。这一研究思路和我们前面讨论的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是基本相似的，二者都植根于立法和政府活动中的利益集团理论。

政府的利益集团理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它的一些弱点也是很明显的，特别表现在一些关于寻租行为的研究文献中。这一理论没有给政府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将政府视为一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通过一定方式达到均衡的政治市场。但许多有关寻租理论的文献，常常假设当利益集团受到控制的时候，政府会提供使产出最大化的产权结构。这一点在寻租理论的一部代表著作，奥尔森（1982）的《国家兴衰探源》中表现得很明显。
(68)

 奥尔森还用他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的理论证明，特殊利益集团需要长期的社会稳定才能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
(69)

 只有在压力集团形成以后，他们才能够寻求那些阻碍经济增长的特权；而在另一方面，大变动往往会摧毁压力集团并使经济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例如，二战后的西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换句话说，当压力集团力量较弱时，政府会提供一个与原始产权理论相近的产权结构。

在下面两章我们就开始讨论近年来对原始模型和政府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发展，这些发展构造了各种政府模型，将社会和政治制度变量内生化。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仍集中于交易成本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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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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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1970年代划定200海里区域为国有是在理解了鱼类资源价值并未最大化这一事实之后的事。然后，各国捕鱼船队开始为争夺同一资源而竞争，限制捕捞的合约实施成本是极高的，因为不可能存在一个第三方进行有效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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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无国家社会的产权


 9.1　概述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们研究一下各种社会制度的经济联系，特别是那些对经济运行、生产组织和经济产出发生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法规、准则和社会习俗。
(1)

 第九章讨论无国家社会和国际产权问题，第十章同时讨论与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体制有关的问题。在第六、七章中我们检验了不同的组织，如企业、股份公司或担保书等在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的相互联系。本章我们仍沿用这一思路。正如我们所知，政治领域内的交易与环境（比如像信息技术、资源丰裕程度或地理位置等外生变量）相互作用，并且决定了合约的安排——这就构成了社会制度。同样，在政治领域，无论是合约安排的结果还是合约结构本身的形成都要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这里应注意的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社会制度过程中对不同模型所假设的环境（外生的）变量可能是不同的。比如，根据不同的环境，我们既可以将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视为内生的也可以视为外生的；法律、准则和习俗可以被作为内生变量或部分地被作为环境（常量）的一部分。这些变量的决定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可依据的环境基础来定。

在开头，我们应先介绍一下我们为自己设定的在第九、十章的主要任务。首先，我们的任务仅限于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制度，这也是本书的共同主题。其次，我们要用经济学中的约束条件下求最优化的方法建立社会制度模型。读到后面大家就会明自（主要在第十章），我们并不认为政治制度在新古典主义意义上总是“有效率”的：即总是在资源、技术、偏好约束下寻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最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必须能够同时解释国民财富以及那些对于产出的损失和增长的抑制造成高额机会成本的社会制度的持续存在。

让我们假设，相对静态的分析表明，一个社会所依赖的政治制度从资源成本和净产出损失角度来说是成本相对较高的；而且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已知的且在技术上可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这一发现可能导致三个后果：首先，即使不考虑制度变迁的政治成本，研究者也必须仔细地重新考察一下由客观环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并力图发现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否真的可以更经济地利用资源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其次，他（她）必须研究一下经济的政治环境
 以确定对于制度变迁的政治限制。新制度学派的初步的政府模型是在新的企业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公共选择文献中也有许多有用的结论，但这一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三，这位研究者要寻找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受到人们强烈拥戴的价值观。

第九章的结构安排是这样的，下一节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并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无国家社会的合作与制度问题，所讨论的案例包括人们在20世纪发现的原始社会和历史所记载的早期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和存在正式政府的社会一样，必须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通过界定个人的排他性权利或制定公社的内部管理规则解决自由使用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都依靠一定的非正式规则、传统和禁忌来保证合作和维护产权结构，我们对于这种维护的过程以及产权结构的本质的理解可以通过研究像原始社会这样的前国家社会而得到深入的发展。在这些社会里，由个体相互制约形成的规则和习俗是对于经济行为者的最关键的社会约束。

在9.2节的开始，我们先来考察无国家的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是否能够恰当地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加以分析（9.2.1）。其次，我们再用尼罗河上游地区努埃尔（Nuer）人的例子来介绍无国家的社会暴力与威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引用了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并模仿贝茨，使用了囚犯困境的分析框架（9.2.2）。再次，我们用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私人强制法的实施来检验乌姆贝克著名的关于矿业区产权的研究成果（9.2.3）。这里，努埃尔人的例子会再次被用来分析复仇群体、补偿、仲裁和意识形态如何帮助形成秩序以解决囚犯困境中的不合作问题（9.2.4）。到这一步，许多约束行为的信仰和规则将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我们会简略陈述一下赫什雷夫的一个试图将这些变量内生化的模型（9.2.5）。然后，我们将会从无国家的社会的秩序的基本问题转向用信息和交易成本来进行关于社会制度的更一般的分析，我们的注意力直接集中于波斯纳对于原始法律的保障功能的理论（9.2.6）。波斯纳对于无国家的社会制度均衡的实现，以及阻碍正式政府出现的一些约束条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第9.2节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通过研究13世纪冰岛共和国的消亡来看一看无国家的社会的解体问题（9.2.7）。

本章的结束部分，我们将讨论在没有世界性政府的情况下国际产权的建立与保障问题（9.3）。这一理论与无国家的社会的秩序问题在逻辑上紧密相关。


 9.2　合作的起源与无国家社会的制度经济学

9.2.1　问题

如果不存在对于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自由使用进行约束的制度，那就没有哪个社会是能够生存的。自由使用减少了一个社会的财富，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对于生存是有害的。控制自由使用的社会机制和排他性权利的形成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建立排他性。

2．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用以影响私人的动机从而降低排他性的成本。

3．习俗和习惯法，如在前国家的社会中的一些界定个人所从属的氏族、复仇群体、合法婚姻以及其他一些行为的规则。

4．由国家或其他代理机构强制实施的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普通法和行政法规。

在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中，自我强制、习惯法和价值体系对于阻止自由使用和有害的掠夺财富的活动都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但这一点却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前国家社会——没有正式的政府机构和立法者、法官、政治家、检查官和行政官员这些专门的职位——为我们研究习俗和私人自我保护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样本。
(2)



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研究原始社会的经济问题才刚刚起步。直到最近，原始社会还被某些社会学家视为不可能进行经济分析的社会，他们声称原始人尚未经济化。
(3)

 卡尔·波兰尼也许是这些批评家中最著名的一个。
(4)

 他坚持认为，只有在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时，对于交换关系的经济分析才是恰当的，而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有限阶段，是属于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特征，历史上其他被波兰尼称之为“交易模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不是以经济行为为基础的，只能用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加以理解，他还为此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尽管波兰尼夸大了历史上市场的缺乏这一现象，但他也认为：直到最近，除了市场理论外，经济学还没有对经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有过其他重要的贡献。
(5)



对波兰尼提出挑战的是诺斯，他认为对经济问题的交易成本分析是分析历史上各种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效工具。
(6)

 在诺斯看来，波兰尼的各种“交易模式”——例如行政交易、亲朋间的馈赠、家庭经济——并不是纯粹的社会和心理的制度。波兰尼的交易模式是资源配置市场的替代物，因为它们可以降低成本，包括交易成本，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交易模式，是由于度量和强制的成本的变化。在原始的或古代社会，高交易成本阻止了个人间在市场上的交易。诺斯指出，波兰尼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种交易模式会取代另一种交易模式，而交易成本分析（加上国家理论）则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7)



我们可以说，缺乏专业分工是原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不仅表现在生产与交换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制度方面。同一个制度可以同时起到降低信息交换成本、替代政府的强制机制、满足个人感情和精神需求等多个作用。因此，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关于原始社会制度问题的争论有时会让中立的读者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

9.2.2　秩序问题：暴力与威慑

让我们首先从无国家社会的秩序这个核心问题开始研究。

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没有政府组织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缺少拥有权威的官员去解决争端并强制实施他们的决定、去立法并采取行政措施应对突发事件，以及领导主动出击和防御侵略的战争……。我们知道，其中有些社会依据一些内部的法律和秩序已存在了很长时期，并曾成功地抵御过外界的侵略……。因此，当人类学家开始研究这些社会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会的秩序和凝聚力从何而来。
(8)



关于无国家中社会的产权保护最有价值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找到，特别是一些对本世纪前半叶非洲原始社会的研究。埃文斯—普里查德是最早的开拓者，格鲁克曼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主题也极有启发。
(9)



与无产权的情况相比，产权保护的收益可以用对策论中的囚犯困境的例子来解释。
(10)

 贝茨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用对策理论对非洲上尼罗河地区努埃尔人游牧部落中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进行了解释。
(11)

 努埃尔人的经济以牛为基础，牛属于排他性的，归一个大家庭所共有——基本的所有权单位包括父亲、他的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努埃尔人不能够依靠任何权威机构保护他的牛，他只能靠自己的个人力量捍卫他的权利。

让我们设想有两个大家庭的情况，X和Y，每家有同样的武力潜能和侵犯倾向，每家都拥有相当于10头牛（努埃尔人的货币单位）的净财产。每家都有两种行为选择：侵犯对方行为A，不侵犯对方行为N。两个策略的收益与另一家的策略选择相关，因而就有四个可能的结果，下面就是一个假设的收益矩阵（矩阵9.1）：
(12)



[image: ]


矩阵9.1

同时选择非侵犯策略使财富总量达到20头牛并两家平分；如果双方同时选择侵犯策略则消耗了资源，将财富总量降为8头牛，也同样由两家平分。最后，如果只有一方采用侵犯策略。X、Y财富总量不变，但从（10，10）分配变成了（2，18）或（18，2）的分配。在不知道对方策略的情况下，要求每一方都作出不可更改的选择，就会导致囚犯困境，这时，不管对方采取什么策略，每一方选择侵犯策略可以使他的期望财富达到最大化——因为4>2、18>10。均衡的结果是（A，A），这是一个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也许最终会导致牛的养殖与放牧在经济上根本得不偿失。

要解决这个基本的社会困境，就必须给对策者加以外部约束或内在化价值以改变收益矩阵的相互关系，使结果（A，N）对于每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再有吸引力或不再可能。例如，矩阵非对角线上的两个结果（18，2）和（2，18）可以被彻底地清除掉：如果对策的规则发生变化——也许通过一个第三者（一个仲裁者）使双方都知道对方会对侵犯行为进行报复——这样（A，N）和（N，A）结果就不可能再出现，收益矩阵变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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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9.2

如果武力报复的威胁是确定的，那么理性的和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家庭现在就会选择非暴力，这样只会有一个选择结果，（10，10）当然要优于（4，4）。

9.2.3　关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

乌姆贝克在他那些著名的关于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最初的产权形成和分配的分析中就牵涉到个人武力威慑问题。
(14)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同年与墨西哥的和平协定将这一地区非私人所有的土地划归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废除了墨西哥法律，但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法律，因此，许多美国政府雇员放弃了工作来到这一地区。
(15)

 短短三年中，这个曾经荒无人烟的地区人口激增至25万，而政府关于矿区土地的法律直到1860年才制定。尽管如此，淘金者们还是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相对成本较低的排他性权利制度，解决了自由使用、纠纷和过度的暴力问题。

乌姆贝克（1981a，1981b）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试图将每一个淘金者的所有权规模内生化，并解释使淘金者互相尊重产权的机制或力量。乌姆贝克的基本观点是潜在武力决定了各种形式的分配：“合约签定的基础是每一方都至少得到他如果使用武力所可能得到的财富数量
 。”
(16)



模型抽象了其他社会习俗约束的影响，而仅仅假设个人对于双方的淘金生产能力和武力都有充分的信息。在模型中劳动力也只有这两种用途。武力用于驱逐其他人，如果两个体力相当的人争夺一片土地，其中那个愿意花更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占领土地的人会拥有这一块土地。

如何将劳动时间分配于武力活动和开采金矿，取决于边际成本和收益。用于武力的劳动时间的边际成本取决于开采金矿的边际劳动产出（VMP
 e
 ）。
(17)

 VMP
 e
 对于一个已经有了一片广阔土地的人来说是很高的，在土地上追加劳动会提高他的产出，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土地的淘金者来说，VMP
 e
 是相对较低的，他用于抢占土地的机会成本很低。将劳动力用于武力的边际收益取决于他所欲抢占的土地的边际产出价值，随着土地数量增多，新增土地的VMP
 c
 不断下降。在乌姆贝克的模型中，由于潜在的结果都能确定地知道，所以不会有武力的出现，相互竞争的个人计算了边际成本与收益并将土地分为等分，使使用武力的动机不复存在。

设想有两个人X和Y，有相同的体力与生产函数，他们共同竞争同质的矿区。我们可以设想，开始X的土地较少而Y较多，这就意味着对X来说追加土地的边际收益高，而用于武力的时间的相对成本较低。因此，X会抢占Y的土地并一直到他拥有所有土地的一半为止，注意，（VMP
 c
 /VMP
 e
 ）x
 表明了X愿意用于保卫他的边际财产的排他性权利所花的时间，例如VMP
 c
 /VMP
 e
 =1/2意味着X用1/2的劳动单位去保卫他的边际土地单位，在均衡点上，双方愿意用于争夺边际土地的劳动必须相等，也就是（VMP
 c
 /VMP
 e
 ）x
 =（VMP
 c
 /VMP
 e
 ）Y
 均衡必须通过改变土地的分配达到。

乌姆贝克的模型得出了许多推论：

1．对于N个同质的人和同质的土地，每个人最终会拥有土地的1/N
 。

2．当土地质量存在差异时，土地面积的大小与土地平均质量成反比关系。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武力方面占优势的人会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土地。

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采矿方面对相对优势的人会占有较少的土地。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的淘金者们都使用简单的技术开采矿床——那些大量堆积的金粉和块金。
(18)

 在几百处金矿通过明确的合约划分采矿的区域，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小片土地，土地的大小与土地的平均估价成反比关系。
(19)

 没有借助于任何政治联盟，采矿完全是个人的事。乌姆贝克的数据不能用于检验上述3、4两个推论。他认为采矿者的武力潜力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都是一些成年男子，体力强壮几乎都拿着武器。
(20)

 实际上，乌姆贝克的研究并没有能够直接检验他的可能正确的理论。
(21)



9.2.4　秩序问题：习惯法和意识形态

乌姆贝克解决囚犯困境的办法基于每个淘金者都明确知道：当别人保卫受威胁的土地的价值超过相应的劳动时间的价值的时候，用武力侵占土地会遭到报复。事实上，乌姆贝克的结论可以与前面努埃尔人的例子相比较（假设每个偷牛的人会遭到报复）。但是，一般而言，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模型不能够用个人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解释社会的合作，这一点被赫什雷夫（1980）所注意，他认为：

在既定的有法律约束的社会环境中，假设人是完全个人主义的，可以满意地解释市场中人们的相互作用。但是当分析超出传统市场，例如进入公共选择领域，则完全个人主义的模型（比如“社会契约”理论）就不够了。
(22)



因此，在研究非市场的过程和制度经济学的时候，就必须加上一些似乎是天生的因素和社会因素来限制个人的行为。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他研究努埃尔人和其他非洲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整套习惯法和意识形态信仰，这既可以视为对最终非暴力结局的巩固［矩阵9.2中的（10，10）结局］，也可视为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贝茨（1983）用对策理论给努埃尔社会的制度建立了一个模型，我们下面简单地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机制。

在许多无国家社会，复仇群体（vengeance groups）的出现增加了被侵害方报复侵略者的倾向。在努埃尔人中，复仇群体是一些以父亲血缘为纽带的亲属群，它降低了袭击和杀害邻人所期望得到的收益，因为被害者的亲属会复仇。但是囚犯困境会给所有集体行动造成困难：除非有其他的制约方法，不然复仇群体中的个人会有搭便车的动机而不愿意冒生命危险与他人发生暴力冲突。但是在复仇群体中，本身并没有解决群体的矛盾的办法，人类学家对此给予了各种解释，比如宗教信仰，在许多部落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的信仰：对本部落成员的侵犯会带来一连串的天灾、瘟疫和其他灾难。格鲁克曼（1956）对于社会群体中对巫术的信仰如何克服囚犯困境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释。而且，在复仇群体中对于每个成员的安全是共同负责的，危险可能降临在群体的每一个成员身上，因此，正如波斯纳（1980）所强调的，即使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也会认为，控制住本群体的暴力成员（Violent members）是有益的。
(23)



在无国家社会，还有另一种社会安排可以建立秩序和降低保护产权的费用，这就是补偿制度。在一个补偿制度下，侵犯别人产权的人必须赔偿受损者，这样就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从而也会改变参预者所面临的收益方阵。努埃尔人中偷牛的人现在会遇到这两种选择：1）受到他的受害者所属的复仇群体的武力报复。2）给予价值补偿以逃避惩罚。如果复仇群体有能力作出报复，同时也发出了确定的威胁信号，侵犯者一般都会同意进行赔偿，武力冲突就可以避免了，报复和赔偿都对潜在的侵略者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并降低了保障产权的成本。

但是，赔偿过程也许会要求复仇群体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流，在敌对群体之间进行谈判的高额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一个中立的仲裁者得到降低。在努埃尔人中，仲裁的权力属于纹身的头领，他降低了解决纠纷的交易成本，但并不依靠任何强制的权力。

最后，横向的（cross-cutting）忠诚形成了对于无国家社会的侵权者或那些拒绝进行赔偿的人的第二种成本，这是格鲁克曼的《宿敌间的和平》那篇报告的主题，这也是他的《非洲的习俗与冲突》一书中所有文章的主题：“习俗形成了亲戚关系、朋友关系、……这样，习俗首先分开了个人，然后又将个人结合起来。”
(24)



例如，异族通婚
 的习惯法导致人们忠诚的冲突。如果习俗要求一个男子必须娶一个本复仇群体之外的女子作妻子，相互争斗的复仇群体的成员会发现他们的敌人竟是他们的妻子的父亲和兄弟。埃文斯—普里查德发现，对努埃尔人来说，舅舅的诅咒是最难以接受的。
(25)

 冲突双方的相互关系降低了侵犯他人产权的净收益，会使人们更愿意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作为第二种成本的忠诚冲突是主要针对个人而言的，它和其他的一些习俗和信仰共同增强了无政府社会的内在秩序的稳定性。贝茨（1983）揭示了这些成本的出现如何改变了收益矩阵，使竞争者的策略从非合作的侵略转为合作的成本降低。人们之间的亲戚关系越近，第二类成本就越大，如果这一纽带足够强大，它的效应甚至会将囚犯困境变为合作性对策。贝茨用以下假设的案例证明了这一效应。
(26)

 如果考虑在一个小的无国家社会中一个侵犯他的邻人的个人所承受的第二类成本，报酬矩阵9.1就变成了矩阵9.3，这里假设对于侵略者的第二类效应（包括心理成本）降低了侵略行为的收益，降低数为9头牛，从而使收益矩阵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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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9.3

在矩阵9.3中，复仇群体（或村落）间复杂的社会联系给侵犯别人财产者施以第二类社会成本，从而减轻了囚犯困境。对于每一个单位来说，最佳策略现在都是N，从而均衡产出（N，N）使总体的财富最大化。这种第二类效应的强度取决于社会联系纽带的强弱，在矩阵9.3中，我们假设存在很强的第二类效应。如果第二类效应较小——比如，不是9头牛而是只有1头牛——囚犯困境会继续存在，但是，只要存在正的第二类效应，就会提高侵犯者的成本，降低为了引致和平的结局所必须的惩罚（赔偿）的程度。

9.2.5　演进模型和对策理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一直是产权和相应的强制机制以及制约的必要性，这一点即使在最原始的农耕和游牧社会也不例外。参考人类学家的文献，我们已经粗略地描述了无国家社会的秩序系统，但那些制约个人行为的各种信仰和习俗都是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将这些变量内生化的过程可以继续进行，从而解释特定的个人特性（偏好）和社会习俗的形成。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曾提到有些作者试图建立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的演进模型——特别是，要从理论上表明法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
(27)

 赫什雷夫曾经用自然选择理论和数理社会生态学理论为那些促进人类合作的制度的演进过程建立模型。
(28)

 赫什雷夫提出制度变迁不仅包括自然选择，还包括革命的和主动的改革，并且他还研究了一种能帮助人克服囚犯困境的先天倾向是否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本书并不详细地讨论经济的演进模型，但下面我们可以将赫什雷夫关于个人道德
 和输入的社会控制的研究结论简略地总结一下：

1．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的天生道德控制是很弱的，换言之，人受到道德因素的影响，但是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人的特点在于他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29)



2．文化因素和遗传因素都同样受自然选择的影响。
(30)



3．遗传适应过程比文化适应过程要缓慢：远古时代的人类给我们留下的遗传因素也许会阻碍我们适应现代的生活环境。
(31)



4．人类主要的三类社会关系——统治关系、分享关系和私人产权——都是与人性相联系的，每一类关系都是对一种社会环境的适应，每一原则都与一种固有的相适应的道德相联系。因为纯个人主义者仅仅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是不会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三种关系往往在每一种行为模式中交织在一起，当然个人主义因素是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
(32)



5.“进化也许会给予侵犯别人财产的行为一道强大的抵御防线，辅之以对于侵犯的心理抵触和对于潜在挑战者予以一定让步的心理——这二者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个人道德。”
(33)



这一段关于演进模型的论述说的是，对于合作行为理性选择的解释——不论是对于分享制还是统治关系和私人产权——最终都要求对于人的某种合作倾向的假设，但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没有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偏好和意识形态的理论，也许演进模型是建立这一理论的重要一步。
(34)



如果不提到近期对策理论的一些成果，我们上面关于人类合作行为的问题的讨论是必定不够完美的。这些理论研究了在没有外在或内在限制，包括进化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间出现自发合作的可能性。合作行为的问题经常是用囚犯困境中的收益矩阵表示的（PD）——像9.2.2节中我们举的关于努埃尔人家庭的例子。这里我们提出，两人对策囚犯困境中双方的策略都是用于防御的，结果是帕累托无效的。双方都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即相互合作的结局，尽管交易成本阻止他们达到这一结果。实际上，这里合作行为矛盾的本质使理性个人的决策导致了谁也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但是，如果对策行为不是随机的和一次性的，而是长期重复的和无期限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对策理论称这一类的对策为重复对策或超级对策。如果PD对策无止境地重复，每一方都会根据对方的最新变动改变自己的对策。让我们设想对手的策略叫作针锋相对（Tit for Tat）。开始时他采用合作的策略，但随后就重复对方最新的变化。这时，理性的对策者会比较背叛所取得的一次性收益和合作所产生的收益流的现值，贴现率反映经济变动的因素和两人不再相逢的概率。

在方阵9.4中，一个对策者如果面对的伙伴是采用“针锋相对”的策略，就会考虑目前数额为5的收益和经过贴现的、无限期收益流的价值。每期收益额为3，因此，如果未来收益贴现的利率不是太高，未来的影响会使双方合作：理性的对策者会选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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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9.4

这是泰勒在《混乱与合作》（1976）中所讨论的东西，而且在他更新的一本书《合作的可能性》（1983）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5)

 斯科菲尔德（1985）对于最近对策理论中研究合作行为问题的文章进行了一次权威性的回顾总结。
(36)

 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的演进》（1984）一书中，该书得到广泛的注意。
(37)

 阿克塞尔罗德编制了一个模拟计算机竞赛程序，用重复PD对策的方法来比较不同策略的结局。计算机策略的编制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承担，所有的策略都参加一系列的双边对抗赛，阿克塞尔罗德发现获胜的策略也是最简单的策略，叫做“针锋相对”（T），正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阿克塞尔罗德还研究了一个遵从T策略的社会是否能够经得起一个不同策略的对策者的扰动，也就是这一个外来者是否能在一个重复对策中用不同的策略对付一个T策略者而获得更多的收益。阿克塞尔罗德发现“针锋相对”策略在给定收益矩阵和贴现率的条件下面对这种冲击是较为稳定的（用他的话说叫渐进稳定）。与之相似，如果满足一定条件，一群T策略者可以进入一个非合作的社会；但是，单个的合作对策者在非合作的社会里不能够使合作开始。

阿克塞尔罗德模型的实用性受到了斯科菲尔德（1985）和泰勒（1987）的批评，后两人将重复PD对策从双人对策改为N人PD对策，这样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的研究就有了更大的实用性。泰勒还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以保险、小额赌博（Chicken games）和在长期情况下二者的混合为代表。在所有这些对策中，如果对策只进行一次，一些合作行为会比在囚犯困境相似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
(38)



最后，斯科菲尔德强调信息和交易成本是合作问题的核心：

合作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叙述：在给定条件下，一个人至少应该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够产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
(39)



在对上述关于无国家社会的产权结构的讨论下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原始社会如何通过产权制度提供抵御饥饿的保障，使个人和家庭获得相对稳定的消费食品。第二，无国家社会的制度均衡如何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
(40)



9.2.6　原始法的社会保障功能

原始社会的产权结构的种类很多，但在许多情况下，深入的研究能发现其中有一定的规律。这是波斯纳（1980）在一篇重要的用交易成本研究原始社会制度的文章中所强调的。
(41)



波斯纳的主要论点是，这些社会中高额的交易成本推动了制度的形成并使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原始落后的度量与通讯技术、缺乏文字、没有记录以及对于自然法的有限认识等因素减少了制度的可选择性。
(42)

 如果撇开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原始社会简单的生产技术加上家庭生产，以及缺乏专业化分工使度量与契约强制都不是太重要的东西。例如，波斯纳指出，原始社会的契约法规主要限于“婚姻的形成、家庭或亲属之间的交换、赠送礼品……这些最重要的交易方式”。
(43)



尽管如此，原始的家庭也迫切需要一种复杂的交易形式，称之为防止饥饿的保险。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每年的产出一般刚够维持生存，这一点就特别重要。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动可能使每家每年生产的食品有一定波动，原始的技术也不能使丰年的产品贮存起来供荒年使用；而且，在前国家社会，也不能用征税和发救济金的方法影响家庭之间的食物分配，正式的保险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

波斯纳认为，原始社会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有助于提供这种重要的保险服务，剩余产品的分享、礼物的赠送、互惠的交易、无息借贷、婚姻和亲戚义务、确定亲属团体规模的习俗、对于赠予者而不是积累者的社会地位与声望的确认，以及许多其他的原始社会的制度都可以从保险的角度加以分析。

在前国家社会，分析交换的经济理论基础不是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社会所必须的防止挨饿的保险。原始社会的家庭规模对于应付歉收或动物疾病这些灾害是太小了，因此，大的亲戚团体就成为基本的保险单位。这种古典保险中的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被一些社会制度极小化了，这些制度包括使一个人离开所属的亲戚团体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而且亲属团体本身又是一个有保障的复仇团体等。在原始社会一般会有一定数量的稀缺资源被用于界定亲戚团体，大的团体降低了单个家庭与其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保险，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激励问题和败德风险成为比较严重的难题。最后，在原始社会难以贮藏剩余产品、可选择商品种类的稀少以及有限的投资机会也使赠予的成本相对较低。
(44)



9.2.7　制度非均衡和无国家社会的解体

在所有的社会里，个人能力与偏好的差异加上运气的因素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而财富是与政治权力相关联的。例如，无国家社会也许很快会走向集权的道路，也许是某种形式的封建制度，除非原有的制度结构能够限制财富的集中。

波斯纳（1980）讨论了一些原始社会中制约财富集中使制度稳定化的因素。互惠的赠送礼品的习俗、各种各样的分享传统、对于积累行为的污辱和对馈赠行为的赞扬——以及其他一些制度和价值标准都使财富趋于平均化。在原始社会中还存在着破坏财富的制度——例如，一些过分奢侈的庆典，或当某人去世之后，销毁他原有的财富或将它用于陪葬。波斯纳还指出，在无国家社会中的继承习惯法也限制了长期的积累，他举出了一夫多妻制的例子，这一制度在长期内趋向于使财富均等化。最后，在原始社会中土地的产权仅仅限于使用权：家庭对于使用一块农用耕地可以拥有排他性的权利。土地可以继承，但不能出卖。因此，个人不可能用多余的产品购买邻居的土地使他处于依附的地位。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许多原始社会，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大规模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因为高额的交易成本会抵消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收益。

但是，无国家社会的制度均衡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最终被打破了，进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家。
(45)

 例如，在公元930年到1262年的冰岛共和国，无国家社会的解体就被当时的人们记录了下来。
(46)

 冰岛共和国国在很多方面和波斯纳型的原始社会很相似，但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包括文字（和最终的成文法）、法律、裁决系统和自发的政治联盟等许多方面。事实上，在早期，冰岛社会就开始向国家形态过渡，只是还缺乏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一个垄断拥有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代理者。

在早期的冰岛社会，波斯纳的保险问题已部分地被农民们的地域联盟直接解决。这一联盟被称为哈里布（hreppar
 ）。加入当地的哈里布是带有强制性的，这就解决了反向选择的问题。农民们被要求在住宅或生活设施受到损害时互相帮助，他们还必须救济和照顾本地的贫穷者。
(47)



秩序的维持和排它性权利的保护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一个法庭审判系统（区域范围或全国范围的）和立法机构——它们都由36个（后来变成39个）首领控制。
(48)

 每个独立的农民都必须成为某一个首领的臣民，但他有随时改变他的忠诚的权利。首领职位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产权：它们可以继承、买卖，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首领职位并指派他的代理人担任首领，但他自己只能担任一个首领职位。
(49)



首领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式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特别是在解决争端的时候。在这一体制下，一个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可采用三种方式寻求补偿：1）自己根据法律进行复仇；2）寻求仲裁；3）提出诉讼。
(50)

 米勒（1984）对于当时的冰岛居民在仲裁、流血冲突和法律三者之间的选择进行了有趣的分析，并解释了为什么在大部分情况下仲裁是最佳的选择。
(51)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以经济利益为动机的交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古代冰岛的历史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是错误的。古代冰岛人不仅确定了对于经济资源和商品的排他性的权利，而且确定了在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自由交换这些权利（例如出口羊毛进口谷物），但他们也同样在政治领域创造了不常见的可转让的权利。
(52)

 正如上文所述，代表控制立法和审判权利的首领职位是一种可交易的私人财产；同样，对一个案件的起诉权也是可交易的，甚至法院裁决也是一种可买卖的私人财产：原告可以将要求对被告进行惩罚性判决的权利转让给第三者（例如没收被告的财产或对他处以死刑）。

古代冰岛共和国的政治领域可以被认为是由39家规模相同的公司组成的竞争性市场。每家公司包括首领与他的臣民之间共同生产和保护产权的契约。首领的权利通过各种方式受到限制，他不能像封建地主那样对他的臣民进行征税，而且这种关系还具有一定灵活性，一个农民可以自由地取消他原有的契约并加入新的联盟。
(53)



在努埃尔人和其他一些古代非洲社会中用于解决囚犯困境和建立秩序的各种力量在古代冰岛社会也存在；如重复对策、威慑、仲裁、亲戚网和意识形态等。但是被波斯纳视为创造稳定性的因素却没有出现，他的保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解决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也没有使财富分散化的制度，而且，食物可以贮藏，剩余产品可以用于国际贸易，还有为首批定居者准备的足够的投资机会。

共和国从930年持续到1262年并且在前200年中十分稳定，这一制度最终受到两个因素的冲击而瓦解：1）首领与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固定化。2）39个竞争性公司（首领）合并为少量的几个寡头公司。

由于人口扩张造成的对于土地的压力，提高了土地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新的雇农与贫民阶层，这些最终导致了首领地位的巩固。同时，1097年引入的什一税标志着冰岛大规模税收的开始，也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什一税中的半数（大约占净财富量的百分之一）归教堂和牧师所有，但这一部分一般都进了首领的腰包。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修建了教堂，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用固定工资雇佣牧师）。首领职位被免于征税，因为根据法律这些职位“不是财富而是统治权”，当然，这一法律是由首领们自己制定的。
(54)



什一税中的四分之一归两位大主教，因而他们比任何首领都富有。教会成为新的社会力量，但共和国的制度并没有适应这种权力结构而转变。因而为争夺主教的职位在富裕的农业区开始出现了首领的合并，这可视为首领们寻求权力平衡的努力。到了1220年，所有的首领职位被六个家族所垄断，他们之间开始了相互争夺权利的战争。
(55)

 流血冲突一直到1262年才结束，冰岛与哈康——挪威的老国王签订了条约，重新恢复秩序：

这一契约具有双向约束力：冰岛人成为国王的臣民，并保证每年向他纳税，但如果君主违反了协议，不能履行他的责任，臣民有免除纳税义务的权利。冰岛人主要的要求是保证和平和他们自己的法律。
(56)



冰岛通过契约寻求政府的保护，与诺斯的国家理论是相吻合的，这一理论在第三章中已作了介绍，并在第十章中会被重新提到。

研究冰岛共和国的学者经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在早期，法律运转良好，但到了末期首领们不是将法律抛在一边就是从个人利益角度重新修正它。上文的证据表明，正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收益方阵，从而导致了早期这场政治游戏的合作的崩溃。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遵守法律行为的偏好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但到目前为止，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意识形态还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这使我们只能研究正式制度和合约对于人们选择行为的约束。在现代社会，我们仍可以发现：同样的正式规则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结果——例如，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大的方面完全照搬了美国、英国的制度，在小的方面照搬了像日内瓦这样的城市的交通规则，但效果却相去甚远。


 9.3　关于国际产权

在结束关于无国家社会产权的讨论之前，我们最后简略地谈一谈国际产权和国际间的交换问题，很少有国家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一国的家庭、企业、政府往往都要与国外签订交换产权的合约。因此，国际产权结构会影响对外交换的主体的行为和相关国家的财富。由于缺乏有效的世界政府，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无国家社会的产权制度相类似，因为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作为最终权力来源的第三方强制合约的执行。也许古代冰岛的模型比努埃尔人的例子与国际产权的制度更为接近：如首领职位；法和法庭；在服从、流血冲突、私人仲裁、用于解决争端的法律间进行选择；以及通过自我约束建立世界秩序那样的制度安排。

国际产权结构有许多类型，它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目标函数、对于领导者的约束以及各种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大小等等。

首先，强大的国家经常侵略弱小的民族并剥夺他们的财产。在极端的情况下，强国向弱国征税，但不提供任何东西作为回报。但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受到度量费用和代理问题的限制，这导致了各种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的合约关系和制度安排的产生。在一般情况下，会存在强制交换，给予弱国一些回报，但少于在自由交换情况下它们应该得到的利益。最后，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国家之间完全是平等的交换——例如，在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

其次，政府会进行各种使各方都受益的合作行动，但程度却各异。比如，合作可以包括军事联盟，或为提高世界市场价格而建立的生产同种商品的卡特尔。一些国家间的合作行动所获得的收益往往成为其他国家的损失。成功的合作提高了有关国家的净财富，但会导致成本与收益的分配问题。

第三，一些国际性公共产品的出现使国际交换更加便利。这些产品包括多种度量标准、公制体系、黄金标准、地球的零度子午线、标准羊毛、咖啡、钢铁和螺旋丝等等。标准铁路轨、航空与航海的规则同样属于国际公共产品。
(57)

 这些国际标准的特征在于使用它的人越多，它就越有价值。它们不可能成为排他性的权利。这些标准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成本。如果一种技术是新的，那么国内范围或国际范围标准的建立成本一般较低，这些标准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正的外部性——比如在航空与航海业中的例子。对于磁带与收录机每分钟转速的标准化就是通过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58)



金德尔伯格（1982）指出，19世纪英国工业中之所以在许多领域没有实现标准化，就因为缺少领头的大型企业。
(59)

 在国际范围内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些国家在规模与地位方面较为相似，那么关于产品、税收的国际标准的协议一般都不够牢固”。
(60)



当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早已按他们的标准进行了投资，那么向国际标准的转变往往成本极高，只有自己的标准被其他国家采用的一方例外。规模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小国（企业）一般会采纳大国（企业）的标准的原因。古罗马提供了格里历（就是目前的公历）；大英帝国在其全盛时期提供了金本位和格林威治时间；革命后的法国提供了公制体系和拿破仑法典；美利坚合众国提供了美元的汇兑标准。
(61)

 我们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安全保障问题：消灭海盗，对于海上航运的各方都是受益极大的，但在合作行动不可能或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往往会愿意独自承担其中的费用——因而才产生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总的来说，国际产权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并鼓励各国实现专业化分工。相反，如果缺乏国际产权体制，各国的财富总量就会降低。金德尔伯格（1986）认为，由于英国没有起到世界领袖的作用才导致了30年代大萧条的广泛蔓延。与之相似，近年的世界秩序之所以会日益脆弱，就因为美国降低了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1971年以后，与1890年以后的英国一样，美国经济相对于世界总体而言开始萎缩。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欲望——这些公共产品包括供大于求时开放市场、短缺时的大量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稳定的投资、国际货币、宏观政策的协调等等。
(62)



国际规则的复杂结构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仍然进行三个层次的分析：1）将经济行为视为国际产权、合约安排与交易成本三者的函数。2）从交易成本与国际产权结构的角度理解国际交易中的经济组织与合约安排。3）国际秩序中政治制度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迄今为止，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对国际产权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这一领域实际上潜藏着大量的研究机会。弗雷和施奈德（1982）试图使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关税和贸易壁垒的产生、国外商品流入、国外直接投资、国际援助、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以及国际组织和谈判等问题。
(63)

 这些领域最有趣的工作是对关税和贸易壁垒产生的问题的研究。弗雷和施奈德表明，直到现在，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被两种类型的研究所统治：一种是使用标准新古典模型的经济学家；另一种是完全抛弃理性选择模型的政治学家。

近年来，政治学家使用理性选择模型对于国际秩序问题的研究已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许多此类研究都借助于对策理论考察秩序问题。一种典型的方法是将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可重复的囚犯困境，并假设收益方阵是对称的，双方都对对方的潜在策略以及可能的结果有着清楚的了解。为表明国家间如何成功地进行各种合作，就要寻求使各国可以长期克服囚犯困境的策略。
(64)

 例如，阿克塞尔罗德认为，一个成功的策略包括不首先侵犯、保持简单的游戏规则以免被误解、对于任何侵略都要给予报复等。
(65)



阿尔特等人（1986）认为，囚犯困境模型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对于历史上曾出现的重要的盟主现象。
(66)

 盟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可以强迫弱国接受一定的产权结构——例如，提供选择性的激励、强迫进行合作行为。盟主游戏的特征在于非对称性：盟主比其他各方有更大的强制权力，它也掌握更多的关于自身实施强制行为潜力的信息，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引起了对于声望、恫吓的投资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行为。

在有些情况下，盟主已没有能力惩罚所有的犯规者，但他仍会在游戏的开始阶段实施惩罚，即使短期成本会大于收益。原因在于，盟主通过建立强权的声望可以降低统治成本，并在长期获益。相反，小国则会发现为改变自身的地位和确信他们不会被随意支配而向盟主挑战是有利可图的。阿尔特等人（1986）强调指出，在盟主游戏中主动出击、使用模糊的游戏规则和只在有些时候实施惩罚也可以是理性的，各方的行为取决于盟主的实力和小国对于盟主的惩罚成本的估计。这些在模型中都是一些随机变量，这一模型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策略有时是混合性的——即随机地进行出击和惩罚，但服从一个特定的分布。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立法权的领导和普通成员间的关系也可以视为一个盟主模型。卡尔弗特（1986）已用对策理论研究了声望建设、领导地位的强化和立法本质等问题。
(67)

 实际上，这一模型还可被用于研究一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


(1)
  注意，我们交替地使用“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这两个概念。


(2)
  无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社会都处于中间状态。例如从930年到1262年的冰岛共和国。它具有一个立法机构和法庭，但法律的实施依靠私人力量，因为它没有一个执行机构。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个案例。


(3)
  但时代在变化。例如，可参看本克（1985），“Open Range-Management and Rroperty Rights in Pastoral Africa：A Case of Spontaneous Range Enclosure in South Darfur，Sudan.”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Paper.


(4)
  例如，可参看乔治·多尔顿编辑的卡尔·波兰尼的论文集。（1971），Primitive，Archair and Modern Economies
 . Boston：Beacon Press.


(5)
  麦克罗斯基是这样来谈论中世纪土地市场的所谓缺乏的：“在早期的教育中，人们被灌输了流行于19世纪的这样一种观念，将中世纪经济视为一种‘自然’的非货币经济，像土地‘所有’这种东西只能是外国的东西。所有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产生的……从本世纪早期开始，中世纪专家们就一直在与中世纪没有市场这一观念打一场无望获胜的战争。但只要进行严肃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认为土地不可转让和公地是一种公共财产的观点不是那么有道理的：一个连人和宗教信仰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社会不可能在土地面前反而有所顾虑。但这一推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关农民间有效的土地市场的证据是很充足的。”麦克罗斯基（1986），第43—44页，“The Open Fields of England; Rent，Risk，and the Rate of Interest，1300—1815.”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Iowa. Forthcoming in Galinson, Darid, ed. In Sear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Market Behavior in Past Tim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诺斯（1977），“Markets and Other Allocation Systems in History：The Challenge of Karl Polanyi.”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6
 （No.3，Winter）：703—716.


(7)
  诺斯注意到交易成本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要能够对交易成本进行一般分类，边际变化必须能够对制度安排的压力进行预测。到这一步的标志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对制度变迁的方向作出预测，它所采用的具体形式仍然是不可知的。”诺斯（1977），［前引书，注(6)］，第716页。诺斯的标准仍然是正确的。


(8)
  见格鲁克曼（1956），第2—3页，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9)
  埃文斯—普里查德（1937），Witchcraft
 ,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
 . Oxford: Clarendon Press；同著者（1940）.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us of a Nilotic People
 . Oxford：Clarendon Press；同著者（1951），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
 . Oxford: Clarendon Press；同著者（1956)，The Nuer Religion
 . Oxford: Clarendon Press.同时可参看格鲁克曼关于原始社会秩序问题的6篇卓越的文章，第一篇就是他的那篇经典的《宿敌间的和平》。格鲁克曼还将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研究非洲问题的文章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格鲁克曼（1956），［前引书，注(8)］。


(10)
  囚犯困境是一种非合作的变和对策。


(11)
  贝茨（1983），“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in State less Societies：A Reinterpretation of Evans-Pritchard's The Nuer
 .”Chapter I in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这一例子来自贝茨（1983），同上，第9页。


(13)
  见贝茨（1983），［前引书，注(11)］，第13页。在努埃尔人中纹身头领提供这样的仲裁。他的作用是降低敌对双方之间的交易费用，他对于纠纷的影响看来并不基于武力威胁。同上，第11—12页。


(14)
  乌姆贝克（1978），“A Theory of Contractual Choice and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421—437；同著者（1981a）. “Might Makes Rights：A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Rights.”Economic Inquiry 20（No.2）：38—59；同著者（1981b）.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 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5)
  乌姆贝克（1981a），同上，第49页。


(16)
  乌姆贝克（1981a），［前引论文，注(14)］，第40页。


(17)
  乌姆贝克假设没有闲暇作为替代，用于开采的劳动总量是一个常数。注意没有劳动时间用于暴力。


(18)
  乌姆贝克（1981a），［前引论文，注(14)］，第51页。


(19)
  土地的估价取决于距离水源的远近，因为几乎所有的沉淀都是水流作用的结果，将金粉和块金分离出来也要用水。


(20)
  同上，第51页。这一证据同时还表明采矿者在采矿技术方面也是相似的。


(21)
  乌姆贝克的数据也与其他一些模型相吻合。他自己也提出过另一种解释（第46页）。而且，乌姆贝克的模型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一点之后新的进入者会被赶跑。模型假设合约会随着新的成员的加入而不断重新修改，使每人的份额越来越小。实际上，矿区确实建立了管理进入的组织并惩罚违反规则者。


(22)
  在赫什雷夫（1980），第663页，“Privacy：Its Origin，Function and Futur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
 （No.4，December）：649—664.有些对策理论家也许不会同意赫什雷夫的结论。见下文9.2.5节。


(23)
  波斯纳（1980），“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w.”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No.1，April）：1—53.


(24)
  格鲁克曼（1956），［前引书，注(8)］，第1页。格鲁克曼对于社会凝聚力和小型社会人们之间的多边利益的分析主要来自埃利兹贝斯·卡尔松关于汤加高原的研究。例如，可参看格鲁克曼（1956），第166页。


(25)
  格鲁克曼（1956），［前引书，注(8)］，第13页。又见埃文斯—普里查德（1940）和（1951），［前引书，注(9)］。


(26)
  贝茨（1983），［前引书，注(11)］，第16页。


(27)
  赫什雷夫（1982）对于试图模拟法律作用的模型提出了考虑周详的意见。他并不赞成财富最大化假设。参见第46—49页，赫什雷夫（1982），“Evolutionary Models in Economics and Law.”小泽布和鲁宾编辑的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第4卷，第1—60页。Greenwich，Conn.：JAI Press.


(28)
  见赫什雷夫（1982），这是一篇220页的讨论经济法演变模型的理论文章。包括对于先驱者的评论和一个广泛的总结。又见赫什雷夫（1980），［前引论文，注(22)］。


(29)
  赫什雷夫（1980），［前引论文，注(22)］，第652—653页。


(30)
  同上，第652页。


(31)
  同上，第659页。


(32)
  同上，第658页。


(33)
  同上，第657页。


(34)
  诺斯（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W. W. Norton.


(35)
  泰勒（1976），Anarchy and Cooperation
 .（London：John Wiley）idem（1987），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
  斯科菲尔德（1985），“Anarchy，Altruism and Cooperation.”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34—44.


(37)
  阿克塞尔罗德（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idem（1981），“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Among Egois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306—318.


(38)
  泰勒（1987），［前引书，注(35)］，第31页。


(39)
  斯科菲尔德（1985），［前引书，注(36)］，第219页。


(40)
  这里的讨论是在波斯纳（1980）的论文发表之后，［前引论文，注(23)］。


(41)
  同上。


(42)
  为简便起见，波斯纳抽象了原始社会中的许多显著差别，并用非正式模型或用理想型原始社会组成他的分析。他的模型的基本假设有：1）这一社会没有可书写语言。2）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分工；没有正式政府。3）产品很单一化，几乎都是食品。生产中除了简单的手工工具和一些农用牲畜，几乎没有投资品。4）技术上食品只能贮存较短的时间。5）没有外界贸易可以增加消费品的种类。6)科学知识和技术是来自早期的经验。劳动生产率很低，随机的一些因素往往会影响人们的生存。波斯纳（1980），［前引论文，注(23)］，第8—10页。


(43)
  波斯纳（1980），［前引论文，注(23)］，第35页。


(44)
  同上，第10—19页。


(45)
  “对于分散社会秩序的起源的分析也许是非洲研究对于政治学的最著名的贡献。尽管最近学者们认为对分散制度的研究太多了。从一个角度看，它们的事情的出现是相对稀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现在还有这种分散化的社会，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暂时的——作为一度曾集中的社会或处于向更集中的社会形态过渡的早期阶段。”贝茨（1983），［前引论文，注(11)］，第21页。


(46)
  共和国的法律被称为格拉格斯（Grágás），在12世纪初曾用文字记录并留下三本手抄稿。它们被认为是“日耳曼法典中最广泛和最详细的记录”。米勒（1984），第96页，“Avoiding Legal Judgment：The Submission of Disputes to Arbitration in Medieval Iceland.”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8：95—134.所谓的“萨迦传奇（Sturlunga Sagas）”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来对待冰岛共和国解体之前的争端和世仇，主教的萨迦讲述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冰岛主教们的故事。冰岛人也写下了在古代冰岛共和国及更早时期统治挪威的那些国王们的长篇叙事。

有13个以上的冰岛家庭的萨迦主要讲述了发生在10世纪和11世纪初期的事情，但它们大都写于13世纪，并且很可能包含了强烈的虚构成分。然而，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家庭的萨迦传奇对它们写作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例如，特纳（1971）从理论上推断，描述了1000年时每一方情况的著名的Njál萨迦，是在古代冰岛共和国解体之后写成的，以说明旧秩序为何无法再保持和平（第370页）。

包括冰岛历代志在内的其他资料来源可以追溯至13世纪，关于二手资料来源和现代历史研究，可参见Jón（1974），A History of the Icelandic Commonwealth
 . Transl. By Haraldur Bessason.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最后，关于我们对努尔人的讨论，注意到特纳（1971）的著作中将冰岛的数据与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理论联系起来是十分有趣的。Turner（1971），“An Ant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Icelandic Sagas.”In T. O. Beidelman，ed.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
 . Essays to E
 . E. Evans-Pritchard
 .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47)
  哈里布（hreppar）的起源还是未知的，但它们最远可推溯到10世纪。当时的格拉格斯（Grágás）就包含着哈里布的因素。每个农民的责任和他的平均收入相联系，从1097年开始哈里布逐渐细分。这种类型的组织在其他的日耳曼国家都没有。


(48)
  见约翰尼森《冰岛共和国的历史》（1974），冰岛语中称这种首领为goð
 i. Goð
 i与英语中的“上帝”相关联，因为首领在公元1000年基督教引入之前还有宗教职能。首领在冰岛语中叫goð
 orð
 。


(49)
  妇女可以拥有首领职位，但本身不能成为一个首领。


(50)
  戴维·弗里德曼（1979）认为，即使与已经有了正式实施法律的机构的社会相比，冰岛共和国的产权结构也是有效率的。弗里德曼（1979），“Private Cre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Law：A Historical Cas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8
 （No.2）：399—415.


(51)
  米勒（1984），［前引书，注(16)］。沃莫尔德（1981）研究了苏格兰的流血冲突和现代法的早期历史，特别是私人和皇家审判之间的关系。她表明在苏格兰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从1400到1600年），封建主的审判是被政府所认可的，习俗的和私下解决冲突的办法与公共审判系统能和谐共存。历史上私人法与公共法的同时并存是新制度经济学有待研究的又一领域。沃莫尔德（1981），“Bloodfeud，Kindred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Past and Present 87
 （May）：54—97.


(52)
  欲了解冰岛共和国的经济情况，可见格尔辛格（1981）。Icelandic Enterprise
 ： Commerce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Ages
 . Columbia，S. 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53)
  这一证据表明首领并不向臣民征税，除了一点点费用用于行政用途。


(54)
  冰岛什一税的引入是一个相对和平的过程，而在邻国却造成了政治动荡。在另一个北欧国家，什一税税率是净收入的10％，而冰岛只是1％。


(55)
  约翰尼森（1974），［前引书，注(48)］，第228页。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冰岛共和国内部冲突的原因。由于有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使这一问题较复杂，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因素外，还有气候变冷、国外市场竞争、国际贸易条件恶化、首领逐渐不忠诚以及挪威国王对冰岛日益有兴趣并故意挑起矛盾。


(56)
  约翰尼森（1975），第40页，“An Outline History.”In Nordal，J.，and Kristinsson，V.，eds. Iceland 874—1974
 ，Reykjavik：Central Bank of Iceland.“冰岛与挪威以及后来的冰岛与丹麦之间的这种关系持续了近700年。冰岛人坚持他们是与挪威国王直接签约而与丹麦或挪威的国民无关。”


(57)
  金德尔伯格（1982），“Standards as Public，Collective and Private Goods.”Seminar Paper No.231（Stockholm：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idem（1986）“Internations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1）：1—13.


(58)
  金德尔伯格（1982），［前引书，注(57)］，第11页。注意到有三个层次的规则影响不同国家之间人们的交换行为：1）超国家的法律与法规；2）国家法律，比如进口，国家法律时常有些外部影响；3）私人规则（私人合约），对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直接的合约。


(59)
  金德尔伯格（1982）告诉我们，在英国的一个时期“有200种轴箱，40种不同的手刹车，也许有200个型号与规格的探井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有70家发电公司拥有50条不同的输电线、24种电压和10种频率。”同上。


(60)
  同上，第23页。


(61)
  同上，第22—23页。


(62)
  金德尔伯格（1986），［前引书，注(57)］，第9页。


(63)
  弗雷和施奈德（1982），“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Emerging Field，”Seminar Paper No.227.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University of Stockholm.又见弗雷（1984），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Oxford：Blackwell.


(64)
  这些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主要指产权结构，用于管理国家间的交易。如欲了解最近有关世界政治的对策理论，见斯奈达尔（1985），“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 38
 （No.1）：25—57.


(65)
  见正文9.2.5节；又见阿克塞尔罗德（1984），［前引书，注(37)］。


(66)
  阿尔特、卡尔弗特和休姆斯（1986），“Game Theory and Hegemonic Stability：The Role of Reputation and Uncertainty.”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106.St.Louis：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Washington University. Keohane's work on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For example，see Keohane，Robert（1984），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67)
  卡尔弗特（1987），“Reputation and Legislative Leadership.”Public Choice
 55（Nos. 1—2)：81—119.


第十章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


 10.1　概述

在第九章里，我们探讨了无国家社会的产权体系，特别考察了那些非正式规则、价值观和社会习俗如何约束人们的行为并减少由于自由使用资源而造成的浪费。但是显然那种早期的制度结构根本不能用来支持非相关个体间复杂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伴随着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生产和大市场、先进的技术及时间密集型的生产形态。
(1)



如果没有国家以及她的制度和对产权的支撑性组织，那么高交易成本将使复杂的生产系统瘫痪，也不会有涉及长期交换关系的投资。但国家又有其两面性，“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2)



本章10.2将详尽阐述第三章所介绍的诺斯（1979）的国家理论。
(3)

 他的方法构筑在现代企业理论之上（见第五、六章），并且强调交易成本和代理问题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和产权结构，我们将提出一个关于国家的诺斯模型（归功于芬德雷和威尔逊）的规范描述，并且考虑该方法的各个细节。

本章10.3列举了一些理论上的经验应用。我们的主要意图与其说是解决在经济史和经济发展领域里的争论，倒不如说是概括一些关键性的变量并提出一些可供研究的论题。导言（10.3.1）之后，在本章10.3.2探讨了政治联盟和产权之间的联系。贝茨对热带非洲的国家与市场的研究是这一讨论的主干。在本章10.3.3中，我们将考察那些控制着国家的委托人的代理问题。同时利用维涅基的研究来说明在苏维埃型经济中的改革与反改革问题。最后本章10.3.4通过引证几位作者的研究和近代欧洲的案例，来讨论公共财政手段、产权及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些具有长期破坏性的掠夺性公共财政，被那些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统治者看作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本章最后一节10.4着眼于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民主制度研究的情况。这里不是审视在公共选择和政治科学之内正在形成的新制度主义领域，而是把讨论限定于能够显示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在此方面具有潜力的两个问题和两项重要研究上。首先我们考察由登造和芒杰构筑的规范模型。该模型研究了信息成本对于立法者行为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考虑一个由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所构筑的利用新的经济组织理论解释美国国会内在结构的模型。


 10.2　国家理论：模型

现在，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关于国家概念的讨论。我们所关心的是国家和产权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所用的方法归功于诺斯（1979，1981），该方法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代理理论结合起来用于分析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的理性选择。

诺斯关于国家产权和生产率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可被描述如下：社会的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决定了生产率和产出量的技术上限，即经济的技术生产边界。然而对于各种产权结构，都存在一种从一切可行的组织形式中选择出来的结构性生产边界，这种结构性边界能使在技术边界以内成本最小而产量最大。产权体系确定了一系列可行的经济组织形式（给定技术及其他外生要素状况），而产权体系则依赖于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且，某些政治体制能驱使结构性生产边界接近于技术性生产边界，而另一些政治体制则不能。通常，移动结构性生产边界接近技术性生产边界需要政治变迁，因此关于经济改革的收益成本评估必须既包括政治变迁成本又包括维持（实施）各种体制的成本。
(4)



现代技术为获得高生产率提供了潜力，但如果没有那些伴随着时空延伸所形成的精细的生产专业化和非相关个体间的复杂交换网络，这些高产出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的。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技术越发达则交易越复杂，使用技术所需的交易成本也越高。
(5)

 把先进技术的交易成本降低到可操作水平上需要适宜的产权结构，而国家具有供给所需结构的比较优势：“与法律、公正和防卫的设计相关的规模经济是文明的基本源泉。”
(6)



简言之，个体所有者们希望提供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的各种特定可占用的资产，这种愿望直接依赖于社会各种规则结构，比如获得相对连贯且公正的第三方仲裁，而往往只有国家才能提供此服务。

诺斯（1981）以有力的历史证据论证，国家一般并不提供能促使经济接近其技术生产边界的适宜的产权结构。例如，大量相对和绝对经济衰退的历史案例只能被解释为组织制度失效了
 。我们现在转向诺斯的国家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解释这类失效的原因，同时我们利用芬德雷和威尔逊的规范模型来探讨这个理论。
(7)



我们假设在某种经济中生产一种复合产品Y
 ，它由私人企业提供。劳动力L
 和固定资本存量K
 是仅有的投入。投入—产出关系是传统的生产函数f
 （L
 , K
 ）。然而该经济的产出结果还可由于第三个投入要素而提高，我们称此投入为公共秩序P（由产权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只有国家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秩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G
 是唯一被使用的投入品。公共秩序的生产函数为P
 （G
 ），一个社会由国家提供公共秩序，其总生产函数可表述为：
(8)



[image: ]


芬德雷和威尔逊（1984）假设同质劳动力的供给，H
 是一常量，并且人们只在公共或私人两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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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动力总供给是一个常量H
 ，且G
 =H
 -L
 ，所以我们写成：

[image: ]


图10.1描绘了Y
 与G
 之间的关系。
(9)

 该图显示公共部门的扩张在最初使国民收入Y
 增加，然后在经过某点后又使之降低。当公共部门的就业水平为G
 *
 时，也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劳动者边际产量相等时，产量达到最大Y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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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国民收入是公共部门就业水平的函数

洛克、鲁索等人的国家契约理论及一些传统的公共财政文献（庇古—米德范式），都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平等人之间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提供生产性公共服务。根据芬德雷—威尔逊模型，G
 的水平将由一个公共目标来决定。我们假定该目标包括在社会共有收入最大化这一目标之内，完成这一目标要求G
 ＝G
 *
 。但国家必须征税用以支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G
 *
 工作小时）的工资（注意：该部门的产出是公共产品，不可市场化）。两位作者假设，国家对一切收入征收一个比例税t
 ，则政府税收为tY
 。现在最优化问题包括：既要求寻求G
 *
 ，又要求寻找相应的税率t
 *
 ，该税率t
 *
 恰好能使政府偿付其工资账单（并且平衡预算）。假定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它使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工资相等：W
 G
 ＝W
 L
 。图10.2展示了在t
 ＝t
 *
 时，一个契约型政府的税收函数和财政支出函数。
(11)



[image: ]


图10.2　在契约状态下的均衡的公共就业

诺斯的国家模型是与霍布斯的国家掠夺论有关联的变体，它认识到政府既有生产性亦有潜在掠夺性。
(12)

 诺斯将国家定义为“一个在暴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她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13)

 控制国家的统治者既垄断暴力又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且充当一个具有歧视性的垄断者角色。统治者与臣民们有长期契约关系，这种关系规定公共服务与税收之间的交换条件。统治者给这种服务定价的能力受其垄断权力大小的限制。特别是，统治者提高垄断利润的能力被三个因素所约束。第一个因素来自于国内国外的潜在竞争对手，即取决于统治者被替代的可能程度。各集团之间替代可能性有差别，因而他们抵制征税的能力就有差异，结果统治者就采取价格歧视政策。这显然是理性的（如对军队高级官员免税，而对那些分散无组织的农民征重税等）。

第二个因素源于国家代理人的投机倾向，而国家又不得不雇佣他们来提供公共服务和收税。

第三个因素涉及到各种度量成本，特别是度量税基的成本。

在上述三个条件约束下，统治者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统治者只有在满足了他的生存要求之后才会采取措施增加税基。诺斯的中心论点是：统治者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要受到生存问题、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因而它所采用的征税方法和建立起来的产权体系很可能会引致经济远离它的技术性生产边界。
(14)

 在一些极端情况中，统治者的最优战略能产生一种产权结构，足以使经济停滞和崩溃。

现在我们转向芬德雷—威尔逊模型。他们的规范模型不完全适合诺斯理论，但图10.3可以描述诺斯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假定统治者有征税权但不能控制税率，t
 作为外生变量被置为t
 0
 。我们可以想象t
 被某些代议制机构所控制或被比统治者更强有力的传统习俗所保护。根据规范模型，t
 固定于t
 0
 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是统治者唯一能控制的变量。在图10.3中，统治者寻求其福利最大化是通过选择一个公共部门总就业水平GR
 来实现的，而GR
 使收益超过支出，即政府所得剩余最大化。这里的“支出”，我们指的是公共部门的净工资。在图中，剩余最大化即是寻找一个GR
 ，以便使税收函数和支出函数之间垂直距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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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当税率（t
 0
 ）为外生或官僚机构失去控制时，不能使国民收入最大化

我们可以从这个基本模型得到如下结论：

1．G
 R
 总是会在G
 *
 的左侧，而G
 *
 对应于经济最大产出Y
 *
 ，这就意味着Y
 R
 将总小于Y
 *
 。

2．较高的t
 0
 值提高收益函数值同时降低支出函数值（通过降低政府工作人员的净收入）；类似地，较低的t
 0
 值降低收益函数同时提高支出函数。但统治者的公共部门最优规模GR

 将永远不会与使经济产出最大化的G
 *
 一致，因此Y
 R
 <Y
 *
 。
(15)



3．统治者向经济提供公共服务不足，从G
 R
 向G
 *
 的移动（因此Y
 R
 向Y
 *
 ）会趋向帕累托效率。经济产出最大化可以通过改变税收规则来实现。比如，统治者的收入不是来自征收剩余税（residual tax），而是征收总额税和收入比例税。这样一个变化既能增大统治者的净税收收益又能提高居民的税后收入。诺斯认为这样的调整常常因度量成本、契约成本和强权政治等原因而受阻。

4．最后，我们假定统治者不能充分控制它的代理人——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例如，国家机关的局长们可能通过增加他们自己的人员来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威望。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政府雇员扩充失控，直到政府支出耗掉全部税收。在图10.3，这一点是G
 B
 ，现在政府向经济提供过量的公共服务，而我们则还是得到Y
 <Y
 *
 。


 10.3　国家理论：应用

10.3.1　概述

假如要使经济运行起来接近它的技术性生产边界，则需要给予经济代理人适当的激励。激励依赖于产权结构，而国家在决定产权结构过程中起中心作用。使经济接近其技术生产边界所需的实际激励因素和产权结构，将依赖于可得到的技术及其他环境变量，我们可对这些因素作一些概括。一种经济的结构性生产边界将依赖下列因素：

1．决策者承担他们行动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和经济利益的程度。一般来说，当产权体系促进决策者将他们行动的全部成本和利益内在化时，生产率会得以提高。
(16)



2．目前和将来所有权能被清晰界定的程度及被安全保护的程度，以及今后是否能够以较低成本并且有秩序地解决有关所有权和履约方面的争端。有保障的产权鼓励投资者增加经济的生产资本存量。

3．产权结构为降低两种成本所做贡献的程度，这两种成本包括度量资产、商品有价值边界的成本和转移资源产权所耗的成本。能使交易成本降低的结构会促使经济接近于其技术性生产边界。

4．在自愿交换受到高交易成本阻碍的情况下，国家直接分配资产产权以达到物尽其用的控制程度。当资源使用时出现相互争执的矛盾，国家直接以新古典福利最大化准则为标准来分配资源，则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以上所陈述的国家理论列举了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国家有建立与经济繁荣不相一致的产权的倾向，但所有解释一方面源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共同作用，另一方面则源于财富分配的斗争。正如诺斯（1981）指出的：“在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统治者可能总是首先设计一个有效率的规则集，然后为自己的租金作交易，但这个源于福利经济学的假定却根本忽视了正交易成本的情形，而该情形才是现实交易中真实的情况。”
(17)



下面我们运用国家理论来探讨政治联盟、国家内部代理以及公共财政体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结构性生产边界的。尽管我们利用经验研究来说明这些问题，但我们并不是想解决经济史里的争端，而是想强调在政治体制、产权以及经济实绩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同时我们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划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围。

10.3.2　热带非洲的政治联盟和产权

所有统治者都依赖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权力。我们并不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理论，但是本书其他部分的讨论提出了以下观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集团的政治势力直接与他们的经济基础相关；其次，较大集团集体行动的成本较高，尤其是当其成员分布的地理区域差别较大时；第三，统治者常常通过有选择地向个体和集团提供不同的产品和不同产权结构的战略来对臣民进行分而治之。
(18)

 第四，正如诺斯已强调的，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狂热，比如源于一种对不公平待遇的普遍认识，可以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并加强集团的政治分量。

我们之所以对政治联盟感兴趣，是因为联盟结构与其所导致的产权体系之间存在着联系。通常，一国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不得不应付那些拥有相当谈判实力的个人和集团。一个集团谈判力量的增强常引致修订该集团与统治者之间契约的要求，而社会契约结构中的变化能够影响经济实绩。

综观历史，人口和军事技术的变化一直是驱动社会集团谈判力量发生变化的动力。诺斯（1981）在其《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利用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和古埃及王国的历史事例来阐明一个因果关系，即以人口和军事技术的变化为开始，而以新经济组织和经济成果的产生为结局。

例如，诺斯认为，历史上因军事技术变化而引致谈判力量变化是多元化政府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

希腊城市国家从君主制到寡头制再到民主制（在雅典时期）的演变正是军事技术变化（方阵的发展）的结果，而该变化只能通过民间军队的发展来完成；统治者付出的代价则是他的规则制定权的削弱。类似地，在近代欧洲，军事技术（长枪、大弓和火药）的改进导致某些规则制定权转向议会或三级会议，权力的转移是为了实现因生存需求而增加的税收。
(19)



接着，诺斯（1981）揭示多元主义对于产权有多种含义。在现代，诺斯发现在国家控制中的多元主义及其变化主要兴起于“第二次经济革命”，即19世纪科学的系统发展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但他也清楚地说明，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经济的增长（或缺乏增长）常常对相对价格和社会集团谈判力量有反馈效应，而且没有简单的模型能解释政治变化和经济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20)



在这一小节的余下部分中，我们着手探讨政治联盟与经济变量间的静态（非动态）关系，把贝茨（1981）研究《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的文献作一个实例来考察，该研究论述了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政治根源。
(21)



虽然热带非洲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果远非单一，但仍然可作些一般化概括。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是依赖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产品包括可可粉、咖啡、棕榈油、琼麻和棉等。近来这些重要产业已深深陷入停滞。贝茨认为：“在1970年代，整个非洲的农业出口已衰退了。”
(22)

 此外，恰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热带非洲国家也奉行走工业化道路，结果产生了一个国家兴办的小型制造业部门，该部门被保护起来，既不参与国外竞争也不参与国内竞争。由于政府给这些部门大量投资补贴，其生产方式倾向于资本过度密集型，高成本和低质量使得这些部门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贝茨（1981）研究热带非洲政治结构的文献揭示，统治联盟由三个集团构成：与国家官僚体制有联系的个人（包括武装力量成员），由国家兴办的资本主义部门企业及地方工业（加工农产品的企业）。此外，有一点很重要，这三个集团都寻求对农民的资源拥有使用特权。事实上，因为国家担心城市骚乱，所以城市工人（人数很少）的地位高于农民（占选民大多数）。

贝茨（1981）也研究了热带非洲政治联盟所产生的产权结构，特别是建立在市场之中为农业投入、农业产出以及为国内制造品服务的各种结构。他引用种种证据来说明：

1．这些国家的产权体系对农民相当不利。

2．这种体制倾向于偏袒城市居民、官僚、制造业企业和地方工业。

3．国家十分喜欢直接控制，而不愿采取通过改变相对价格间接影响激励的方法；国家还明显地出于声望的考虑而热衷于宏大计划。

4．国家利用选择性激励方法来唤起农村对政府的支持——比如通过战略性地分配农业投入，如化肥和农村服务（学校、医院等）。

5．国家随时准备镇压敢于利用农村不满的政治企图。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他们所生产的经济作物是极其重要的，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却备受挫折。在产品市场上经济作物通常只准以低价卖给国家兴办的垄断买主机构（国家销售委员会或代理机构）。建立于殖民时期的销售委员会，最初是为了稳定物价，现在则成为税收的主要工具。目前，农民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收入仅仅有一小部分能回到农民手中，销售委员会所得大量净收入并未再投资于农业部门，而是转移给了统治部门。

尽管农村选民占多数，但与那些属于小型制造部门的选民及其他人员相比，他们的影响力却相对地小。对此的解释有：农业部门中集体行动的成本很高，选择性激励（对投入和社会服务实行政治性的配给）削弱了潜在领导者反对统治联盟的决心，而且国家以暴力镇压来对付任何利用农村不满的企图。然而面对一个不利的产权体系，纵使农民没有反对统治联盟的组织，他们仍然能够通过经济调整来使自己损失最小。

在第四章，我们讨论当其产权受到某些限制时，资源所有者可以通过使其潜在非独占性收入损耗最小（在有关的约束条件下）的方法来作出反应。类似地，非洲的经济作物生产者面临其资产的收入权被严重限制时，也会调整其资产的使用来达到在新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化。贝茨发现这些调整包括：减少对经济作物生产的投入，用未被管制的粮食作物替代被管制产品以及重新分配农业劳动时间，包括向城市地区移民。
(23)

 调整大量进行，经济成本也很高：尽管转移的资产有了新用途，农民得以使其资产的私人价值最大化，但按社会生产力的标准，所谓新用途不过是拙劣的使用。在热带非洲，产权体系不利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而且许多事实表明它们的经济效果具有破坏性。

10.3.3　代理问题与苏维埃型经济

一个国家若要繁荣，若要接近经济的技术性生产边界，它就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力量调整产权结构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然而，这种调整常常被那些相信改革会威胁自身利益的代理人所阻碍。当预期结构的转变能提高社会总福利时，统治者和居民发现，补偿代理人的预期损失以期获得这些人的让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然而高交易成本很可能阻止这方面的支付。对于支持结构转变的人来说，交易成本不仅包括搭便车之类的集体行动费用，还包括向代理人作信用承诺的费用。对代理人来说，即使补偿是合理的，他们仍害怕放弃特权和战略性地位会削弱他们的谈判地位，甚至最终因政治行动而无补偿地失去全部特权。
(24)



下面我们利用苏维埃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历史来说明，服务于国家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们会阻碍结构变迁。我们的讨论取材于维涅基（1986a，1986b，1986c）考察苏联和东欧其他苏维埃型经济（STES
 ）的系列文献。
(25)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央控制的苏维埃型经济对世界经济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苏维埃型经济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可能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领域。在苏维埃型经济里，统治国家的主人试图像管理一个单一的巨型企业一样全面地管理工业部门和部分地管理农业部门。
(26)

 中央控制型经济的进化可与西方经济中股份公司的进化相比较，每种组织形式都构成了20世纪经济史。在西方，引入可转让的股份和复杂的资本市场从而减小了股份公司的代理成本。尽管在股份公司里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但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仍蓬勃地发展起来。
(27)

 在苏维埃型经济里，共产党的制度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发展之一，让中央来直接控制复杂的经济成为可能。
(28)



苏维埃型经济的结构有个显著特征：即从苏维埃中央繁衍出两个制度分支：共产党官员和多层次管理官僚机构的代理人。
(29)

 各种平行的等级制度用来降低由于把工业经济作为一个大行政单位来管理而出现的交易成本。双重结构仍是苏维埃型经济的独有特点。在这种布局里，党的代理人监督那些管理官僚机构的代理人，并向中央汇报。共产党官员在选择各级管理者时起重要作用，他们以对党和主人的忠诚作为量重要的标准。除了这两个代理人的设置，苏维埃型经济的统治者还依靠警察和军队作为代理人——总共四个代理网络。

这个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被苏联领导者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很适合于资源动员、强行推进的工业化，并容易在许多基础行业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尽管这种体制的代理成本很高，但它适合于处延型增长，且对领导者十分有利，几乎没有人怀疑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强权力量。但维涅基（1986a）和其他观察者认为，一段时间以来，按苏维埃型经济的统治集团的观点来看，苏维埃型经济的基础组织结构已经机能失调，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技术环境变化导致了体制内代理问题的累积效应，二是交易成本的增加。

首先，存在一种不鼓励生产部门成本最小化而强调迎合（数量或价值）产出空额的激励机制累积效应。
(30)

 这些激励因素在苏维埃型经济结构中的长期影响很显著，比如，考察它们单位产出所耗资源的密度。维涅基（1986a）在比较了东欧的苏维埃型经济与西欧的市场经济中以美元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和钢耗量后发现，苏维埃型经济的资源使用密度比后者高出2—2.5倍。此外，时间序列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一旦成熟，其资源使用密度是下降的，而苏维埃型经济结构中并没有类似的倾向。
(31)

 除了上升的资源使用密度外，维涅基（1986a）还分析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失调。它们内生于中央管理体制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地引起新的困难。如苏维埃型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比较，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吨／公里运费显示较高且有递增的运输强度，即使考虑了人均收入的差异。苏维埃型经济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似乎每况愈下，而同时这类国家不断演化的工业结构却愈来愈依赖工业投入品的进口。
(32)



其次，技术环境的变化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使苏维埃型经济的组织结构失灵。苏维埃型经济的等级制的中央管理结构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可出色地运行：1）最终产品相对几乎没有质量维度；2）加工一种产品的工序几乎不存在纵向关系；3）在企业层次上确实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4）当技术不要求企业间横向联系时，各企业既是投入供给者又是投入品的采购者。
(33)

 但是当代的技术进步对这套集中管理结构很不利：

1970年代到1980年代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作为增长引擎的新兴产业逐渐取代了以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产业（钢、水泥、大批量化工产品）。在这些新兴产业中，企业间具有典型的横向协作关系，而且企业互相担当投入品的供应者和产品购买者。在这些使用原料较少而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电子和非电子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精制化学产品）中，复杂的、非线性的并且是产业内的联系决定了这种产业的实绩，这些产业所依赖的恰是与中央计划相对立的那些经济特征。
(34)



总之，中央集中管理的长期后果将是经济停滞。
(35)

 一段时期以来，苏维埃型经济的领导者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可能已陷入长期衰退，除非在国有部门和已得到发展的私营部门实行分散管理以取代命令—配给制，否则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为拯救经济，领导者们已发动了一系列改革，但收效甚微或完全失败。维涅基（1986c）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认为改革主要被党和官僚管理机构的中层代理者们破坏了。原因很简单：已提出的改革的一般主题是以自主性参数（如价格等）取代行政命令。而要求官僚们实施改革，以参数调整代替由国家代理人执行的命令—配给制，实际上是在要求他们显示出能废弃自己的新思维，并放弃他们目前的产权所带来的租金。

我们可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党和管理官僚机构的中层代理人强烈地维护苏维埃型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首先，共产党组织机构通过其人事制度控制所有行政和企业单位的管理职位的产权。一个由经理们施展才能的竞争市场将意味着从党的官员手中转移走一笔庞大的福利。
(36)

 其次，对于各主要的工业企业经营者，存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付给报酬体系，代理者们可从中获利。苏维埃型经济一直以短缺经济著称，而这短缺供给的价格却是国家牌价甚或特供低价格，因此支付酬金一般转为以牌价或特供价提供商品和服务，从而躲避排队和定量配给。我们可以从任何有关苏维埃型经济的文献中找到有关代理人从这两个网络中享受特权的详细描述，但基本点都是一个：这些特权是苏维埃型经济模式中所特有的，管理机构代理者和他们的监督人——党的官员，替代了参量调节的分权体制，他们通过垄断高层职位及通过中央所无法控制的投机行为来获得报酬。
(37)



然而维涅基（1986c）认为，代理的其他两个网络，军队和警察成员特权的自然增长则不是中央管理型体制所特有的，而是政府独裁这一体制所特有的。当苏维埃型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时，统治者和民众都呼吁从根本上改革产权结构；与此同时，军队和警察则主要处于中立或支持变革。反对改革的力量来自统治阶层的两个部门：党的官员和管理官僚。
(38)



东欧最早的衰退迹象出现在1960年代早期，但当时外延的经济增长所需的传统资源尚可得到，而且部分经济改革也在进行，1970年代的困难则被西方技术和贷款所掩盖。但到了1980年代，他们面临的选择似乎变成要么是彻底的政治改革要么是经济衰退：靠他们自己投资扩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更多的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振兴衰落的苏维埃型经济。
(39)

 假如政治改革意欲创造适合持续增长的环境，它们就必须包括一个相互牵制的平衡体制，用它来限制党的官员干涉和蚕食经济。
(40)



关于东欧苏维埃型经济改革尝试的一项调查揭示出以下几种情况：
(41)

 第一，分散这类体制权力的尝试开始于1953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但至今仍未动摇党的官员对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控制，尤其是对管理职位任命权的控制。

第二，寻求维护人事制度和酬金体制的国家代理人，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变化依赖于政治约束，如公众的不满程度。代理人时常能够从一开始就确信所谓改革不过是虚拟重组而已。比如改革计划可能包括精简少部分中层组织，但同时又增加类似的组织；或者减少对企业的计划指令，但加上新的所谓“调整的”或“辅助的”指令。

第三，在其他例子里，改革虽已提高了代理人控制企业的成本，但并非完全消除了他们的控制。例如，尽管直接命令已被取消，但代理人仍掌握着对投入的配给权；或者取消命令和配给，却没有取消对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许多情况下，代理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这个进程倒退，从而造成有效产权结构的不确定，使形势混乱。

最终，只有匈牙利取消了正式的命令和配给，但仍然保留着共产党官员的控制：

这样，既然市场没能替代中央计划，这中间出现的真空就被许多因素所填补：比如覆盖企业活动范围的各种“补充”调节方法、“指导性指标”；经理和经济官僚之间为这些指标变动所进行的讨价还价；利用非正式的配给方式及为投入品的讨价还价；在企业制定“自主性”经营计划时经济官僚和共产党官员强加干涉；各种伪装的或公开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持续的或特定的对企业活动的干涉。
(42)



以上分析表明，提高苏维埃型经济制度动态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在目前结构里摧毁机能已经失调的监督机构，即曾经作为经济成功关键的领导政党。在人们提出的各种方案中，有一个是使党以某种方式消失在幕后，另一个则是由统治阶层与军队、警察结成联盟来对抗执政党，将体制转向市场导向的独裁体系。
(43)



10.3.4　公共财政和产权：近代欧洲的案例

长期投资常面临被侵吞的威胁，只有当潜在投资者认为其所有权在目前和将来都能得到保障时，投资者才会进行长期投资。在苏维埃型经济制度中，是否存在稳固的排他性私人产权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通过它的代理人，直接控制了主要的物质投资。
(44)

 然而对于那些生产资料所有权分散的国家来说，私人产权的稳定性对于其经济实绩有极重要的意义。

国家执行财政的方式影响着排它性权利的界定及其稳定。掠夺性公共财政事实上造成不完全的排他性权利。对于不确定的产权，追求福利最大化的个人反应是：通过各种调整使被侵吞的风险最小。这些调整往往会降低投资活动的水平及改变它的性质。
(45)

 也就是说，掠夺性公共财政能促使经济的结构性生产边界远离它的技术性生产边界。

在欧洲，在直到17世纪中叶为止的200年里，民族国家在从前封建庄园崩溃的废墟上兴起。民族国家的逐渐兴起反应了各种力量的作用，其中包括军事技术，军事技术扩大了政治单位的规模并提高了国家军事和官僚政治的开支。
(46)

 然而，由于王室被陈旧的税收体制所约束，而且用于度量税基的成本很高，所以早期的民族国家长期遭受财政赤字困扰并依赖于大量借债。

我们再重申一下，除了政治约束，度量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都限制了征税。土地已被征税，而高昂的交易成本限制了向商人阶层不断增长的财富进行征税，除非大量贸易都通过国家指定的地点。比如英国对外贸易中的口岸。至于收入税，在那时年收入的概念尚未界定清楚，而且度量收入的成本也较高。稍后商业组织形式和有关商业法的发展要求界定和度量年收入，并降低征收有效收入税的成本。类似地，度量财产价值的高成本也妨碍了征收一般财产税：直到实物财产很大程度地变成可转让的证券时，度量成本才会降下来。最后，未充分发展的货币和银行系统与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考虑一起，共同限制了通过操纵货币供应进行膨胀性财政融资的做法。
(47)



为了生存，统治者求助于掠夺性公共财政，会造成产权模糊并降低税基及王室的信用度，并且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为其活动筹资的能力。比如，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在国内战争前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公共财政包括：为增加税收转卖王室土地；转卖垄断权给行会；转卖贵族和骑士称号；以公共目的为由，支付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来攫取商品；向个体出售某些公共豁免权以及完全没收私人财产。斯图亚特王朝还用武力相威胁以获得贷款，而后又单方面修改贷款契约，使条件更有利于政府。
(48)



有充分的历史证据显示，掠夺性公共财政经常缩小国家的税基，降低政府信用和税收收入，并引起经济衰退。
(49)

 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究竟为什么一个理智的统治者会求助于一个给自身带来严重后果的措施？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10.2节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模型，一个统治者，不受竞争压力、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的困扰，他将寻求国家税基的最大化。
(50)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统治者不得不面临以上所列的各种约束：他们对潜在的税基控制（所有权）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而且，在某些环境里，挥霍成了一个追求福利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合理行为。

尽管竞争压力和交易成本的约束会刺激统治者挥霍国家的潜在财富，但若各种约束力量进一步增强，则既能产生稳固的产权又能增加公共和私人的收益。对于私人投资来说，最初的投资者都是那些相信其所有权有保障的人，一旦统治者侵吞这些投资中的准租金，则这些统治者就类似于长期私人契约中具有投机行为的那一方。我们在讨论企业性质时（第五章）已指出，违反契约、掠夺投资者和没收他们的准租金，不仅伤害了易受打击的投资者及减少了财富收益，而且也使人们相信采取预防侵吞的措施往往是合算的。
(51)



保护准租金有两个主要的方法。一是纵向一体化，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为走苏维埃型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一是国家攫取那些缺乏保护的资产；二是限制潜在的侵吞者，可以通过诸如订立长期契约、交付附属担保品（抵押品）等方法来迫使潜在侵吞者作出可靠承诺来约束他们自己，也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向他们施加武力约束。民族国家的早期历史向我们提供了这两种约束的实例。

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国家的经济相对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与早期这些国家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方式有关。
(52)

 在一些情况下，主要通过代议制的出现、权力的分配、司法的独立及其他支持性的保护产权的制度解决危机。在另一些情况下，集权制的官僚政治传统却得以发展，并且使挥霍性的产权结构得以制度化。此外，在殖民地时代，欧洲强国输出他们所选择的体制，进而影响到世界发展。
(53)



最后，我们扼要地考虑一下英格兰和法兰西对早期民族国家财政危机的不同反应：

国王可以依靠贷款使政府度过战争；而当面对可怕的债务偿还时，他们就需要财政收入。为了偿还战争借款必须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影响甚至决定了国有和私有部门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王室都是最初被迫允许“代议”机构（议会、三级会议）控制税率来换取他们投票赞成增加税收。这些代议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了这种特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失去了这种特权。后一点需特别强调并作些解释，因为它是我们观察欧洲未来不同发展格局的关键。
(54)



诺斯和温因加斯特（1987）探讨了某些约束是如何被强加给17世纪的英国王室，从而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司法独立等情况的。到17世纪末，政府寻求贷款的方式已有很大变化，而且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些新制度开创了现代资本市场。新政治制度和财政革命使政府对于贷款契约的承诺变得可以信赖，而且新结构显示：“那些易于被统治者修改的规则与那些具有同样内容却不易改动的规则相比，两者对于经济实绩的影响大不相同。”
(55)



对王室控制产权能力的各种新的限制以及各种权力的制衡，大大提高了政府低息获取借贷的能力。此外，新制度不仅不再诱导王室违反契约，而且也降低了私人之间对长期契约作出可靠承诺的成本。回顾17世纪以后的情况，“很清楚，这些制度的演变奠定了英格兰走向不列颠霸权和世界主宰的动力基础。如果没有财政革命，英格兰不可能击败法兰西。这些演变同样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56)



在15世纪的法兰西，历经百年战争的蹂躏后，查理七世统一了法兰西。为给平定国家和收复半数以上查理七世声称拥有主权的疆土筹措资金，代议机构——法国议会——授予他特别征税权。然而国王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期限远远超越了紧急时期，而王室授予产权和改变产权的权力，一直保留到法国大革命。
(57)



对于贷方来说，把一笔无担保的贷款供给超越法律和不可能被起诉的统治者是一项冒险活动。希克斯（1969）曾描述过欧洲统治者千方百计作出承诺保证还债的情况，这些统治者采取的方法包括抵押诸如王室珠宝和皇家庄园之类的实物资产，更重要的是抵制一些非有形资产，如某些征税权、委托高级官员的权利、垄断贸易的权利和要求免税的权利等。
(58)



鲁特和英格伯曼（1987）曾讨论过法兰西旧政体时期的王室设法对贷方作信用承诺的情况。信用承诺的技术从利用一些金融家族作中介发展到依靠官方法人。通过联姻而结成关系网的金融家们不能超越法律，而且如果国王不能偿还债务，他们还要承担责任。然而，王室对金融家们滥用权力导致金融家们组成法人团体，使王室拒付债务的代价提高，并限制国王所拥有的处置权限。“国王使用的中介人是各种传统的群体：村社、行会和外省集团。为了获取官方的承认和各种特权，这些愿意合作的集团为统治者充当银行家。”
(59)

 典型的特权包括由国家保护的垄断权和在地方上征收流动商品税的权利。

但是国王寻求绝对权力逐渐损害了政府的财政信誉。在18世纪，法兰西不能向国有银行作出可靠承诺（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出卖税收豁免权等陈旧措施已无效，国家不能圆满地为战争筹款。法兰西意识到，英格兰的制度演变已使英国财政处于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上，而法兰西需要较大范围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才能增加税收和改善政府信用形象。
(60)

 “了解情况的公众都坚决要求由公众讨论来制定经济政策，并设计一套制度来限制王室对财政的随意处置权。终于，各方对于应如何设计这样一种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61)



最后我们来作些概括。首先，社会的制度资本存量是通过优胜劣汰和不断创新来改革的，但变化只是倾向于在两者之间进行。现存制度决定未来制度发展的进程。其次，国家对稳定产权所作的可靠承诺，既促进私人投资又降低国家增加税收时的交易成本。在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承诺似乎需要有效的权力分散。最后，我们认识到概括权力分散问题是很困难的。历史上的权力分散部分地依赖于这样一些因素，比如存在（或不存在）一支由王室控制的常规定，足以影响由正常征税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各社会集团谈判力量的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因素。


 10.4　代议制政府制度和交易成本

10.4.1　概述

在我们这个工业化民主时代，那些规范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交换的各种公共规则已在过去100年里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丰富。一般而言，国家已深深地卷入了产权界定和执行、资源直接配置等经济生活中去。所以，最终我们需要一个研究代议制政府及其制度的行为理论来解释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资源配置问题。

对于代议制政府的实证性研究一直是两个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围，它们是政治科学和公共选择学。公共选择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扩展到政治学领域，自1960年代以来，经济学方法已大体上日益被政治学家所采用。
(62)

 将理性选择模型应用于政治学的早期工作倾向于承接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即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及忽略制度作用。并且，1960和1970年代的学者重新发现并且着迷于古典的表决悖论。
(63)

 按照表决悖论，在多数裁定原则下的表决结果是不稳定的，因为总能找到一个偏好其他选择的新的多数。
(64)

 事实上，施瓦茨（1987）在论及上述文献之后得出结论，几乎所有集体选择的环境都是不稳定的。

按照我们在第三章里介绍该论点时所讨论的，实际政治结果并非像早期理性选择模型所认为的那样不稳定。最近，政治学理论家们已经重新将制度纳入他们的模型，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工具，寻求解释规则是如何约束立法者和导致稳定的：

在所有政治学理性选择模型中，程序性规则的重要性变得更为明显。研究国会的学者们论证，在国会里建立各种专题委员会并以一种资历规则来决定委员会主席人选，与建立一系列以党的纪律等为基础的内部程序性规则相比，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家逐渐被那些展示这些制度规则对于集体选择具有强制性的实例所吸引……随着对制度重新发生兴趣，引致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新兴趣，因为制度（相对于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似乎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65)



对于政治学理论家们来说，下一步理所当然应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制度怎样被选择的问题，这项研究已经开始。

本书范围内不可能详细介绍关于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工具将政治结果和代议制政府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分析的各种尝试。
(66)

 我们在本书的任务是通过两个研究实例展示我们的方法对于研究政治理论的潜力。第一个研究试图规范地建立模型来说明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从而解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立法者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假设的信息成本状态。第二个研究则是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的企业组织理论来解释美国国会的内在结构。

10.4.2　信息成本和利益集团

第三章介绍了利益集团立法理论。对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对立法者具有过度影响这样一个难题，我们试着用非对称信息、大集团集体行动成本可能高于预期收益等来解释。登造和芒杰（1986）已将这些问题正式纳入一个模型之中，这个模型揭示立法者所选择的政策及被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影响都依赖于选民们获得信息的程度。
(67)



在登造—芒杰模型里，立法者追求得票数（V
 ）最大化。约束他们行为的条件是：稀缺资源、努力程度（E
 ）和一个其他外生变量。各立法者向各种活动分配自己的Ē
 ，以求得再度当选机会最大化。立法者能够以三种方式影响自己选区内的选民投票：1）通过明确的有利于选区内无组织选民的政策和行动；2）通过奖励那些不投票的利益集团的政策——选民们可能欢迎也可能不欢迎这些政策；3）通过广告和其他手段控制向选民们传播信息。

立法者为了控制向选民们传播信息（通过广告或其他竞选形式），他需要资源R
 。R
 只能从不投票利益集团获得，而且须以奖励该集团的政策P
 作为交换。立法者把一部分努力E
 i
 分配给政策P
 i
 来得到政策效果。立法者获得的结果用生产函数P
 i
 （E
 i
 ）表示。立法者的生产率既因人而异，同时对个人来说又因政策而异。比如，假设某立法者是拥有对政策P
 i
 裁决权的立法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么他对于P
 i
 就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

任何政策P
 i
 ，都能增加或减少立法者所在地区选民的福利。立法者也许会支持一项对潜在选民具有消极影响的政策，但仅仅是希望那样做能够从有组织的集团那里得到更多收益R
 ，以用于自己的宣传广告。因此，该模型既包括一个收益函数R
 i
 （P
 i
 ），它表示有组织集团为获得服务所付的价格；也包括一个把得票数与宣传广告开支联系起来的生产函数，V
 （R
 ）。

立法者行为的最优化问题包括：向为地区选民服务和制定政策P
 u
 ，分配其努力Ē
 ；向增加广告所需的收益R
 而取悦于有组织集团的政策P
 i
 ，分配自己的Ē
 。我们假定现在只有两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都在设法通过各自的政策纲领。那么某立法者面临下式的最大化问题：
(68)



[image: ]


现在假定选民可获得信息的两种极端情况：1）理性无知，2）完全信息。理性无知即选民们发现搜集他们代理人活动的信息所需成本太高，所以只依赖于代理人的宣传广告。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所有信息来自立法者（纯理性无知的情况），相应地，投票者的函数V
 （R
 ）和等式10.4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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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式10.5所描述的情况里，利益集团控制了立法者的行动，而且它的旨在产生替代性政策的生产函数P
 i
 （E
 i
 ）成了中心问题。各压力集团将寻找那些在他们的政策领域具有较高生产率的立法者（委员会主席、在该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等等）使获得及保留有利法规所耗的成本最小化。
(69)

 然而，要注意，该模型只是假设完全理性无知的情况，因而夸大了利益集团高于立法者的权力。立法者不可能完全垄断信息向地方选民的流动，如果他能做广告，那么他的政治竞争者也可这么做，而且新闻媒介也监督着政府任职者的行动。
(70)



其次，我们介绍一个完全信息世界的情况。在这个世界里，一个选区的所有成员在他们不付任何成本的条件下，就能充分了解他们的代理人。由于没有机会操纵信息，所以立法者做政治广告就毫无意义。因此，广告资源R
 的选举生产率降为零，利益集团不能向立法者提供什么。
(71)

 选民的反应函数中排除了R，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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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立法者将不再把努力分配给政策P
 1
 和P
 2
 ，除非这些政策能直接提高他的选区的福利。这意味着该立法者只代表他的选民的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情况介于理性无知和完全信息这两种假设之间。登造和芒杰（1986）指出，种种现象，诸如政治广告，美国国会成员对委员会职位的偏好，以及有组织利益集团的行为，都与这两种极端假定不一致。由于存在正交易成本，基础牢固的利益集团确实有影响力，但他们的影响要被地区选民所约束，因为某些信息会走漏给选民，而后者会作出反应。

10.4.3　交易成本与民主制度的结构

在第六、七章，新制度经济学的各种工具已被用来从成本最小化角度来解释各种市场上的契约和企业的结构。我们强调过度量和执行问题会阻止有价资源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实现潜在的收益，我们还强调过当交易跨越较长时间时，由于预见未来环境和签订可能契约的困难会使贸易受挫。不完备的契约会诱导投机行为。当高交易成本阻碍交易收益实现时，交易者就会受激发引入约束和规定个体行动的新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新制度包括：纵向一体化、授予特许权或组成传统的企业家型公司等。

有理由相信，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可用来建构代议制政府下政治制度结构的模型，但这个领域的工作才刚开始。正如我们刚刚所说，1960年代将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旧制度主义的反动。早期文献倾向于强调隐性的或外在的市场交易，忽视交易成本，而且也不重视制度结构或它们的约束影响。最近情况已经改观，运用新制度主义标签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运用于对政府的研究上。例如，在《国会：结构与政策》（1987）这本书里，出自不同作者的20篇论文提供了关于美国国会制度结构现有认识的概要。
(72)

 尽管作者们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但不论怎样，最终这些论文都涉及到以下问题：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特别是组织立法事务的制度创新，制度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以及美国国会应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控制被授权力的执行。

由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建立的关于美国国会的组织模型展示了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对于分析民主制度的潜力。
(73)

 一个立法机关可以代表相当庞杂的利益，但很少的利益能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自动支持。如果我们假定获得再度当选是立法者的首要目标，而推进适当的政策有助于他们再度当选，那么立法者就能通过在投票上的交易来获利：立法者向那些带给他们很小消极影响的议案投票，来为那些能给他再度当选带来最大积极效果的议案拉选票。

有关投票交易（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的先驱性研究都假定在投票表决里存在着隐含的或是显见的市场。
(74)

 尽管这些研究已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但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论证了这些研究未能说明交换选票过程中的高交易成本。事实上，可以用为降低这种交易成本所作的设计和建立的联盟来解释立法机构的组织结构。现在我们考虑一下为什么交易投票的交易成本就必定高。
(75)



首先，立法者不同于市场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者，不能够依靠第三方实施他们的协定。即使立法者A违背了诺言没有支持立法者B的议案，但他却并不会因违约而被告到法庭。

其次，立法者A和B可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的政策，但对于他们议案的投票不一定同时进行。立法者A可能投票支持B的议案，但几周或几月后，当A的议案审议时，B可能拒绝支持。

第三，在A的议案被提出表决前，许多事情可能发生，比如，从议案或其他政治环境中受益的投票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立法者A可能需要修改他的议案以保护他的再度当选的机会，或者新环境可能驱使B要求议案有所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立法者需要判断他人的行为是投机行为还是真正出于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但是往往不对称信息使这种判断很困难。
(76)

 高交易成本妨碍签订能覆盖全部可能性的完备契约，而且重复进行交易及立法者名誉感等促进执行约定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第四，立法者A和B从他们的方案中获益的时间不一定恰好一致，A的方案可能涉及大坝和桥梁，而B的方案则可能是设立新的常规机构。一旦大坝和桥梁完工，A可以结成一个新联盟，并投票废除B的常规机构，剥夺他未来的利益。

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并限制交换，但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利用新的企业理论分析了美国国会制度结构，认为这种制度有助于促进成员间的协议、有助于促进长久联盟的形成。委员会系统是他们模型的核心，其分析的基本特征可概括如下。
(77)



在国会里，政治议题被划分给明确界定的不同的管辖范围。委员会则被赋予管辖这些范围的产权（裁决权），他们控制着那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假如在现实中正好是这样的话），把它们提交给大会表决。该体系还包括有关修正案的规则。

立法者们竞争最有利于他们再度当选的委员会职位。竞争的过程揭示了立法者各自的偏好，且委员会职位的分配反映了这些偏好。委员会的席位不能被交易，且除非落选，成员们可按自己的愿望一直保留职位。

委员会是整个立法机关的代理人，人们设计了大量的规则来约束委员会的权力，以减少代理问题。这些约束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委员会的提案必须得到整个立法机关多数通过才能成为公共政策。

现在，我们重新考虑前面所提到的例子，即，用支持水坝和道路来交换对设立新管理机构的支持，以及立法者违约的可能性和在他们水坝及道路完工后又废除新机构的可能性。由于委员会体系的相应作用，起初支持设立管理机构的联盟，必须包括委员会中多数成员，这些成员享有对有关规章的裁决权。甚至当国会里出现一个新的多数要求撤销有关规章时，该委员会仍能行使对现状变化的否决权，拒绝把议案提交表决。在这方面必须在委员会中出现一个新的多数联盟才能达到这种变化。

此外，当投票不是同时进行并且某些立法者有通过重订原始议案来违约的动机时，委员会体系可以限制选票交易里的投机行为。委员会拥有在特定领域内的裁决权，它可以控制几个替代性方案，委员会支持这些方案来反对上述的“现状变化”。委员会体系并不解决所有问题，而且通过委员会达成协定仍很费成本（这将影响立法权的结构），但是通过竞争和自我选择来分配各管辖产权（裁决权），可以降低结成联盟和执行协定的成本。
(78)

 体系制度化使政策得以持久保持下去。
(79)



最后，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指出，在一个立法机关中，“相互欠情”投票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可以通过立法机关内的政党关系来降低。事实上，一个强大的委员会体系可能正是替代了强大的政党和政党纪律。在政党控制党内成员对政治资源的使用时，利用人们对声誉的重视及重复交易会提高执行协定的效率，且这种效率会大大高于无政党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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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诺斯（1981），［前引书，注(2)］；同上（1986a），“Institutions，Economic Growth and Freedom：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St. Louis：Washington University.


(53)
  诺斯考察了近代欧洲英格兰和西班牙截然不同的制度变化，并讨论了这些结构是如何影响北美殖民地的产权，西班牙帝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政策及拉丁美洲的殖民发展的。诺斯（1986a），［前引书，注(52)］。


(54)
  诺斯（1981），［前引书，注(2)］，第140—141页。


(55)
  诺斯和温因加斯特（1987），［前引书，注(48)］，第1页。


(56)
  同上，第28页。


(57)
  诺斯（1981），［前引书，注(2)］，第148—150页。


(58)
  “在几乎没有赎回指望的情况下，抵押资产与完全出售资产之间确定不存在很大区别。因此，以包税作为筹款的抵付，会自然地滑入出售包税，并进一步滑到出售未来税收的豁免权。”希克斯（1969），［前引书，注(47)］，第87页。


(59)
  鲁特和英格伯曼（1987），第14页。


(60)
  关于为什么议会比国王较少拒付政府债务的讨论，见鲁特和英格伯曼（1987），［前引书，注(48)］，第19—24页。


(61)
  同上，第26页。


(62)
  欲知公共选择领域的早期经典著作，请看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The Calculus of Consent
 .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理性选择模型对于政府研究的先驱性应用可见道斯，安东尼（1957），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and Row.）关于早期公共选择文献的综述可见米勒，丹尼斯（1919），Public Choice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3)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ect）在18世纪发现了与多数裁定原则有关的悖论。


(64)
  有关表决的不稳定结果的理论文献，见施瓦茨（1987），“Votes，Strategies，and Institutions：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Choice.”在麦卡宾斯和沙利文合编（1987），Congress：Structure and Poli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5)
  见Knott和Miller（1987），Reforming Bureaucracy：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
 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 Hall.：第8页。


(66)
  请读者参阅诸如Public Choi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和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等主要杂志。另外，还有20篇新制度方法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于麦卡宾斯和沙利文（1987），［前引书，注(64)］。


(67)
  见登造和芒杰（1986）：“Legislators and Interest Groups：How Unorganized Interests Get Represent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1，March）：89-106.


(68)
  注意，在下面的等式里，R
 ＝R1
 (P
 1
 )＋R
 2
 (P
 2
 )，还应注意E
 u
 表示立法者分配在促进其地区性选民的服务和政策P
 u
 上的努力。


(69)
  登造和芒杰从他们的模型中推导出：“立法者越是精于为一个集团提供政策服务，他所得的底价也越低。”登造和芒杰（1986），［前引书，注(67)］，第97页。


(70)
  同上，第100页。


(71)
  假定立法者不能将R用于个人消费。


(72)
  麦卡宾斯和沙利文（1987），［前引书，注(64)］。


(73)
  本节的余下部分将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参见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or，Mhy Legislatures，like Firms，Are Not Organized as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No.1）：132-163.


(74)
  例如可参阅图洛克（1967），Towards a Mathematics of Politics
 .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An Axiomatic Model of Logroll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June）：331-341；以及考福特（1982），“Centralized Vote-trading.”Public Choice 39
 （No.2）：245-268.


(75)
  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前引论文，注(73)］，第137-142页。


(76)
  所导致的度量问题减弱了在名誉上投资的有效性，而名誉则是作为一种旨在降低交换立法机关欠条的交易成本的工具。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强调，不管怎样，名誉只是作为正式立法制度的补充，而非替代它们。出处同本章注(75)，第141—142页。


(77)
  同上，第143—148页。


(78)
  注意，除非在国会选举后，每个委员会的成员是不会改变的。委员会成员之间调动决策可敌得上一项投资，它仅是对于立法者的环境发生相当变化后的反应。温因加斯特和马歇尔（1988）报道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由我们的立法制度模型而不是由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机制所推导出的四个含义。第一，委员会由‘高度需求者’组成，也就是说，由那些对委员会的政策管辖范围比一般人兴趣更大的个体组成。第二，委员会的分配机制的运作宛如一个投标机制，它分配每个人到其估价最高的委员会。第三，委员会的成员们从他们的政策领域里获得的是一份并不相称的利益，这种情况在那些广泛不同的政策管辖范围里都存在。第四，有重要的证据支持此模型的一个比较统计学的预测，即，就像利益反映在委员会的变化上一样，随着非委员会成员牢牢把持的利益发生变化，政策也将变化”。


(79)
  仍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制度自身能幸免于变化？假如最终结果依赖于制度，那么为什么多数派不首先投票改变制度，然后再对他们所喜欢的政策进行表决呢？有关这些问题，请读者参阅曾对这些问题做过介绍的第三章。请注意，政治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一套具有互补性的资本商品的集合，若要理解由这种制度复杂性所导致的结果的性质，得花费一定的时间。一项制度在一个维度上的变化能摧毁其他维度上的资本价值。制度也有变化，但那通常是对于环境根本变化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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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经济行为与制度》的英文版于199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对该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作者埃格特森在综合整理既往的政治、经济文献的过程中，对社会科学的这个新萌生的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的扩展和贡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该书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六次重印，行销不衰，受到西方学术界重视的原因。

我馆于1996年出版该书，第一版的译名为《新制度经济学》。该书出版后，在我国经济学界也引起了许多关注。鉴于该书在综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内容方面的独到贡献，我们将它收入了我馆的《制度经济学译丛》，并征得译者同意，对该书的译文做了重新校订，对全书体例做了统一，恢复了原书译名，现将它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奉献给读者。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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